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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茫茫，本书原于1988年承日本文部省研究成果刊行补助金资助刊行，1995年得刘静贞、李今芸两位译为中文，由台湾的稻禾出版社发行繁体字中文版。如今，又承刘静贞教授费心而得出版简体字中文版。

宋代史对日本人而言是外国史，日本人的中国史、宋代史研究成果能够在中文世界再次被接受，对于著者而言，实在是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了。我衷心希望本书的刊行，能够成为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及日本青年研究者之间交流的桥梁。

著者投入南宋史研究，主要是追随刘子健教授（1919—1993）所提出的南宋史研究课题。这点在1995年的中文版序文中已经说明，此处不再重复。

近年，著者应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之邀，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26卷第3期发表了《贾似道的对蒙防卫构想》（200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NUESCO出版）。著者对于政治史的研究，是从秦桧到贾似道，也就是南宋从建国至亡国的经纬，于其中大略可见。当然，其间未尽与欠缺之处尚多。诚挚所望者，今日年轻的研究者们能够摆脱专注人性善恶的人物论，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考察南宋时期政治过程的总体面貌。且祈愿能以此告慰生于20世纪动荡时代，开拓南宋史研究的刘子健教授。

原爆被灾七十周年三月某日

寺地遵　识



繁体字中译本序

此次拙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1988年）承刘静贞教授、李今芸硕士译为中文出版，实为作者莫大的欣喜。

我对南宋时代史所作的研究，在中国人的眼中，不过是一本外国人所作的中国史研究著作。历史研究本是欲理解一国家内在最便捷的途径，但是在语言和其他固有思考模式所形成的障碍下，要形成彼此间的共识，并不容易。我在进行南宋史研究时，主要是与任教学校的研究所、大学部学生们一起讨论，并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诸贤共同切磋。这当然也反映了现代日本知性结构的大致状况。这次因着拙著中文本的刊行，我的研究成果能够被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心中着实既喜且惧。

同时，由于拙著乃是被翻译成研究对象的母国文字，这意味着拙著的价值已在某种程度上为所研究国家即中国世界所认可。对于一个身为外国人的中国史研究者而言，这的确是莫大的鼓励，故也更令人兴奋。

我深切地盼望，拙著中文本的刊行，能促使中文世界的青年学者们重新思考并检讨南宋史的研究意义。到目前为止，能够指出南宋史自身特有价值的议论似乎尚不多见。黄宽重教授的大作《南宋史研究集》（1985年），是其中少数优秀的专著之一。该书书前载有已故刘子健教授所写《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一文，就南宋史研究的意义作了整理提示，对我们后学者颇具启发之效。此外，我自己也有一点看法，欲附为刘子健教授见解之骥尾，以为参考：

中国自春秋公羊学形成以来，即以标榜天下大一统主义的历史哲学为当然。可是历史哲学与历史现实是有所分别的，与天下大一统理想背道而驰的现实事态，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南宋时代正是天下世界二分化的时代。这种天下二分时代的矛盾结构与动态——南北间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历史过程，的确是中国史上值得研究的重要场景之一。又，刘子健教授的南宋史观也见于他所著的《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包容政治的特点》
(1)

 ，读者可一并参阅。

拙著中译本之得以刊行，承台湾大学历史系吴密察教授、东吴大学历史系刘静贞教授、汉学研究中心李今芸小姐费心，烦劳之处，特此致谢。并为绪言。

1994年11月

广岛亚洲大会会后　寺地遵



————————————————————


(1)
  收入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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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与问题意识


 一、宋代政治史研究现况与研究角度


 （一）政治史的对象

历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追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的法则，同时准确地把握某一时代的历史个性。此种历史个性的发现与记述，多有赖于政治史的研究；在表现时代个性这方面，政治史研究实居于独特的枢要位置。盖政治现象不唯与人类诸般活动密切相关，亦可谓人类诸活动之总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历史即政治史的看法。断代史与纪传体的基调，正是借着帝王、将相的行止，以及其德之有无，来论说王朝的兴亡，所谓正史的编纂事业即由此而生。但是，这里所说的政治史，当然不是指历史与政治史未分化时的正史，或是《十八史略》的世界。而是在人类各项活动中，专门将焦点集中在政治本有现象、政治权力运动过程上，亦即就所谓狭义的政治现象加以记述者。举凡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之取得、支配与维持，国家权力之行使等政治势力间的政治斗争，国家意志或基本国策之决定过程，以及存在于其背后的影响等利害状况之检讨，皆为其中心内容。由于在人类各种团体中，没有比国家更强大的权力体，也没有比建立国家更重要的行为，所以，在把握某一时代的历史个性问题时，政治史占有独特的枢要位置，也是当然之事了。

石母田正曾将政治史研究区分为以下四项
(1)

 。第一，国家统治机构及其形态之研究，是政治史最重要的课题。第二，就各政治阶段之国家政策历史进行研究。第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各政治事件。第四，政治上居指导地位的政治家。

其中第二项，不应只限定于政策，也当包括广义的国家意志之形成与决定过程；第四项所说的政治家，亦不当局限于特定个人，而是意味着推动政治的政治主体，也就是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政治势力与社会背景。这样一来，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就可整理为（1）国家统治机构、制度，（2）国家意志、政策，（3）重要政治事件，（4）政治主体、政治势力等四者。


 （二）宋代政治史研究现况

根据前述整理，检视日本有关960年至1279年约三百年间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现状，大致有何成果可观呢？要了解这个问题，下列文献书目可供参考：

宋代史研究委员会编：《宋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文库，1957年；《宋代史研究文献目录补篇》，1959年；《宋代史研究文献目录Ⅲ篇》，1970年。

东一夫、吉田寅编：《中国政治思想与社会政策研究文献目录Ⅰ五代·宋》，汲古书院，1971年。

柳田節子：《宋元时代研究史》，收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山川出版社，1983年。

宋晞编：《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6年；增订版，1983年。

其中柳田氏所作，是就1982年以前日本、中国、欧美研究状况，分为政治过程、政治制度、财政、经济、文化等项分别整理，以下所论主要是根据于此。

首先就（1）之统治形态、机构、制度来看，有关中央、首都之各官衙机构，中级或中间的地方机构（路、州），地方最末端的县、镇机构，以及各机构之运作，还有其相关人员，即自宰相以至胥吏的统治集团之职务、角色的研究，都倾向于将宋代视为中国史上集权官僚统治体制的确立时期。由于有《宋会要辑稿》等丰富的史料为后盾，到目前为止，这个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最有可读性。至于皇帝直属各机构之研究——这与宋代皇帝之所以成为独裁君主有关，以及让全国地主阶级得以成为君主直属官僚的媒介制度——科举等有关研究，也可附属于此一系列中。如果根据柳田氏的整理，并将第一项“仕宦之道”（科举制研究）、第二项“政治制度”（中央、地方机构、社会救济、法制、裁判、军制）的全部，与第三项“财政、经济”中之财政、税制、役法、专卖制等与国家统治机构密切相关的项目合计，则论文、书籍总数可多达二百零八种（如果排除第三项，则为九十种），可以说是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重心。

至于（2）之国家意志、政策形成过程及与政策有关之各项研究；（3）之重要政治事件、政治过程的研究则相当贫乏。从柳田氏所列举的篇数来看，（2）不过四十六篇，（3）只有四十三篇。同时在（2）之中，主题为北宋中期王安石改革与新法问题者，占了三十四篇，大家的关心压倒性地集中在王安石的新法上；其次则是一般称为开国规模的北宋政权形成时期，还有南宋政权确立时期的外交、军事政策议题，显示研究状况相当地偏颇。

在（3）的方面，研究主题亦有所偏重，四十三篇中有二十篇是农民战争研究，其他则散布于北宋庆历党议、王安石拜相、新旧党争、南宋中期的宋金战争（开禧用兵）、南宋末期的对外关系与战争等问题上。总之，这显示近年来农民战争研究的重要性日增
(2)

 。再者，这个部分的研究，又特别集中在所谓宋代三大农民战争：北宋初期的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北宋末期浙江方腊起义，与南宋初年荆湖之钟相、杨么起义。可是，正如明朝刘定之所说：“汉唐有篡弒之臣，而宋无之。有贼民崛起，几危社稷如张角、黄巢者，宋无之。”（《宋论》，理宗）农民叛乱在宋代政治中的分量有其一定的限度。如何安排农民战争、抗租斗争在宋代政治史中的位置，当是今后研究上的重要课题。

最后来看有关（4）之政治家、政治势力及其背景问题，这与（1）的研究多有相关，合计有八十一篇。研究多集中在北宋的赵匡胤（太祖）、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还有南宋的秦桧、岳飞、韩侂冑、贾似道、文天祥等人，就某种意味而言，也表现出宋代政治史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换言之，在北宋方面，是王朝的创建与变法，在南宋方面，则是与异民族抗争、对决并妥协之诸过程。

除开特定个人的研究，关于宋代固有政治主体——士大夫层、政治势力崛起、运动的研究也颇盛行，柳田氏在“政治过程”项下，就分设了新官僚层之诞生、仕宦之道——科举及其他、士大夫像、庆历士人等诸目，共列举书籍、论文五十八种。附带值得一提的是，唐末五代以来的地方地主层，在宋代经由科举制度成为新兴官僚，其发迹并组成各种党派、政治势力的过程，还有其或没落、或门阀化的轨迹，近年来也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绩。

可是综合上述四项研究成果来看，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其实非常不均衡。首先，在时代上，北宋的优势，正凸显南宋的贫弱；而在范围的分布上，制度、机构研究的卓越性，也反映出政治事件、政策决定、政治过程研究的不完全；总之我们可以说，把宋政权视为一个不可分的过程，加以探讨的观点与努力都颇为不足。这种不均衡性，使得一部足以涵盖全体的宋代史，以及一部能贯彻首尾的宋代政治史无法顺利诞生。例如，作为一般讲座中之一册而写的概论书，自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史》以来，不知凡几，其中被评为“至今最详细者”
(3)

 ，是周藤吉之、中嶋敏所著《中国的历史　五　五代·宋》
(4)

 ，其内容以宋代政治为主流，即：

宋政权的成立与官僚体制

王安石的新法

新旧党争与北宋之亡

南宋的政治状况与对金关系

南宋的灭亡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不均衡性由此可见。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北宋政治史与南宋政治史的记述之间缺乏连贯性。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有关宋代权力内部固有矛盾的进行与动态，以往就政权形成以至衰亡之全部过程加以记录、描述的政治史角度与方法，已有所不足。

再者，自昭和十年（1935）吉田清治所著《北宋全盛期历史》刊行以来，从赵宋政权诞生到王安石暨新旧党争的政治史，即不再有人全面性、一般性地写作了。这也可以说是如实反映了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况，亦即有关政治过程研究的不足。


 （三）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角度与问题意识


 1．关于唐宋变革论

前面已然指出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偏颇与不均衡，还有对政治权力运动过程全面性的不关心，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呢？

回顾宋代史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宋代史的研究深受所谓唐宋变革论假说的影响，基本上即是根据这种看法进行研究。内藤虎次郎（湖南）于大正十一年（1922）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将唐宋之间视为中国史上的一大分期，并将宋代以下定为近世
(5)

 。1948年，前田直典批判性地继承了湖南的唐宋变革期之说，发表《古代东亚的结束》
(6)

 一文，将宋以后定为中世。之后，有关宋代究竟是近世，抑或是中世的歧见虽大，但是基本上都把唐宋之际视为中国史上的一大分期。前者以宫崎市定为主，后者则有仁井田升、周藤吉之、石母田正等人，宋代史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史研究的焦点，受到相当大的关注。

宫崎市定认为，宋王朝的历史可以作为中国史上近世国家（宋、元、明、清）的基本标准，宋以后相连的元、明、清三朝，只是宋历史的反复重演
(7)

 。这样一来，基于“近世国家原型”的观点，将宋王朝之最根本意义定义为君主独裁政治，或是集权官僚制，专力于其统治机构编制、支配体制形态的研究，也就理所当然了。直接承继内藤—宫崎之说的佐伯富，在其有关宋政权的文章中，将宋政权自诞生以至灭亡的过程安排为：

集权官僚制的成立

独裁政治的出现　独裁制下的官制　选用官吏的制度

官僚的性格

党争

胥吏制度的成立

这完全是机构、制度的讨论，藉以与唐朝贵族体制进行比较
(8)

 。这的确可说是目前集内藤、宫崎学说之大成的一篇文章。

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前田直典将唐末以后视为中世─农奴制社会─封建社会，继承其观点的研究，对于宋朝国家统治机构、集权官僚制就不怎么关心，专门着眼于农村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支配关系。结果，即使是讨论到政治权力，也多半是倾向于检讨社会结构，即以国家在乡村中的收夺体制——租役与户等编成体制为课题，讨论以此为基础条件，反映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的国家编制、组织、国家支配等问题
(9)

 。于是，在这个体系下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既不讨论统治机构、官僚制，更不关心具体的政治过程。周藤吉之、青山定雄考察科举官僚出身状况、家系、地域背景的作品
(10)

 ，所隐含着的问题意识，就是希望借着寻找宋代统治集团的社会特性，以求解明唐宋统治阶层的差异性，故也是受到唐宋变革论影响的产物。可是，无视于政治过程论的国家论，是无法得出有机的综合性结论的，这个问题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

总之，对于宋史的看法，内藤派与前田派虽然截然有别，但都是从政权的组成与类型着眼，并且也都无视于其运动、过程。这项共通性是缘于彼等皆起自唐宋变革说，因为若要比较唐宋，必须使用类型化的方法，才能发现宋代的历史特性。这种已转化为比较类型论的唐宋变革论，应该是造成宋代政治史研究不均衡、政治史记述不连贯、无全面性的最大原因吧!

今天要突破这种闭塞状况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把宋政权的产生─发展─衰退─灭亡，看做是一个不可分的运动过程，确立所谓内在的历史的观点
(11)

 。把宋政权的历史看做是宫崎所说的“近世国家的原型”，或所谓“彻底的中央集权的政权”
(12)

 ，那种形态、结构论必须有所突破，也就是必须转而从事有关运动的、过程的研究。


 2．关于南北民族抗争论

如前所述，唐宋变革论的问题，一是集中于近世国家、集权国家之统治机构与君主独裁制的形成，另一体系则由社会结构体论展开集权的专制统治结构论。基于此种看法而建立的北宋政治史，到了南宋政治史时，却又一转而为汉、女真、蒙古三民族的对抗、兴亡史，造成今天宋代政治史记述的不连贯性。

前面已经提过，周藤吉之、中嶋敏是从民族兴亡史的角度来掌握南宋政治史。而在另一方面，一向与他们持不同看法的宫崎市定，竟在南宋政治史的问题上采取了同一阵线，在标题上带有南宋政治史字样的《南宋政治史概说》
(13)

 ，其内容如下：

（一）宋的南渡


辽金之交迭

宋金海上之盟

靖康之变

南宋中兴



（二）金与南宋的竞逐


金、齐、南宋的三角关系

金与南宋议和余波

金海陵王之南征

南宋孝宗及韩侂冑



（三）南宋末路


金与蒙古之交迭

南宋与蒙古的关系

南宋之亡



其实，不只是南宋政治史，全盘的宋代政治史都可以用汉、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各民族间的斗争、兴亡史加以构想，并且记述，在中国，宋代史的研究就常从这个角度出发。元朝人编纂前代正史时，已经对此问题议论纷纷，是应该把唐亡之后以迄元朝统一天下之前的中国史，视为南北分裂时代，分设南史（宋史）、北史（辽史、金史）呢，还是应该根据正统论，以宋史为正史，其他王朝立为载记或别史呢？
(14)

 这固然是为了要替蒙古族所建的元王朝，在中国王朝史的系谱——德运说中寻求定位，却也关系着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何理解先前中国（天下世界）的组成及发展，故将唐─元间的天下世界认知为汉、契丹、女真诸民族的抗争史，自无不当。

这样的看法，在民族危机发生时，又会担负起所谓警钟的角色，几经转折变化而再次面世
(15)

 。例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在《宋论》《黄书》中，就将宋史说成一部民族兴亡史；到了近代，周谷城讲述960年至1840年的中国史，也把1939年刊行的《中国通史》第四篇，题为“封建势力持续时代　种族战争愈演愈烈”。至于这类历史叙述的代表，当推金毓黻的《宋辽金史》。这本大学用教科书，把唐─元间的中国史概分为外患、制度、学术三项加以整理。这本书既是于1946年在重庆刊行，当然就是一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受民族意识强烈影响，也强烈展现民族意识，作为民族兴亡史的宋代史论作品。

今天的中国，已自我定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切正统论思想、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都遭到指斥，早先金毓黻从民族偏见出发的作品，也就无可避免地会被点名批判
(16)

 。可是，要根据现在多民族国家的规定，根据所谓国家的要求，并立等观地记述宋、辽、金、元各王朝，重绘历史图像；或要在一朝一夕之间，即与长久以来传统民族兴亡史观之间的歧异完成统合，实在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像岳飞这类“民族英雄”的再评价问题，就一直在摸索并形成论战，我们很难确认，一部取代民族兴亡史，建立多民族国家史像的宋辽金元史已经完成
(17)

 。

在这样的状况下，范文澜于1969年去世后，接续他所写的《中国通史简编》，蔡美彪、朱瑞熙、李湖、卞孝萱、王会安等人编纂了《中国通史》第五册，于1978年刊行。本书的特色是，将宋、辽金、元的历史分为第五、六、七册来撰写，这种编排方式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民族个别兴亡史的成分。同时在编辑方针上，蔡美彪等人也并未承袭范文澜之前分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叙述的通史取向，而是“基本上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经济领域和政治、思想领域的发展和斗争的状况，结合起来叙述，以便于说明事件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
(18)

 。这种重视发展、斗争，不固定领域区划的方针，使得宋代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特别是政治权力自诞生以迄衰亡的政治过程，得到统一性的记述，造成独特的宋代史叙述。这与日本宋代政治史在唐宋变革论影响下，专就集权国家、专制支配的形态、结构性作静态研究，几乎是截然相反的。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在政治斗争方面，也就是：（1）将宋代史分为“统治的腐败”（北宋中期）、“腐朽统治”（北宋末期）、“黑暗统治”（南宋初期）、“统治集团的衰朽”（南宋末期）等几个时期，藉以对应各时期的人民武装反抗斗争，阐明作为阶级斗争史的宋代政治史架构；（2）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设定为“对异民族抗战派=反投降派集团”与“妥协派=投降派集团”间的对立抗争，并且把儒学─道学思想斗争与民族斗争相结合。这样一来，着重于宋代政治史内在矛盾进行的动态斗争史观遂得以贯彻，也把政治史带至政治史固有的力学中。

不过，《中国通史》第五册虽有上述优点——对比于日本结构论式静态的宋专制权力论，或是北宋、南宋观察角度与记述的不连贯性，唯就宋代政治史的写作而言，仍然有其不足之处。

第一，有关阶级矛盾、斗争与民族矛盾、斗争的处理问题。如若前引明刘定之《宋论》所言为是，则将阶级斗争视为宋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妥当？此外，在本书中，既未讨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有机性关联，也未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作综合性的分析，只是个别地分开记述。从这点看来，其所记述的仅只是斗争过程，而非政治过程。

第二，由于不重视赵宋政权与全盘宋代政治史的推移与发展，记述就变得过于简单，甚至有些超历史化。例如，书中反复地谈论权力集团的腐败、腐朽，却没有说明，宋的统治集团是一直这样腐败，还是其腐败尚各有时期的特质。金毓黻曾说：“宋代为士大夫之政治，其兴盛由于士大夫，其衰亡亦由于士大夫。”“吾敢断言，宋室之亡亦士大夫之所为。”
(19)

 宋政权统治能力及士大夫阶层凝聚力之变动，原是宋代政治史上的要项。13世纪初，南宋灭亡前半个世纪，就已经是“于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请和仇雠，而不激其忿，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为无疗病之方，甘心自处于不可振救，以坐视其败”（《水心别集》卷十二，法度总论二）。换言之，士大夫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分裂、断绝早已开始，宋政权的统合能力也已极为低落。空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而无视于与统治力真正攸关的统治集团编制方式之变化，以及组合成员之变动，自然只能从腐败，还有蒙古族掀起的“一阵狂风暴雨”
(20)

 ，来解释宋政权崩溃的原因，并且充分暴露出今日中国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缺陷所在。

综上而言，（一）今天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问题，首先在于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与所用方法均相当偏颇，也没有涵盖宋代政治过程全面且一贯性的记述，就这层意义而言，宋代政治史的研究还相当地贫乏。

（二）造成这种贫乏性的原因，即是近年来，包括政治史研究的宋史研究，普遍受到所谓唐宋变革论此一基本观念深刻的影响；不过，内藤湖南与前田直典两位当初提出唐宋变革论时的积极性，已然不再，只是把宋代史当做可以比较的类型加以理解。这种比较·类型论对于政治史而言，极具制约的作用。政治史的记述中心内容，在于诸政治势力的政治权力斗争，或者是国家意志、决策进行之脉络，存在于政治权力根部的矛盾发展过程，正是其必须掌握的观察角度。

（三）中国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取向，与日本的统治机构·专制支配论大异其趣，他们将唐王朝崩溃至元成立的三百多年视为是天下世界（中国）南北分裂与抗争的时代，也就是一部民族兴亡史，其中汉民族史，亦即宋史·宋代政治史，就被勾画成“主战论=抗战派”对“主和论=妥协投降派”的图像。这个看法和对思想斗争关联性的关心相结合，其记述遂以动态的斗争过程为重心，符合了以权力斗争为主要记述对象的政治史原则。可是，这之中也有大缺陷。他们所能掌握的宋朝政权的历史特性相当薄弱，宋政权的全部发展过程被简化为抗战派、妥协投降派的分析角度，根本是超历史的。无视于各个政治势力的社会、经济背景，各式各样的政治姿态，以及其所由生的各项条件，即是其所以会将掌控国家权力或决定国家意志的政治斗争过程，单纯化为所谓善恶相克，并且记述平淡的原因所在。


 二、南宋政治史研究现况及本书的立场


 （一）南宋政治史研究的贫乏性

目前无论是在一般性的宋史研究中，还是在宋代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内，南宋政治史的研究，在质与量上都是相当贫乏的。昭和十六年（1941）宫崎市定写《南宋政治史概说》，只记述了南宋、金、元——汉民族、女真族、蒙古族的角逐关系。三十年后的昭和四十九年（1974），周藤吉之与中嶋敏作南宋政治史，仍不出宫崎的范围，正说明了研究成果的贫乏。

再者，根据前引柳田節子的整理，在“南宋政权移转”项下，除笔者系列性拙稿外，关于南宋初期武将统合问题、岳飞—秦桧、韩侂冑、朱熹、贾似道、文天祥的论文、著作一共只有十九种，在量的方面，明显地较其他范围薄弱。更何况，其研究内容既限定于此处所列举的人物及其有关之政治事件，则其研究方向、问题角度大概也无所谓体系性、连贯性可言，在质的方面，自是乏善可陈了
(21)

 。

这种贫弱性会引发许多研究者持续的关心，正意味着南宋政治史还不成气候，至少南宋政治史研究一直都不是宋代研究史的重点。这主要是因为其在时间上距唐宋变革期较远，无法被列为唐宋变革论具体的一环来讨论；再者，规范宋代研究的唐宋变革论，其影响力也无法及于南宋时期的民族抗争、民族兴亡史论。结果，南宋政治史乃被限定在民族兴亡史及其有关议题上。如果宋政权是宫崎所说的“近世国家”的原型，属于“彻底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翦伯赞），则彼种国家的发展过程应该如其形成过程一样地被关心，被观察，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研究。所谓统治集团的腐败，所谓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的蒙古族冲击，正缘于对南宋政治史问题的不关心，才会以这样的架构来理解南宋政治史。


 （二）“南宋政权移转”的研究角度与问题意识

然而，就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中，山内正博于1970年以《南宋政权之移转》为题，写了一篇亦可以名之为南宋政治史要略的文章
(22)

 。这篇论文的目次为：

前言

一、传统的复权

二、矛盾

三、灭亡

从目次上，我们已经可以大概察知，这与历来大同小异、写成民族抗争史的南宋政治史，在本质上即有所不同。其观点在于：（1）他把南宋政权自成立至灭亡视为一个连续的政治过程，（2）这不是民族兴亡史，而是要以存在于南宋权力内部的矛盾发展过程来建构南宋政治史。当中国、日本都不断重复着南北民族抗争史观之际，山内从完全异质的观点出发，撰写南宋政治史的尝试，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不过，我们应该继承山内的，应只限于这两点，至于其他的分析或分析架构，仍有值得批判处。这或许是因为受限于论文发表的形式——刊载于讲座上，以至于不能畅所欲言地开陈自己的见解，但问题的确不少。例如山内认为南宋政权的形成乃是“传统的复权”，但却未能完整地说明其具体意义之所在。我们固然可以揣测，这是指其具有北宋政权的性格，或是在基本性质上有所继承，然而仅仅是理解南宋政权的共通性与相异性，却没有内容的话，问题仍然存在。这也就是说，定义一旦无内容，即使其间有“矛盾”之处，仍然可以说得通。于是，在把南宋政权发展作为问题以记述之时，本论文原本试图定义南宋政权特质、全面展现南宋权力的目的，会因为这种暧昧性而无法完成。

其次，山内认为，南宋政治史乃是“以军力为后盾，自北方移入的皇帝一族以及加入他们的新地主层，和自北宋以来，受传统支持，原居于南方的地主层之间的对立、妥协、抗争”
(23)

 。他试着从流寓—北方—新地主与土著—南方—旧地主的对立关系，来掌握南宋政治史。可是，尽管这篇论文的骨架如此，仍然有问题存在。其缺点是，因为在区分流寓—北方—新地主与土著—江南—旧地主之时，轻视或根本无视于地主层内部本来的矛盾与对立，也就是基于地主经营形态、再生产形态而有的对抗关系，结果使得北宋末期地主层内部的对抗关系，或是权力斗争，与南宋初期的问题脱节，不能接续。事实上，南宋政治史与北宋末期政治状况之间，是具有连带关系的，如果将两者当作是断绝的，那么，要将依山内看法描述的南宋政治史作为历史记述，恐怕会有问题。

此外，将新旧地主论视为南宋政治史一贯的架构，也不妥当。即使承认山内的地主二分说法，那也应该尽可能地限定在第二、三代流寓地主阶层定居江南之前的时期；若要将其定为南宋政治史的基本架构，视为南宋百数十年的全部政治过程，并不恰当。例如，可谓是流寓地主—士大夫代表的赵鼎，虽因秦桧而罢去相位，却在绍兴买置族田，至其孙赵监已成昆山地方有力士族，娶苏州名门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女；而在北方人秦桧之下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王次翁定居明州，其子王伯庠出任御史，被视为是明州“衣冠盛事”（《宝庆四明志》卷十），从这些事看来，山内的看法大有可检讨之处
(24)

 。

再者，对于在南宋初期政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秦桧，山内只据其出身地将他定位为“南方地主层的代办”
(25)

 ，亦欠妥当。这点将于本书第二部第十一、十二章再加讨论。

总之，山内从政权内部矛盾运动来理解南宋政治史的观点，的确应为今后所继承、发展。但其具体的分析架构——地主二分说，则很有问题，尤其是与北宋政治史之间的断离、不连贯，还有以之贯穿南宋政治史全部的看法，都有不当之处。


 （三）本书的记述对象及其意义

本书记述的时间，起自北宋政权崩溃瓦解、南宋政权诞生的建炎元年（1127），终于第三次宋金和约缔结
(26)

 ，南宋政权安定、繁荣期开始的乾道元年（1165），大概是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的时代。而本书的内容，则为此期间的政治过程，也就是诸政治势力为掌握、维持国家权力所进行的权力斗争，还有影响国家意志、基本政策选定的利害状况，或是诸政治势力的社会背景等综合性、总括性的考察与记述。

本书基本上是将这段南宋初期的政治过程分为两部分来处理。因为高宗时代就是由两段政治过程所构成。其一是自南宋政权诞生至稳固，即所谓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也就是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的政治过程。其二是由绍兴十三年（1143）到孝宗乾道元年（1165）的政治过程，以维持并保全绍兴十二年体制——秦桧专制体制——为其最大政治目的，既然秦桧在此一时期拥有压倒性的政治力量，故亦可定为是秦桧的时代。这个时期结束于宋金战争再起，宋金两国各自易主之际，最后即是绍兴十二年（1142）体制的解体，同时为孝宗的盛世——乾道、淳熙时代
(27)

 做准备。此后自乾道、淳熙以至开禧期间（约四十年）乃是南宋政治史的中期，或南宋最盛期，也是应该另作处理的时代。

本书所欲处理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是除了秦桧与岳飞对抗关系
(28)

 以外，至今尚无太多人关心的政治过程，而除了观察其本身的意义，尚含括下述问题。首先，这是以建炎元年至乾道元年为南宋政权诞生并确立的时期，而期间的政治过程，已然奠定了以后一百五十多年南宋王朝的基调。因此，考察、检讨此间的政治过程，当可对南宋政权的历史个性提供相当程度的认识。这不是根据社会结构体逻辑演绎结果所绘制的南宋政权像，而是鉴于前述南宋政治史研究的贫乏性，尤其是研究观察角度的不足，故循着政治过程，以期在历史上找出南宋政权的特质。

其次，此一时期既是南宋政权的创始期，也是北宋政权的重整期。从统治领域而言，北宋拥有一千二百六十五个县，南宋继承政权确立的绍兴十二年（1142）则缩减为七百零三个县。这就是其历史过程。北宋政权的缩小重整期即南宋政权的建立期，考虑到此一时期的特殊性，山内正博视南宋政治史乃与北宋断绝的观察角度，自然不能成立。事实上，要考察此时期的政治过程，就不能不将北宋政权与南宋政权之间的共通性、相异性以及连续性、断裂性皆考虑在内。所以这是与宋政权基本性格考察相联结的研究，即使在宋代政治史中，了解此一时期的政治过程，也是相当重要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书的分析并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形态、结构，而是摆放在其运动、冲突、动态的方面。正如叙述宋代政治史研究概况时所指出的，这与以往政治史研究多用力于形态、结构、静态方面的做法大不相同。例如，以往所谓君主独裁体制、皇帝绝对专制体制，都是在国家制度上检讨描绘皇帝面相。可是透过政治过程观察皇帝，才能具体地描绘出现实中的皇帝面相，而我们也才可以藉此测定国家体制与现实间的落差。虽然时段间有所区划，唯对比于藉制度或原则所理解的形式性宋政权，这样才能设定实际的政治权力样貌；同时经过了这样的努力，综合性的宋政权、南宋政权才能开始被理解。

本书的首要目标虽然在于重组并记述南宋初期政治史，然基于此一时期及其研究角度的特质，前述研究意义自然也包括在内。希望在这一点上，本书可以对贫乏的南宋政治史研究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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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南宋政权的确立

——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前奏




第一章　南宋政权确立时期的政治课题与政治主体


 一、南宋政权确立时期的政治课题


 （一）南宋政权面对的政治课题

本书主要记述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时代的政治过程，基本上，这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自南宋政权从诞生到稳固，即所谓南宋政权确立的过程，其二是已确立之南宋政权如何维持、运作暨变动的情况，亦即如何继承绍兴十二年体制的过程。划分前后两个过程的关键时间即绍兴十二年（1142）冬。这意味着，自建炎元年（1127）五月南宋政权诞生以来，其所遇到的最大政治课题在此时得到解决。

不过，关于南宋政权本身的确立，尚可整理为以下五项主要政治课题：

（1）结束与金之间的战争状态，并建立安定的相互关系。

（2）原有军事力量全由皇帝统制，军事权全归皇帝掌控。

（3）诸政治势力向继承政权靠拢，并予以支持。

（4）江南地域及南宋政权内部各种反乱的收拾、镇压。

（5）重整乱上加乱的统治机构，尤其是国家与乡村纽带关系的恢复。

首先，就（1）来看，面对着已取代契丹辽王朝、更具压迫性，且以其军事力量粉碎北宋政权的新兴女真族金，应该以何种关系与之相处，的确是关系着南宋政权建国理念的重大问题。就当时全面的情况看，控制华北中原的金，与在江南、四川成功建立防御线的南宋，已到了互相对峙，只能进行持久战的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军事上击败对方，只能借着政治谈判形成安定的关系。

其次，就（2）的课题而论，当是如何才能恢复北宋那种只有皇帝才能支配所有军事力量的局面。如果我们记得，北宋政权建立之际，乃是继承了五代后周最强的军队，并在此军力支持下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统治体制，同时彻底地控制住这支军队，则此一课题的重要性自然可知。南宋政权能否将自身建设为北宋的继承政权，当然与收兵权——同时收回各军事力量（家军）所掌控的财政权——密切相关。

至于（3）之政治课题，则是尚处于摇篮期不够稳定的继承政权，在地主、官僚层政治势力深陷于对立、纠葛关系的情况下，当如何确保其支持与合作。事实上，至少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形成党争之后，士大夫阶层间就因为地域利害不同而争执不断。弃北方故地南来的官僚地主们，更与江南土著地主群相倾轧，并因其他诸多事故而相纠葛、对立。此外，金也再次在华北中原建立傀儡政权，极力招抚北宋政权中的有力士人们。当江南叛乱频起之时，身为地方领导阶层的士人向背，亦直接关系着继承政权的前途。

再从（4）的叛乱来看，建炎三年（1129）三月，亲卫军将军苗傅、刘正彦因对恩赏不满而叛乱，逼高宗退位，另立三岁皇太子，改元明受，是为“明受之变”。又据山内正博缜密的调查，自建炎元年至绍兴五年这九年间，史书所载全国盗匪多达一百九十六起
(1)

 。其间起义规模最大者，应属建炎四年江西王念经，建炎四年至绍兴五年之湖南钟相、杨么，建炎四年至绍兴二年福建范汝为。总之，方始建立的南宋政权不但要面对金的外来压力，也要应付政权内部、统治领域内部的叛乱分子，如何镇压、收拾这个局面，是其无可逃避的政治课题。

（5）是要恢复因外敌、内乱而乱上加乱的乡村与国家间的关系、纽带。南宋朝廷既想要继承并恢复中央集权体制，就必须让国家重新全面且一元地掌握领域内所有的乡村，并且将乡村置于路、州、县的体制之下直接掌控。特别是之前时局混乱之时所曾试行的种种间接支配方式——如藩镇制，纵然只实施了一部分，唯为了重新确立集权体制，南宋政权亦必须扭转这种情势。

以上所述虽偏于官方立场，总之，这是赵构（高宗）为建立继承政权，并确立自身为统治领域内唯一公权力即国家权力所做的努力，亦是其最主要的政治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课题固然全都与南宋政权的前途重大相关，却非完全处在同一层次或等值的地位。在这些课题中，以（1）与（2）最为重要，由于两者皆是绍兴十一、十二年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故亦是绍兴十二年南宋政权得以确立的重要条件。换言之，建炎元年以迄绍兴十二年间的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乃是关于南宋对金关系与收兵权两大政治课题如何定计决策的政治斗争过程。为什么这两项课题要比其他课题来得重要呢？以下即就相关历史情势进行考察。


 （二）南宋政权的确立与对金关系

北宋末之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军发动对宋战争，次年之靖康元年（1126）正月，完颜宗望军已包围了首都开封。在这场战争中，宋发生徽宗退位、钦宗即位的政变。宋以犒军为名，赠给金军黄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缎百万匹、马一万匹，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府）二十州，宋、金两帝约为伯侄关系，并以亲王、宰相各一人为人质，金军才解除长达三十二日的开封之围。可是，宋并无意履行这项盟约，并明白表示拒绝割让三镇（靖康元年三月）。

于是金军以宋之背约为名，于靖康元年八月再次南进。十一月，自燕京南下的宗望军，与自大同出发，攻陷山西要地太原的完颜宗翰军会合，再次包围了首都开封。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通津门攻防战之前，宋已于同月十三日向金提出“割三镇地界”的建议（《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三，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条，以下简称《会编》），十七日，金遣使拒绝早先的提议，转而要求以“黄河为界”，亦即要求割让黄河以北之地——河东、河北（同前，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条）。从这件事来看，我们大概可以察出金的战争目的，及其领土扩张的上限。

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攻防战后，开封于闰十一月廿五日陷落。廿六日，右仆射（宰相）何栗出使金营，据说金将粘罕曾表示：“古有南即有北，不可无也。今之所期，在割地而已。”（《会编》卷七十，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廿六日条）这种想法在十二月二日钦宗亲奉降表至开封城外与金将粘罕、斡离不（宗望）会面时，曾再次表明。粘罕称：“天生华夷，自有分域，中国岂吾所据，况天人之心未厌赵氏，使他豪杰四起，中原亦非我有，但欲以大河为界，仍许宋朝用大金正朔。”（《会编》卷七一，靖康元年十二月二日条）应该注意的是，金军取得军事胜利后，即要求宋割让领土并服属于金，完全没有想到宋朝竟会拒绝或破坏协议。宋方面其实也已接受了金的要求，决定割让河东、河北。可是当地守臣却不主张开城，计划坚守。靖康二年正月四日，有一份令“某州守臣某”开城的诏敕，称：“则汝忠勤反为社稷之祸。岂如早毁楼橹，开门出降抚定。”

可是金的对宋政策忽然有了变化。二月六日夜，粘罕传金皇帝太宗之命曰：“宋土旧封，颇亦广袤，既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师行，止为吊伐，本非贪土，宜别择贤人，立为藩屏，以王兹土。”（《会编》卷七八，靖康二年二月六日条引《伪楚录》）这是对宋政策的一大变易。也就是要以金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断然施行易姓革命——废赵宋王朝，立异姓，以之为金的保护国、从属国
(2)

 ，完全否定了宋朝。

有关赵氏存续的方针，为什么突然转为否定，无法确知。只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二据傅雱《（建炎）通问录》称：“初，左副元帅宗维（粘罕）与诸军帅议，欲留萧庆（辽之降臣，宗维幕下将）居汴京，以守河南地，庆不敢当。众又推汉军都统制刘彦宗（燕人，宗望幕僚），彦宗亦不敢当。右副元帅宗杰（宗望）语于众曰：他日赵氏必复兴，今吾务广地而兵力不能周，是自贻患也，不若以河为界。宗维是之，遂有就城中别择贤人之议。”（《要录》卷二，建炎元年二月丙寅是日条）由此虽可了解，金军自知其兵力有限，而于河南——开封设置代理政权的缘故；但何以非要推翻赵氏政权，行易姓革命的因由，则仍未能明白。

无论如何，基于这项方针，逮捕宋宗室全体成员
(3)

 ，以及立异姓的工作，是在平行进行着。关于前者的总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金史》卷七四《宗翰传》），一则谓“二帝及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七，二帝北狩）。从行文看来，前面的说法或许仅指赵氏——即皇室的男子而言。至于拥立异姓的工作，则于三月七日完成，宰相张邦昌被立为皇帝，国号楚。此即世所谓“靖康之变”，故北宋政权灭亡的正确时间应为靖康二年（1127）三月七日。

这之后，金的对宋战争即以追捕赵构（高宗）为其一贯目的。“（张）邦昌死，太宗闻之大怒，诏元帅府伐宋，宋主（高宗）走扬州。”（《金史》卷七七《张邦昌传》）“上曰：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金史》卷七四《宗翰传》）从这两段话来看，金帝是要彻底歼灭赵氏，并建立傀儡政权。

总之，在军事上居压倒性优势的金，自靖康二年二月以后，一直循着打倒赵氏政权，藉傀儡政权统治中国的基本方针行事
(4)

 。北宋政权既不是被王莽式的权臣篡夺而亡，也不是因为黄巾、黄巢等民众叛乱而灭；而是因为异民族占领了首都，逮捕了所有皇室成员，押送北方，也就是在国家中枢破灭并傀儡政权建立的情况下，造成现存王朝的灭亡。继承北宋的南宋朝在确立政权的同时，当然明白自己所面对的最大政治课题为何。既然无法指望继承政权的军事组织力量能够克敌制胜，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让金人改变甚至放弃追捕、歼灭赵构——赵氏唯一幸存者，还有立异姓的基本方针，自是与南宋政权确立具有同等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旦考虑到北宋政权的灭亡，以及之后金对宋的基本政策，就可以了解绍兴十一年（1142）底订立宋金和议一事，对两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这项条约使得南宋版图较北宋约缩小三分之一，又向金称臣，这种屈辱的做法，无论在当时或今天都评价极低。可是就金而言，正式承认身为淮水一线以南一元统治者的南宋政权，乃是意味其已放弃前此的否定路线，并转而采取均衡的共存路线。至于南宋方面，则因为政权已获得其最大敌人之承认，而意味着政权由此确立。

从上述历史经过来看，当能明白对金关系在南宋政权政治课题中所占的分量。而将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作为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并把对金关系的安定与否摆放在政治课题的最高顺位，亦是基于前述缘由。


 （三）南宋政权的确立与收兵权

北宋政权的瓦解，既以金军占领首都、宋军溃灭为基本状况，军事力量的重建自是南宋政权的重要政治课题；面对金这样的终结者，南宋能够对抗到何种程度，也与其重整军事力量的有效程度有关。这点除适用于一般性的讨论外，在南宋初年，尚有两项特殊条件存在：（1）性质不同的各种军事势力纷纷出现，（2）身为重组国家军事力量——收兵权——主体的皇帝未能掌握军事力量。在解决此一课题时，这两点影响很大。

首先就（1）而言，根据王曾瑜的整理
(5)

 ，神宗时约九十五万的禁军，到了北宋末期已是“十无二三”，方腊起义的镇压工作，以及宣和四年（1122）五月至十月的征辽失败，已经损失相当多的人马。接下来，又因为宣和七年（1125）、靖康元年（1126）两度与南进金军作战而损失大半。开封包围战之后，宋禁军完全崩溃，溃兵余卒成了“兵匪”，流浪到江淮之间。《续资治通鉴》（清毕沅撰，以下简称《续鉴》）卷九八建炎元年五月丁酉条谈到：“初制，殿前、侍卫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余万人。高俅得用，军政懈弛。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

除了禁军的溃兵败卒，还有庞大的勤王军散兵余勇。北宋将亡之际，曾广召各路组织勤王军（义勇兵）参加开封保卫战，而随着北宋的灭亡，这批数目庞大的勤王军也无所归属，流散各地
(6)

 。史载：“自宣和末，群盗蜂起，其后，勤王之兵往往溃而为盗。”（《续鉴》卷九九，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条）此外，各地之前就有的民兵，也相继由地方土豪编组成民间自卫团，一时之间，各种性质互异的军事势力纷纷出笼，军事上一片混乱
(7)

 。

可是这种无统制关系、不断扩张又散漫的军事势力，也在各种状况中陆续地被淘汰、整理，并渐次集结在有力的领导者（将军）之下，所谓家军体制由是而生
(8)

 。甚而演变成“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条）。各家军之间不但没有连动性，反而形成孤立的相克关系，就连与皇帝的关系亦复如此。“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能制。”（《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癸巳，汪藻言）“今天下之权，不在庙堂，而在诸将。诸将拥重兵，据要地，偃蹇自肆。”（《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辛亥条）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编组、收兵权等所谓统一国军的课题，也就是如何把孤立的家军集结在皇帝之下，由皇帝一人统御。

其次是有关（2）的问题，南宋皇帝军队当如何重建、统制，是开创南宋朝的康王赵构即高宗所面对的特殊状况。高宗在重建皇帝军队、对抗金人、镇压反乱诸事上，毫无军事基础，本身也不具备军事领导的将军性格。康王于靖康元年十一月奉钦宗之命出使请和，在赴金途中，适遇靖康之变。宋之宗室全被收捕，而他之所以得脱此难，完全是偶然的因素。他既不是将军，也没有股肱之臣相援。而他也只不过因为是赵氏直系唯一留存者，就开大元帅府，率“帅府官军及群盗来归者”（《宋史》卷二四《高宗纪》），随即获得拥立，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

这种即位方式在日后也曾带来问题，如建炎三年（1129）三月，杭州禁军因恩赏问题而发生叛乱（明受之变），被迫退位的高宗简直无计可施，禁军中全无忠心护卫之人，幸赖吕颐浩、张浚、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组织勤王军，才打开局面。

在军事势力不断扩张、无法统制的情况下，皇帝只是被拥立者，旗下并无一兵一卒可用，既见逼于异民族的强大压力，又要面对不断发生的叛乱事件，陷入紧急的军事状态，这正是高宗所面对课题的特殊之处。如果我们想起，北宋创建者赵匡胤（太祖）乃是以最高军事将领的身份，得到最大军事力量支持而得位的事实，就不难了解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的为难了。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这种特殊状况得到解决，诸家军皆统合为皇帝的军队，同年年底赐死岳飞，收回兵权，高宗成了南宋军事力量的唯一支配者。事情的经过留待后述，值得注意的是：（1）收兵权时，得到全体士大夫、官僚层的强力支持；（2）高宗并不是以将军即军事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而是完全从如何组织军事力量着手，也就是凭着政治的力量统制诸家军。

先就（1）来看，赵鼎、张浚、秦桧等不同官僚集团——政治势力的领导者们，在收兵权一事上都同样地尽力。尽管他们在对金政策上激烈对立，却都一致认为，军事力量应归皇帝一人统辖。于是，政治势力虽有所交替，收兵权的政策却始终一贯。这也暗示了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至于（2），高宗并未自行编组皇帝直辖军队，亦未将各家军并合、联合，以收兵权，恢复军事统制力。皇帝只是经常在家军之外，借着对金战争等时机，将军团与军团加以编组，以确立自己的权威，将家军国军化，这样的过程的确值得注意。总之，高宗收兵权的方法可以说完全是政治性的
(9)

 。

无论过程如何，收兵权在绍兴十二年完成了。高宗因此对秦桧发出豪语说：“唐藩镇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养成。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条）高宗之所以能确认自己乃是北宋集权国家体制的继承人，是一位超越性的独裁君主，是因为他已成为全部军事力量的唯一统御者。绍兴十一年十月，“上谓大臣曰：人主之权，在乎独断”（《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月丙寅）。又“曰：礼可以立国，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乱”（《要录》卷一四三，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壬申条）。高宗的这些言论，正是为了要确认他自己是一位超越者即专制君主所作的宣言。如今，姑且不论版图的大小，南宋政权能确认自己为北宋集权体制的继承政权，其实正是在绍兴十一、十二年的时点上，而其根底即在于同时期收兵权的成就。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当可了解，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的政治过程，就是南宋政权确立的过程，而其间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即是全部军事力量之归于皇帝一人统辖。

最后要指出的是，收兵权、统一国军编制在对外问题上阻却了金的江南侵略行动，进而改变了金人消灭赵氏的原定政策，使得南、北（宋、金）均衡共存的形态得以出现。《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九月己丑条是以“上曰”宣布：“自合兵以来，诸将出入，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兹可为喜。”附注引用《中兴圣政》史臣之言谓：“乌珠（金军之将宗弼）求和，畏我（宋）之强也，故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势重，将帅之权轻。”这段话真是对绍兴十二年（1142）体制历史背景所作的最佳说明。宋军之统一，皇帝统制力的恢复，使金提出和议——改变了金的对宋基本方针。所以，收兵权在对金关系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层意义上，比起其他政治课题，收兵权在南宋政权确立的过程中，也就因着前述对金关系的逐步趋于安定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四）南宋政权的确立与其他政治课题

在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南宋政权确立的过程中，继承政权所面对的政治课题，已经一一整理为前述的五项。而其关键则首在于（1）之对金关系，与（2）之收兵权两项课题，它们是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的焦点问题。这两项课题解决后，南宋政权已可确立。下面再就其他三项无法成为政治过程焦点的理由加以申说。

在（3）之全体政治势力向继承政权集结，（4）之收拾并镇压反乱，（5）之恢复国家、乡村纽带关系之中，这里先从第五项看起。宋人对这项课题的努力，表现在绍兴十二年至二十年间秦桧专制之下所实施的经界法上。抽象而言，这是南宋政权为了掌握所支配领域中的乡村，意图藉它们的支持，与金相对抗，以巩固自身政权的做法。可是，与此课题相对应者，既是高宗、秦桧建立起从属于金的绍兴十二年体制，划定宋、金国界与统治疆界之后，始用以确定域内耕地而选择的经界法；那么从北宋灭亡、都城陷落的现实情况来考虑，这恐怕不能列为宋政权再兴的第一课题。

其次是第四项有关各反乱事件的镇压与收拾，对于尚飘摇不定的南宋政权而言，这无疑是相当紧要的课题。

据山内正博的统计指出，建炎元年到绍兴二年的六年间，以建炎三年的五十七起叛乱数为最高，各路合计则共有一百七十八股盗匪，即平均每年有二十九股，但是到了绍兴三年就锐减为十起，绍兴四年、五年更降为各有四起。至于招安群盗的数目也与此成正比，其中以绍兴二年的招安数三十九为最高，自建炎三年至绍兴二年合计有一百三十九股盗匪被招安，绍兴三年、四年，则急降至各有六回，绍兴五年十二回
(10)

 。也就是说，绍兴二年乃是叛乱情势逆转的分界点。再者，山内也认为，四大家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的军队——于绍兴二年底成立
(11)

 ，或许也与这种趋势密切相关。

此一现象的发生，当系黄潜善、吕颐浩的招安政策收效。这其实也可说是以官位、厚禄收买叛乱分子，故史书称：“上曰：近来盗贼踵起。盖黄潜善等专务招安，而无弭盗之术，高官厚禄，以待渠魁，是赏盗也。”（《要录》卷六六，绍兴三年六月甲午条）“绍兴之后，巨盗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赞舍人（从七品）宠之。”（《鸡肋编》卷下）

总之，南宋初年相继而起的各种叛乱势力，固然性质各异，却终为各家军所吸收，随着国家招安政策的执行，在绍兴二年（1132）时快速地安定下来，自然也不成为绍兴十二年南宋政权确立过程的中心政治课题。

南宋初年的各项乱事得以平定，不成为此一时期政治过程的中心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地地主对宋政权的政治信赖感并未丧失，在地地主的动向，关系着叛乱情势之扩大与否，或能否平定，这正是前述政治课题中的第三项，以下续就此项问题加以讨论。

由于自王安石改革以来，政权中枢、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与权力斗争一直十分酷烈，要求纠弹继承政权所自出的北宋末期误国奸臣的声浪又极为激越，再加上因地区差异和经营形态不同所造成的对立，使得南宋初年官僚、地主间的对立、纠葛既深刻又复杂。不过，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船山）认为，这些都还不足以动摇“人心之向背”（《宋论》卷十《高宗五》）。对继承政权深厚的信赖，实在是摇篮期南宋政权最大的政治基础。南宋朝廷几度面临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士大夫皆不曾背离宋朝，转投效女真麾下。王船山将此与南宋末年的情况相比，论道：“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前引书）

的确，高宗自建炎元年五月即位以后，至建炎四年十二月的这段时间，在金军的追迫之下，前后共更换了二十五个驻跸之所，南宋政权也几次濒临土崩瓦解，可是却没有士大夫协助金军。这表示，在北宋政权的统合原理下，尤其是特权分配方式或统治者集团组成方式下，其所营建成的政治资产，在赵宋政权最危险的时刻，仍然保持了其有效性。这里无法就北宋政权的政治资产作全面性的检讨。不过，当时人对科举制度所提出的看法，恰好提供了关键性的解释。《要录》卷一四八引何俌《（中兴）龟鉴》（绍兴十三年二月己卯条）：

或者乃曰：敌势如焚，国势如线。弥文褥典，何暇搜举，得无蹈宣（和）、靖（康）之覆辙乎。愚应之曰：不然。科举固所以沮天下豪杰之气，亦所以收天下豪杰之心。苟无科举以取之，学校以养之，则士之不知爱重者，不入于敌，则入于盗矣。

关于宋代科举制、学校制的政治意义与角色，再没有比这篇说法更明快的文章了。只要科举制还存在，在混乱、动荡中几无统治能力的南宋朝廷与士大夫地主们，就还能维持其一体感，士人对继承政权的忠心，也就能继续保持。

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所见之“宋登科记总目”，建炎二年，进士四百五十一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二百五十九人，四川进士百二十人，之后，绍兴五年、八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亦各有二百数十人至四百数十人不等的进士登科。即使是在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外敌内乱最严重、环境最恶劣的时期中，科举考试仍然规则地定期举行。这个现象的确值得注意。“吴郡乡举题名碑”（收入《江苏金石志》）上，刻有南宋时期绍兴十年至宝祐六年（1258）乡试合格者的名单。苏州乡试合格配额十二名，再加上后来分配的流寓籍额一名，共计十三名，就是在这期间，由几乎两千多名的应考人选中考举出来
(12)

 。总之，即便在政权飘摇不定之际，基层地方的科举考试仍是定期且规则地照常举行。单从这点来看，南宋统治集团内外虽存在着种种对立关系，士大夫地主对南宋政权的支持态势始终不曾动摇。

如上所述，士大夫地主既对继承政权维持一定的政治信赖，叛乱问题就不会因为地主们参加而扩大进行。单由地主们的动向来看，就知道叛乱问题被局限在某一程度之下，迟早都会平定的。

再者，科举制既全无动摇，也就意味着构筑北宋政权的官僚组织、统治机构不曾变动。统治机构既无变动，地主对继承政权的政治信赖也就不会动摇。这正是南宋政权得以确立的最大政治资产与政治基础。

由以上情势看来，原来设想的政治课题第三项（所有政治势力的支持）、第四项（诸叛乱之收拾与镇压），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亦非最重要的政治课题。故本书认为，比起第一项（安定的对金关系）、第二项（收兵权），第三项以下之原因应视为次要问题，比较符合历史的发展。


 二、北宋的政治势力及其变动


 （一）南宋初期政治史与政治主体

所谓政治史，与传统纪传体历史或所谓人物史不同。由于在决定国家意志、政策或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往往受到当事者个性的影响，故其无可否认地有着人物史的色彩。可是，其基本立场绝非特定的人物论。政治过程是由扮演政治主体的政治势力所构成，结成集团的政治势力之运动总和即为政治过程。这样一来，政治过程的分析、记述对象或单位，就是政治势力。所以政治势力就是历史的存在，不能抽除历史的成分。

金毓黻曾说：“宋代是士大夫之政治。其兴盛由于士大夫，其衰亡亦由于士大夫。”
(13)

 也就是认定宋代的政治主体纯粹由士大夫所构成。可是这个看法如果妥当，那么当士大夫是地主出身的官僚时，其存在形态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形成怎么样的政治势力，构成何种政治过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日本史学界很少动态地把握宋代政治史，当然不会关心这样的问题，即使是中国也很难说在这点上有什么成绩。吕振羽认为，大地主与中小地主——此据其土地所有量之多寡而定——的阶级意识不同
(14)

 。侯外庐则将地主区分为品级地主（特权地主）、庶族地主（非特权地主），以质的差异作为最重要的根据，藉此讨论地主阶级内部政治意识的歧异、政治态度的不同，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立与纠葛
(15)

 。这两项基本的分析角度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提出以后，有关地主层与政治过程关联的理论分析，就不再有进一步的研究成就可见。就新中国诞生后之中国史作全面性分析展望时，这两项观点都必须被提及，但是如就北宋末、南宋初之特定时期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则未必适当。

那么，在南宋初年政权确立的过程、绍兴十二年体制继承过程的建构中，动作的政治主体即政治势力具体而言究竟是什么？又带有怎么样的历史性格？这些乃是记述南宋初期政治史时必须考虑解决的前提。要想逐一地分析北宋末、南宋初所有政治主体、政治势力的个性，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如果注意观察南宋初年个别政治势力的源流，则此一时期的政治势力仍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性质不同的系统——彼系历经五代、北宋而生成，故由历史性来看，共有三层；而南宋初的政治过程，也就是以皇帝为中心，此三种系统政治势力运作纠葛的过程。以下所要考察的问题，也就是这三种系统——三层政治势力究竟是什么，它们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出现。

王曾瑜所写的《宋朝阶级结构概述》
(16)

 虽然很短，却是与日本宋代史研究想法不尽相同、相当独特的文章。这篇论文，对以往讨论热烈的户口数、户等制、户口统计之类的问题全然不顾，专就北宋中叶（1060—1080年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构成及其概数进行推定。根据他的结论，（以下括号内数字单位皆为户）官户（2万）、形势户（40万—50万）、乡村上户（100万—300万）、都市坊郭上户构成统治阶级。至于被统治阶级则为乡村下户（750万—900万）、客户（500万）、坊郭下户。当然在个别的具体数字问题上，如以拥有百亩土地为标准，以及把被认为是自耕农的主户视为乡村上户，计入统治阶级，都颇有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把11世纪后半的中国社会以横断面加以剖视，无论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都是复数的组成；尤其是统治阶级方面，乃是由土地之多寡、特权之有无、生产形态、经营形态等性质各异的不同阶层同时并列，编组成支配阶级。这一点深具启发性。

王曾瑜的方法其实是机械地就土地所有与特权之有无——这与被国家收夺之多寡同义，来考虑其性质之不同。可是，就笔者管见，所谓异质而同时并存的状况，其实也就是各个具有历史性差异群体的重层并存状况。例如讨论到官户层（衣冠形势户）时，我们就必须想到，这是随宋代科举制度而起，经由人为、政治性培育所组成的群体。亦即官户的出现，始自唐末、五代的在地土豪们（形势户）参加宋朝实施的科举选拔考试，被承认具有任官资格——统治集团的成员，并被赋予特权。只要从历史的过程着眼，就可知道，是先有唐末、五代的在地土豪（形势户），再由其中产生官户（衣冠形势户）；形势户乃是官户的母体，是原阶层，官户则是新兴阶层。

基于上述观点，北宋末、南宋初的政治主体即可根据其历史性整理为：

（1）五代以来的在地土豪即形势户。

（2）宋代以形势户阶层为母体，以科举制度为媒介而成长出头的官户即衣冠形势户，或地主出身官僚。

（3）王安石改革以后，由官户中突出成长的权门层。


 （二）北宋时期的政治主体


 1．在地土豪

首先来看在地土豪，这里所称的土豪是以五代的基本形态来显示。五代是讲军事权力的时代，国家权力依藩镇势力编组、运转，政治主体是武将，是藩镇。不过，位于藩镇支配体制末端的镇，其支配者镇将则可再区别为藩镇心腹将校（武人）与地方土豪两大系统
(17)

 。因此，藩镇体制其实带有军事集团与土豪势力联合权力的性格。

至于五代土豪（或称为豪民、豪族、豪户、豪姓、豪右、强族等）的具体形态究竟如何呢？概观中村治兵卫、青山定雄、松井秀一、爱宕元等人的研究成果
(18)

 ，大致可以列出其基本特点如下：

首先，是有一由数十人构成的家族，而其周边尚有不少同族存在，即结合其周边同族，形成数十人甚至百人的血缘社会，维持并经营基于血缘的生活圈。

其次，土豪势力的根源在于大土地所有，即拥有数百亩以至百顷的田地，通常是以概称为子弟的家族劳动力或隶属农民直接亲自经营。此外，也经营高利贷、金融业，开设邸店，进行买场务（或扑买税场）等商业活动，还独占河川、湖沼的渔业权、用水权，追求利润。故所谓的土豪，自然也一定是“富者”。

再次，土豪又被称为“长者”
(19)

 ，是乡党（地域社会）中有德的领导者。他们行善事，帮助一族或近邻中的贫者，赈灾救难，修桥筑路，又招聘师资，教育子弟，还为民众调解纠纷。总之，都是一些能令乡村社会——由族人及周边隶属民组成——对土豪产生信赖与仰望的具体行为，同时也是潜在支配关系的日常表现。

最后，五代在地土豪共有的“勇者”性格。所谓“且当五代兵寇之时，中原用武，诸祖又皆敏于材力，习战尚勇，骑射格斗，豪于乡里”
(20)

 。五代为战乱之世，亦是宗族、乡村不时遭异民族与贼盗横行侵犯之世。因此，常有率族民、隶属民编成自卫组织，防范各种军事集团侵寇的场面发生
(21)

 。这种为对抗外来压力，因自卫而有的自律性暴力编制，一旦在土豪的指导下形成暴力组织，则也相对地具有支配隶属农民、周边农民的武力机能。也就意味着在地土豪是一种权力的存在。

从以上所述土豪的各种性格来看，土豪既是乡村社会的实质掌握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支配者。

于是虽有个别家族起起落落，大体而言，这种阶层历经北宋、南宋一直绵延了下来。进入宋代以后，土豪群被登录于形势版籍，属于形势门内户，与一般民户有所区别。可是在制度上是否作特别处理则不清楚，而类此的存在尚不断地重生。牧野巽根据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八二义居（累世同居之大家族）中，自后汉迄明三百零九人，宋占七十二人的记载为证，认为宋代“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大家族实例最多的时代”
(22)

 。这种大家族主义的盛行，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五代土豪不断延续重生的事实。青山定雄一系列有关士大夫官僚起家的研究，也显示科举官僚的社会基础或其母体，乃是普遍存在的“地方地主或有力地主”（青山论文第十二篇
(23)

 ）。宋代科举官僚固然少有三代通仕者，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却一直都是地方地主、土豪阶层。与这种现象连带有关者，即是与地主阶层地域利害、经营形态有关之各项利害要求，还有对国家运作的期待与愿望等事，皆是经由以彼等为母体的官僚士大夫们所构成的政治势力代为办理。换句话说，五代以来的土豪、在地有力地主们，虽是宋代政治主体的构成分子，却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不直接相关。但是到了北宋政权崩解、继承政权尚未确立的非常时期，也就是日常政治活动停止并发生变化的例外状况中——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中，他们为了保卫自己，遂直接介入政治过程，成为其中一分子，并在南宋政权的确立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2．地主出身的官僚阶层

如前所述，在地有力地主、土豪构成了政治主体，掌握了基层权力，不过一般却不直接参与政治过程。相对于此，以在地有力地主即土豪为母体，由其中崛起的地主出身官僚群——社会史所称的官户层——才是宋代政治史的主角，是政治过程的主要参与组成分子，也就是先前金毓黻所谓“宋代为士大夫政治”的士大夫们。

不过，在检讨官户层——地主出身官僚所享有的特权、其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在位置之时，首先必须确认的是，此一阶层乃是在宋政权之下，有意识地被培育、被编组的阶层。先前所说的土豪层可说是自然发生的存在，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乃是次要的；相对地，官户层则将政治权力的关系视为最重要的问题。

此一阶层之所以能以一新兴阶层崭露头角，在社会上占有一定位置，北宋第二任皇帝太宗推行的科举制助力甚大。太宗改革科举制度的重点有二：（1）大批录取以求一般化。（2）引进解额制。就（1）来看，太祖治下十八年间，进士科、诸科合计取用402名，至太宗统治的二十七年间，则大幅提高为4685名，到了第三任的真宗时期，则于二十五年间取士5092名，确定了高额录取科举官僚的政策
(24)

 。而宋政权之所以如此做，是为了要克服五代的武人权力体制，改采集权的文人官僚体制。

关于（2）所引进的解额制，这种就每州考试（解试）合格者订定员额（解额）的方式，直到仁宗时才完成。例如首都开封府最高可取三百名，边区的熙州等地则只有一名，解额是按照地方人口多寡、应考人数、对国家重要程度等条件来决定的。这项制度对赵宋政权的贡献非常大。经由此一方式，可以将全国各地方的代表都集中到中央。所谓地方的代表，其实就是地方上的有力者、在地地主。从这点来看，此一方式就成为联结在地地主与权力中枢的办法。至于从政权方面而言，则是以科举制度为中介，将全国地主阶层编制成政权的基盘。而作为这种制度理论与实际的归结，宋代士大夫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表出身地向中央传声的代言人了。

总而言之，太宗的改革使科举制度的风格为之一变，成为一种结合宋政权与五代以来在地地主、土豪的制度，也是一种让地方有力者得以参加权力中枢的办法。

于是，宋政权在“共天下之富贵”（《苏轼文集》卷五，论养士）“（天子）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文彦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的前提下，认可了科举官僚的地位，定其出身之家族为官户，并赋予种种特权
(25)

 。而这也可以看做是宋政权藉由赋予特权的方式，积极地编组新支配阶级。关于全国有力地主、土豪群与天子共理政治，共同追求天下之富贵，蜂聚于科举考试的问题，以往如周藤吉之、青山定雄等人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
(26)

 。

可是，如众所知，科举制度是为了甄别个人能力而设的考试制度，土豪群成为官户后，为了维系自己家族、宗族的社会优越性，必须不断地尽各式各样的努力。在前述背景之下，地主出身的官僚固然会为了振兴与发展地方社会，而继续其在权力中枢内作为母体地方代言人的角色；但随着宋政权的安定化与固定化，他们除了乡党代言人的性格外
(27)

 。也渐次倾向以自己家族或宗族的利益为优先考虑
(28)

 。久而久之，到了北宋中叶，官户、地主出身的官僚群自身发生了分裂与分解。

土豪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是用什么方法来保持自己的特权及特权的地位呢？关于这点，徐扬杰作了一番确实的整理
(29)

 。他指出，宋以后形成的封建家族制度，可分为：（1）基于累世同居财产共有大家族主义的宗族，（2）分解为小家族后再结合而成的宗族；后者设立祠堂，编纂家谱，热心于族田、义庄的经营，参加科举的志向亦强，不同于前者的自给自足。著者在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担任宣传工作，故这是与中国现代化政策有关的理论性论文，与以往日本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看法极不相同，他的说法相当正确，总之，宋代的科举官人与官户十分努力地维持着因祠堂、族谱、族田而产生的宗族优越性，并使其不断重生
(30)

 。

而在无法保证子弟世代都能通过科举考试的情况下，官户、地主官僚们为维持其特权与优越性，还有另一重办法可用，那就是子女的婚姻，藉婚姻与有力氏族结合而成为名门，或是靠着荫庇起家，以继承官户的特权。青山定雄曾就士大夫间的通婚及婚姻关系写过论文，清水茂与衣川强研究名族，亦是讨论士大夫阶层藉通婚关系形成门阀的问题
(31)

 。森田宪司则明白指出：四川经赏、恩、荫、荐等科举制以外办法而得仕宦的人数多于科举考试合格的人数
(32)

 。

这种官户层，其自身特权与优越性既来自被认定的官户身份，为了维系并使之再生，到了北宋中期，就开始与其母体之在地地主、土豪们渐次分离。其在空间上的表现，即为自同时期开始显著化的官人、官户之迁居与徙居。

宋代士人离开本籍，移往首都及其周边地区，或是迁往江南等富裕地带的现象，清代赵翼已举出相当多的事例，并且指明“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陔余丛考》卷一八）。赵翼之后，有关的研究也不少。青山曾经说明北宋时华北士人陆续迁往开封及周边地区的实况；竺沙雅章则以苏东坡为例，叙述他出身蜀地眉州——被视为是蜀党的领袖，在浙江及江苏常州买地以供生活用度，乡里的坟墓、家产则委托族人管理，自己一次也不曾回乡的事实
(33)

 。此外，酒井忠夫也以《乡绅、士人与科举制度》为题，讨论离乡背井的名人，如欧阳修
(34)

 。

总之，士人、官户迁居至首都或富裕地区的现象，具体表明了他们与其基层社会或母体违离的事实，这与前述藉通婚名门化，藉荫起家，乃是同样的社会趋向。五代以来的地方有力地主、土豪们，曾因着科举制度的引进，发生第一次的分裂，造成官户层的出现；而今，官户层中，重视乡党纽带者，与放弃乡党性而迁居者，又形成第二次的分裂。从历史的经过来观察，北宋后半期的支配阶层——政治主体，可以分为三层：（1）五代土豪的继续存在。（2）以地方社会为基底的官僚地主——官户层。（3）超地方性的官僚地主。它们再衍生的形态各不相同，政治要求自然也各自有别，从而发生激烈的政治斗争，政治过程亦因之复杂化。


 3．北宋末年的权门

北宋末期，在构成政治过程的政治势力之中，成长极为迅速者，应该就是所谓的权门了
(35)

 。这是由早先的官户、地主出身官僚群中分化，与地域性土豪、官户层明显对立，以压倒性态势急速成长的一个政治主体。

北宋时期因实施科举制度而出现的地方地主出身的官僚群，在中叶时分，为了维持己身特权与固定化，已分化为带有原地域主义的士人层，以及超在地性的士人群，这种现象是北宋末年权门得以出现的第一个契机。这也是权门出现的潜在基础。

其次，由历史发展来看，促成北宋末年权门抬头的直接契机，应即是王安石之变法。11世纪后半期所实行的王安石新法，是宋代政治史上划时代的改革，此处无法详述其全面经过，只能概括如下。

王安石改革的根本理念是：“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临川集》卷七三《答曾公立书》）君主与官僚当根据“开阖敛散之法”“轻重敛散之权”——货币、财货之流通统制，抑挫兼并势力，求取富国强兵。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均输法、青苗法、免役（雇役、募役）法、市易法，全都是据此发想而有者
(36)

 。对王安石而言，君主乃是最大最高的商人，因此，君主及其下之官僚集团，就成了完全站在公的立场，绝不会为私利私欲所动的人类。可是事实上，王安石所任用以推行新法的官僚们，多半不关心王安石的理想，而只汲汲于追求势力与特权。“其和者，志在于求富贵而已，未必其心皆以新法为善也。”（刘定之，《宋论》卷二《神宗》）王安石的政治既然带有浓厚的君主经济统制特点，任责官僚的道德操守就成为关键，可惜在这一点上，王安石完全是事与愿违。例如，他最得力的左右手参知政事吕惠卿，几乎参与了新法全部的规划与实施，却在任职期间密令江南富裕之地秀州华亭县知县，以钱四千贯购买同县富民之田地，同时役使县官为其管理庄园。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买入田地与田地管理的双重腐败性。南宋初年，刘才邵称这种藉官僚公权力背景的致富方式为“倚法营私”（《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癸酉朔条），真是十分地适切。总而言之，王安石的改革目的在于建立皇帝一元的经济营运，却为任职的官僚们一举打开藉法、制度致富的门路。

结果，超乡党性或无地域性基础的士人群表现
(37)

 ，是彻底地倾向腐败——王安石的左右手已开了先例，这就是北宋末期以蔡京（宰相）为中心，附以王黻（财务官僚）、童贯（宦官、军人）、朱勔（江南豪商）等人为主要成员的蔡京集团，也就是北宋末年的权门。一般都认为，北宋末期的新旧党争是由蔡京等新党赢得胜利，其实，此时所谓的新党，不过是一些毫无改革理念的徒党而已，是王安石集团以外的另一种政治势力。可是由于他们取得财货的方式源自王安石的改革，故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世，都把北宋末年的权门视为王安石的同类。

北宋末年权门的第一大特色，即为其彻底的“倚法营私”“挠法营私”
(38)

 ，他们仗恃着国家机构，发动国家权力，以累积私人的财富。于是北宋士大夫层（官户）所拥有特权之相关性、寄生性遂趋于极端化、腐败化，其与出身基层——原地方间的种种联结关系因而断裂，成为敛聚全国性财富的新阶层。不断对他们提出弹劾的李光描述道：“东南财用，尽于朱勔。西北财用，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黻。名为应奉（天子），实入私室。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

第二项特色是其皆为巨富。例如“假托应奉，胁制州县”（《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二，李光：《再论朱勔札子》），以江南之富尽入于私家的朱勔，其房缗钱日入数百贯，租课岁收百万斛
(39)

 ，赀财有田地三十万亩
(40)

 ，田产连都跨邑
(41)

 。而王黻于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被削夺官爵，没收邸宅，当时“得金宝以亿万计”，又称有“绢七千余匹，钱三千余万（贯）”
(42)

 。这些事例为数众多，构成北宋末年权门的一大特色。宋代历史上，围绕在皇帝周边的宠臣集团虽多，具有此种“倚法营私”性与巨富特质者，当只有北宋末年的权门。

北宋末年权门集团的突出，自然造成支配集团内部的分裂，并激使他们彼此相互对立。而其斗争内容亦可由前此的历史经过分为：（1）与土豪层的抗争，（2）与在地地主系官户、士大夫层的对立。首先，就（1）来看，王安石的改革本身原是要将地方民间的财富聚集到中央
(43)

 ，北宋末的权门集团却利用这种聚集方式扩大自己的财富，而其聚敛对象正是拥有地方财富的地方地主们。换言之，权门的掠夺对象并不是一般的小农，而是向财主们征敛，以累积财富。李光就指责平江府长州县长官陆棠，“专一勾当朱勔家事”，“良民妻女，稍有姿色者，必多方钩致。百姓田园，号为膏腴者，必竭力攘取”（《庄简集》卷八《论曾纡等札子》）。这种美女与肥田同遭掠夺的说法也颇引人注目。

因抗议权门集团而起的叛乱行动，即是席卷东南六州五十二县的方腊起义。方腊之乱“以诛朱勔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青溪寇轨》引《容斋逸史》）。这种表现已显示出反乱者的目的所在。叛乱的主调在与朱勔——豪门之斗争。因此方腊的身份乃是睦州当地有力地主，“方腊家有漆林之饶”（《独醒杂志》卷七），“腊有漆园”（《容斋逸史》）。而其起义的动机则据说是“吾家本中产，无他意。第州县征敛无度，故起兵，愿得贼臣而甘心耳”（《独醒杂志》卷七）。“腊涕泣曰：今赋役烦重，官吏侵渔。（中略）吾侪所赖为命，只漆楮竹木，又悉科取无锱铢之遗。”（《容斋逸史》）总之，因为朱勔花石纲之强加侵夺，造成“中产”即在地地主的没落，于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之人只有铤而走险，以暴易暴，掀起叛乱。

再者，与土豪层深切相关的地主官僚层、地方官户层，也与北宋末年崛起的权门集团严重对立。这在江南围田、圩田的开发问题上尤其显著。权门将两浙、江东等地的湖沼填平，作为皇帝的“应奉田”，或是从官方取得围田的许可，进行大规模的开垦。这侵犯到向来的用水权、水利惯例、渔业权，遂与湖沼周边及下游地区的原在地地主、官户们发生争执。权力中枢方面历来秉持地域主义的官员们主张“废田复湖”（破坏围田，恢复原有湖面），权门集团则主张“置田废湖”（继续废湖进行开垦），自北宋末到南宋初，这一直都是江南地方的重要政治课题。

北宋末年权门集团的崛起与活动，不但与在地土豪发生冲突，更与乡党背景的官僚群相对立。北宋末年支配阶级内部，存在形态与历史背景互异的三种阶层同时并存的实况，由此具体显现。因此北宋末、南宋初的政治过程，即是由这三种阶层、政治主体的运动所构成，如果从完全断绝的角度，把南宋政治史看做是“流寓地主”对“土著地主”，是不合历史实际的。

北宋政权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内部对立、矛盾的情况下，因不敌金的军事力量而告崩解，故在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中，是由这之中哪一阶层哪一部分掌握主导权，重建赵氏政权，就浮现而出成为课题。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三种政治主体的存在形态各异，政治态度或要求也相互有别，所以由哪一阶层掌握主导权，对继承政权的特质影响会很大。正因为所谓南宋政权确立过程的研究，固然是就摇篮期南宋政权的基本政治课题的解决过程，以及基本路线之设计决定，进行分析并重组；同时，也要就选择并决定此种政策的政治主体，进行分析考察的综合性研究，故本节先概略以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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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寺地遵：《天人相関説より見たる司馬光と王安石》，《史学雑誌》76-10，1967年，第51—55页；《五代北宋政治史概説》，收入今堀誠二编：《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劲草书房，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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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


(41)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42)
  《会编》卷三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条引《靖康要录》《靖康前录》。


(43)
  必须为王安石澄清的是，他所说的理财乃是以生财——生产力的扩大与发展——为基本考虑，并非皇帝、百官等经济统制者所标榜之富国强兵，只主张将民间财富集中至中央。参见寺地遵：《天人相関説より見たる司馬光と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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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与宋政权重建构想有关的政治斗争


 一、建炎初年的政治状况

约略而言，自金军占领开封以后，严格地说，则是自靖康二年（1127）二月初，金军宣布废绝赵氏王朝之后，中国的政治权力陷入了真空状态。除了赵构（徽宗第九子，时为康王，即后之南宋高宗）之外，皇室全体成员皆被捕送北地，造成了难以名状的政治无重心与混乱局面——唯这倒不一定是全无秩序。南宋叶适确切地将宋朝国家特质定义在皇帝的绝对性格上，所谓“国家（宋）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水心别集》卷二〇，始议）。靖康初年冬开封陷落后，士大夫们沦入政治危机的迷惑中，正与这样的国家体制特质相对应。

就连身为赵氏唯一传人，逃脱金军捕系，受拥为继承王朝皇帝的赵构，也很彷徨。靖康二年三月七日，金军立张邦昌，建傀儡政权，次月初即撤回北方。张邦昌失去了军事后盾，即自动退位。幸免于难的哲宗（徽宗之兄）皇后孟氏由道教尼僧还俗，被奉为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四日）。四月十五日，元祐太后应群臣之请，发布“告天下书”，归神器（皇帝位）于康王，“嗣我朝之大统”（《续鉴》卷九七，靖康二年四月甲戌条）。康王受此书并开封文武百官之推戴，遂于五月一日在南京（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总之，高宗的即位，并未得父亲徽宗、兄长钦宗，或母亲韦氏直接授予皇位，而是所谓迫于时势。正如康王滞留济州，得元祐太后手书时所言：“若銮舆未返，即抚定军民，权听国事。”（《续鉴》卷九七，靖康二年四月丁丑条）因此我们或可推测，对康王而言，在全然不知金将如何对待被强行带往北方二帝的情况下登基，也是颇冒险的。既无直接的授权关系，一旦二帝返还，康王的僭称皇位，也有可能被问以反逆之罪。这种无直接授权关系的问题，随着即位的事实而渐次模糊，遂有这样的说法：“且如二圣北狩，社稷不绝如线者，系于陛下一人。”（《续鉴》卷一〇二，建炎二年八月庚申条）身为皇室唯一幸存者而欲慎重保守自己的这种心情，使得作为主权者、最高政治指导者的高宗行动受到了制约，也影响他的政治判断与决定。

北宋政权被金军消灭后，出现了政治权力的真空状态，以上所言，是为说明当事者何以未曾积极地克服此真空状态。北宋政权并非亡于权臣篡夺或农民叛乱，其支配体制与机构也未被破坏，更未失去成员的效忠。宋王朝之所以瓦解只是因为金军占领了首都，对国家中枢造成致命的一击。金军从燕京（北京）、云中（大同）出发，途中攻陷太原等数座城市，即一路杀到开封。他们在军事上仅构成点与线的支配，并未完全控制河北、河东（山西）地区。“时河东、北所失才十余郡，余皆为朝廷固守。”据李纲所言：“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东惟失太原等七郡。其余皆在。”（以上皆出自《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甲子条）
(1)

 。所谓河北即河北西路，河北西路合计十六府、州、军，河东路则为二十二府、州、军，即使是与金国境直接相接的这两路，也仍由宋掌握了大部分地方。这样看来，如何恢复政治权力中枢，整顿正规军，对金的侵略采取军事性对策，当是此时最紧急也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对于当时最大政治课题有一定认识，已就全面问题拟妥政治计划的领导人士，就是高宗即位后立即被召用的李纲。


 二、李纲之见用

李纲
(2)

 生于浙江秀州华亭县，原籍福建邵武，父寓居梁溪（无锡）。政和二年（1112），进士乙科登第，历任国子正、监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同知贡举、知秀州等职，宣和七年（1125）官至太常少卿。同年十月，金军开始进攻中国，以童贯所部为主的宋朝军队溃败，金军直扑开封而来。这时，李纲为召集勤王军，而与吴敏强烈主张徽宗退位，转由徽宗长子赵桓即位。钦宗即位后立刻任李纲为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升尚书右丞，成为大臣之一员，以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都指挥使负责开封守备。他主张死守开封，等待四方援兵，并且说服了已受主和论动摇的钦宗，对抗金军这年的攻击行动。可是，这时权力中枢内部的主和论与主战论者严重对立，李纲先于二月罢尚书右丞，十余日后又复为知枢密院事（宰执职），其变化之激烈由是可知。同年秋，金军入犯，李纲负责救援太原解围失败，掌政的主和论者，又弹劾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乃落职建昌军（江西南城县）安置。

未料事态变化甚速，金军再次进围并攻陷开封，两帝被擒，康王开大元帅府，李纲也被邀入府。这时，康王托使者刘默所致书简中有谓：“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想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乙丑条）于是当康王即位之后（靖康二年亦即建炎元年五月），李纲遂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宰相之职，并受命直赴行在。

李纲的复起纠杂着不少政治问题在内。高宗即位后，既以抗金为主要目标，因主战而遭权力中枢斥逐的李纲得其起用，原是很自然的处置。李纲原是北宋末期宰执之一员，高宗为得百官信赖，再次起用曾居北宋官僚首领地位的他，也是理所当然。而此亦迫于当时政治情况之使然：金军于强携二帝北去后，立了靖康初年的宰相张邦昌为楚帝。在表面上，留在开封的官僚们大抵皆追随此傀儡政权；而为与其相对抗，高宗必须找一位人格、识见、名声皆足以与张邦昌匹敌的人物，才能吸引官员来归。正因为有此种种政治考虑，李纲才得以在因主战论遭贬斥半年后，即复归政权中枢——当时已分裂为高宗所在之处与开封两地。

李纲虽出任宰相，复归政权中枢，却未能掌握此一以高宗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当他抵达之际，高宗集团大致可分为拥立高宗集团，与高宗即位前才被消灭的张邦昌系官僚。先就张邦昌——开封系官僚来看，在李纲到任之前，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已三次上奏，主张和议，“不可以（李纲）为相”（《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己未朔条）。御史中丞颜岐也五度上奏，“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辛丑条）。如果我们还记得，早在靖康二年十一月间，李纲被贬斥后未几，文武百官奉召于宫中崇政殿、延和殿进行会商时，范宗尹与金议和的主张曾得到七十余名官员赞同，压倒了不与金和的秦桧等三十六人，朝议亦由此而定；就可以知道，经历了张邦昌政权再参加高宗政权的范宗尹等人，理所当然地会反对李纲。

于是李纲这一边，除了要与外敌——女真相斗争，也对内贼——参加傀儡政权者怀着强烈的敌意。到达行在后，他立刻上奏十大政策纲领，其中第三、四、五项都强力地要求对张邦昌及参加伪朝廷者给予处分，加以定罪。如第三项强调，曾参加傀儡政权者不应适用即位恩赦；第四项主张，处分复归宋朝廷任职高官的张邦昌系官僚，“以为乱臣贼子之戒”；第五项则力言，当对参加伪廷者都加以定罪，“以励士风”（《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条）。高宗虽然立刻将李纲的政策大纲交付中书，却也担心第三至五项可能会使尚处摇篮期的南宋政权陷入混乱，而留中不发。李纲对于这样的处置极为不满，次日再上奏，以此事为今日政治之根本，若不问责于曾受伪命之臣僚，则中兴之业势不能成，他逼着高宗在留用彼等与自己之间做一选择。由于高宗左近的官僚如黄潜善、汪伯彦、吕好问等人皆反对李纲的议论，遂更形成两难。结果李纲所要求的强硬处分案并未通过，只就傀儡政权中心人物迁谪有差。从范宗尹、颜岐之奏相继遭驳斥的事情看来，这个时期的高宗，基本上是支持李纲的。为此范宗尹等人陆续因“尝事伪庭”（《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午条）而遭贬斥、落职处分。大致说来，李纲的建议已被接受。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李纲参加高宗政权后，曾试着实现他自以前就提倡的藩镇政策，却因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反对而不得施行。后年（建炎四年五月），黄潜善、汪伯彦去职后，努力实现藩镇政策的中心人物，竟是被李纲所贬逐的范宗尹、谢克家等人，尤其是出任宰相之职的范宗尹。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建炎初年与四年的状况差异固应考虑在内，但与其说李纲与范宗尹等人的对立是出于政策的不同，不如说双方的恩怨乃是起自政治态度的歧异，或是先于政治的道义、精神之冲突。李纲希望将继承政权统一在一个精神基调之下，这与日后赵鼎、张浚、秦桧等人所努力的内容或有别异，方向则是一致的，这也可以说是北宋末期新旧党争激烈的对立抗争风气又再借尸还魂了
(3)

 。


 三、拥立高宗集团

以下所要讨论的，是不乐见李纲就任宰相之职的另一个集团——拥立高宗集团，也就是当康王在相州逃脱金人追捕后，在其侧近拥立其为帝的那群人。

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侧近集团，之所以不满李纲，据说是因为“趣（李纲）赴阙。先是，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上恐其不厌人望，乃外用纲。二人不平，繇此与纲忤”（《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甲午条）。然则，所谓拥立集团究竟带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康王于靖康元年十一月上旬，和王云一起，带着割让河北三镇、奉金帝为皇伯的和议条件出使金国，途中留滞相州。就在这时，开封于闰十一月末陷落，康王则在匆忙间于十二月一日开大元帅府。这时劝阻康王断念北行，保护他不受金军追捕，开设以勤王为大义名分之大元帅府者，当推知中山府陈遘（通常以其字亨伯相称）、知相州汪伯彦、知磁州宗泽等地方首长最为尽力。这三人中，陈亨伯于中山府阵亡，宗泽受命处理开封城陷后守备军事宜，结果，一直留在康王身边而有拥立之功者，就只剩下汪伯彦了，这也是日后他能得高宗信赖的最大原因。

康王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大元帅府于相州，首先以前述三人为副元帅，赴各地招集义兵、勤王军、溃兵；并努力确保张悫、黄潜厚等京东、河北转运使（财务官僚），以及知信德府梁扬祖等地方官的支持。这时，高阳关路安抚使知河间府黄潜善（黄潜厚之弟）率一万二千人来投，自是令康王喜出望外。俟金建傀儡政权，并强二帝北行后，康王即于靖康二年三月末改以汪伯彦为元帅、黄潜善为副元帅。此间原委虽不甚分明，不过这项任命已标明了在康王身边急就章的元帅府文武官员中，以二人的地位最高。总而言之，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以其保护高宗并拥立之功，在以后数年间，成为权力中枢内极得高宗信赖的政治顾问，这对处于形成期的南宋政治有相当大的影响。康王即位，黄潜善、汪伯彦也分别出任中书侍郎、同知枢密院事，这虽非宰相之任，却位居文武职官之首，掌有实权。

此外当注意的是，拥立高宗集团系的官僚尚与北宋末年的权臣王黻有牵连。据闻：“时宰相黄潜善本王黻门人，故多引黻亲党以进”（《要录》卷一六，建炎二年七月丁亥条），“潜善于王黻为相时，致位侍从。故今日侍从、卿、监，多王黻之客。伯彦则引用梁子美亲党，牢不可破”（《要录》卷二〇，建炎三年二月己巳条）。又如“（张）悫在中书，至于自作酒肆”（《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庚戌条），“潜厚在维扬，率遣人于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鬻之，得息至倍”（《要录》卷一二，建炎二年正月壬辰条），这类积极参与营利、商业活动的行径，也是此系官僚难以忽略的特征。

李纲负天下众望，意气昂扬地来到高宗身边，却不受欢迎。他可以根据道义理论，在高宗的支持下，把参加张邦昌政权的官僚们，从继承政权中一扫而空，却无法胜过拥立集团，他在职的七十五日间，一直与拥立集团缠斗不休，最后仍是失败下野。拥立集团与李纲之争明显的是政策之争——或许该说是政治路线更为妥当。而在另一方面，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原都只是地方官，骤然进入政权中枢后，既缺乏规划国家整体运营的经验，也无法体系性地推展自己的见解。之后乃皆遭人非难，称：“潜善入相踰年，专权自恣，卒不能有所经画”，“而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皆无远略。”（分见于《续鉴》卷一〇二，建炎二年十二月己巳、戊寅条）因此，他们的议论多只能消极地就李纲所提政策表示反对或稍加修正。不过，在反对、修正、妥协之中，有时也可以略窥他们的目标方向，又因为重建中的宋政权基本特质，受到此两者对立的影响，故次节仍将探讨双方之间的纠葛。


 四、李纲的藩镇政策

北宋政权瓦解之时，身为政治领袖的李纲，不但能掌握当时的状况——尤其是掌握了亡宋之金人的对宋政策，也拟出了重建宋朝的整体构想与个别的政治计划，这是他与不知所措的高宗，还有被评为“无远略”的高宗拥立集团，大不相同之处。

他入朝之后，立刻提出十大政策纲领，第一项是“议国是”，为甫成立的继承政权提供明确的基本路线，也就是确立对金防卫政策。他认为：国论“犹以和议为然，盖以二圣（徽宗、钦宗）播迁，非和则所以速二圣之祸”的看法（《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条），实在是大错特错。金既废绝宋朝，“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同前），亦即唯有中国之自强才能迎还二帝。在李纲入朝以前，汪伯彦、黄潜善曾对金请和，“画河为界”（《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戊戌条），并割让河东、河北，现在则不再与金议和，加强中国的防卫，同时既不割让两河，也就意味着要防卫两河。“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续鉴》卷九七，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寅条欧阳珣之言），正是李纲所坚守的立场所在。

暴露在金军威胁之下的两河，在宋朝正规军崩溃后陷入相当严重的情况。“虏（金军）之初入寇也，朝廷许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务自保。逐路帅司不能调发，无连衡合纵，相援之势。又虏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敌。故虏得并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卷一，建炎元年五月金虏陷河中府条］为了对抗金军，宋该如何将各个孤立的军事力量编制集结起来，正是政治力或政治领导力所被期待者。此所以李纲要用心于藩镇之策，并以之为两河防卫之策。先前所举建国大纲第一项之“议国是”，就是有关这方面的主张。

李纲藉设藩镇而有的两河防卫构想，并非始于此时。靖康元年四月第一次开封围城之役后，他出任军政最高负责人知枢密院事之时，就曾为防范金军再次进犯，提案整备两河军力并设置保甲军，其内容如下：

为今之计，莫若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为藩镇。择帅付之，许之世袭，收租赋以养其将士。各习战陈，相为唇齿，以捍金人，可无深入之患。（中略）如诸镇之制，则帝都有藩篱之固矣。（《会编》卷四五，靖康元年四月六日条）


武艺精者，次第迁补。或命之官，以激劝之。彼既自保乡里、亲戚、坟墓，必无遁逃。又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无调发之劳，此最策之得者。（同前）


前者主张：（1）设置藩镇军，（2）将军之职世袭，（3）以自给自足为原则，（4）藩镇相互提携体制。后者则欲活用地方民间武装势力——其前提是，民众将拼死保卫祖先坟墓之地。故建炎元年六月二日之“一曰议国是”，就是主张藩镇、帅府体制，即：

为今日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建藩镇于要害之地，置帅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军，习车战。使其进无抄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有出没，必不敢深入。（《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条）


此奏后四日，又以“修军政”献言如下：

今日中兴规模，有先后之序。（中略）而所急者，当先理河北、河东，盖两路国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东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余皆在。且推其土豪为首，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不早遣使慰抚之，臣恐久之食尽，援兵不至，即为金人用矣。谓宜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才者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宠以使名，如唐之方镇，俾自为守，则无北顾之忧矣。（《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甲子条）


这将他历来所主张的藩镇具体化，以一郡即州为规模，由中央派遣招抚使、经制使至两河，设立特别军区即行政区，并组织土豪——民间武装势力。

同年六月末，他又以宋金接壤地带配备藩镇为前提，规划军力配置网，上奏朝廷：

宰臣李纲请以河北之地，建为藩镇，朝廷量以兵力授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以备控扼。（《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己卯条）


于是帅府以下皆各派遣文武官员，这是所谓临战体制下的新地方区划。这种帅府、要郡、次要郡的体制，乍见之下很像是划定军事区域，史称：“初，李纲欲因帅府以寓方镇之法，黄潜善等言：帅府，要郡虽可行，但未可如方镇割隶州郡。”（《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丙戌条）由这段记述看来，李纲的想法曾被认为是要把军区配以州郡，构成以军事为中心的行政区划。这项计划因遭黄潜善反对，实施之时，“仍命帅府，要郡屯兵有差”（同前），至于驻屯兵的配置体系等主要部分则被删除。

其次，是关于李纲的军力组成构想，这和藩镇之策同为当时重点项目之一，办法是吸收各种民间武装势力，编组改换，使其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一环。当时，华北、中原各处都是溃卒、勤王兵、盗贼等性质各异的武装势力，史称：“自宣和末，群盗蜂起，其后勤王之兵，往往溃而为盗”（《续鉴》卷九九，建炎元年七月己丑朔条），“时以金人南侵，朝命隔绝，盗贼踵起”（《续鉴》卷九九，建炎元年八月乙酉条）。故李纲“专事招安”（《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庚寅条），使这些军事力量向行在处集结。结果，“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余万人”（同前）。而“李纲为上言，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如铜马、绿林、黄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则易叛，而徙之则致疑，正当以术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营司委官分拣”（《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庚寅条）。他并主张许溃军、游寇归农，解散老弱，以新法编制军队，希望能因此而无叛乱集团，皆为国军。

身为高宗拥立集团成员之一，与李纲见解相近的宗泽，接受了他这种主张，迅速在开封实际编组成一支军队。宗泽对黄潜善等所提和议之说，一向持反对态度，他曾说：“河之东、北、陕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轻听奸邪附贼者张惶之言。”（《纲目》卷一，建炎元年六月，以宗泽知开封府寻命留守东京条）在拥立集团中可称异类。“初，泽至南都，见李纲，与之语国事，泽慷慨流涕。”（《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戊辰条）建炎元年（1127）六月因开封府领导无人，李纲乃极力推荐宗泽，以“绥集旧都，非泽不可。（中略）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抚之，非独外忧，且有内变”（同前）。宗泽遂出掌开封府。

宗泽就任开封府尹后，纠合各种军事势力，将之编组成军，守备京师，又将邻近州县结为联合组织，规模虽小，却成功地将李纲所构想的军事体制具体化：

时，泽募义士，守京城。且造决胜战车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运车者十有一，执器械、辅车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应用。又据形胜，立二十四壁于城外，驻兵数万。泽往来案试之，周而复始。沿大河，鳞次为垒，结连两河山水寨及陕西义士。开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濒河七十二里，命十六县分守之。县各四里有奇，皆开濠，深广丈余，于其南植鹿角。又团结班直诸军及民兵之可用者。（《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乙巳条）


这是鉴于金有可能再次包围开封，故特别费心于开封的防卫。而与邻近军事势力的联系工作——这正是李纲构想的核心，则表现出宗泽政治手腕的卓越，在当时据点防卫建设中堪称第一。

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宗泽恳请高宗还都开封，以进行对金战争，高宗集团却向南迁移，宗泽忧愤而死（建炎二年七月）。结果，“自宗泽卒，数日间将士去者十五。（中略）（宗泽子）充留守判官。（杜）充无意恢复，尽反泽所为。由是泽所结两河豪杰，皆不为用”（《续鉴》卷一〇二，建炎二年七月甲辰条）。宗泽所结集的军事力量性质，亦得由此而管窥之。

宗泽死后，他麾下的开封守军散佚，流落于中原、两淮、江北等地，南宋政权为了收拾他们，费尽周章，后文将再详述。


 五、拥立高宗集团（黄潜善、汪伯彦）的政治方针

李纲为宋朝所拟的方针、构想，已如上述，以下则以继承政权中枢内另一势力——高宗拥立集团的中兴构想与政策，作为本节讨论的重点。身为高宗侧近势力代表的黄潜善与汪伯彦等人，既被批评为“皆无远略”（《续鉴》卷一〇二），则其没有明确的前瞻性政治计划，也是理所当然。不过，透过他们的行动取向，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宋、金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与李纲恰恰相反地不断主张和议。靖康元年十二月，大元帅府才一开设，就因为“汪伯彦等皆以议和为可信”（《要录》卷一，靖康元年十二月甲申条），而与宗泽形成对立。建炎元年五月，“时潜善等复主议和”（《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戊戌条），同年六月，“泽闻黄潜善等复唱和议”（《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戊辰条）。总之，拥立集团逮住每个机会推动他们的和平工作。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坚持一切罢和议的李纲完全不同。

还有一件事应该注意，“时潜善等复主议和。因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始敌求割蒲（州）、解（州），围城中许之。潜善等乃令刑部不得誊赦文下之河东、北两路及河中府、解州”（《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戊戌条）。也就是对割让黄河以北一事已有谅解，并为表现出该意向，而阻止发送高宗即位大赦文至彼处。这明白表示继承政权准备放弃两河。虽然在李纲就任宰相期间，因其一径主张恢复、保有两河，而未见有前述事例再发生，但高宗拥立集团的基本对金态度并无改变。

其次，努力强化皇帝军队或中央直辖军的编制，是他们的施政特征。建炎元年五月，在内定宰相人选李纲到达行在之前，“中书侍郎黄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共议罢民兵及降盗，而拣其士马之精锐者隶五军”（《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甲午条）。他们没有招抚民兵、溃卒、寇盗的策略，只想从其中挑选优秀者编入皇帝直辖军，以强化直辖军的力量。同月，设置了皇帝直辖的军事单位御营司五军，其最高指挥官御营使、副使分别由黄潜善、汪伯彦担任。这项制度的建立，是因为自宋初以来所用的殿前、侍卫马、步司之三衙禁军制已完全崩溃。靖康之际，禁军三万，“及城破，所存无几”，当时驻跸应天府的高宗也“禁卫寡弱”。于是乃构想将杨惟忠、王渊、韩世忠麾下的河北兵，刘光世配下的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之帅府兵、降盗兵，统一编成皇帝直辖军队——五军，由御营司指挥管理。“于是始制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因其所部为五军。”（以上皆出自《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丁酉条）

同年八月，“命御营副使大阅五军人马，自是执政皆有亲兵”（《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癸亥条）。五军阅兵，显示这个新军事机构已迅速地开始运作。总之，重要的是，南宋朝廷以中央直辖军为首的编制，系以黄潜善、汪伯彦等拥立集团为其中心人物。

此外，汪伯彦又于建炎元年六月，以下段所引民兵组织论，说服高宗：

汪伯彦请两河、京东西增置射士。县五百人，悉募士人有产籍者，置武尉以掌之，县令领其事。凡四县置二将。（中略）江浙、淮南诸路大县增三百人，小县二百人。（《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乙亥条）


此一办法于同年八月施行，这虽系参考张悫的忠义巡社法（十二月废止），但其特色并不在于包纳以民间土豪层为中心的自主组织，而是将民兵组织置于县令指挥之下，由上而下的集权、一元性很强，这与李纲以有力土豪充一郡之长并赋予世袭特权的做法，似是而实非。

与此同时，李纲既正热切地要藉藩镇之策编整军力，对于皇帝军队或中央军的编组，遂不怎么在意。至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不但将李纲为实现藩镇构想提出的第一步：帅府—要郡设置方案加以搁置，而且针对李纲吸收、重整民间武装势力的成案，另拟计划，对于禁军的统合一元化表现了高度的关心。如果将前述李纲的作为视为具有分权的倾向，则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就都强烈地倾向于集权。

接着应该指出的是，高宗拥立集团所行的诸政策中，除了倾向和议——以割让两河为当然，并创设皇帝军队之外，当以确立国家财政，尤其是在国家机构混乱时确保战时财政之事，最受瞩目。

就财政性而言，李纲的藩镇构想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藩镇体制本是“择帅付之，许之世袭，收租赋以养其将士”（《会编》卷四五）。民间武力当然也以本地为主，故“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无调发之劳，此最策之得者”（同前）。基于这样的见解，他的财政论本来就强烈地倾向自给自足——这与他的分权主义倾向完全一致。

于是当他身为宰相，实际筹措战时财源之时，“纲又请出度牒、盐钞，及募民之出财”（《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己卯条），即建议出售度牒、盐引，并向民征集献金。乍看之下，这三者原是个别平行的事情。但他既不太重视盐钞，又把剩下的两件事并作一件处理。也就是在前项建议提出后数日，再建议：“募民出财，赏以官告、度牒”（《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丙戌条）。这是想以官爵特权酬报献金的民众。结果右谏议大夫宋齐愈与张浚一起论奏，非难此一计划的非现实性，强调“劝民出财助国，非是”（《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丁亥条）。张浚等官员并因此一反对运动而展开对李纲的弹劾。

那么拥立集团又有什么财政见解呢？以下即集中就其代表人物梁扬祖与张悫进行讨论。梁扬祖原为信德府守，靖康元年十二月康王开设大元帅府时，他率领兵万人、马千匹投效，遂成为拥立集团的主要成员。而他在元帅府中之所以崭露头角，则是因为他曾利用盐专卖一举筹得资金百余万缗。

元帅府以随军转运使梁扬祖总领措置财用。初，王在济州，军食不继。扬祖言，京城围久，盐法不通，权印卖东北盐钞。王许之。未逾月，商人入纳，至百余万缗，军饷遂给。（《要录》卷二，建炎元年二月戊子条）


之后，他一直都留在高宗政权中枢，曾以知扬州江淮发运使提领东南茶盐事。建炎二年八月，他奏称：东南茶盐措置已上轨道。据此报告，自梁扬祖置司以来，岁入钱多达六百万缗（《要录》卷一七，建炎二年八月辛未条）。

如果考虑到这个阶段的特征，乃是在战乱之下，原有的正常地方行政组织、征税组织均已崩坏，难以运作的实际状况，则上述现象实在是相当奇特。此后，通南宋一代，朝廷财源过半数皆有赖盐、茶、酒的专卖收入，然而在政权成立初期即表现出此一倾向，仍相当引人注目。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梁扬祖的努力下，高宗之下的诸武将佣兵之得以维持，全赖此巨额的专卖收入。

接下来要谈的张悫，也是在靖康元年十二月即加入元帅府。当时他已是河北都转运使，康王任命他为大元帅府随军应副。之后，他一直在高宗身边负责财政营运事务。相对于梁扬祖之专力于专卖问题，张悫则负责一般财政的重建：

时更军旅之后，诸道财赋，亡于兵火，委于川途，乾没于胥吏者，不可胜计。自中都府藏，迄于州县仓库，往往毁案籍，匿印章，出纳之际，漫无稽考。悫在河朔时，雅以心计为上所知，自长地官，至于执政，上独委以理财之事。悫严明通敏，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东南诸路，皆惕息承命，国用赖以毋乏。（《要录》卷九，建炎元年庚戌条）


由此可见，他在战乱中，是凭着何等高明的手腕重建财政。建炎元年六月，他以同知枢密院事任大臣之职，曾得黄潜善强力奥援，遂为黄潜善、汪伯彦集团之有力成员，李纲去职期间，他也相当活跃。总之，侧近拥立集团中容纳了这群财务官僚，他们所提出与所实施的财政计划，与李纲的财政理念截然不同。于是，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当李纲与黄潜善势同水火不能两立之时，高宗何以要放弃声望较高的前者，转而支持能广开财源、组织编成能力与营运能力皆获好评的实务官僚。先前所引，高宗将理财之事全委任张殷的文句叙述，正是此一看法的最佳证明。


 六、皇帝驻跸地之争执与李纲的失势

对于继承政权所必须面对的三大问题——对金政策、重建军力、确保财源，抱持不同立场的两大政治势力，在建炎元年秋的驻跸地——皇帝目前所在地——问题上引发冲突，结果，李纲于出任宰相七十五日后去职。

在各地之间移转的南宋朝廷，到底要以何处为皇帝驻跸之所，关系着王朝未来的展望与走向——是逃避金人？是战，是守，还是和？——一直是南宋初年政治议论的焦点。故驻跸地问题在这时忽然成为重大政治问题，其实与两件事情相牵连：一是，正如史书所言，“时李纲入朝月余，边防、军政已略就绪，独车驾行幸未有定所”（《纲目》卷一，建炎元年七月诏修东城条）。即大致而言，虽有反对势力，但李纲所主导的体制，尚可维持。二是，金之南侵中国，正如一般北方民族一样，秋冬入犯，至春即返还故地。所以如何在秋天对付金军，就成为所谓“防秋之计”的重要政治课题，人人都很关心。

建炎元年七月，这个问题成为政治问题时，南宋政权大概可有三个选择：（1）宗泽所一贯主张的还京（开封），这是与金采对决之势，也不放弃两河的最激烈办法。（2）李纲认为应暂以南阳为驻跸之地，“纲间为上言：今纵未能入关，犹当适襄、邓，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选任将帅，控扼要害，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开封），天下之势遂定。而近议纷纭，谓陛下将幸东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复我有”（同前）。这是目前暂避与金进行军事对决、求保中原的折中方案。（3）黄潜善、汪伯彦等则积极主张当巡幸东南（扬州），“手诏，京师（开封）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为避狄之计”（同上，诏修邓州城条）。明白地表示欲逃避金军的压力。此外，还有中书舍人刘珏的东南巡幸论，地点则是建康，即金陵，所谓“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癸丑条）。

南宋政权应以何处为据点的现实问题，引发了中国应采取何种对金态度，对金防线伊于胡底的课题，也引发激烈的政治对决局面。宗泽的主张根本没有得到权力中枢人士的支持，自然不是争论的重点。至于应往南阳或是扬州的选择，初虽曾一度决定往南阳，最后却又还是决定去扬州。高宗虽向李纲表示“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宫往东南耳”（《纲目》卷一，建炎元年七月诏修京城条），但李纲还是失败了。这当然也是因为无人支持李纲，“时上虽用李纲议营南阳，而朝臣多以为不可”（同前，修邓州城条）。不过，究其根本，黄潜善等积极地主张往东南行，改变了皇帝的意志，才是决定性的主因。“潜善与汪伯彦力请幸东南。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同前，修京城以李纲、黄潜善为左右仆射条）

稍后，即建炎二年末时，张守曾因高宗询问对金防线的问题，就“防淮”——守中原，还有“渡江”——江南避狄，如此答复道：

今之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于楚、泗及淮阴三处，敌亦未能遽入；然恐我师怯战，望风先溃。（中略）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于昇、润，敌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远，而民心易摇动。（中略）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决。若为中原计，而幸敌不至，则用防淮之策；若为宗社计，而出于万全，则用过江之策。（《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条）


根据张守的看法，驻跸东南无疑是弃河北、中原，这是以保全皇帝自己为第一义的决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的特质中有种所谓的保守性存在。当李纲、宗泽系官僚败于黄潜善、汪伯彦，高宗决定巡幸东南之时，南宋政权就已决定了基本格局，放弃了华北、中原的民族保卫战，成为保宗社的江南政权。

经过这场驻跸地之争，高宗拥立集团的政治势力得以落实，甚至可与负天下重望的李纲相匹敌，这让朝野内外预感到，李纲就快要失势了。

除此之外，李纲与黄潜善等尚有其他方面的争执。同年六月至七月间，李纲的心腹张所、傅亮，分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前往任所，招谕山寨民兵，也就是为了设立前述一郡（州）规模之藩镇而试图招抚土豪。结果“黄潜善疾纲之谋”，忽然提议由马忠、李成军攻金军之虚，李纲反对，“潜善固执，上卒从之。（中略）于是权始分矣”（《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丙辰条）。而李纲在八月罢宰相职的直接理由，也正是与张所、傅亮之派遣有关。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承黄潜善之意，弹劾张所，谓应罢免之。拥立集团的另一成员，亦属大臣之一的张悫，也提出同样的意见。李纲、汪伯彦、张悫遂在御前会议中激烈争论。而在傅亮渡河行动的是非问题上，黄潜善等又与李纲对立。再加上殿中侍御史张浚、礼部侍郎朱胜非等也责难李纲，李纲乃在任宰相七十五日后去职。

至于李纲失势后的政局又如何呢？建炎元年（1127）八月中旬之李纲罢相，自然就是黄潜善、汪伯彦等专权的开始，直到建炎三年二月下旬，扬州陷落，高宗渡江南逃，二人才因追究失职之责而遭罢免。同时，李纲的失势自然也意味着反黄潜善系官僚的下台，自建炎元年八月底到次年十二月底，许翰、向子諲、卫肤敏、滕康、汪藻、刘珏、喻汝砺、许景衡、程昌寓、马伸、邢焕、王彦、王宾等皆遭罢免、落职处分。

李纲的失势自然还表示，利用民间武装势力，重新编组配备以对金作战的计划被放弃，以及皇帝巡幸东南的确定。受此政策转换影响最大的是守卫开封的宗泽。建炎元年九月，“于是黄潜善、汪伯彦共政。方决策奉上幸东南，无复经制两河之意矣”（《要录》卷九，建炎元年九月壬辰条）。既已决定巡幸东南，高宗乃于十月乘船往扬州。一直恳请还都开封的宗泽，也在次年七月结束七十岁的生命。“泽为黄潜善等所沮，忧愤成疾，疽作于背。”（《要录》卷一六，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条）宗泽所整编的开封守备勤王军，在他死后数日即告瓦解；将李纲构想具体化，完成民间武装势力整合的宗泽军，其解散已是不得不然之势。此后的宋金战争，几乎未再尝试组织民间自卫队来对抗金军。

宗泽之死与开封守军的溃散，也是促使金军正式南进的契机。“金人闻宗泽死，决计用兵。（中略）时宗翰之意，欲舍江、淮而专事于陕，诸将无能识其意者。议久不决，奏请于金主。金主曰：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中略）命宗翰南伐。”（《续鉴》卷一〇二，建炎二年七月甲辰条）于是自建炎二年秋至翌年春，金军以逮捕康王为名，大举南下。李纲罢相后的南宋政权中枢对此毫无准备，“时寇盗稍息，而执政、大臣偷安朝夕”（《续鉴》卷一〇一，建炎二年二月辛酉条），“庙堂宴然不为备”，张浚等“力言之，潜善、伯彦笑且不信”（《续鉴》卷一〇二，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条）。在这种情况下，金军一举而下扬州。高宗逃往江南，高宗拥立集团的专权也于建炎三年二月告终。

以上所探讨者，主要是建炎元年（1127）五月至八月间的政治过程，还有迅速重建的南宋政权中枢内部之政治斗争。对于金军自靖康元年冬占领开封，随即于次年二月废灭北宋政权，造成中国政治权力真空状态之政治课题，这也是一段如何加以克服之对应过程。面对这样的局面，北宋末期对金强硬论者李纲及宗泽，藉由编制对金防卫组织，以克服因北宋灭亡所形成的真空状态，并确立继承政权的方向。可是这个构想并未得到大多数士人的支持，最后连高宗也不尽同意，遂败给主张放弃华北——“避狄”，皇帝移往东南（扬州）的黄潜善，汪伯彦势力。

这是关系中兴王朝政治路线、政治方针的对立，也是抢夺政治主导权的抗争。兹将两条路线重要对立之处列举如下：（1）对于曾以军事性一击灭亡北宋的金人态度不同，一主张对金和议，一力求对金防卫备战。（2）前者以黄河以北之割让为当然，后者则强烈主张守卫两河（河北、河东之地）。（3）前者所谓保守性态度的背后，尚有保全宗社（赵氏）的名目在；后者则坚持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让”，或是基于在地地主、土豪的立场，“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大金吊伐录》卷二，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镇增币书）。（4）前者欲确立专卖财政，以编组皇帝直辖军队，后者则希望组织能自给自足的民间武装势力，建立藩镇体制。这也意味着前者关心如何集中权力，后者则倾向分权主义。

究其根本，这两条路线其实是两股政治势力（立场）的对抗，也是北宋末期政治主体内部分裂与抗争状态——亦即权门及其有关政治势力，与在地土豪、地主系士大夫纠葛的具体展现。所谓南宋初期政治史，基本上即此两种势力间对立抗争的过程。承认北宋版图有所减缩，同时要求继承北宋集权主义的势力，虽居于政治优势，却始终无法压倒反对势力，直到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时，双方才建立融和、妥协的关系。建炎初年的政治过程，正是此一取向的出发点，而其所显露的南宋政治史架构，亦正是我们所最应注意的。



————————————————————


(1)
  《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甲子条附注称：“河东之太原、忻、代、泽、潞、汾、晋七郡（府州），河北之真定、怀、卫、浚四郡皆已陷入敌手。又去冬（靖康元年）威胜郡、绛州，今春（靖康二年）石州继陷。”


(2)
  赵效宣：《李纲年谱长编》，《香港新亚研究所专刊》2，1968年。


(3)
  外山軍治：《靖康の変における新旧両法党の勢力関係》
 ，《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第三章　江南政权——南宋之中兴


 一、禁军叛乱事件与吕颐浩之得势

建炎三年（1129）至绍兴三年（1133）的整整五年间，政治状况的变化十分激烈。除了金军，流浪于中原、两淮间的溃卒散兵，福建、湖南、江西大规模农民叛乱等性质各异的武装势力交错，王朝的权力已处于最低落的状态。在这期间，吕颐浩曾于建炎三年四月至翌年四月、绍兴元年九月至三年九月，计三年间出任宰相，故此一时期或可称之为吕颐浩的时代。如果说前述李纲、宗泽与黄潜善、汪伯彦时期的焦点，是在全面重建赵宋政权的政治构想与计划，则吕颐浩的时期，就是在不断的变动中，依政治需要解决当前课题了。

可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继承政权南宋之所以会形成江南政权的特质，可能是出于此一时期的政治决定，故就此意义来看，这也是南宋政权基本架构的决定时期。其间，身为政治领导的吕颐浩，曾做过几项重要的政治决定，在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可列举者有：（1）在金军压力下与禁军叛乱中保全赵宋政权。（2）决定以东南（江南）为皇帝驻跸之地——其结果是使南宋江南政权化。（3）将镇压长江以南叛乱作为当前最高政策目标。（4）引入经制钱、月桩钱等制度，维持国家财政。本章即以吕颐浩为中心，叙述此一时期的政治过程。

建炎三年，金军为追讨滞留扬州的高宗，大举南进。曾经否决李纲、宗泽对金防御策略，对张浚等所提防卫建言“笑且不信”，“庙堂宴然不为备”（皆出于《续鉴》卷一〇二，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条），“恃和议”（《续鉴》卷一〇三，建炎三年正月戊戌条）的黄潜善、汪伯彦等高宗拥立集团，完全不曾预料会有这么一天。金军于正月二十七日下徐州，三十日陷泗州，二月三日攻破扬州北西五十公里处的天长军。同日高宗急急乘小船渡江，“百官皆不至，诸卫禁军无一人从行者”，“时事出仓卒，朝廷仪物，悉委弃之”，金兵乃取“乘舆服御、官府案牍，无一留者”，“金帛珠玉，积江岸如山”，至于高宗，则以“钱塘有重江之阻”（以上全出《续鉴》卷一〇三，建炎三年二月壬子、癸丑条），自镇江转往杭州去了。

这时禁卫军已有“语言不逊”（同前）的造反态势，这从其携家属随军同行之事已见征兆，为了安抚，“已有旨，分遣舟专载卫士妻孥矣”。而为了稳定扈从军的军心，又特地表示“当录扈从之劳，优加赏给”（《续鉴》卷一〇三，建炎三年二月癸丑条）。在这个时点上，南宋皇帝与亲卫军兵将的关系，尤其是两者的内在纽带竟呈断裂状态，实在是引人注意。

三月上旬在杭州，果然发生了禁卫亲军叛乱事件，史称明受之变。是时“扈驾者惟苗傅一军而已”（《续鉴》卷一〇三，建炎三年二月己未条），将军苗傅、刘正彦等却又起而叛乱。他们的理由是“以赏薄怨望”，同时对于因宦官推荐而出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的王渊不满（《续鉴》卷一〇四，建炎三年三月壬午条）。遂斩王渊与宦官康履、蓝珪、曾择等，囚高宗，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要求高宗退位，并传位给三岁的皇太子。高宗接受了叛军的要求，退位，改年号建炎三年为明受元年（三月十一曰）。这次叛变起于对恩赏的不满与人事纠葛，并无政治的构想或目标。不过，他们提出“遣使金人议和”的政治要求（《续鉴》卷一〇四，建炎三年三月癸未条），苗傅、刘正彦在迫高宗退位之时又说：“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钦宗）来归，不知何以处。”（同前）苗傅还按剑瞪视道：“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当极，太母垂帘，将复见太平。天下咸以为是。”（《续鉴》卷一〇四，建炎三年三月甲午条）这些事都颇值得注意。总之，高宗因为在即位为皇帝的授权关系上有瑕疵，又是与金和平共处的障碍，只有为万民计而被迫退位，同时，厌战的风潮已然弥漫在皇帝禁卫亲军之中。

挽救襁褓中南宋政权脱离此巨大危机者，即吕颐浩。建炎元年高宗移住扬州之际，他恰为扬州守，遂因此一机缘而得参预政权中枢，明受之变发生时，他正在江宁府担任江东制置使。他一得知兵变之事，即与当时在平江府的礼部侍郎张浚，还有武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联络，组织勤王军向杭州进发，四月一日高宗复位，三日复建炎之号，复辟成功。同月六日他升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也就是宰相之职，并在以后数年间，居政治最高领导地位。

就政治史来看，建炎三年（1129）春的金军江北侵伐作战，与禁卫亲军反叛事件，不但使高宗拥立集团没落，也造成政权担当势力的全面交替。先是黄潜善、汪伯彦等原主政者，因为扬州陷落而被责以对金防卫不力、情报收集不足等罪名，贬官去职。接着而来的亲军反叛事件，又使得皇帝侧近的最高军事首长王渊与多数宦官被杀，而自康王时期以来的扈从武将苗傅、刘正彦，也因是叛乱主谋而遭诛杀。总之，无论是文人方面或武人方面，自康王大元帅府时代以来，活跃于高宗身边的领导层几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新兴人物是吕颐浩、朱胜非、张浚、赵鼎、范宗尹等文臣，以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武将。尤其是吕颐浩、张浚等讨平亲军叛乱之有功人员，更理所当然地爬上最高领导的地位。

至于另一项重点是，建炎三年以后，权力中枢内的主要人物年龄层大幅降低。其中虽也有如吕颐浩般年近六十的长者，但知枢密院事的张浚则仅三十三岁，“国朝执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庚戌条）。范宗尹于建炎四年五月拜右仆射为相，“时年三十三，自汉唐及国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甲辰条）。与此年轻化现象相呼应的，是前此的中坚官僚群一举占领了王朝权力的最高位。例如建炎三年二月扬州陷落之际，随高宗渡江南下的文官职衔是：吕颐浩——吏部尚书，张浚——礼部侍郎，朱胜非——中书侍郎，叶梦得——户部尚书。他们的确已经掌握了实务，却还不能说是已经占居了最高位。

可是，历经这一番变故之后，比高宗年长二十五岁、时年五十七岁的吕颐浩就任宰相，他出身山东济南，“时吕颐浩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蔡）京、（王）黼之门”（《要录》卷四八，绍兴元年十月乙丑条）。吕颐浩与其前任的黄潜善、汪伯彦，同为重视实务、财务的官僚，是北宋末权臣蔡京、王黼者流。但他与拥立集团也有不同之处。例如他在北宋末年，曾因“愿博议久长之策”，惹得徽宗大怒（《宋史》卷三六二《吕颐浩传》），建炎二年又求高宗“收民心，定庙算”（《续鉴》卷一〇二，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条），这与“无远图”、只求苟安的拥立集团大不相同。这或许是缘于他以往的经历与生活经验，“父丧家贫，躬耕以赡老幼”（《宋史》，本传）。又因为“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同前），故他应属于华北在地地主、官户阶层，而非腐败的、寄生的、都会的权门之人。

他曾长期担任河北转运副使、燕山府路转运使等地方财务官僚，不像李纲处身于北宋末期的权力中枢。正如前面所曾提及者，他之所以与权力中枢有所接触，不过是因为建炎元年（1127）冬之时，他恰巧在扬州知事任上，而在当时，他也只是个二流的老辈人物。可是在那种外敌、内乱交错的离乱状态中，政治权力被迫去面对各种政治课题，像他这样老练的实务官僚，就颇有发挥之处了。《宋史》本传的论赞称道他“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是相当适切的评语。


 二、“防淮论”与“吴越之行”——皇帝驻跸地问题

建炎三年（1129）三月的明受之变（苗傅军叛乱事件），因为吕颐浩、张浚的政治工作，还有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各军集结进军杭州而告终结。吕颐浩、张浚并分别就任宰相与知枢密院事之职，进据政权中枢。不过，到了五月，张浚就再受命为处置陕西事宜的川陕等路宣抚处置使（他出身于四川名门），继于七月时，带着种种特权、庞大的军费、众多的兵员幕僚，往四川赴任。结果，摇篮期继承政权的掌舵之任，就全交给留在高宗身边的吕颐浩了。

在这个阶段，高宗、吕颐浩必须立刻有所决定的政治课题，即防秋之计——这与决定驻跸地同义。金军入侵中国必然是在自秋迄春之间，其目的则在追捕高宗并消灭之，故明受之变后，对于建康（今之南京）的高宗集团而言，“防秋之计”与如何选择驻跸之地——这也等于是决定目前的对金之策——就成了最重要的课题。当时的选择有三：（1）在建康迎战入寇必至的金军（防淮）。（2）避于吴越、浙东（吴越之行）。（3）张浚前往四川之时曾建议移跸于蜀，当前则可驻跸武昌。建炎三年闰八月一日，高宗为征询各方意见而下诏：

朕欲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趣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职事管兵官，条具以闻。（《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朔条）


这项询问背后其实另有玄机，“始张浚建武昌之议。吕颐浩是之，已有成说矣。浚行未几，江浙士大夫摇动颐浩，遂变初议”（同上）。江南士大夫们当然反对移跸四川。如当时任谏议大夫之职、出身常州晋陵的张守，就强烈反对武昌之议，他认为“东南今日根本也，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并且明言：“幸蜀之事，吾曹当以死争之”（《宋史》卷三七五《张守传》）。闰八月一日，百官、诸统制（将军阶层）会于都堂，协议“至晚”，各方意见虽多至二十五种，然“大率皆言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朔条）。张浚、吕颐浩共同主张的武昌案首先被打消。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令江南士大夫——地主层动摇、强力反对移跸的理由之一，当为江北群盗的威胁。前面提过，建炎初年，黄潜善、汪伯彦等否决了李纲、宗泽有关藩镇、民间武装势力重组的构想，力主巡幸东南（扬州），宗泽麾下的开封勤王军也被放弃。这支宗泽的军队，在宗泽愤死之后，无所归属，失了统制，遂转化为武装流民集团，即所谓群盗、军贼、剧盗。他们到处掠夺、杀人，自河南、山东南下，直至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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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载：“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贼、曰游寇，（中略）所谓游寇者，皆江北剧贼。自去秋以来，聚于东南。”（《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乙酉条）拥立高宗集团的政治决定，不但丧失了两河、中原，也制造出无数的武装流民势力。于是在皇帝驻跸问题上，江南士大夫们对于金军与江北军贼所抱持的双重恐惧，以及为防江北剧贼而守卫江南的心情，也不能忽视。

同月十一日，高宗“召诸将，问以移跸之地”（《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条）。张俊、辛企宗主张由岳、鄂避往长沙，韩世忠则谓：“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主张至建康“防淮”（同前）。应否防淮的问题，早在建炎三年春扬州陷落之前，就已成为高宗身边争论的焦点。张守曾论此事道：

今之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于楚、泗及淮阴三处，敌亦未能遽入；然恐我师怯战，望风先溃。（中略）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于昇、润，敌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远，而民心易摇动。（中略）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决。若为中原计，而幸敌不至，则用防淮之策；若为宗社计，而出于万全，则用过江之策。然权其轻重，势当南渡，而别择重帅，以镇维扬。（《要录》卷一九，建炎三年正月戊戌条）


他的结论固采折中之说，暧昧不明，分析却相当中肯。防淮，也就是防卫两淮的构想，是替中原人打算，合乎中原、两淮在地地主的期望，亦即将他们的愿望与利益具体化为国家政策。至于过江、渡江，也就是江南防卫之策，则是为了宗社或赵氏宗室着想，以延续王朝命脉并保障安全为第一要义。

了解了这样的立场与看法，高宗仍难作出决定，吕颐浩因此建议道：“金人之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战场）。今当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条）吕颐浩的看法是正确的，数个月后，甚至须奉高宗做“海上之行”。

结果吕颐浩调和了张守、周望、王绹、韩世忠等执政、将军的意见，一致劝高宗做“吴越之行”，高宗也接受了。“上曰：善。遂决吴越之行。于是命诸将分守沿江。防淮之议遂格。”（《纲目》卷二，建炎三年闰八月诏议驻跸地之条）同年十一月，宰相兼江淮守备最高指挥官驻守建康的杜充投降金军，防淮计划完全被放弃了。南宋中叶的史家吕中曾整理此一经过而批评道：“使防淮之议不格，则敌岂能越大江、重湖而攻我哉。朝廷弃（河北、河东等）三路如弃土梗，弃两淮如弃敝屣。使敌入数千里，如蹈无人之境。不战而败，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可胜惜哉。”（《要录》卷二九，建炎三年十一月壬戌条引吕中《大事记》）

建炎三年闰八月的决定，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此后至绍兴八年终于决定以杭州为临安之前，驻跸地问题虽曾数度提起，却再未如此被政治问题化。皇帝也只在建康—平江府（苏州）—杭州之间移转。也就是说，在江南士大夫的压力与吕颐浩的政治力作用下，继承政权确定以江南为基本地域，也正因为有此决定，南宋政权遂带上了浓厚的江南政权色彩。

闰八月二十六日，高宗集团出建康往浙西。如预想一般，金军从两方面展开攻势。一以隆祐太后为目标，自湖北黄冈渡长江，往江西。一由宗弼指挥，自和州渡长江，建康留守杜充投降后，即沿杭州—越州—明州追捕高宗。对高宗而言，建炎三年春及秋冬之一再见迫于金军，是南宋政权当时最大的危机了。这时，为求保宗社，策划海上之行以避金军追捕的吕颐浩，则以实务官僚的身份活跃异常。

吕颐浩提案道：“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浙江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续鉴》卷一〇六，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条）于是决定海上之行。十二月十五日，自闽中来船二百余艘，亲军三千余人，文官除宰执外，仅有御史中丞赵鼎、右谏议大夫富直柔、权户部侍郎叶份、中书舍人李正民与綦崇礼、太常少卿陈戬等六名扈从，由明州定海县乘船避往海上。因吕颐浩上奏“（侍）从官以下，各从便而去”，“于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纲目》卷二，建炎三年十二月上自明州航海条）。一时职官系统完全停摆。“时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风涛之患，皆面无人色。”（《要录》卷三〇，建炎三年十二月庚寅条）。

不过，正如吕颐浩所预见的，次年即建炎四年二月，金军放弃了由海道追捕高宗，开始北撤，赵宋政权渡过了最大的危机。而高宗与南宋政权之所以得救，可以说全有赖实务官僚吕颐浩的判断与行动力。


 三、范宗尹的藩镇策

吕颐浩与江南出身的大臣们，决定放弃江北、两淮，避金军之前锋，退居吴越，更“为宗社计”，于建炎三年至四年逃至浙东海上。建炎四年四月，海上之行结束，吕颐浩却因赵鼎等人追究海上之行的责任而罢去宰相之职，降为醴泉观使。然同年六月即自观使复职为建康路安抚大使，所谓谴责罢任不过是形式而已。

就在三月间，张浚曾再次提议：“陛下果有意于中兴，非幸关、陕不可。愿先幸鄂、渚。”但吕颐浩认为：“若第携万兵入蜀，则淮浙、江湖以至闽广，将为盗区，皆非国家之有矣。”（《要录》卷三二，建炎四年三月乙丑条）其他执政亦同声反对，遂再次确认以江南为驻跸之地。

吕颐浩的继任者为范宗尹。他于建炎四年（1130）五月就任宰相，时年三十三岁，史称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年少之宰相。不过，他在北宋末年的廷议中，就曾以主和论与当时主张对金强硬论的秦桧相抗衡，并且得到过半数百官的支持，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建炎初年又曾代表历经张邦昌政权而入南宋的官僚们，主持反李纲为相的斗争。他出身湖北襄阳，得徽宗朝浪子宰相李邦彦推荐，与康王妃之父邢焕、康王府中官蓝珪之子蓝公佐、大元帅府时期武将辛道宗皆有来往（《宋史》卷三六二《范宗尹传》）。若再从赵鼎系言官的攻击言论——“宗尹为政，多引用靖康围城得罪之人”——来推察，他可以说是属于北宋末期在京官僚一系者，也就是与当时以河北地方官为主体的拥立高宗集团不同系统。所以，在与李纲政争失败后，离开权力中枢的范宗尹，于此时就任宰相，所显示的就是张守等江南系官僚与北宋末年在京官僚、高宗周边内廷人士的大结合。此外，范宗尹的见用，也是因为他告诉高宗，诸州之中寇盗所据已达十数，“藩镇之势骎骎成矣”，“上决意行之，遂以为相”（《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甲辰条）。亦即全是为了实施藩镇之策。

对于已确认以江南为根据地的继承政权而言，建炎四年（1130）的最大政治课题，除了应对金军的入侵之外，还有对国内各项叛乱的镇压与收拾。“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贼、曰游寇。”（《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乙酉条）在各种军事势力中，游寇——也就是江北的剧贼，是在中原、两淮流动的武装流民集团；土贼则是各地反抗宋朝统治的叛乱集团。尤其是江南土贼的蜂起，更是此一时期的特征。建炎初年，江南地方的常州、杭州、建州（两次）、秀州等地皆有叛乱。那些被称为军贼、军乱者，皆系下级军人或勤王军溃散后所激起的反乱，他们在都市发动，并占据都市。至于被呼为土贼者，则是以农村为据点、自耕农为主体，构筑寨砦与政府军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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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炎四年，大规模的农民反叛行动在长江以南地区集中爆发。二月，钟相、杨么以湖南十九县为其势力范围，建年号，称楚王，建立起独立政权；三月，王念经（王宗石）率领江西信州、饶州数万众起义——这又被称为明教徒之乱：同年夏，范汝为亦在福建建州号召十余万人起义。对于以长江下游，即江南地区为政权基地的南宋政权而言，这些在其紧邻背后所发生的农民叛乱，自是必须及早对付的严重问题。

除此之外，对于在建炎四年五月就职的三十三岁年轻宰相范宗尹而言，江北、两淮武装流民集团、剧贼意图入侵江南也是必须担心的问题。尤其是在两淮以迄荆湖一带活动的李成，就有染指南宋政权的意图。“时李成乘金人残乱之余，据江淮六七州，连兵数万。有席卷东南之意。使其徒多为文书、符谶，幻惑中外。”（《要录》卷四〇，绍兴四年十二月乙未条）这显示李成集团极有意入侵东南（江南）。建炎初年，曾任秘书省正字之职的李雱往淮西舒州投效李成，他称李成为“一时之英雄”，建议李成入侵江南，建立政权，“请顺流（长江）而过金陵（今之南京），号召江、浙，以观天意”（《要录》卷三一，建炎四年二月丙申条）。

在此紧迫局面中匆促就任宰相的范宗尹，就江北军事势力问题提出了概括性的政策，此即范宗尹的藩镇之策。这是摇篮期南宋政府首次就国家营运大纲提出积极性的政策，此一政策之所以有名的原因亦在于此。其策略要点是：

时，江北、荆湖诸路盗益起，大者至数万人，据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盗所不能至者，则以土豪、溃将，或摄官守之，皆羁縻而已。（《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甲辰条）


也就是说：江北、荆湖地方的军事集团既然相当跋扈，是南宋政权统治力所不能及的地区，故可以用土豪、溃将、摄官为地方长官，个别地受南宋朝规制（羁縻）。于是土豪、溃将、摄官等现存地方军事势力，就全被设定为藩镇，但实质上仍是“盗”，亦即流民武装集团。范宗尹也知道：“此皆乌合之众，急之，则并死力，以拒官军。莫若析地以处之，盗有所归，则可以渐制。”（同前）即其目的在使江北流动的军事势力在各地固定下来。故下文接着提出：“今日救弊之道，当稍复藩镇之法，亦不尽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为之。少与之地，而专付以权，择人久任，以屏王室。”（同前）又说：“如能捍御外寇，显立大功，当议特许世袭。”（《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甲子条）这种限定在江北实施的藩镇策，也被期待发挥对金防卫的功能。总之，范宗尹藩镇策的根本目的，还是在对南宋政权统治力不及的中原、两淮地区的军事势力，赋予一定地域之管领权，使其能在当地安居、定居，一方面防止其向江南或其他地区再移动，一方面亦可成为对金防卫的军事力量。

不过，这项藩镇策，与南宋政权成立后，前此所曾提出的类似方案，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例如，李纲在北宋末年、建炎初年所提出的藩镇策，是以标榜“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大金吊伐录》卷二）的土豪为中心的在地自卫组织相联合，藉组织两河之地来防阻金人。至于范宗尹，他自始即不是以对金防卫为目的，故欲加利用之时，亦不问其军事力量之性质，只想藉此使寇盗势力就此固定化，不再流动。

又如建炎三年三月，张浚、朱胜非、张虞卿等亦曾上奏藩镇案，其中张浚特就江北、江南分析道：“江南一带，非依重镇，择近上文武臣僚守之，许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坚守。”（《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辛巳条）他提出的办法是，全权委派高官赴特定地区行委任统治；如前所述，他自己就是根据这项办法，受命全权处理陕西、四川事务而赴蜀。和张浚的构想比起来，范宗尹的办法，既未就特定地区全权委任，也不派遣朝廷高官。在南宋初建的数年间，李纲、张浚、范宗尹曾分别针对其时所面临的政治课题，提出三种藩镇策，其间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都曾付诸实施。

除了这种差别之处，就历史评价来看，范宗尹的藩镇策内容不如李纲，南宋历史学家吕中曾就此论述道：

李纲尝以是策欲行于两河矣。今宗尹又欲以是策行于河南、江北之地，其议一也。然李纲则因已任之守令能固守者为之，而宗尹则一委之盗，不可也。盗贼连据州县，朝廷不能讨，而反赏之，是赏盗也。李纲则置宣抚、经制以统之。然宗尹则随地均授，而无统率、统属之意。故弱者为虏所并，而强者又为吾之患，此后日所以有李成之祸也。（《皇朝中兴大事记》卷一，范宗尹相条）
 
(3)



此中所言，多少出于对李纲的善意，而对范宗尹严加批评。在后一时期人的眼中，范宗尹的藩镇之策虽不过是一种赏盗、招安的策略，但其实仍有值得肯定的价值。

山内正博曾就范宗尹的藩镇之策提出专论，他认为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一石三鸟，即（1）平定群盗，（2）防御外敌，（3）形成藩屏，希望藉此恢复宋朝，结果真如政府所愿，达成了建立藩垣的效果，故给予极正面的积极评价
(4)

 。相对于此，吕中则强调其不过是一种招安、赏盗的办法，对南宋政权未必有益，持怀疑的态度。笔者的看法与吕中一样。其理由即山内未曾提及之点：在讨论范宗尹的藩镇策时，必须先注意到，这是建炎三年闰八月“防淮之议遂格”（《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亥条）之后，即已决定放弃江北、两淮防卫大计下的政策。所谓“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朔条）。江南地主们既对江北流民的军事力量心怀恐惧，则其所迫切要求的将是怎么样的对策，自然也有影响。在南宋政权不可能支配统治的地区，不问其军事势力之性质，一律授予镇抚使之任，使其个别归服南宋政权，加以羁縻，这在现实上真的可能成功吗？范宗尹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这是南宋政权无力于江北，又希望阻止江北流民武装势力南下江南，不得已而有的政策，既然没有推展此一政策的政治力存在，又如何能藉此藩镇策而求事态有所好转。

可是，范宗尹的这项藩镇策，超出了设计者原有的期望，对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若从防卫金军由江北入侵，也就是所谓直接统治的角度对照观察，宋将流民武装集团加以土著化，既可阻其南进，又可防卫金人。因此，任命流民武装集团的领袖为镇抚使，承认其在该地区的支配权，乃是放弃对江北的直接统治，而改行间接统治。从这点来看，范宗尹的计划非但符合吕颐浩以江南为继承政权基本根据地的期望，也正是江南出身士大夫政治要求的产物，可以说是吕颐浩路线的具体化。

这项将江北地区设定为间接统治地区，放弃直接统治的决定，也表示了继承政权意图回避与金正面对决，并意味着一种对金缓冲地带的设立。

与此同时，建炎四年（1130）九月，金建立了傀儡政权齐，同年十月又放归拘禁中的秦桧，显示金的政治主导政策在此一时期已有所转变。此后金在陕西、四川方面虽仍调动大军，对宋的军事行动亦未全面停止；但是金既在范宗尹提出藩镇策数个月后，在中原建傀儡政权，又放秦桧归国，则宋、金间改变直接交战的对决关系，并开始和平交涉的可能性，皆大为提高。关于金立宋之降臣刘豫，于华北、中原建立傀儡政权的经过与意义，已有不少研究可见
(5)

 。现在只就两点来谈。首先，除了四川、陕西、湖北以外，东南方面向来都没有金军单独直接入侵之事。于是以往伴随金军侵略行动而起的各种武装集团就变少了，这对于武装集团的移动，尤其是南下的现象，起到了刹车的作用。由于金军多采机动性攻击，宋军又常常望风先溃，致各地产生真空状态，而这原是各种武装势力发生与移动的基本条件，故当金军停止行动后，自然而然地会减少武装组织结构性的出现，也不再向南移动。其次，因为傀儡政权的建立，金与宋都不再直接派军屯驻在其南方的中原与其北方的两淮，军事性的缓冲地带于焉建立。这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自宣和七年（1125）以迄建炎四年（1130）的六年间，宋、金两国一直持续着直接交战的关系。这种关系于此翻然逆转，此后直到绍兴七年（1137）金废弃此傀儡政权，直接交战状态都被回避。

该如何认识建炎四年（1130）至绍兴七年（1137）间的历史呢？赵俪生认为，这是中原、两淮、荆湖发生的流民武装集团，（1）被宋军歼灭，（2）被宋军吞并，（3）流亡边地，（4）受齐招募
(6)

 ，（5）因岳飞、韩世忠屯田策而被消灭的过程，“通过上述这些不同的方式，流民武装流徙的严重问题，才慢慢地解决下来。宋、金形势相对稳定局面的出现，是在流民集团问题大体解决了之后才出现的”
(7)

 。武装流民集团（游寇、剧盗）的政治态度变换不定，不断在宋、金之间或反叛或降服，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谓是宋、齐、金之间最大的捣乱分子。建炎四年，宋以江北为缓冲地带，金在中原建傀儡政权；中原、两淮的各种武装集团遂各依其性质、主张，或自然消灭，或接受招安。之后至绍兴五年（1135），中原、两淮的武装集团终于全部消灭。正如赵俪生所指出，绍兴八年（1138）的宋金和议正是源自这种客观状态而出现。

如前所言，范宗尹的藩镇策既无法直接恢复江北秩序，也未曾对南宋建国作出重大贡献。可是，若从建炎四年前后宋、金得以抑制直接对决，进行间接统治——即设置缓冲地带与傀儡政权——的角度来看，范宗尹的藩镇策仍有其当时的意义可见。


 四、吕颐浩路线的特色

各种性质互异又错综复杂的策略取向，交织成建炎四年的政治过程。前面已然提过，相对于该年五月范宗尹所提之江北藩镇策，金于同年九月建立了齐之中原傀儡政权。这当然违背了建炎二年七月金朝皇帝的指示：“康王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续鉴》卷一〇二）金将昌（挞懒）且于同年十月放秦桧归国，为和议做准备。然而在另一方面，同年九月“金左监军昌，急攻楚州，破之”（《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戊辰条），向淮南方面进军。可是，金在建炎四年秋的军事行动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不但遭遇到楚州镇抚使赵立长达百日的顽强抵抗
(8)

 ，还因为陕西方面张浚的牵制，而使金军军力为之分散。史称：“是役（楚州之战）也，敌锐意深入。会张浚出师围关陕，完颜宗弼往援之。又（赵）立以其军遮蔽江淮，故敌师亦困弊而止。议者谓立之功，虽张巡、许远不能过云。”张浚的出击即所谓富平之战或富平之败，如史所载：“会上亦以敌聚兵淮上，命浚出兵。”（《要录》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癸丑条）这是南宋政权建立之后，首次有机性地以西北、东南联合作战，虽然富平败绩，楚州陷落，但是就防止金人再度突破长江防卫而言，则是成功的。此后直至绍兴四年（1134），金军都不曾再南下，故富平会战与楚州攻防战在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史上的确有其意义在。

在这样的状况下，吕颐浩虽因同年四月海上之行罢相任，转就观职，但很快地就在同年六月复归实职，出任新设沿江大帅之一的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并于次年范宗尹罢相后，再次拜相（绍兴元年九月）。直到绍兴三年九月再罢相任，他一直高居南宋政权的最高领导位置。在他第二度任相职期间，当以决定政策顺位与国家财政大纲等事，为其明显的政治实绩。吕颐浩在重任相职后第三天，就提出下列建言：

吕颐浩言：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张用招安，李敦仁已败。江淮惟张琪、邵青两寇，非久必可荡平。惟闽中之寇不一。又孔彦舟据鄂，马友据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间，而邓庆，龚富剽掠南雄、英、韶诸郡。贼兵多寡不等，然闽中之寇最急，广东之寇次之。盖闽中去行在不远，二广未经残破，若非疾速剿除，为患不细。（《要录》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丙辰条）


映在宰相吕颐浩眼中的，正是江南治安的实状。根据他的政治判断，在金人、游寇、土贼三者之中，游寇之势已衰，今后当倾全力镇压土贼，之后再考虑对金防卫之道。至于他主张目下当先解决闽地与两广土贼问题，则表现出他将南宋朝设定为江南政权的思考取向。自南宋政权诞生以来，所有的政权主持人都迫于其眼前的问题，无暇检讨基本的国家政策，更不可能有机会去决定政策的优先级。现在吕颐浩能就绍兴元年（1131）之基本政策，设定先后关系、轻重关系，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金在中原建傀儡政权，也有助于此一取向的完成，此后南宋政权即以镇压反乱为其重点。先前，吕颐浩在众多皇帝可能行在之地中，选定了江南，现在又以平定江南周边邻接地区的反乱及恢复治安为其首要目标——对金防卫与收复华北、中原失地的问题自然就变成次要的了——无异是再次确定南宋朝作为江南政权的路线。

此外，在吕颐浩巩固南宋政权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国家财政，以及如何征敛江南以承担新国家财政等课题，也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与决定以江南为基本地盘，以及将镇压内乱列为优先课题，都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吕颐浩虽将镇压并收拾叛乱列为当前国政最优先解决的问题，其具体办法却不是以军事力量将之击灭，而是借着政治工作，将其收编为政府军。这对自明受之变以来即无强大直辖禁军，一直倚赖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各家军势力的南宋朝廷而言，也是不得不有的策略。结果，正如高宗所言：“近来盗贼踵起，盖黄潜善等专务招安，而无弭盗之术，高官厚禄，以待渠魁，是赏盗也。”（《要录》卷六六）吕颐浩正是继承了他的前辈宰相黄潜善的招安之法——以官爵、赏金加以收买的宣抚工作。

藉招安以收拾反乱，端赖于财源，故须确保并维持财政。因此，理财亦是吕颐浩得意之事。他在建炎二年十月进言，“其法可以助国，而无害于民”（《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月癸亥条），复活了恶名昭彰的经制钱，除四川外，共得岁收六百六十万缗；绍兴三年六月又以军用不足，“颐浩与朱胜非创立江浙湖南诸路大军月桩钱，于是郡邑多横赋，大为东南患云”（《宋史》卷三六二《吕颐浩传》）。此外，尚藉茶、酒、盐之专卖来维持佣兵军费，以及国家财政。“茶盐榷酒，今日所仰养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复，则此皆可罢，不然，财用舍此何出。”（《要录》卷五九，绍兴二年十月己酉条）

《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癸丑条称：“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建炎二年十月），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中略）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又《要录》卷一一一载“绍兴四年，所收钱物计三千三百四十二万余缗”（绍兴七年五月壬午条）。吕颐浩任相职至三年九月，则此财政规模大抵是形成于其任内。《要录》卷一九三论月桩钱，虽只提到朱胜非，但因《宋史》本传称其系与吕颐浩共同作业，故绍兴四年的财政收入三千三百四十二万余缗中，经制钱六百六十万缗、月桩钱四百余万缗，合计一千六十余万缗，其实皆是吕颐浩创出的岁入项目。从这里已可窥知，吕颐浩在南宋政权确立其间的财政问题上，的确是相当关键性的人物
(9)

 。


 五、吕颐浩、秦桧的权力斗争

正如前面所言，吕颐浩在南宋政权确立的摇篮期间，充分发挥其实务官僚、财政官僚的卓越领导能力，决定了政权的基本地域、政策的优先等级，也确保了国家的财政，尤其是国库的收入，对于政权的巩固，贡献极大。可是，在他再次为相的这段期间，他被卷入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权力斗争胜利后，他已不能因应状况变化而有所开展，遂于绍兴三年九月遭到罢免。以下即略述此一权力斗争经过。由于吕颐浩与秦桧间的权力斗争，已见于衣川强的专论《秦桧的讲和政策》
(10)

 ，这里将只就衣川所未涉及的部分加以记述。

吕颐浩于绍兴元年（1131）九月再度为相之前，朝廷已于八月拜秦桧为相，至于范宗尹虽已于七月罢相，他派下的官僚、将军却仍占据着政权中枢。史书中记述吕颐浩再拜相时的气氛：

范宗尹罢宰相。上欲用吕颐浩，而富直柔、韩璜等密荐秦桧，乃拜桧右仆射。（《会编》卷一四八，绍兴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条）


范宗尹罢相，乃召吕颐浩，而先相秦桧。又富直柔、韩璜、辛道宗、永宗皆谮颐浩，故到阙多日，而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仆射。（《要录》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癸丑条引《中兴遗史》）


至于吕颐浩系官僚集团，既多为实务官僚、财务官僚，也就有人批评：“时吕颐浩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蔡）京、（王）黼之门。”（《要录》卷四八）又“上曰：才吏亦不可无，但勿令太多。前吕颐浩当国，纯用掊克之吏”（《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癸亥条）。此外吕颐浩也重用他出身地山东之人物，故有“议者谓：颐浩多引用山东之人。（中略）独私乡曲，非公道也”（《要录》卷三五，建炎四年七月甲辰条）。

而在另一方面，秦桧于建炎四年十月，与家属一起由金归国，次月在越州谒见高宗，建议讲和，并说：“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于是绍兴元年（1131）八月，他便在吕颐浩之先就任宰相。秦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与吕颐浩及其派下官僚们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其基本战略是：

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要录》卷五三，绍兴二年四月癸未条）


即绍兴二年（1132）五月设置修政局，收纳以胡安国为首的知名之士——这些学者官僚，恰与吕颐浩的掊克之吏成为对比——同时审议并制定省费、裕国、强兵、息民等有关政策。

总之，双方无论是在集团成员的性质方面，或是政策立意方面，皆大不相同。

这两股势力的对立与并立关系，大约维持了半年，绍兴二年四月，吕颐浩为都督荆、湖、淮诸军，赴镇江开府，统领南宋全部的军事势力，秦桧则留在高宗身边负责其余内政事宜。吕颐浩系的朱胜非认为：

桧引倾险浮躁之士，列于要近，以为党助，谋出吕而专政。其党建言：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要录》卷五三，绍兴二年四月己卯条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


也就是说，吕颐浩与秦桧之分任内外，是出于秦桧之策谋，吕颐浩乃是被排挤出宫
(11)

 。不过，关于吕颐浩外任之事，也有其他的看法，如《要录》卷五三引《中兴遗史》、《纲目》卷四、《会编》卷一五一等皆举他事为由。如《会编》即谓：“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复京师，乞朝廷出兵于淮南声援，颐浩信之，乃有恢复中原之意，开都督府。”（卷一五一，绍兴二年五月三日）

这个理由如果成立，即意味着吕颐浩前年所主张的“先平内寇，后御外侮”路线有了重大改变。关于这个问题，虽已不可能找到比上述更详细的资料，但就笔者看来，绍兴二年夏，吕颐浩开府镇江之事，应该是与上述两事有关。我们或许可以如此推测，一旦了解秦桧的和议路线，吕颐浩为了与之对抗，不得不参与桑仲的冒险计划。桑仲出身小校，率领溃卒组成的武装集团，号称有众十余万，遂为襄阳府及邓、隋、郢州镇抚使，扼守京西往四川通路。他不过是一介对于当时一般状况与军事状况皆不甚明了的京西路镇抚使，呼吁夺回开封，竟能得到一向力主江南根据地论的吕颐浩支持，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恐怕还是因为尚有与秦桧的激烈权力斗争在背后。

绍兴二年（1132）十一月，礼部尚书洪拟应诏条陈中兴策，他列举出各项问题，如兴王之居未定，江浙、淮甸民生未复，军粮补给困难等事，反对出兵两淮，盖“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战也”（《要录》卷六〇，绍兴二年十一月壬申条）。当时福建范汝为之乱虽已平定，湖南钟相、杨么的势力则仍然维持着，内寇问题既未解决，自然无法转而北向。因此吕颐浩于绍兴二年夏出兵两淮的计划——调整基本路线的尝试，当然难以得到百官的支持。结果，吕颐浩才去往镇江，常州的前军赵延寿便即刻叛去；同年三月，桑仲遭部将霍明杀害的报告也传到军前。吕颐浩的期望完全破灭。七月，他退居建康，“因引疾求罢”，“乞祠”（《续鉴》卷一一一，绍兴二年六月甲寅条）。以后的宰相如张浚、赵鼎、秦桧等也都为了如何统率家军，还有如何整编皇帝禁军的问题所苦恼，吕颐浩未经考虑即支持桑仲冒险性的恢复旧都论，既暴露了吕颐浩政治的限制，也预告了吕颐浩时代的结束。

绍兴二年夏吕颐浩的期待虽然破灭，可是权力斗争本身依然持续着，同年秋天，吕系终于成功地打倒秦桧，并将其自政权中枢逐出。七月吕颐浩要求引退，得到高宗慰留，命他还朝。吕颐浩一回到行在，就与知绍兴府朱胜非联合，首先放逐胡安国等秦桧系知名之士，接着又利用使金归国的王伦报告，攻击秦桧的和议。也就是由綦崇礼上奏，引秦桧于建炎四年冬归国时所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要录》卷三九）之说，将所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解释为是应把河北出身者及中原（河南）之人，分别强制送归金与刘豫之齐地。高宗既有“朕北人，将安归”的不安，遂罢秦桧（《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甲寅条）。

因为自己所拟策划轻易瓦解而处于相对弱势的吕颐浩，为了打倒政敌，维持权力，使用了一些权术，这让我们认识到吕颐浩善用计谋的一面。可是，拥有一定构想，能组织政治势力，决定国家政策的政治领袖吕颐浩，却也因此而消失无踪。朱胜非虽代秦桧为相，但此后直到绍兴三年九月的一年间，仍是吕颐浩在政治上专权的时代。不过吕颐浩的实质政治生命，已在绍兴二年九月就宣告终结了。


 六、吕颐浩路线的界限

吕颐浩除了前述与秦桧权力斗争时期，在政治方面无内容可言外，其政策决定都颇合于时宜，但他仍于绍兴三年（1133）九月罢去相职，此后也再未回到权力中枢。为什么事情会演变到如此地步——被吕颐浩赶走的秦桧何以能复权，并形成专制体制？笔者认为，吕失势的原因已内含于他所选择的基本政策或路线之中。换言之，他的路线虽然暂时成功，但数年一过，其长处就变成了短处，露出破绽。

根据山内正博缜密的调查——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五年（1135）诸路群盗蜂起表及招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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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建炎元年至绍兴二年间，全国之叛乱集团共有一百七十八处，其中以建炎三年的五十七处为最高，平均每年为二十九处，相对于此，绍兴三年只有十处，四年、五年更锐减到各仅四处。招安之数亦呈现此种倾向与比例，建炎三年至绍兴二年间，共计一百二十三个集团，中以绍兴二年的三十九个集团为最多，绍兴三年、四年各激降为六个集团，五年则有十二个集团。总之，自绍兴三年以后，叛乱集团数之急剧减少，显示吕颐浩的群盗招安之策成功了。而为此一时期代表的钟相、杨么之乱，正是自建炎四年二月开始，至绍兴五年五月被岳飞平定。无论是群盗、流寇，还是叛乱集团，也无论是应南宋招安，或是投降刘豫政权，此一数字都反映了整体的状况。吕颐浩在路线选择上，以镇压国内叛乱为现阶段首要政策，优先于对金之民族防卫，的确是成功的。

可是，这种藉由政治手段使叛乱分子归服的政策，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将大大小小的流贼、溃将、土豪、官吏、将军等不同性质的军事势力，就这么不加改变地统摄到国家的军队中，使得南宋的军事编制、军事行动既无指挥系统，也没有秩序，缺乏统制关系的政府军因而状况频频。“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能制。”（《要录》卷四二）不受皇帝节制的诸家军，意味着吕颐浩路线即将破产。

接下来，吕颐浩路线的破绽又随着对外的无政策，尤其是对金之傀儡——齐政权之无计而具体化。吕颐浩将恢复国内治安、压制反乱势力，视为最重要的问题，对金关系遂成为次要问题，对外政策不啻是其盲点。而在倾全力收拾反乱，几将收拾殆尽之时，他政策上的盲点也就暴露出来了。在国内治安即将收拾妥当之际，当如何认识齐这个金所建立的汉人中原政权，南宋政权当以何种关系与其相对待，成了最大的政治课题。

金于建炎四年（1130）九月立刘豫为皇帝，建齐国，以河南、山东还有后来加入的陕西等地为其版图。刘豫政权既是金人的傀儡，也是统治中原的汉人政权。齐也积极地吸纳当时活动于两淮——宋、金国境的军事集团（如李彦、孔彦舟集团等），“建归受馆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军民，置榷场，通南北之货”（《纲目》卷三，建炎四年末是岁刘豫僭位于大名府伪号齐条）。齐积极地进行政治、通商工作，明显表示出与南宋政权竞争的态势。刘豫政权并与南夷、杨么等联合，结成对宋同盟，企图瓦解宋政权，这样一来，对齐问题自然变得重要起来。史书称：“初伪齐侍御史卢载阳上议，陈结南夷扰川广之策。（中略）是日，遣通判齐州傅维永及募进士宋囦等五十余人，由登州泛海，入交趾，册郡王李阳焕为广王，且结连诸溪洞酋长。”（《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乙卯条）“后李成为刘齐所用，遂来侵扰。又结杨么，欲裂地而王之。”（《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己丑条）

既是傀儡政权，又可视若汉人中原政权的齐，究竟是该与金一样加以敌视，还是该另眼相待，用其为对金之藩屏，抑或是将之看成是宋之叛臣——违背君臣关系——而加以歼灭？无论如何选择，主政者都必须择一而行。绍兴四年（1134）冬，面对着齐、金联军大举压境的紧急局面，所有大臣皆受命提出备御之策。吕颐浩就对金战争应如何作战，兵团如何配置、运用，军粮如何补给等技术性问题作了条陈，却未就如何看待齐及对应之道有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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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比较起来，同为自相职退任的前宰相朱胜非主张讨僭伪，秦桧答复以齐背君臣之义，视为逆贼，请以三纲大伦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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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地大不相同。总之，吕颐浩对刘豫政权根本不曾定下政策。尽管齐积极谋划，企图包围南宋，自内乱宋，吕颐浩却不曾构想过对抗之道，这是吕颐浩路线的局限，也意味着他必然会败下阵来。

最后决定吕颐浩路线当终结者，还有江南地主们对国家强化收夺政策的反抗。如前所言，吕颐浩路线为维持战时财政，藉茶、盐、酒专卖利益，还有经制钱、月桩钱等措施增加国库收益。这当然是由江南地区来负担。于是，“郡邑多横赋，大为东南患云”（《宋史》卷三六二《吕颐浩传》）。据汪藻言：“若夫理财，则民穷至骨，臣愿陛下毋以生财为言也。今国家所有不过数十州，所谓生者，必生于此数十州之民，何以堪之。”（《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癸巳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江南数十州已成为负担国家财政的中心地区，江南系官僚的政治发言力量也就大大加强。再加上后面将提及的人才发掘，发言权大增的江南出身的官僚们，不但批判吕颐浩的政策，还用人身攻击，要求罢免吕氏。吕颐浩的政治被指为是掊克之政，他自己也受到攻击，说他好用北宋末期蔡京、王黼之材吏——财务官僚。

绍兴三年（1133）九月，吕颐浩终于受到极为严酷的批评：“按颐浩两任宰司，狼藉不一，不特搢绅、士夫能言之，虽三省、六曹、百司之人犹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市井闾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来，不闻大臣敢如此者。”（《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戊午条）他只有辞宰相之任。当时，殿中侍御史常同列举了罢免吕颐浩的十大理由，作为弹劾他的十大罪。其中除了从风俗道义非难他受女谒、男女杂坐夜饮、重用亲旧等事外，其他论点倒也切中前述各项吕颐浩政治特质。如“循蔡京、王黼故辙，重立茶盐法，专为谋利”，“不于荆淮立进取规模，惟务偷安”，“近两将（韩世忠与刘光世）不协，几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国威，而姑息之”（《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戊午条）。


 七、江南系士人之参政与元祐系士人之复权

前节藉事态经过剖明吕颐浩路线的内在问题，并说明其之所以失势。唯此一变化也与权力中枢内部成员，也就是官僚群内部的势力交替现象密切相关。以下即就此点来探讨吕颐浩失势背后暗藏着的官僚异动，尤其是江南系少壮官僚之加入政权中枢，还有旧党元祐系官僚的复权问题。

建炎年间，南宋政权在金军追迫之下流徙各地，其中最危险的莫过于建炎三年十二月的海上之行。其时吕颐浩曾奏请“（侍）从官以下，各从便去”，“于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纲目》卷二）。总之，百官的组织与机能皆暂时中止。然而随着事态的平静，不但官僚机构需要再整备，官僚员额也需要再充实，如绍兴元年十一月，诏令内外侍从官于五日内就所知人物各举三名以进。典型的例子见于二年十二月，朱异等五人奉遣分赴长江以南各地以监察现任地方官并起用人才。朱异往浙东、福建，胡蒙往浙西，刘大中往江东、西，薛徽言赴湖南，明橐至广东、西。他们奉使归还之日（也就是任务完了之时）虽有早迟，然于绍兴三年七月至四年二月间，共按吏七十九人，荐士五十七人。日后以赵鼎左右手活跃政坛的刘大中最是热心，他共按吏二十八人，荐士十六人。一入绍兴时期，江南的地方小官与未仕人才，就大量有组织地进入权力中枢，这对重用流寓（山东出身）亲旧财务官僚，以巩固自身周边的吕颐浩而言，无异是一股新浪潮。这样拔擢起来的人物，多半和朱异所举的婺州进士张志行相类，“以学行为乡里所推，大观中，数举八行（科）不就”（《要录》卷六六，绍兴三年六月乙酉条），既与江南在地势力直接结合，又是具儒学素养的卓越人物，在北宋末年因拒绝蔡京而闲居乡里，这意味着与吕颐浩异质的人物开始进入权力中枢。

进入绍兴年间后，官僚群的变动，也包括元祐党籍官僚的复权和他们的再入权力中枢。北宋末年徽宗退位后，蔡京的专制即告终结，受蔡京压迫的元祐旧党官僚也得以复权。同时，在北宋亡国之际，蔡京系官僚中最有力者多在混乱中遇害；相反地，旧党人士却因为蔡京专制时期被流放地方而得免难。可是，靖康之变、南宋之建立，以及南迁等一连串事态之激变，使旧党人士难以集结。一直等到国内治安恢复，他们才重新在南宋朝廷中集结起来。这批官僚以蔡京、王黼等人为北宋亡国之大奸，指其思想背景溯本于王安石，他们强烈地要求驱逐与蔡京—王安石有关的一切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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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断弹劾欲罢免吕颐浩的常同，正是这样的人物。据御史中丞常公墓志铭（《文定集》卷二〇）所载，他是四川临邛人，幼年即曾说：“涑水（司马光）君士之魁，金陵（王安石）小人之首。”父亲因而大喜。十二岁从学于司马光之高弟刘安世，建炎二年（1128）南渡，四年（1130）奉召赴行在，绍兴二年（1132）再奉召，三年（1133）入见，进言“今日之患，宰相之权太重，将帅之任太专”，主张当强化国势（皇帝权）。当时宰相正是吕颐浩。他出任殿中侍御史后，十个月内弹劾了八十人，计有宰相与执政四人、侍从十六人、郎官及寺监十三人、监司帅守二十六人、庶官十五人、大将六人，故“台纲大振，中外肃然”。而他所推举的人物则有赵鼎、王庶、李弥逊、张致远、胡寅、张九成、魏矼、张戒等二十三名。墓志铭中并未记载他所弹劾的八十人姓名。但从他所推荐的人物姓名，还有弹劾人物以吕颐浩居首，并弹劾理由来考察，这其实反映了绍兴三年（1133）秋蔡京、王黼系与元祐党人系交相更替的现象。原本应于宣和七年至靖康元年政变后完成的人事异动，一直延迟到此时才得实现。总而言之，随着南宋政权的安定，南方在地人物始得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元祐系官僚也才能复权并采取报复行动，这蚕食了吕颐浩的政治基底，使他没落，却也形成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重要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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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外山軍治：《刘豫の斉国を中心としてみた金宋交渉》，《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陶晋生：《完颜昌与金初的对中原政策》，《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


(6)
  金建立刘豫政权的目的之一，是要收拾中原流民武装集团。金在齐建国之册文中写道：“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桯史》卷七《齐楚僭册》）


(7)
  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寄陇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第371页。


(8)
  关于赵立的楚州防卫战与自卫军之事，详见寺地遵：《南宋成立期における民間武装組織と建炎年間の政治過程》，《史学研究》137号，1977年，（一）南宋成立期における民間自衛組織、（三）軍卒を指導者とした場合
 。


(9)
  曽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大安，1966年补订版，第一篇《五　南宋の財政状況》、第三篇《一　月椿銭の研究》；安蘓幹夫：《秦檜の財政姿勢における考察点》，《広島経済大学研究論集（経済学·経営学編）》
 10，1974年。


(10)
  衣川強：《秦檜の講和政策をめぐって》，《東方学報》45，1973年。
 衣川的论文主要是以《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为据，追究讲和之策与儒学学说的关联。至于政治过程则非其论说中心。


(11)
  衣川也提出此一看法，见《秦檜の講和政策をめぐって》
 ，《東方学報》45，1973年，第262页。


(12)
  山內正博：《南宋鎮撫使考》，《史淵》64，1955年，第73、81页。


(13)
  据《会编》卷一七六《吕颐浩十论札子》，吕颐浩主张兼采和战两策：一面进行和议，一面趁隙进击。若再细看《十论札子》末尾之语：“（乞上）斟量和议之可成不可成。如和议可成，则臣乞举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议决不可成，则臣衰愚言，或可以备收录。”则吕颐浩之对金、对齐是否有认识或有政策，实在很难说。


(14)
  寺地遵：《秦檜の南北構想試論》
 ，《史学研究》150号，1981年，《二、秦檜の紹興五年上奏文の意義》
 。


(15)
  参见外山軍治：《靖康の変における新旧両法党の勢力関係》，《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第四章　赵鼎集团的形成与张浚路线的失败


 一、绍兴四年至七年的政治状况

自建炎三年（1129）至绍兴三年末（1133）的五年间，身为继承政权的南宋政府，不但苦于金这个外部否定者、破坏者的压力，甚至需要避走东南海上，同时也必须与内部的否定者、破坏者缠斗。这包括造反的禁卫亲军、被称为游寇的江北流民武装集团，还有江南各地的农民起义行动。在这样的涡流中，欲以江南为基本根据地，必须先行对付内寇，而其他足以巩固南宋政权的措施，如藉专卖制及各种附加税确保财政之类，也当渐次整备。这正是吕颐浩所推动的政治路线，他是老练的实务官僚，但未必能跻身北宋末一流政治领袖之列。当金的傀儡政权齐诞生后，他已无法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状况提示明确的指向，他退职之后，政治状况有何变化，乃是本章的基本课题。此外，绍兴四年（1134）至八年（1138）间，赵鼎、张浚进位居左右仆射（首席宰相、副宰相），具有领导力、影响力，他们的时代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占有何种地位，与前一个时期的吕颐浩时代、后一阶段的秦桧专制期相比较，又展现出什么样的特性，也是拟检讨的课题。

南宋时代，约处于13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吕中曾谓：“绍兴四年以后，七年以前，所以又大异于绍兴之初也。”他将赵鼎、张浚时代的特色整理如下（数字为笔者所加）：

1．自绍兴四年，赵鼎为相，伪齐与金，分道入犯，鼎决亲征之议。于是，（韩）世忠进屯扬州，流星庚牌之计一行，遂捷于大仪镇，而金、伪俱遁矣。鼎又荐（张）浚可当大事，以枢府视江上，将士见浚来，勇气百倍，而军声大作矣。

2．自五年杨么既平，东南无盗区。于是鼎左浚右，并平章事，兼领枢密，俱带都督。浚出视师，以行府为名，而鼎居中总政，表里相应。（中略）而鼎至公协心，未尝计较，说一般话，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诸贤聚会，一时号小元祐矣。

3．自六年浚亲行边，盛暑不惮，命世忠自承、楚，以图淮阳，（刘）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岳飞屯襄阳，以窥中原。张浚为进屯盱眙之计。而鼎与浚同心，责张俊以当听行府命，告浚以边事不必禀朝廷，恐失机会。故伪齐入寇，浚独建有进击、无退保之论，谕诸将以一人渡江即斩以徇之言。于是，杨沂中捷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废刘豫矣。（《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甲辰条引吕中《大事记》）


这段文字以数字标明段落，是为了区分绍兴四年、五年、六年各年状况。据此，绍兴四年至七年的政治过程又可再大略整理为以下四项。（1）赵鼎出任宰相，发挥领导力，阻止了绍兴四年秋、冬间金、齐联军南进的攻势。（2）接着，赵鼎拔擢张浚为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专司军事方面的事务，于是盘踞在洞庭湖周边、顽强抗拒南宋政权已达六年的钟相、杨么起义行动终告平定。高宗特劳之曰：“上流既定，则川、陕、荆、襄形势连接，事力倍增。天其以中兴之功付之卿乎。”（《要录》卷九〇，绍兴五年六月乙丑条）这段话意味着中兴政权已因此而免除地域性分裂的危机。更何况上文尚有“东南无盗区”之语，这表示摇篮期的南宋朝廷已然镇压住主要反乱势力，不再需要与国内反乱势力作战，这的确是划时代的大事。

（3）张浚将两淮防务配置给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张俊诸家军，自己则以都督身份，握有“边事不必禀朝廷”的权限，指挥、督励诸军，于绍兴六年大败齐之南进部队。而这正是令金绝念于傀儡政权的契机所在。（4）赵鼎、张浚等人会聚诸贤，组成政府，集结诸政治势力，至有“小元祐”之称。

内乱的克服，其实奠基于先赵鼎数年进行强势领导的吕颐浩政治路线。因此，在这一点上，赵鼎不过是坐享其成。至于赵鼎、张浚的特色则在于：当南宋政权解决内部叛乱之时，明确地表达与金、齐对决之势，并藉此集结各政治势力、各军团，以重建北宋集权体制。吕中所论最后亦是归结至这两点上。总之，吕颐浩的内向政治路线转换为外向，正是此一时期政治过程的特征。


 二、赵鼎上台

绍兴四年三月，即吕颐浩失势半年之后，赵鼎由江南西路安抚使升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同年九月起又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此后，除了绍兴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间曾经暂有中辍外，到绍兴八年十月前，他一直都在宰相之位。因此，从绍兴四年夏至八年秋大约四年的时间，南宋政治史可以说是赵鼎的时代。

赵鼎是河东（山西）解州闻喜人，崇宁五年进士，他是邵伯温的弟子，也曾是武将解潜，还有李纲和折彦质等人在地方官任上的辟客。靖康之难之际，他并未参加张浚、胡寅等人拥立张邦昌的联署行动。建炎元年南渡，自建炎三、四年起到绍兴二年十月间，赵鼎寓居于衢州常山县，这与他后年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关系。如“（范冲）建炎四年得守衢，因请祠，与赵丞相鼎同居焉”（《两浙名贤录》卷五三）。赵鼎之女即嫁与范冲之子范仲彪，两家因此结成姻亲。范冲，四川华阳人，是司马光知名高足范祖禹的长子。赵鼎当然深切服膺司马光的学问思想，再者，“冲云家有（程）颐书，镂版传布，谓之伊川学，鼎主之”（《要录》卷八八，绍兴五年四月是月条引《秀水闲居录》），故他和伊川之学也有渊源。

他和权力中枢建立关系，是经由张浚推荐，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他任御史中丞，“赵鼎等交论吕颐浩之失”（《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四，建炎四年四月乙未吕颐浩罢条），这关系着吕颐浩第一次失势。为表达其政治姿态，建炎三年闰八月，赵鼎向高宗上书，“开猾吏衣食之源，遗平民椎剥之苦”，得到裁可，于是，“罢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钱谷”（《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乙酉条）；绍兴三年四月他又自陈：“臣本由拙直”“臣无生财之长策”（《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丙戌朔条），他的见解与吕颐浩大不相同。绍兴四年三月，赵鼎被任命为副宰相，同年九月，又成为政治最高指导者的宰相。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九月间刘豫发动齐、金联军南下时，赵鼎断然地以刘豫为逆贼，奉高宗亲征。吕颐浩的盲点在于对外政策，而赵鼎正足以补其不足，特别是在对齐政策上。

绍兴三年（1133）至四年的宋、金、齐三国关系相当复杂
(1)

 。首先，从宋、金关系来看，绍兴二年九月使金的宋臣潘致尧于三年五月归国，传达了金国的意向，要求派出重臣，协商两国关系。于是韩肖冑（北宋嘉祐名相韩琦的曾孙）奉派使金，朝廷并指示沿边各军不得有任何军事行动。韩肖冑于三年十二月在金使李永寿的伴随下返国，李则带来粘罕的要求：归还齐在宋的俘虏和亡命南方的西北士民，以长江为齐、宋国界，淮南不准屯驻军马。这很明显是要求宋承认金的傀儡政权齐并保护齐的权益。另外，金在陕西方面又发动侵蜀之军事行动。绍兴三年十二月宗弼在陕西和尚原击败宋军，四年正月进攻仙人关，三月宗弼军和宋吴玠军数度决战不胜，终无法入蜀。总之，金以不同的方式对宋施加压力，西北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东南方面则取用外交攻势，派遣使节到宋。

至于金的傀儡政权齐，也试着自行展开对宋工作。如前述之与南方交趾、溪洞各酋长订立同盟，以求南北夹击宋（绍兴三年九月）；又联系宋朝内部的杨么等叛乱集团，以扰乱宋内部（同年十月）。罗诱且以齐之权力基础不稳为由，强力地主张应劝诱金军从东南出击，联合南征伐宋。结果，刘豫接纳了罗诱的军事计谋，并且说服了正在进行外交交涉却不甚积极的金，绍兴四年九月，齐、金联军南进，对宋工作的总决算于焉展开。

当时的南宋，甫和金使展开交涉，吕颐浩的对外政策，又向来忽视对齐外交，联军南下的冲击自是非常之大。“谍报至，举朝震恐，或劝上他幸，议散百司。”（《要录》卷八十，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正当有人再度提议出亡之际，断然主张亲征、为促成权力中枢意见一致而竭力推动政治工作的人物就是赵鼎。为了实践亲征、决战的主张，他必须先整合三方势力的意见，使趋一致。其一即官僚群，其二为中官（宦官）层，其三为将军层，而最重要的，还是皇帝要有不退缩的决心。“时朝士中尚有怀疑者，（中略）会侍从及台谏官同日请对，鼎留身奏曰：今日侍从、台谏对，必及亲征事，愿勿为群议所移。上意益坚。”（《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庚辰条）“鼎闻诸将之意如此，恐上意移动，复乘间言：今日之势，若敌兵渡江，恐其有别措置，不如向时尚有复振之理。”（《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戊子条）“赵鼎见上，屡请车驾早幸江上。上首肯之，既退，即为中官沮之。（中略）（上）遂发左右亲近十余人诣都堂。鼎具酒醴，以宗庙社稷安危之计谕之。（中略）众诺之，议遂定，即命草诏。”（《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戊戌条引《中兴遗史》）

于是，乃起草亲征之诏——战争宣言，明定这一次会战的大义名分，宣告刘豫为叛臣，“大逆不道”，“警奏既闻，神人共愤，皆愿挺身而效死，不忍与贼以俱生”。“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齐名之，至是始下诏，声其逆罪。”（以上全引自《要录》卷八二，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条）对刘豫的称呼由“大齐”改为“贼”，是此次宣战文告最大的特点。绍兴六年秋、冬，齐军再度单独南下，赵鼎又上奏，“豫，逆贼也。官军与豫战而不能胜，或更退守，何以立国。”（《宋史》卷三六〇《赵鼎传》）

尽管实际侵入的军队是齐、金联军，宋的对敌之道，却专就齐的叛逆着墨，因而在宣传上有一特点，即将此次战役定位成是为道义而战，是君臣关系拨乱反正的诛伐行为，巧妙地回避了对金名分上的非难，宋并未全面对金宣战，而是把战争对象限定在齐。

赵鼎路线的特色是在把对齐、金联军的战争解释成逆贼诛灭战，这样的解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建炎四年九月，刘豫受金册命即位，“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齐名之”（同前，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条），“宋人畏此，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金史》卷七七《刘豫传》），这与后来称叛臣、逆贼有极大的变化。笔者个人之见以为，这有两个历史的理由。其一起因于齐对宋积极进行扰乱工作，特别是齐尝试结托杨么这一股叛乱势力。绍兴五年正月郦琼收复了齐所占有的光州，执捕知州许约，高宗曾说“（许）约为刘豫结连杨么，及劫张昂山寨，凶逆宜诛”（《要录》）卷八四，绍兴五年正月甲子条）。从其称许约为凶逆这一点来看，与叛乱势力勾结这件事深深影响了宋对齐的印象。

其二则出于赵鼎这一系士人的影响力，他们被视为旧党，以宣扬道义为第一义。他们之中和赵鼎最为亲近的范冲，在绍兴四年八月金、齐联军南下前夕，上奏称：天下之乱源在王安石，王安石坏天下人心，张利欲之心，“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中略）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六，明妃曲二首）赵鼎的得势意味着元祐党人的复权与再度参与权力中枢。而他们所极力主张者，即是从圣人之教，以建立政治世界之秩序，并决定国家政策。绍兴四年十一月的战争宣言宣称刘豫为大逆不道的逆贼，正与旧党人士掌权的政治状态密切相关。

赵鼎等人企划由皇帝亲征，以对付齐、金联军的决战计划，虽然遭到官僚、宦官、将军的强烈反对，却仍然敢于提出，乃是意图利用这个机会来完成国家统合，以确立南宋政权，这样的运作过程值得注意。正如赵鼎所言：“且齐、金俱来，以吾事力对之，诚为不侔。然汉败王寻，晋破符坚，特在人心而已。自诏亲征，士皆贾勇。陛下养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戊子条）他所特别追求的，乃是克服家军、军阀并存的状况，以确立皇帝的指挥权。参知政事沈与求也说：“今日亲征，亦由圣断。”（《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丙子朔条）而其方向的具体展现，即是直接下诏指挥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的军事行动。

约在一年前之绍兴三年（1133）九月，刘光世、韩世忠、王、岳飞、吴玠、郭仲荀等人的驻扎地始告固定。“始诸将虽拥重兵，而无分定路分，故无所任责。朱胜非再相，始议分遣诸帅，各据要会，某帅当某路，一定不复易。”（《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庚辰条）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能否统一指挥权，端视这次战役而定。六年十一月，宋军破刘豫子刘麟所率之齐军，高宗对赵鼎道：“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一月癸酉条）由此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赵鼎亲征之策——齐、金对决路线——所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吕颐浩招安政策所留下来的政治课题，也就是皇帝军事权力的一元化。

如前所言，吕中认为，绍兴四年至七年的历史性因由与绍兴初年不同，并以赵鼎决定亲征之议为其间诸事之首，其经纬背景已如上述。在绍兴四年秋、冬的政治过程中，赵鼎的政治力量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以元祐党人为后盾，以确立道义为名目的赵鼎政治路线，在对外政策上首先见功。基于这样的成功，赵鼎在确立南宋政权的过程中，成为拥有最大发言权的政治指导者。


 三、赵鼎集团的特质

赵鼎虽于绍兴四年（1134）秋冬成为政治上的指导者，但他对政策的企划、实施却不太热心。“赵鼎曰：用人所以立国，臣岂敢久居相位，今至立国规模，则当为远计也。鼎于是以政事之先后及人材所当召用者，密条而置座右，一一秉奏，以次行之。”（《中兴小纪》卷十八，绍兴五年二月癸卯条）朝士中或非难其二度为相，逾月而无所为；他答以现今之局势正好像久病虚弱、元气已伤之人，应以镇静为首务（《四朝名臣言行录》卷四，赵鼎条）。唯这也正是赵鼎的为政之道。

赵鼎最热心于人才的起用，这段时期既有“小元祐”之称，则所起用者自然都是元祐旧党之士，至于新党党人——与北宋末蔡京一系有关者都被排除在外。北宋末年徽、钦交替之时，原应是蔡京系退场、元祐派复权的好机会，却被靖康之变及其后政局阻碍了这种人事的更代。因蔡京之故而被疏离在外的士人仍散居闲职，南宋初混乱时期专擅政权的黄潜善、吕颐浩，都是蔡京、王黼系的官僚。不过，以家军体制为主的正规军，一旦足以与齐、金相对峙，盗贼——叛乱势力占领区亦终告瓦解，南宋政权基础渐次整备之后，元祐派复权的要求就日益增强起来。此外，南宋政权也派遣使者在长江以南等新领地区内努力发掘人才，把他们吸纳到权力中枢内。这样的努力，一方面是为收拾南方的叛乱，同时也为和当地势力相携，使华北来的流寓政权得以继承前朝的政权，在以江南为中心的新领域内得以自我巩固。

一般都把赵鼎看成是伊川系门人，其实情况并不如此单纯。拥戴他的人，包括反黄潜善、吕颐浩的势力，被蔡京弹压的所有士人阶层，还有继承政权定居江南后新发掘出来的士人层，乃是历史背景各异、混杂在一起的一股力量。赵鼎后来被谢祖信弹劾说：“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四月癸丑条）可知过度热衷人事政策，也是赵鼎政治的特色。彼于建炎四年正月已经推荐永嘉人吴表臣、林季仲为台官，绍兴四年三月就任参知政事时，又提拔王居正、范同、吕本中等八人，这些人日后都和他一起进行政治活动。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必行人才荐举。绍兴七、八年时，权力中枢已几乎全为赵鼎一系把持，成为最大的政治势力，“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的说法，并无夸大。

因赵鼎推荐而得参预权力中枢，与他一起经营政治活动之人所组成的集团，可称之为赵鼎集团，粗分可别为三大派，细分则可得五大派，即：（1）流寓派，下再细分为名门系、华北系、两淮江北系；（2）江南派；（3）学者官僚派。

为流寓名门系。向子諲、晏敦复等人是也。向子諲，开封人，真宗朝宰相向敏中之后人。南渡后卜居于江西临江军，他把十五年间所积俸钱三百万尽捐入郡学，为宗族立义庄，从传世的芗林家规中可知他与赵鼎性格相似。晏敦复，临川人，曾祖父晏殊是范仲淹之师、仁宗庆历年间宰相。敦复是有名的硬汉。其他，和赵鼎最亲的吕本中也可列入这一派。吕本中是吕公著的曾孙，吕夷简、吕公著父子二代为相，是河南的望族。吕公著之女嫁与范祖禹，范祖禹之子范冲又和赵鼎有姻亲关系。

流寓华北系。是赵鼎政治人马的主干。以常同、张戒、王庶为代表。这三人于绍兴十一年四月参与收兵权活动、试图克服家军体制的过程，将留待后述。这个集团的共通处是远离家乡，晚年不遇，失意于江南。常同原是四川邛州人，南渡后贫无立锥之地，寓居于秀州海盐。张戒为河东绛州人，与赵鼎故里相近，时称“西人”。赵鼎身故后，他不容于秦桧，转而投靠岳飞，岳飞死后约一年，他也去世。王庶是陕西庆阳人，任职枢密副使，居大臣之列时相当活跃，后遭秦桧彻底压制，连他在芜湖、九江求置田宅亦受到阻挠，最后被下放到湖南道州终其一生。折彦质属于这个集团，他是山西云中名族出身，在赵鼎之下任职签书枢密院事，幸存于秦桧殁后，绍兴二十八年（1158）“特赐荆湖田十顷。彦质世家陕西，屡经窜谪，上知其生事素薄”（《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八年二月丙申条）。

流寓两淮系。原先与华北系一起支持赵鼎，负责实际政治营运。以王居正、刘大中、魏矼等为代表。王居正出身扬州江都，南渡后寓居常州宜兴阳羡山以终。对于武将要求免除其田税役，致南宋治下数十州原先平衡的国家财政趋于紧缩之事，王居正曾表示反对意见。他与杨时交往密切，攻击王安石的新学。刘大中，真州人，南渡后任知事，寓居处州。在赵鼎之下任职参知政事，对于皇位继承人选（后之孝宗）的影响重大。他与父不睦，寓居处州时，曾因异财同居而遭弹劾不孝，他是赵鼎政治的实际负责者，故这件事和赵鼎辞职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大中的思想和王居正相似。魏矼被认为“与鼎尤厚”（《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五，绍兴八年十月甲戌赵鼎罢右相条），淮公历阳人，南渡后和赵鼎同寓居于衢州常山，也在此结束他的一生。赵鼎决定亲征时，魏矼调停江上诸军，特别是互不兼容的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在克服齐、金联军一事上，其实颇有功劳。他后来接受和州土豪王之道的建言，将克服宋军的家军状况、确立皇帝的统一指挥权，视为对金战争决胜的关键，在政权中枢为收兵权而尽力。

江南派。赵鼎在建炎三年（1129）推荐吴表臣、林季仲后，即与南方士人建立联系，在赵鼎集团的成员中有相当多的人出身南方。高闶（会稽）、张致远（福建沙县）、张九成（钱塘）、潘良贵（金华）、李弥逊（吴县），胡寅（福建崇安）、沈与求（湖州）等皆是。但高闶、张九成、潘良贵、胡寅等人的学者、思想家性质比较强。比之两淮、中原、华北系人士，这一派人在赵鼎集团中的角色比较轻微。不过，沈与求是一例外，绍兴四年齐、金联军南下时，他出任知枢密院事，支持赵鼎的亲征之策。

学者思想家派。赵鼎是邵伯温的门人，又私淑乡党前贤司马光。他以司马光的家训为永远之法，对于设立义庄、制定家训等经营宗族之事，甚是热心。他虽未直接受教于程颐之门，却高揭伊川之学，“朝士翕然向之，时有言，今托称伊川门人者却皆进用”（《中兴小纪》卷一八，绍兴五年二月癸卯条），如喻樗虽不见知亦被任用。范冲、朱震、高闶、张九成、潘良贵、胡寅、吕本中等学究型士人，皆是赵鼎集团的重要成员。而其中如胡安国、胡寅、吕本中、张九成、潘良贵、高闶等主要成员，在宋元学案中皆隶属于龟山学案。杨时（龟山）师事程明道、程伊川，他认为北宋末的蔡京专制是以王安石思想为基础，因此大力抨击王学之非。于是，赵鼎全面倾向伊川之学，不啻是把因靖康之变而延迟的政权交替予以正当化。最低限度，赵鼎必须大力宣扬，自己所主宰的政权具有处理现实政治课题的权力，同时也是自北宋以来，不断变动的各当权者中最具正当性的当权集团。赵鼎的政权人称小元祐，如此一来，自然必须将与元祐有关的思想家安置在自己政权的内部
(2)

 。然后，赵鼎政权就能在历史上取得正当性，从而安定下来。

总之，赵鼎集团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而其内部大抵由华北—中原—两淮的流寓士人、南方士人和杨龟山等学究型士人等三大系列的士大夫联合构成。反对蔡京专制及反对王安石思想本是赵鼎派系成员的共同思潮，唯这样的集结纽带至今尚无法明了。而其社会形态则是各式各样，例如同属于流寓派，赵鼎、向子諲得以设置义庄，而常同、张戒却无法成功取得田地。因此，一旦这个疏散的联合体碰上大环境的急变——即宋、金关系——不但纽带为之解体，联合体中的个人也随之倒台。


 四、张浚与对金强硬论

绍兴四年（1134）十一月，齐、金联军南下，在此对决之际，高宗起用张浚为知枢密院事，翌年二月，复就任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在前任宰相赵鼎的建议下，“上既以边事付浚，而政事及进退人才，专付于鼎矣”（《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丙戌条）。张浚登上了最高军事指挥之位。此后至其因绍兴七年八月郦琼变乱（淮西之变，又称淮西之乱）而辞任，前后约有三十个月的时间，张浚和赵鼎共同掌握了南宋的政权。“时上赐诸将诏书，往往命浚拟进，未尝易一字”（《续鉴》卷一一八，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可见其极受高宗信赖。张浚参与权力中枢的这段时期，是整个建炎、绍兴年间对北方经营最为积极的时期。

张浚和前述之李纲、吕颐浩、赵鼎，还有后文将详论的秦桧，同为这个时代的典型。有关他的记载，最早是其殁后三年由朱熹长文叙写的《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下），其他如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卷一五《曲壮闵本末》等南宋札记，亦均有详考，比之其他人物的记载显得丰富多了
(3)

 。以下的讨论将尽量从其存在形态和政治倾向来描写这个人物。

张浚是蜀之汉州绵竹人，唐玄宗宰相张九龄弟张九皋之后裔，系出名门。他设义庄，“赡宗族”（《行状》下），热心于宗族祭祀，固守宗族利益，重视宗族之维持及经营。同时，“视国事如家事”（同前），意即经营家族、宗族和营运国事是等质的。除了注重宗族生活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政权中枢之时，明显代表着蜀这个地域。“浚有一册子，才遇士大夫来见，必问其爵里书之，若心许其他日荐用者。”（《四朝闻见录》乙集，孝宗恢复）他和赵鼎相似，以人事为其政治的主要考虑，热心于人物之拔擢。这点表现在他第一次为相及孝宗朝第二次为相时起用的人物群体上。他重视蜀的立场及利益之乡党意识也很浓。史载“（浚）初到阙时，荐引蜀士”（《宋宰辅年录》卷一七，隆兴二年四月丁丑张浚罢右仆射条），“赵鼎奏，自张浚罢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几十余人，往往一时遴选，臣恐台谏以浚里党，或有论列”（《要录》卷一一五，绍兴七年十月庚子条），“张浚既得罪，蜀士相继外补”（《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己亥条），从这些记载来看，张浚在政权中枢里的角色就是蜀的代言人，他和蜀地士人层、地主层的关系深厚亦由此可知。此外，他也有浓厚的学者、读书人、知识官僚特质，所谓：“公之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论、孟。”（《行状》下）他并作有《紫岩易传》等著述。再者，其子张栻（号南轩）和朱熹交情深厚，也是不可或忘的。

基于这样的立场，他曾对高宗上奏：“人主之学，本于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同前），强调以天理为政治——宋朝之中兴——的立足点。从这点看来，他与讲求实务的财务官僚群是完全异质的。张浚一贯主张对金强硬论，准备对金作战，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果，洪适评道：“浚一生空言恢复，未酬三溃（富平之败、淮西兵变、符离之败）之辱，几祸宗社，大负朝廷重寄。”（《南宋书》卷一四，引《张浚传》）史浩也说：“明公（张浚）以大雠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事，而遽为之，是徒慕复雠之名耳。”（《齐东野语》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符离之师》）究其缘由，张浚只从道义来看现实政治，却缺乏展望、分析现实政治的能力。职是之故，以张浚为主的对金强硬论、主战论，最终只有归结到：“公独毅然，以虏未灭为己责，必欲正人心，雪雠耻，复守宇，振遗黎，（中略）使天下之人晓然复知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得其秉彝之正。”（《行状》下）要之，其骨子里是以华夷论、中华绝对论为底，用到政治上则是崇尚伦理、道义的主战论。

靖康之难时，名门出身，以宗族、乡党为背景的张浚，和赵鼎同隐于太学之中，并未在拥立张邦昌的议状上署名。建炎三年（1129）三月，他和吕颐浩一起镇压明受之变而初露头角。他那种几近顽固的忠君论，在混乱的时局中的确具有很大的意义。之后，他获委四川、陕西方面的统治全权而赴蜀，虽有富平之败（建炎四年九月），但仍阻止了金军入侵四川。赵鼎以积极的对齐政策获掌政权后，起用旧知张浚负责一切军事事宜，原是当然的措置。“初赵鼎得政，首引浚共事。（中略）鼎因曰：臣始初与张浚如兄弟。”（《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癸亥条）张浚是得赵鼎之推荐，而成为最高军事指挥。赵鼎以刘豫为逆贼，规避了与金的全面对决，张浚最初虽继承了赵鼎的路线，以之为框架，后却以恢复中原、迎还两帝为目标——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将对金发动全面战争。从这点看来，他远比赵鼎的路线更尖锐化。

绍兴五年（1135）六月，张浚就任宰相后没多久，就派遣岳飞前往洞庭湖边指挥镇压延宕已久的杨么之乱，同年十二月“张浚既还朝，始议大合兵，为北讨计”（《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十二月丙午条），即着手北伐。翌年五月“尚书右仆射张浚辞往荆襄视师，浚以敌势未衰，而刘豫复据中原，为谋叵测。奏请亲行边塞，部分诸将，以观机会。上许焉，浚即张榜声豫叛逆之罪”（《要录》卷九七，绍兴六年正月丙戌条）。绍兴五年十月，他应高宗之请，上呈《中兴备览》，其中第二篇《议大势》提到：

当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丑虏，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虏既衰败，豫何能为。（中略）夫使金人安然蚕食数十州之地，未尝有东顾西备之忧，而曰坐待其弊。其说盖已疏矣。况豫之秉暇因闲。以整治军旅，而又生一敌乎。故夫量力度势，北向而争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势也，臣故备论之。

张浚在表面上是要根据赵鼎路线（即明定刘豫为逆贼）将北伐构想具体化，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是要与女真对决。

北伐计划会招致什么样的结果？应如何在全体构想中展开？关于这些，赵鼎和张浚意见分歧，致使赵鼎在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去职：

鼎因曰：臣始初与张浚如兄弟，近因吕祉辈离间，遂尔睽异。今同相位，势不两立。陛下志在迎二圣，复故疆，当以兵事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气甚锐，当使展尽底蕴，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诏令，经理庶务而已。浚当留，臣当去，其势然也。（《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癸亥条）


赵鼎因高宗支持张浚的北进积极路线，自言不适任宰相而辞职。对于张浚于六年十二月上奏皇帝，“乞乘胜取河南地，擒刘豫父子”（《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条）的说辞，赵鼎更心怀忧惧：

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为重，不知擒灭刘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内侵乎。（中略）鼎复言：强弱不敌，宜且自守，未可以进。（《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条）


赵鼎的态度是，打倒齐很简单，但必然会和金发生军事对决，既然无所展望，还是不要去做的好。至于张浚和皇帝，既已预期将与金对决，遂倾向于在此时对逆贼刘豫挑战。

张浚认为：“东南形势，莫重建康，实为中兴根本。（中略）而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召远近，系中原之心。”（《续鉴》卷一一七，绍兴六年六月己酉条）八月，张浚“自江上入朝，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朝论不同，帝独从其计”（《续鉴》卷一一七，绍兴六年八月癸卯条）。驻跸之地既已强行移往建康，对北方的积极路线也就出现了。

同样主张对北方采取积极路线的赵鼎，虽也宣称刘豫是大逆不道的逆贼，却对金特别处置，慎之又慎，当他以外来压力为架构，拟想国家统一论时，乃是广泛地以百官、宦官、将军和当时各种势力为对象，并不偏向特定的势力。可是，身为赵鼎继任者的张浚，在已决定与金对决之际，却只关心着诸军团、家军统帅的协调问题，完全未曾考虑到，要为了对金战争去广结诸势力。这意味着，他只不过是赵鼎路线尖锐部分的继承者，终于招致绍兴七年（1137）八月郦琼叛乱事件这个致命的破绽。

自北宋政权崩坏以来，各式各样的军事势力经过逐步整理、统合后，在绍兴五年时大略收编如表1所示。

其中，右护军——吴玠军负责防卫蜀的最前线，也就是四川、陕西方面，这个区域和其他地域缺乏关联性，因此是独立的存在。对张浚而言，北伐计划能否成功，在于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各军将如何进行合作，并联合、组织化——但他们各称家军，“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条）。绍兴六年三月，“时朝廷锐意大举，都督张浚于诸将中，每称世忠之忠勇、飞之沈鸷，可以倚办大事，故并用之”（《要录》卷九九，绍兴六年三月己巳条）。“时都督张浚在淮南，谋渡淮北向，惟倚韩世忠为用。世忠辞以兵少，欲摘张俊之将赵密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谓世忠有见吞之意”。张浚与张俊分别向皇帝提出他们的问题，宰相赵鼎支持张浚，议者亦谓其得体，然却终究无法得到张俊军的协助，也无法分割其势力。于是赵鼎策划，以杨沂中之御前军支援韩世忠，而以赵密军补充御前军（《要录》卷九九，绍兴六年三月乙亥条）。总之张浚欲得张俊之协助是失败了。


表1　绍兴五年各军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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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138—143页；《续鉴》卷一一六；《要录》卷九六。

绍兴六年（1136）十月，齐军、宋军会战淮南，此时“（杨）沂中至濠州。会刘光世已舍庐州而退，浚甚怪之，即星驰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众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且督光世复还庐州。（中略）光世不得已，乃驻兵与沂中相应”，“初光世言粮乏，诏转运使向子諲济其军，子諲昼夜并行至庐州，（中略）光世乃止”（以上，《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月戊戌条）。于是，张浚欲使张俊、刘光世、杨沂中三军联合作战的企图，由于刘光世不肯合作，露出了破绽。

绍兴七年四月，张浚赴淮西查察诸军，史称：

先是，张浚欲征刘豫，会四大将于龟山，问之曰：欲大举以取刘豫，克复中原，如何。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至是，浚往视师，以淮西之军新易大帅也。（《会编》卷一七七，绍兴七年四月条）


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确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

要之，赵鼎、张浚路线的局限性，在此一时点上明显表露。借着对外采取积极政策以集结诸家军、恢复集权制的构想，遭受到诸军的抵抗、抵制而大受挫折。事实上，不论对外政策是积极性抑或非积极性，诸家军的统制问题都已成为政治上的中心课题。在这一波中，张浚曾着手收编刘光世的淮西军，不幸失败，并引发了绍兴七年八月郦琼叛变并投降于齐的事件，赵鼎、张浚路线亦因此而一败涂地。


 五、淮西兵变——张浚强硬路线的破绽

如前所论，当时四大将除了韩世忠以外，张俊、刘光世、岳飞均不肯协助张浚，其中以刘光世最好“持不战之论”（《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戊申条），张浚也最想罢免他。关于处置刘光世之事，赵鼎与张浚原本极为慎重，盖“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条）。然而七年二月，议者论“光世昨退保当涂，几误大事”，“又言其军律不整，士卒恣横”。张浚视察前线归来后，也对高宗上奏：“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要录》卷一〇九，绍兴七年二月庚申条）于是遂解刘光世兵权。次月，即将光世军重编为六军，归张浚心腹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

吕祉素有平戎之志，曾有壮言曰：“若专总一军，当生擒刘豫父子，然后尽复故疆。”（《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戊申条）张浚闻之大喜。对于起用这样有冒险主义倾向的人，中枢内部如参知政事张守、中书舍人张焘、资政殿学士叶梦得均深感危惧，武人岳飞也反对道：“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续鉴》卷一一八，绍兴七年四月丁未条）但张浚仍一意孤行。而另一方面，刘光世的心腹王德及盗贼出身的郦琼两人，为争夺刘光世原有部队的指挥继承权，发生了激烈的抗争，并且到处投诉各都督府、御史台。为处理此事，吕祉在匆促间被派往刘光世军的原驻屯地庐州。吕祉持议向来过激，又昧于军事、军政，况其“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戊戌条），终致调停失败。再加上，吕祉上奏高宗请罢免郦琼、靳赛的密书为琼所得，琼深感不安，遂杀吕祉，并于翌日率麾下全军渡淮河，投降于齐。这件大事就是郦琼叛乱事件，或称为淮西兵变。确切的逃亡兵数不详
(4)

 ，然而无论如何，数万之军——而且是最前线配备最精良的军队——一旦失之，两淮防线所出现的巨大空白，对于南宋政权自是极大之冲击。统辖都督府的张浚当然立遭谴责罢免，赵鼎则在仓促间再度被起用，敕命发布，急令时任绍兴府知事的赵鼎“疾速”赴行在。

淮西兵变发生的原因有多重，张浚整编刘光世军策略有误，欲速则不达，他起用人才不当，甚至吕祉的个人性格都是问题。这个事件固然在南宋早期政治史上留下巨大的创痕，但也成为划时期的转机。张浚进行的对齐、金积极路线和军事对决政策就此破产，复之，以张浚路线为基础的赵鼎路线也于此终焉。张浚以与齐、金对决揭举大义名分，标榜恢复失地。为了达成此一目标，必须克服家军体制，着手处理当时最大的家军，并重新整编军团。结果，过半数的旧刘光世军投降了刘豫政权，暴露出南宋尚无能力统制家军；即使是将齐、金定位为逆贼，或是不共戴天之敌，对最前线的军队而言，其实毫无意义。赵鼎意图藉对决路线集结诸军事势力以期重建的理想，随着淮西兵变而破产了。

郦琼叛变也给南宋政治史一个教训，那就是在当时的状况之下，只要家军不合作，基本国策就不可能执行；反过来说，由国家统制的军事力量之确立，是南宋政权自我确立的最高课题，不具这种展望的政治构想根本无意义，也不必提出。

由淮西兵变而起的转变，在主权者高宗身上最迅速也最清楚地表现出来。高宗原本根据张浚的对决路线，以建康为驻跸地，却在绍兴七年十月末突然移往杭州。对于这个决定，赵鼎曾劝说：“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意恢复。”高宗答以：“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此等议论，不足恤也。”（《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戊子条）他明白表露对张浚政治的嫌恶，以后，也再无意于对金积极的方针。


 六、赵鼎之起复与新赵鼎路线

赵鼎于绍兴七年（1137）九月至行在（建康），立刻就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鼎再相，进四官，异礼也。”（《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丙子条）作为淮西兵变后的领导者，他被如何期待，不问可知。高宗立刻接见赵鼎，“首论淮西事”，赵鼎答称：

然，臣愚虑不在淮西，恐诸将窃议，因谓罢刘光世不当，遂有斯变。自此骄纵，益难号令。朝廷不可自沮，为人所观。（《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丙子条）


赵鼎所忧虑的，不是皇帝和宫中所担心的北方防线军事空虚，而是诸将间的动摇、骄纵，“益难号令”。“自郦琼叛，张俊擅弃盱眙而归，诸将稍肆”（《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四月丙寅条）的事态已然出现
(5)

 。张俊军撤至行在后，淮西无备，赵鼎对朝议应酬道：

赵鼎独显言于众曰：今行朝握精兵十余万，使敌骑至临江岸，吾无所惧。惟是安静不动，使人罔测，渠未必辄敢窥伺，何至自扰扰如此。倘有他虞，吾当身任其责。（《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戊子条）


赵鼎的构想是以求目前安静为第一要务，全力平息事态，防止兵变的连锁反应。他复相位后月余，皆无为而治，面对朝士的非难，他答以今之事态若人体久病虚弱，元气大伤，唯务求镇静。这也是这时候的事。（《四朝名臣行录》卷四）

赵鼎再任宰相，虽是无为而治，在人事安排方面，却仍是相当积极：

今之清议所与，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贤党恶，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此或难，则臣何敢措其手也。（中略）上为徙世将，于是公辅等相继补外。（《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壬申条）


赵鼎对一般政策的策划、实施不甚积极，但对人事的热心一如往昔。他的政治手法在这种政治场合中发挥出来，原先支持张浚对决路线的人士被排斥于权力中枢外，填补进来的是持慎重论的赵鼎系士人，这缓和了淮西兵变的冲击，并试着就国家政策进行实质的转换。

从淮西兵变可以看出，无法克服家军体制、无军事统制力的中央，不可能实现任何政治构想。而当时最大的政治课题——南宋政权能否继承北宋，成为一自我确立的政权之关键——正与这个阶段收兵权、诸军事权力尽归皇帝统制的问题，互相纠结。即使掌权的赵鼎标榜镇静第一的无为政治，也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于是，以往与金、齐对决，并集结诸势力的路线被放弃，所谓新政治路线，是以克服家军体制、收回兵权，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课题。这就是新赵鼎路线，其中心内容以整军和军事大权一元化，军权归属于皇帝为主。其以自身为目的的做法，与原来的赵鼎路线相异。此一以统制为目的所设之统制路线，赵鼎本人并不出面，而是由赵鼎所起用、推荐的人才来企划、实施，具体地说，是由常同、张戒、向子諲、王庶等赵鼎集团人士来担纲。



————————————————————


(1)
  参见外山軍治：《刘豫の斉国を中心としてみた金宋交渉》
 ，《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2)
  赵鼎与学究型士人的问题，可参看庄司荘一：《秦桧について》
 ，《甲南大学文学会論集》第7辑，1958年。


(3)
  近年者可参见杨德泉：《张浚事迹评》，《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关于投降人数，史书所载不一。《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壬寅条记：“上曰：失三万人。”又同书同卷八月戊戌条附注引《日历》曰三万人；熊克《中兴小记》曰全军七万；《赵鼎事实》曰全军五万人；张戒则说精甲四万。《要录》按语谓其从赵牲之《中兴遗史》四万人之说，似以此数较为妥当。


(5)
  或谓：“张俊守眙盱。方撤戌[戍]时，犹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众以归，朝廷亦不能诘。”（《纲目》卷八，绍兴八年二月上如临安条）



第五章　第一次宋金和议之进行


 一、淮西兵变后遗症——收兵权之尝试

绍兴七年（1137）八月，张浚派遣吕祉执行收编刘光世旧部的计划，不料却产生了郦琼杀吕祉，率麾下数万人投降刘豫的意外事件。这个事件虽是南宋政治过程中的大波涛，却也是政权确立的一个转机。

绍兴四年（1134）九月以来的基本政策——对金、齐采强硬路线，结集、统合诸势力——为之顿挫，张浚也被罢免了。奉行数年的基本政策露出了破绽，不但不能确立对家军的统制力，政治领导也陷入不安中。在这样的状况下，宰相改由赵鼎出任。赵鼎的政治态度比张浚慎重，他缺乏张浚坚持一贯的魄力，但也不冒险轻进。对决路线原是赵鼎所提出，淮西兵变后，政治指导方针却变得模糊不明；其施政首要目标，只在追随时事以缓和冲击，安定混乱的局面。他在九月受命为相，次月即以心腹常同为礼部侍郎、刘大中为礼部尚书，在渐次拔擢、起用各人的同时，仍以镇静、安定为首务。

及公（赵鼎）再相，已逾月，未见所施。朝士或以此责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惟当静以镇之。若作措置，焕然一新，此趣死之术也。张德远（张浚字）非不欲有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为戒矣。（《四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丰国赵公鼎案）


早先，“（张浚）每见必深言雠耻之大，反复再三。上未尝不改容流涕”（《纲目》卷七，绍兴七年九月罢张浚条）。然而从赵鼎的话可以窥知，张浚这种道义积极论所引动的风潮，已急速地消落。此外，朱熹的父亲朱松也在绍兴八年二月向皇帝上奏：“喜进取之谋者，既以行险妄动而及于败”，自当以行险妄动为戒（《纲目》卷八，绍兴八年二月上如临安条）。在这样的状况下，赵鼎自不得不以镇静、无为为当然。

值得注意的是，赵鼎也非全然无为。他自九月就任以后，大约花费了半年时间，将自己在权力中枢内的人脉安排妥当。复位之初的七年九月即拔擢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等人，又将张浚系的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或外放，或罢免。其中林季仲于七年闰十月由知泉州调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翌年三月又遭御史中丞常同以“贪惏邪佞”为由加以弹劾，逐出中枢。到了绍兴八年（1138）四五月间，前述刘大中以下诸人及赵鼎系士人已完全占据权力中枢。今将其主要人物表列如下。

表2　赵鼎系人物表



	人物名
	经历



	刘大中
	知处州→礼部尚书（绍兴七年十月）→参知政事（绍兴八年三月）



	王庶
	知荆南府→兵部侍郎（绍兴七年十月）→兵部尚书（绍兴八年二月）→枢密副使（绍兴八年三月）



	常同
	宫观→礼部侍郎（绍兴七年十月）→御史中丞（绍兴七年十二月）



	吕本中
	宫观→太常少卿（绍兴七年闰十月）→中书舍人（绍兴八年二月）→权直学士院（绍兴八年六月）



	李弥逊
	起居郎→中书舍人（绍兴七年十二月）→户部侍郎（绍兴八年二月）



	曾开
	知镇江府→[image: ]
 侍郎（绍兴八年正月）→刑部侍郎（绍兴八年四月）



	向子諲
	浙西转运使→都转运使（绍兴八年正月）→户部侍郎（绍兴八年三月）



	张戒
	兵部员外郎→守监察御史（绍兴八年三月）



	胡寅
	知承州→礼部侍郎·侍讲·直学士院（绍兴八年四月）



	魏矼
	知建州→吏部侍郎（绍兴八年五月）



	张焘
	宫观→兵部侍郎（绍兴八年五月）



	张九成
	宫观→宗正少卿（绍兴八年三月）→礼部侍郎（绍兴八年六月）




资料来源：《要录》卷一一五至一二〇。

关于宰执群的人事部署，有如下之变动：八年正月，赵鼎以“不合都省议”的理由解除张守参知政事之职，他曾经主张以建康为都，“以系中原民心”（《要录》卷一一八）；三月，“本张浚所引”的参知政事陈与义改知湖州；之后，权力中枢由赵鼎、秦桧（宰相）、刘大中（参知政事）、王庶（枢密副使）共同组成，其中仅秦桧非赵鼎系。拥有弹劾权、发言力量又大的言事官，由常同、张戒等人出任；至于居皇帝侧近、起草诏书、从事政策企划立案的侍从官员，则配置前表中刘大中以下诸人。绍兴八年上半年，赵鼎已完全掌握住权力中枢。

持此之势，标榜镇静的赵鼎，在绍兴八年春夏最努力推行的新赵鼎路线，即收兵权、整肃军队。其主要内容为：接受常同、张戒的建议，让家军副将层独立，藉以使家军解体，树立皇帝直辖军体制；同时实行向子諲之议，将征募兵员等原由武将把持的人事权移归中央的枢密院等机构。

收兵权是重建南宋政权的必要课题，这个论点在绍兴初年已有人提起。此即出身江南东路饶州的汪藻，北宋末年，他和权臣王黼对立而不得意于仕途，定居在江南常州之晋陵，在江南士人间颇有厚望及文名。汪藻于建炎四年正月和第二年的绍兴元年二月，两度从江南士人的立场上奏，严责诸将的横暴，要求收回兵权、削减军费（《要录》卷三一、卷四二）。在他的墓志铭中也记载：“尝论疏大将拥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极富贵之欲，而根据盘亘，浸成外重之势。陈所以待诸将三事，后十年，卒如公策。”（《鸿庆居士文集》卷三四，《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汪君墓志铭》）所谓“所以待诸将三事”者，“一曰示之以法，二曰运之以权，三曰别之以分”（《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癸巳条）。即为了削弱现有的诸将，当从偏将中拔选数十名英雄人物，各赋予数千名兵丁，组成皇帝直辖的御前军；其目的在于将军队之编组与军事指挥权完全收回中央，皇帝能驱策诸将，赏罚以法。这个提案受到当时最大的武将刘光世所反对，“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同前）。这是以江南士人层为背景的南宋士大夫对武将家军制最早的建言。如先前汪藻墓志铭作者所言，汪藻的建议在十年后才实现，绍兴十二年底，高宗也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条）

“今天下之权不在庙堂而在诸将，诸将拥重兵，据要地，偃蹇自肆。”（《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辛亥条）制御武将的问题自提起至解决，前后的确必须花上十余年岁月。其间最重要的关键，即在绍兴七年。绍兴十一年四月，范同说：

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条）


这是韩世忠、岳飞、张俊三大将以军功聚集临安时，范同进呈秦桧，劝其一气收回兵权，智虑深远的文章序言部分。其中具体列举的收兵权手段虽然常见引用，这篇序言却从未受到注意。根据范同的说法，南宋政府收兵权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即自张浚伊始，中间经过赵鼎，最后则是秦桧处理的岳飞问题。所谓“张浚在相位”，时在绍兴七年，所谓“淮西军叛”，则指郦琼兵变，之前皆已有所述明。张浚的武将统制策略虽完全失败，但在南宋政府积极具体提出收兵权这一点上却颇获好评。于是翌年三月，赵鼎起用王庶，划策决定分割既有军团。

绍兴七年，各方面皆提出收兵权并统御既有军队的策略。例如，同年七月，高闶指出，诸路军马当隶属都督府，都督则直接隶属枢密院，以整备机构及指挥系统（《要录》卷一一二，绍兴七年七月甲子条）。同年九月，又有太学生提议：当于诸军派遣都督，以抑制将军的专横、贯彻中央的命令，如遣吕颐浩至淮西张俊军中，孟庾至淮东韩世忠军中，秦桧至襄阳岳飞军中，中央则以张浚为大都督（《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辛未条）。

但高宗的构想是建置忠于皇帝的军队，以牵制现有的军队，进而削弱他们的势力。八年二月，高宗拒绝岳飞增兵的要求，他说：

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势，虽未至此，然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二月壬戌条）


拒绝扩充现有军队，考虑另外设置具机动性、忠于皇帝的军团，这个构想是将同年三月常同、张戒的献言加以具体化。

张戒在严陵（浙江严州）与常同会面时，曾相互交换意见：

（常同）问之（张戒）曰：诸将权太重，张丞相既失，今当何以处之。（张）戒曰：兹甚不难，但当擢偏裨耳。吴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杨沂中建节，而张俊势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论可行。（《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甲辰条）


要之，一旦将现有军团的副将层独立出来，则军阀之势弱，当然也就容易统御，这是要将现有军团加以分解的方法。于是常同见召于中央之最初即推荐张戒，两人将先前的见解献计高宗，坚定了高宗收回军事大权的构想。八年五月，高宗和张戒间有如下的问答，确立了起用副将层的分化之策：

监察御史张戒入对，因言诸将权太重，（中略）上曰：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上曰：一、二年间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赘矣。（《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戊子条）


所谓分化现有军队，乃是将军事大权个别地归隶于中央；这也可称之为是肃军整军方案，即裁汰现有军队之冗员，确立军纪，置于中央统制之下。此案仍和常同有关，常同所推荐的向子諲曾言其构想道：

又言：今天下急务，在考兵籍，究户版；故汰老弱，升勇健，创簿正名。使诸军上账于兵部，诸将上账于枢府，着乡贯，书事艺，季申岁考，所以除诈冒也。（《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甲辰条）


当时的目标是，原先专委武将的募兵、人事诸权皆改由兵部、枢密院统制。然而，向子諲也指出，“推而行之，则在乎人焉”，为了配合肃军，必须起用人才。

于是，为了配合肃军整军而找寻人才的高宗，遂瞩目于王庶。王庶原为兵部尚书，力主行威令、建纪纲、略烦文，实行简易政治，至此乃一跃而为枢密副使。据说，王庶“其言激切类此”：

庶私念，军不可专，专则难制。兵不可骄，骄则不用命。赏罚不可不公，不公则人不服。今此可为乎。我于爵赏不滥，人多以我为吝。于罪无所贷，人多以我为刻。今此可行乎。（《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庚寅条）


即他主张赏罚由法，彻底执行军律，甚至及于吝刻。高宗和赵鼎在绍兴八年三月时起用这样的大臣主事，显示了他们的决心。王庶就任枢密副使后没多久，即至沿江、淮南等地视察军事状况，特别是这个地区的驻屯诸军。出发之前，先行校阅在京军队，端正军律：

自郦琼叛，张俊擅弃盱眙而归，诸将稍肆。庶素有威严，临发，劳师于都教场。军容严整，庶便服坐坛上，自杨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辕门，庭趋受命，拜赐而出，莫敢仰视，自多事以来所未有。（《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四月丙寅条）


同时高宗也对王庶期待深厚，并激励道：“今之诸将不能恢复疆宇，他日朕须亲行。”（同前）总之，绍兴八年夏，既有常同和张戒分化现有军队的统御案，又有向子諲、王庶赏罚以法的肃军整军案，兵权回收政策开始着手进行。所谓宋军，其实原是七拼八凑的家军，家军之间也不尽协合，更无统帅之人。常同、张戒、王庶等人的目标，是在皇帝之下组成统一的军队，严行赏罚，以正军律，从家军转换成国军。故当家军体制成功蜕换为国军之时，也是南宋继承政权基础得以稳固之日。正如范同所言，张浚、赵鼎、秦桧等人为相的作风固然有异，但在回收军事大权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确实是当时最大的政治课题。

绍兴八年（1138）六月，王庶查察淮南，计划以张宗颜军七千人驻庐州，巨师古军三千人驻太平州，以韩世忠一军为天长军，其他配置泗州，刘锜军则驻屯镇江府，欲由此拱卫江南，“缓急互为声援”。这虽然尚未克服各军团的家军性质，但已尝试整备对金前卫防线的统一指挥。史称：“时朝廷以诸将权重，欲抚循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中略）不悦。”（《要录》卷一二〇，绍兴八年六月乙亥条）即当时最大军团的将军张俊已注意到王庶分化案的目的，并且提出抗议。

绍兴八年王庶的收兵权肃军案是新赵鼎路线的顶点。之后，高宗及其侧近以和议进行为最优先之政治课题，并倾力实现之，其他政治课题皆落入第二位。无论何时，整军和收兵权都是南宋政权再建过程中必须完成的课题，就这点而言，此一课题原有其本质意义存在。至于和议，则只能在金的主导下，受制于人质外交见机行事，故其随机性较强。企图藉和议以送还梓宫、太后的愿望，也就有可能超越、推翻原定的政治课题，优先进行。


 二、徽宗死讯与宋金和议之始

淮西兵变后，南宋政府起用了赵鼎系官僚，并以收兵权及肃军整军为最大政治课题。这时期的政治默契，并未把军权一元化和对外危机相联结而加以正当化，军权回收的本身就是目的。负责收兵权的主角王庶就任枢密副使时说：“敌之强弱，吾无与也。顾在我者何如耳。”（《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庚寅条）这句话的确传达了当时的气氛，这是和张浚主政时代最大的不同。然而这种所谓内向的政治态势，并不能长久持续，赵鼎集团尽管完全掌握了政权中枢，新赵鼎路线仍无法实施而致中挫，赵鼎系官僚也被逐出权力中枢。

南宋政权如要自我巩固，必须解决的问题是：（1）和灭亡北宋的金建立恒常的相互关系，（2）将分散的诸军事势力加以统合制驭。从这种观点来考虑，前述的赵鼎、张浚路线是欲经由对金积极政策，将兵权一元化，也就是藉第一方面来图谋第二方面。淮西兵变之后，则因为第二方面已成为当前目标，故又暂时把第一方面搁置起来。然而，绍兴七年八月——淮西兵变后的三个月，金取消了傀儡政权齐，国际局势丕变，金对宋的和平工作突然积极起来。南宋方面主张休战、缔和的政治势力因而得势，发言力量大增。结果，绍兴七年至八年的政治过程，遂分化为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两个方向，形成尖锐的对决态势，终至前者压倒了后者。本节即拟探究绍兴七年起至八年末第一次宋金和议的缔结经过，以及南宋政权确立的过程。

南宋政权诞生以后，仅绍兴三年末至翌年正月间，宋、金曾一度直接交涉，互派使节往来。宋曾以慰问拘留在金的徽、钦二帝为名，屡次派遣使节。绍兴三年六月宋派遣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韩肖冑、胡松年使金，同年十二月他们协同金使李永寿归国，翌年正月，李永寿返金时，宋又派章谊、孙近随行，和金进行外交交涉。当时金一面行外交交涉，同时又发动侵蜀的军事行动，后因金要求宋承认傀儡政权齐并保障齐之权益，为宋所拒绝，而结束这段交涉。

绍兴七年正月，之前于五年五月以大金军前通问奉表使奉派赴金，为金所拘留的何藓、范宁之忽然归国，带回金之对宋工作最高负责者宗弼的书信，信上提到徽宗及宁德皇后的死讯。这封书信宋、金双方均未留传，其内容遂不得而知。然而徽宗既早在绍兴五年四月去世，金至此时特别知会，显然别有用意。杨炜即云：“见报以太上之丧，以探朝廷意，谓我若遣使而有请，则唱为议和。”（《要录》卷一二五，绍兴九年正月乙未条引李光宛书简）就金而言，告知徽宗死讯，是要刺激当时高揭对金强硬论的张浚，以窥知宋的对策，迫使宋、金间作直接折冲，即金推出了人质外交。高宗在接收到这个消息后，心念转动，终日不能食事，张浚上言：“天子之孝与士庶不同，必仰思所以承宗庙、奉社稷者”，甚至要求“陛下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要录》卷一〇八，绍兴七年正月丁亥条）。绍兴四年八月，赵鼎的亲戚、主张道义的范冲也上奏称：人君之孝“当以安社稷为孝”（《要录》卷七九，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条）。这类的言论，恐怕是张浚想利用这个机会，更加强化皇帝复仇之念。归还父皇灵柩梓宫及生母韦太后的问题，在此后数年间变成南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课题。这意味着宋人的外交对策的确大受此死讯的影响，也可说是金国人质外交的胜利。

面对这样的知会，南宋其实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其一即全然漠视，置之不理；其二是企图对金复仇；其三是展开外交折冲，要求返还梓宫。由于这时正由张浚等对金强硬论者主政，从前述张浚之言即可窥知，当以第二种立场较居优势。王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特意迅速上奏：

先帝志慕道真，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弓剑，起陵庙，葬之名山，尽举送终之典。使海内咸知，梓宫还与否，不足为国重轻。彼虽有奸萌，何自而生。然后遣使，倘或请之未获，则大兵蹑之，问罪致讨，不为无名。因神民痛愤之情，刷宗庙存亡之耻。臣知梓宫可不请而得，为策之上也。（《要录》卷一一〇，绍兴七年四月丁酉条）


或许，这正代表当时多数人的看法，但高宗并不以为然，于是力言当迎还父皇灵柩。在二月时受命为大金通问使，于建炎元年至绍兴二年间经常往来宋、金间的王伦，得到提拔，出任大金国奉迎梓宫使。高宗在翌年五月对张戒述怀表白道：“去岁，上皇讣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谓朕何？”（《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戊子条）高宗派遣王伦，可说是选择了前述第三种立场，由此也可窥出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主导地位。

徽宗死讯所衍生的另一事端，是此时赋闲的秦桧，因深受皇帝信任，再度回到权力中枢。秦桧的复归出自张浚的要求：“张浚以桧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与共天下事。一时仁贤荐桧尤力，遂推引之。”（《要录》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甲午朔条）秦桧任枢密使赴庙堂之日，正是何藓、范宁之带着上皇讣闻归国之期。依往例，新任宰相到庙堂之日，当即归第，“至是，以何藓等还，留桧议事，不许归第”（《要录》卷一〇八，绍兴七年正月丁亥条）。高宗急着与熟悉金国情事的秦桧商谈有关问题。

总之，收到讣报，立刻和秦桧商议对策，又派遣王伦为使节赴金，请求返还梓宫，都是高宗本人的决定。值得注目的是，在南宋初期政治过程中，这是皇帝的意思首次被明白提示。此后，在确立南宋政权的重要政治场合中，高宗遂能居于主导的地位，而其发端即是梓宫问题。

绍兴七年四月，王伦为迎奉梓宫，向金出发。他动身之际，高宗特命其传语挞懒（昌）——与宗弼并驾的对宋工作最高负责人：

（康王）使伦请挞懒曰：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曷若归之赵氏。（《金史》卷七九《王伦传》）


在这之前，使金的宋使全都是到西京大同府，也就是宗弼的所在地，徽宗的讣闻也是由宗弼以书简通知，但王伦却被派往挞懒处，的确非比寻常。假如挞懒是决定秦桧归国的人物，那么派遣宋使至挞懒处和高宗的特别传语，就可能是出自秦桧的主意。所传之语，在表面上是请金把所占河南之地交还于宋，实则否定了因金授让而得支配河南地的刘豫政权，唯欲取消刘豫政权，则尚有赖于金。赵鼎、张浚路线以刘豫为大逆不道之贼，欲行军事征服；接获徽宗死讯后，成为高宗身旁最高支持者的秦桧，当然也意图消灭刘豫政权，建立宋、金两国直接共存的关系
(1)

 。高宗传语索还河南地的对象，既是挞懒而非宗弼，则其间或尚隐含着取消刘豫政权的要求。

王伦在途中曾为齐所留滞，终因金之相援，而于绍兴七年九月抵达涿州，面见金帅挞懒，两人之间有如次的问答：

问：过淮已久，何来之迟？公（王伦）备言刘齐邀索，住睢阳者数月。因言：豫在本朝，曾擢台谏，外朴内奸，营私掊刻，民怨神怒。方欲吞噬两朝，能保他日不为大国之患乎？恐妨远图，敢布腹心。问曰：若将豫与南宋，能制之否？公曰：皇帝圣孝神武，卧薪尝胆，志在恢复，但以天下为度，不忍轻以动兵。豫之父子，妄背国恩，孰不愿食其肉。倘欲驱除，何难之有？痛言利害，泪满茵席。（《攻媿集》卷九五，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谥节愍王公神道碑）


八年（1138）六月，为交涉和议而入朝的金使乌凌噶思谋对高宗“从容进曰：陛下知刘齐之废否，始因王某极言，遂了此事，真口伐也。北朝将相重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同前）。金之取消刘豫政权，当然是金内部诸势力纠葛的结果
(2)

 ，唯其契机，不可否认是出于宋使之策动、宋方的工作，以及秦桧的南北构想。

徽宗的死讯是宋金折冲的开始，宋的意向直接传送至金，于是，金于绍兴七年十一月忽遣大军灭齐。挞懒托言尚在归途的王伦致语高宗：

是冬，废豫。使谓公（王伦）曰：归报皇帝，强梗扫去，自此和议无复间沮。但当议者，须不倦以终之。（同前）


绍兴七年十二月王伦归朝，将金的意向告知高宗：“金人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要录》卷一一七，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条）

面对这样的局面，史称：“上大喜。”（同前）绍兴七年正月收到讣报，要求吊问及返还梓宫的使节于同年四月出发，及至同年年底归国时，使节的性质已然改变。出发时高宗的意向——也许是秦桧的意向——是希望返还河南地，等到使节归国时，由于傀儡政权之取消，宋金和议已然展开。

再者，王伦归国之时，南宋的政治状况也与他出发之际大不相同。七年四月，政权尚在张浚主持之下，当然主张对齐、金持强硬路线。王伦留滞齐、金之时，淮西兵变发生，张浚等积极论者下台；继任的赵鼎始终以镇静为首务，对金政策变得不甚明确，或竟有意抑制。绍兴八年二月朱松对皇帝上奏：

当今国论，不过两端。喜进取之谋者，既以行险妄动，而及于败。为待时之说者，又以玩岁愒日，而至于偷。二者不能以自通，而常堕于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见而均受其弊。故臣谓，惟能自治以观衅，则是三者通为一说，而无所偏废。盖能夙夜忧劳、率励众志，则未尝不待时，而不至于偷。审知彼己，必顺天道，则未尝不进取，而不及于败。谋人之国者，诚能如是，以求逞于雠敌，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纲目》卷八，绍兴八年二月上如临安条）


他综合当时状况，认为进取之谋（战争论）、待时之说（和平论）均不切实际，自治说（宋金继续对峙论）才最符合现阶段之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以张浚路线为基础的进取之谋并未获得积极的支持，欲维持宋金现状的自治说很清楚地出线，这是淮西兵变的后遗症。

淮西兵变的另一项后遗症，是高宗的心意有变，他对积极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对将军们充满不信任。七年十月底，他决定从驻跸地建康移往杭州时，赵鼎曾以恢复中原为由表示反对，对此，高宗表示，张浚路线的三年间只是耗费民力、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此等议论不足恤也”（《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戊子条）。绍兴八年正月，赵鼎欲召诸大将咨问恢复中原之计，高宗仍对以“不须恤此”（《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正月乙巳条）。

要之，自王伦出使至归国，宋朝的政治气候已发生极大变化。淮西兵变造成对金积极路线的退潮。而从国际环境来看，原本造成阻碍的金之傀儡政权业已消灭，相应于国内对金积极路线的退潮，宋金和议的背景条件皆已整备。再加上高宗欲迎还梓宫和生母的心愿，宋金和议遂浮上台面，成为最大的政治课题。


 三、高宗主导下之和议与赵鼎集团的崩溃

以淮西兵变为契机，绍兴七年（1137）年底各种条件、状况俱已齐备——宋主政者的更替，对金强硬路线的退潮，刘豫政权的消灭，金也允诺归还河南地、梓宫，送还韦太后——及至八年年初，高宗遂迅速展开缔结宋金和议的行动，并回避军事上的对决。八年正月，赵鼎以恢复中原的舆论增强，要求召集诸将，咨议军情，高宗却表示：

上曰：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正月乙巳条）


高宗已认定，当暂时中止诸将恢复中原的作战会议，相反，为梓宫、母后之故，必须进行和议。他再度派遣王伦使金议和，“时桧复议遣王伦使北请和”（同前，正月丙午条）。王伦于八年四月至祁州会见挞懒，次月又至北地会见金熙宗，“首谢废豫，然后致上旨，金主始密与群臣定议许和”（《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丁未条）。金于是派乌凌噶思谋等为使，出使宋朝议事，高宗对王伦、乌凌噶思谋说：“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脑涂地，此朕之本意也。”（同前，五月戊申条）这是将两国之和议休战正当化为求万众之安宁。其实，比之万众安宁，皇帝的本意更在意于母后生还：

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上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己，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要录》卷一二〇，绍兴八年六月戊辰条）


于是秦桧立刻表示赞同：“陛下不惮屈己，讲好外国，此人主之孝也。”（同前）史称乌凌噶思谋等入京时：

初，行朝闻思谋之来，物议大讻。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信为言。上意坚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要录》卷一二〇，绍兴八年六月丙子条）


八年六月时分，高宗断然决定：宋金议和将以母后生还为最高目的。从接获徽宗讣报起一年半以后，亦即吊问使节归国半年之后，高宗、秦桧等人决定，宋金和议是为求梓宫与母后的返还，也就是许诺放弃华北领土和人民。

这时，奉赵鼎为最高领袖的权力中枢士人群，仍以收兵权和整军为最高政治课题，意图由此重建集权国家。结果，南宋最高统治集团遂于绍兴八年年中分裂为两大阵营，一即高宗、秦桧等以安定宋、金关系为最优先课题者，一则为以收兵权为当前最大课题者。二者间为了争夺国策决定权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为了基本政策形成对抗的关系，双方争执的焦点端在于国家意志当如何决定。

日后高宗回顾此事，曾说：“向日讲和，本为梓宫、太后故；虽屈己卑辞，有所不惮。”（《要录》卷一九六，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庚寅条）又自陈道：“若名分，则非所先”，“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同前，正月壬辰条）。对高宗来说，缔结和议，固然有骨肉亲情与孝道的理由，却也含有维系宗庙祭祀一贯性和使自身皇位授权关系正当化的政治意义在内。至于宋政权将因和议而矮小化——华北版图的放弃，宋系以从属身份建立两国君臣关系秩序等问题，更属副次之事。就连宋、金将形成对峙的共存关系也成为当然的展望。绍兴八年八月之言，正是证据所在：“外国之与中国，如阴阳消长，岂能偏废。若可剿除，汉唐之君，行之久矣。”（《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八月甲子条）
(3)



另一方面，赵鼎及其影响下的官僚当然不会轻易地支持皇帝和秦桧的构想。由于淮西兵变的后遗症，他们在表面上已不再坚持对金强硬论，而力求稳固当前现状——持自治论、收兵权、组织皇帝的军队，即企图以实力恢复中原，夺回两帝。

南宋政权中枢在基本政策上发生了分裂，在任何一方都无法压倒另一方的情况下，二者——主和论和潜在的主战论——之间不得不图谋妥协和折中。八年六月，王伦和金使入京之时，因为有“上意坚甚”，“或（对反对者）至震怒”（《要录》卷一二〇，绍兴八年六月丙子条）等前述情况存在，赵鼎乃上奏：

密启上曰：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乃屈体请和，诚非美事。然陛下不惮为之者，凡以为梓宫及母、兄耳。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非有他意，不必以为深罪。陛下宜好谓之曰：讲和诚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为之。议者不过以敌人不可深信，但得梓宫及母、兄，今日还阙，明日渝盟，吾所得多矣，意不在讲和也。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必能相谅。（《要录》卷一二〇，绍兴八年六月丙子条）


由于和议的内容涉及国境、岁贡、名分、正朔、送还亡命等多种事项，今日获还梓宫、母后、皇兄，翌日即行毁约的事，亦非不可行。尽管如此，宰相亲身说出这番非现实的话，“上以为然，群议遂息”（同前）的事实，亦使我们得知，当时权力中枢在处理和议问题上，确实有着困惑。

这种藉所谓原则与本意、表与里、内与外的论说，以使皇帝意图和官僚意向折中妥协的尝试持续了一段时间。八年七月，张戒上奏：“请外则姑示通和之名，内则不忘决战之意，而实则严兵据险以守。”（《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七月乙酉朔条）同年九月又有如此对话：“上谕大臣曰：近张戒有章疏，论备边当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此极至之论也。赵鼎等言，当力守此议。”（《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条）

由赵鼎系官僚所尝试提出的折中论，虽被赞誉为“极至之论”，但也只维持到九月，以后就完全消失了。这意味着赵鼎集团的政治挫败，和议也在同年十二月底缔结。折中论、妥协论的根本矛盾在于赵鼎集团和权力中枢出现分裂。首先，赵鼎等人的基本构想——镇静及兵权收回——原系受淮西兵变影响，担心军队轻举妄动而成立，激励军队以强化其活力的做法成为禁忌，对外关系的开展也被有意地压制下来。基于此，皇帝、秦桧方面在只求保证皇室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确立对金关系；至于赵鼎方面则因此暴露出对外认识的死角，及其在对金积极论与标榜镇静无为间的两难。其次，“外和内战”论本身原有其矛盾之处。和则必须放弃华北领土与居民，将之割让于金，战则专务恢复；然欲同时实现二者，即使理论上有此可能，现实中却根本行不通。再者，要完成这种高难度的事情，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家统制力，特别是足以驾驭家军的压倒性政治力量。可是，当时尚在企划兵权一元化的阶段中，至少在绍兴八年九月之前强有力的皇帝军队仍未编组成功。于是，“外和内战”论仅似画饼，全无实现的基础。总而言之，在金尝试运用人质外交，高宗以孝道为大义名分行动之时，赵鼎根本无力与之相对抗，换言之，其政治领导能力的局限性已于此暴露无遗。

绍兴七年（1137）十月迄翌年六月间，赵鼎营营于安排自己的腹心，几乎已完全成功地占领了权力中枢，然而在有关和议是非的问题上，高宗、秦桧的政治攻势，使这个集团发生了分裂。就在其崩坏的过程中，先前所言的折中性构想出现了矛盾。以宣扬道义为宗旨的学究系官僚，是当时最大政治势力赵鼎集团的重要成员，面对金的积极以及高宗的意向，他们虽然强烈反对，却未能形成统一的集团性意志。这也暴露出赵鼎政治力、政治构想的极限。

绍兴八年六月，和议成了最大的政治课题，就在金使乌凌噶思谋抵宋之际，户部侍郎向子諲、中书舍人潘良贵、御史中丞常同等赵鼎系高官，在高宗面前发生争执，最后共同去官：

八年，秦桧、向子諲请与金和，潘良贵请战，公（常同）虑敌诈和，独请善备。（中略）上命侍从同议，子諲坚执讲和之说，良贵大叱之，交争于上前。上惊，欲抵良贵罪。及公奏事，上意子諲户侍之除公所荐，必助子諲也，因顾问，公乃曰：前日以其才可贰版曹而荐之，今日之事则不然。子諲请和而附桧，曲在子諲，良贵请战而忤桧，直在良贵。上不悦，因丐补外。（《文定集》卷二十，御中丞常公墓志铭）


综合上述，即有主和论的秦桧、向子諲，主战派潘良贵以及慎重论的常同。值得注目者，其中除秦桧以外全属赵鼎集团的士人，向子諲和潘良贵昔日还是好友。这时，赵鼎集团对基本国策的意见已有分歧。赵鼎既以张浚的冒险主义为戒，想来当与常同的立场最为相近，但他自己也说无法统一赵鼎集团的意见。在赵鼎身边致力于收兵权的王庶，非难宰相赵鼎、副相刘大中缺乏定见——即领导能力，“又如赵鼎、刘大中辈首鼠两端，于陛下国事何益。”（《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十月戊寅条）甚至赵鼎也于同月上奏，谓讲和虽不得已，但若梓宫和母后能够归国，“明日渝盟”亦无不可（《要录》卷一二〇）。这段期间，赵鼎既无法对宋、金关系提出明晰的构想，领导力与统帅力乃随之降低。

要之，被称为小元祐、名士集结的赵鼎集团，已因对宋、金关系的基本构想有别而陷入分裂状态。身为政治领袖的赵鼎亦为之窘态毕露。回想绍兴四年秋、冬时节，齐、金联军南下，赵鼎独力支撑大局，主张皇帝亲征决战，统一国论，为摇篮期的南宋政权标示出明确的方针，使之巩固确立，恰与此时的局面形成对比。

由皇帝主导的对金和议，暴露了赵鼎集团集结力的极限，亦即其作为政治领袖的极限。正当此一政治势力即将崩解之际，又来了最后的一击：由秦桧所推动的高宗、秦桧绝对排他联合阵线于十月初成立，当然赵鼎也就辞职了。

是月朔，宰执入见。桧独留身，奏讲和之说，且曰：臣以为讲和便。上曰：然。桧曰：臣僚之说，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下干与，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上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上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坚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鼎繇是卒罢。（《纲目》卷八，绍兴八年十月赵鼎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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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和议最后能够确定，在于高宗和秦桧形成排他联合关系。作为一个宰相却不能干预皇帝的政治决定，已然失去存在的政治价值，赵鼎当然不得不辞职。赵鼎辞任意味着赵鼎系的官僚全面败退，赵鼎集团失去了最高领导者，终告分崩离析，政治活动力也就消失了。从十月以后到十二月底间，赵鼎系官僚虽曾对缔结和议之事提出许多激烈的反和议论，却未认识到高宗与秦桧既相联合，攻击秦桧即与批判高宗同义，要求罢免秦桧也就如同要求高宗退位。这般透彻的议论既然看不到，即意味其政治立论缺乏展望性，反秦桧的势力也就不可能形成连横了。

十月初，秦桧以和议为媒介，与皇帝结为一体，排除了所有反对和议或观望者的一切干预，这样的动作很明显的是要排他地独占政治权力，是一次非军事性的政变。皇帝对和议的坚持，前文已有说明，即同年六月间，“上意坚甚”（《要录》卷一二〇）。故至十月一日，秦桧的目标不仅在于和议之决行，还欲将反对和议者从皇帝身边的权力中枢彻底排除。秦桧不但将自己的权力予以强化、绝对化，还对反对势力加上重重的一击，就此看来，他虽然未曾动用武力，但已达到政变的效果，此即朱熹所谓“胁主擅权”（《朱文公文集》卷八九，范如圭神道碑）。这样一来，反秦桧派——赵鼎派自有必要作出相应的对抗措置，不过，他们虽曾考虑联合反对和议的韩世忠、岳飞等大将，与之合作，却始终未见付诸行动。

总之，就绍兴八年六月至九月间和战折中、并用论来看，最高统治集团间发生了高宗、秦桧等主和论和赵鼎系自治论、主战论相抗衡的状况。十月，秦桧施出政治性的一击，以政变的方式，打破原有的抗衡关系，赵鼎集团败北。这次失败显示赵鼎在对金外交的设计上，无法与秦桧的南北构想论相对抗。况且早在秦桧出击之前，赵鼎集团已分裂成和、战、自治诸派，这表示，赵鼎的前瞻性与指挥能力已然穷尽，而这样的破绽早已结胎于所谓首鼠两端论、折中论内。“外论群起，计（和议）虽定而未敢毕行。”（《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条）这是十一月的情况，到了十二月，高宗、秦桧起用江南士人层的代表李光，和议遂“毕行”。


 四、绍兴八年第一次宋金和议

本节探究绍兴八年（1138）十月秦桧政变以后，至同年十二月和议成立的经过大要。

十月一日，秦桧要求高宗坚行和议，并将反对和议人士、骑墙派自权力中枢排除。之后，他又两次要求高宗花三天时间细细考虑，终于提出确认的文字，高宗和秦桧遂于十月上旬成立联合阵线。结果，首相赵鼎于同月二十一日辞职。先前，赵鼎的官僚群已因同年六月间讨论和议是非，分裂成赞成派——户部侍郎向子諲，反对派——中书舍人潘良贵，慎重派——御史中丞常同，并因在高宗面前争执，而于次月以不谨之名全部罢免。到了十月，参知政事刘大中又在赵鼎罢免之前去职。赵鼎的辞任更加速了这样的动向，六月间才完全掌握权力中枢的赵鼎集团，一下就解体了。十一月间礼部侍郎兼侍讲张九成、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吕本中、殿中侍御史张戒、枢密副使王庶等人，十二月时礼部侍郎曾开等次第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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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鼎系高官的罢职，并不与宋金和议直接相关，为巩固政权，秦桧必须拔擢承顺己意的士人。对于秦桧提拔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出任言事官最高职位御史中丞一事，“人皆骇愕”（《要录》卷一二三）。《要录》描述其事如次：

时秦桧方主议和，力赞屈己之说，以为此事当断自宸衷，不必谋之在廷。上将从其请，而外论群起，计虽定，而未敢毕行。如渊言于桧曰：相公为天下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桧大悟、遂擢如渊中司。（《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条）


继又以施廷臣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赞和议，故有是除，命下，中外骇愕”（《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子条），这和勾龙如渊的情况相类。秦桧得到皇帝的支持后，为了破除对抗势力，非常重视谏官、言事官，甚至以言事官为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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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这成为他政治手法的特色。此外，当这样的政治工作还不能说服反对派时，他就对慎重论——自治论者进行分化、怀柔。

秦桧在刘大中罢任之后，选了孙近和李光出任参知政事。十月下旬，赵鼎罢免的第二天，高宗与勾龙如渊商议刘大中继任人选事宜，如渊建议起用知绍兴府的孙近及知洪州的李光，以取代亲近赵鼎的吕本中。当时，高宗曾表示，李光原与赵鼎、刘大中等同一路线，推荐其继任，当特别慎重（《要录》卷一二二）。而这位李光就在十二月时被起用，出任参知政事。

吏部尚书李光参知政事。秦桧与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议初成，将揭榜，欲藉光名以镇压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上乃许之。（《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己未条）


在南宋王十朋所撰《会稽三赋》中，记载李光是会稽（越州）出身的名士，在江南士人层中颇具厚望。可以想象，当金使节张通古等人于十一月末越过国境，十二月中到达杭州之际，正是临安及其周边地区皆陷入政治极度不安之时。高宗和秦桧并不想起用李光，却又不得不加以任命，其背景乃是“外论群起，（和议之）计虽定而未敢毕行”（《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二月甲辰条）的政治情况，以及“欲藉光名以镇压耳”（《要录》卷一二四）的政治判断。而就李光方面来看，他既未积极地反对和议，却也不曾赞成和议，他和赵鼎、常同同属于慎重派；而他之所以敢于在和议将成之际参加最高统治集团，其实是因为“光本意，谓但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

高宗曾于八年十一月表示：“休兵之后，一切从节省，虽常赋亦蠲减，以宽百姓。”（《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庚寅条）意即承诺将藉和议—休战而改善战时财政状况，减轻江南地主的负担。由这一点看来，李光就任宰执，正是对高宗、秦桧怀柔策的回应。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赵鼎、李光同样主张与金对决，也都标榜以重建集权国家为基本路线的自治论；可是，赵鼎、王庶、张戒、常同是从北方移往南方的士人，李光则是以江南为根据地的士人，当后者被纳入高宗、秦桧联合阵营时，前者即处于孤立的状态。

总之，十月上旬，获得皇帝绝对信任而掌握政局主导权的秦桧，其政治手段为：（1）以言事官为腹心，弹劾赵鼎系高官，更替权力中枢的成员，以求实现和议；（2）分化和议慎重论者——自治论者，怀柔江南士人层的代表，纳入政权之内，以压制反对势力。

绍兴八年（1138）第一次宋金和议的交涉过程有一大特色，就是金方（挞懒）明显的粗糙与急性。绍兴七年初宋得知徽宗驾崩后，所派遣的吊问使节于同年十二月归国时，已变成传达和议条件的使节。八年十一月，金一点也不考虑宋人的感受，派遣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明威将军萧哲南来。张通古等人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行在，“言先归河南地，徐议余事”（《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子条）。其任务只在告知返还河南地，传递金朝国书（敕书）。

九年正月，王伦、蓝公佐等人使金之际，“乃遣副使蓝公佐先归，论岁贡、正朔、誓表、册命等事”（《要录》卷一三二，绍兴九年十月是月条）。由这一点看来，八年十二月和议时，有关宋支付予金的岁贡额度、种类，宋对金之誓表，金对宋之册命、历书等讲和缔约时必须论及的内容和形式等各项条件，均未讨论。职是之故，八年十二月和议的最大疑义，首先在于应否拜受金之国书，如若拜受，又当依何种礼法拜受。

张通古所持金国书之形式如何、文章内容如何，今日皆已不能获知。《要录》卷一二四引赵甡之《中兴遗史》说：“通古所持诏，其辞不逊，上皆容忍之。”（八年十二月庚辰条）又《要录》同卷引《绍兴讲和录》云“金人国书”大意如下：即先前建齐以求休战，图四方宁静，然历经八年皆不见效，乃予废黜，“况兴灭国，继绝世，圣人所尚，可以河南之地俾为主云云”（同前）。《绍兴讲和录》只是略掇其言，故其形式、内容不明。唯此处之“灭国”、“绝世”，殆指宋朝、赵氏无疑。整体而言，大概是要把原来伪齐的领土、人民转付予宋朝。在宋人眼中，刘豫的齐政权乃大逆不道的逆臣，而今竟与之同等待遇，自是令宋人难以忍受，所谓“不逊”或即缘此而起。

金和齐约为君臣关系，但刘豫不只尽臣下之礼，“又为大朝（金）之子”（《金史》卷七七《刘豫传》），故金、齐关系尚拟如父子。现在河南地既归还宋朝，齐的地位亦当由南宋继承，金、宋关系遂成父子关系，这可能也是所谓“不逊”的缘由。再者，刘豫既为大朝（金）之子，金朝使者至齐，刘豫皆亲问大金皇帝起居；使者归国之时，亦皆起立致送给金帝的奏文，这些均规定于金的诏书中（《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由于金的国书也要求宋遵守与刘豫相同的礼法，宋的舆论立时强硬起来。八年十一月，金使尚未入境，驻屯淮东的韩世忠，就从比金正使先遣的银牌郎君处得到机密情报，通知朝廷：“金人欲要陛下如刘豫相待礼数。”（《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壬辰条）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使入境，宋之接伴使范同“北向再拜，问戎主起居，军民见者往往流涕”（《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戊申条）。由此亦可推测，金将以宋与齐并置。张通古所携国书的内容虽然不明，但推想是与金赐齐者相同。韩世忠在先前的情报中还提到：“且刘豫系金人伪立，而陛下圣子神孙，应天顺人，继登大宝，岂可相同哉。”（《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壬辰条）无论赵鼎或秦桧都认定刘豫为逆臣，要宋接承其位，确实是难以接受而心服。

高宗、秦桧原欲藉和议索还河南地、先帝梓宫，并迎回母后，而今亦难以决断。问题在于“金人遣使张通古，要上北面拜诏”（《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条引《中兴遗史》），赵鼎系高官已有多人为此辞职，对于权力基础不稳的秦桧而言，这成为必须紧急处置的重大政治课题。

十二月二十四日，张通古等金使节团抵达行在。从他们诏谕江南使的名衔来推察，此行并不是为交涉休战条约或讲和条约而来。张通古说：“先归河南地，徐议余事。”（《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子条）他的基本任务只是为了传递国书。然而金的国书传递——就宋而言，则是臣服拜受——其实已可视作是宋、金和议之成立，这种单向性是第一次宋、金和议的一大特征。又由于金单方面地要求宋皇帝依照和刘豫相同的礼法，来拜受金的国书，宋之朝议因而沸腾，政治气氛立时动荡不安：

军民时出不平之语，闻之有可骇者。上自大臣，下至百执事，朝夕惴惴，恐此礼一行，或生意外之变。阖城百姓，有终夜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润、会稽之间，民悉不安。（《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子条）


这是一种恐慌状态。在此情况下，中枢再次陷入苦虑，唯有秦桧心腹的御史中丞勾龙如渊特别活跃。他在金使未入京前的十二月十八日，已对皇帝献言：“礼不行而事定。”在此之前，驻守首都的三位将军杨沂中、解潜、韩世良已先和秦桧见面，谓皇帝如行屈己之礼受纳金之国书，恐将有不测之事。三将又对勾龙如渊说，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虽在外地，恐他日将为彼等所斥责，故难以协助。如渊乃与之约定，“他日，第令计议使取国书，纳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礼数。”然后上奏道：

今日金人既遣报使，赍书而来，傥若不受，必至归曲于我。一日兴师，彼则有辞。此和议固不可坏，而礼文之间，动辄过当。若不度利害，勉而从之，则堂堂中国，一旦遂为敌人屈己。

他认为，拒绝和议将给予金人再开战争的名目，故宜避免。但其既于礼法上有失，故“如臣管见，必遣王伦，与使人反复商议，取得敌书，纳入禁中，则礼不行而事定矣”（以上全出自《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庚午条）。这种不经行礼而取得国书的提案，得到高宗的首肯。二十四日闻朝议决定，“欲不行屈己之礼”（《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子条），勾龙如渊、李谊、郑刚中等言事官和宰执乃连日协议对策。其时，情势相当地不利，不但在京百官提出了各种反对和议论、慎重论，高宗也抱怨道：“王伦本奉使，至此亦持两端，秦桧素主此议，今亦来求去。”（《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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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桧未有以处，因问给事中、直学士院楼炤，照举《书》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之句以对，桧悟”（《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条）。这是出自《书经》的一句话，言殷武丁（高宗）服丧三年，沉默不语。秦桧于是想到了解决方法：“上不出，而桧摄冢宰受书。”（同上）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间，经过高宗—王伦—金使间的一番折冲，结果于二十八日，“尚书右仆射秦桧见金国使人于其馆，受国书以归”（《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条）。终于解决了受纳国书一事，“人情始安”（《要录》卷一二四）。

正如勾龙如渊所言，拒绝拜受金之国书，可能会引起战争；然而反对和议的百官和将军们既然占了大多数，令宋、齐等量齐观的皇帝亲受文书仪式，根本不可能进行。当时的秦桧，权力尚未完全强固，但他终究正确地克服了困难。绍兴八年和议并不是以秦桧组织完成的政治势力为背景或原动力来实现的，因此其脆弱也是可确认的，这与绍兴十一年末第二次和议极为不同。


 五、绍兴八年和议的正当性与反对论

自绍兴八年（1138）十月二十一日赵鼎辞相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和议成立的大致经过，约如上述，当时若就实力而论，金远比宋为优越。宋的高层政治人物中，除了原有的对金强硬论者，也有不少慎重论者反对和议，再加上秦桧的揽权与压抑异议论者，乃形成反金、反和议、反秦桧的混声大合唱，吕中曾将之整理如下：

桧虽以和议断自圣衷，而人心公议，终不可遏。争之者，台谏则张戒、常同、方庭实、辛次膺。侍从则梁汝嘉、苏符、楼炤、张九成、曾开、李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郎官则胡埕、朱松、张广、凌景夏。宰执则赵鼎、刘大中、王庶。旧宰执则李纲、张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许欣、潘良贵、薛徽言、尹焞、赵雍、王时行、连南夫、汪应辰、樊光远交言其不可。大将岳飞、世忠亦深言其非计。而胡铨乞斩王伦、秦桧、孙近二疏，都人喧腾，数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条引吕中《大事记》）


以下拟检讨和议正当化论、和议反对论的大要，也就是与当时最高政治课题有关的政治思想和理论。

首先，是皇帝一贯强力抬出“孝”论作为和议的正当理由。在取回先帝梓宫，迎还皇兄、生母的问题中，高宗最迫切解决的还是如何迎回太后韦氏。韦氏生于元丰三年（1080），绍兴八年（1138）时已五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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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己，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要录》卷一二〇，绍兴八年六月戊辰条）。于是很多人主张，天子之孝有别于士庶之孝，当以奉宗庙、社稷为大事，不能如士庶之孝但循私情（如《要录》卷一〇八，绍兴七年正月丁亥条，张浚之言）。虽然如此，高宗心意始终未变。

高宗一直强调骨肉之情，“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据朕本心，惟应养母耳”（《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条）。结果所有的和议反对论都不能与高宗的主张相抗。

其次，高宗之所以主张和议，是认为和议成立——恢复和平，方能保证万民休息和安宁。比较起来，迎还梓宫、生母是较早的立论。若从《要录》来看，休兵安民论之首次提起是为了因应八年六月金使入京的现实问题，故其提出最早是在五月末。“上谓辅臣曰，（中略）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脑涂地，此朕之本意也。”（《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戊申条）以后，和议即多以万民之休息、安宁为理由，特别是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和议之时，这个理由更跃升为主流。

绍兴八年十二月金使张通古入京之际，也有一些臣僚论及和议的正当性。他们认为对金强硬论者的灭敌论是不可能实现的，故当“度利多害少则行之”，亦即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审度和议之可行（《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乙卯条，冯檝之言）。其中值得注目者，为太府寺丞莫将的意见，他从另一种角度支持高宗先前的休息安民论。“臣闻，兴师十万，则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此危道也。今日之议成，虽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虑也。”（《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甲子条）这是说，战争的持续将削弱民力，造成阶级的对抗关系，增加社会不安，甚至导致国家内部崩坏的危机，故当主张和议——休战，恢复和平，这是在高宗提出的两个理论之外的第三个和议正当化理论。

另一方面，反对和议论者更是济济多士，论点亦多歧异，秘书省正字范如圭在十一月末写给秦桧的书简上，表达了反和议论的典型论点。

范如圭的书信一开头就高揭复仇论，“礼经有曰，父母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誓死以报”。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既崩殂于沙漠，理应“北向以治女真反天逆常之罪”，至于春秋之法，“仇不复，贼不讨，则不书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于不得其死，而不复仇、不讨贼。使神灵衔冤抱恨于地下而不得伸，虽得梓宫而葬之，于臣子之心能安否乎”。他认为不复仇而与敌议和的说法根本不值一提。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高宗提出归还生母以践孝道之说，反和议论者却以为父皇复仇为第一目标。

范如圭主张的第二点是金人彻底的不可信任。因女真之言包藏奸诡，不可测度，相信女真的花言巧语而与之议和，根本就是错误。金虽告知徽宗死讯却不肯说出讳日这点，就是其不能信赖的最好证明。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女真之不可信还有五点：第一，宋曾与之结盟合围攻辽，金却在灭辽之后进犯开封；第二，第一次包围开封，与结城下之盟后，金军理应撤退，却在不旋踵间围逼太原；第三，其后又于和议使臣往来之际，同时兴兵不绝；第四，开封沦陷后，和议尚在交涉之时，金即强行挟制两帝往北方；第五，既建齐为傀儡政权，却又任意取消。上述均是范如圭认为金不可信的历史根据。

范如圭的第三个理由是以国家民族的自尊心、面子为名，堂堂中国绝不能屈服于夷狄女真。“闻其（金）使称诏谕，挟册而来，要主上以下拜之礼。果有之乎，其无之也；果可从乎，其不可从也。反面事仇，匹夫犹不肯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甚至还说“一旦拜受女真之诏册，则将行女真之命令，颁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滨，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虽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是“举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弃之哉”。

范如圭致秦桧书简的第四项，比之前述三项直接反对与金和议的理由，性质上有一些不同。他认为皇帝应闻天下军民之声，今天下军民皆反对和议，故不宜强行和议。“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军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从之。至于今日，天下军民岂肯听吾君北面而为仇贼之臣哉。主上以思念父、母、兄之故，不惮于屈己。天下军民以爱君之故，不肯听主上之辱身。”（以上皆引自《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条）高宗本是在特殊情况下因缘即位，此所谓皇帝是受万民推戴而登位，因此高宗的政治决定也应反映万民的意志，今万民既反对与金和议，皇帝即应顺从万民之意。

范如圭的和议反对论可综合成四项：（1）复仇论，（2）对金不信任论，（3）民族自尊论，（4）舆论反对论。当时的反和议论在形态上虽然各式各样，大概都以此四项为基轴组成。其中第四说，完全自道义立论，倾向于道德、精神论，与和议正当论的计量利害、规避社会危机之说截然不同。形成此种倾向的背景，正是皇帝欲履行孝道而强行和议的现实，为了对抗皇帝的孝论，反对论不得不转向更高一层的道义理论。

第四说虽是间接反对和议，却和当时的政治主张、政治决定、政治参与等诸问题相关。至于“天下万民之声”的主张，简直就是针对当时秦桧十月政变提出批判，以下即就此稍作检讨。

类似的议论其实很多，例如胡铨就主张斩秦桧、孙近、王伦，又称“都人喧腾，数日不定”（《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条）。其奏文说：“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国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陪臣”（《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丁未条）。胡铨的立场比范如圭更具民族敌忾之心，或者说，复仇心更浓。值得注目的是，他指出皇帝的地位不是私物，而是具有传统意义的公器，这是一种皇帝体制论的创发。监察御史方庭实的奏文更清楚地确认了这一倾向。或谓当时士大夫皆反对和议，如范如圭、王庶、曾开、李弥逊、方庭实等“言之尤力”（《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辛未条）。方庭实曾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中略）传嗣正统，有祖宗积累之基，有长江之险，有甲兵之众。群臣、万姓、三军皆一心欣戴陛下，如子弟之从父兄，手足之扞头目。陛下纵未能率励诸将克复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于虏乎。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何，其如天下之心何。”（《纲目》卷八，绍兴八年十二月虏使张通古来议和条）
(9)



从政治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和议的是非，可有如下之言。首先，掌握和议主导权的皇帝，（1）是以迎还母后，意即履行以骨肉之情为内容的孝道思想为理由，将其所接受的不利的、屈辱性的和议正当化，（2）其推动和议的政治手法，是和秦桧作排他性的结合，把反对论者、慎重论者从权力中枢驱逐出去。于是，反对势力就借着（1）主张为父皇复仇，从和皇帝孝论相同的家族道德、孝道立场进行反击；（2）高宗的即位并无先帝指名之类的授权关系，而系由推戴而成，以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势为原点，指出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和秦桧作排他性结合之不当。这样的解释如果无误，那么绍兴八年的和议之争，也可说是针对南宋基本特质当如何选择、决定进行争论。皇帝、秦桧的理论是走向家产国家、皇帝专制主义之路；反对派方面，则倾向于皇帝体制论、皇帝官僚制国家。

北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即是前述两种性质的合并展现。从五代的后周到宋，如果强调最后、最大、最强的军事权力，即当以前者的理论为上；然若重视北宋科举官僚制的动向，又当以后者的理论为重。到底南宋政权所要承继的是哪一方呢？这个问题一直隐伏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的底流中，作为一种理论性的课题，或是潜在性的课题，一再地出现。绍兴八年底，如何选择中兴王朝性质取向的课题，借着和金建立和议关系为契机，一举迸现。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势力相对峙的绍兴八年年底，尚有一事未决，此即理应为中兴王朝——集权国家支柱之一的军事力量，应当一元化为皇帝所有的收兵权大计，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由何人主导的问题。

最后所要讨论的是，和议中放弃两河（河北、河东）、山东等中国固有领土、人民之事，反对论者何以几乎不曾表示愤怒、抗议，或是从这样的立场提出反对意见。

宋金和议的成立，意味着现有军事势力范围的冻结、固定，从当时的势力关系来看，宋在固有领土、人民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损失，至少意味着宋放弃或割让金已占领地区的主权。绍兴八年第一次和议中，金提议归还河南地，九年又加上了关中（陕西）。这或许是使割让、放弃等议论不太浮出表面的原因，但是宋仍然丧失了两河、山东的华北主权。河北有宋王朝的发祥地（涿州），标榜“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大金吊伐录》卷二，《会编》卷五〇）的民间自卫组织也仍活跃于两河一带，继续抗金的行动，然而宋却始终无所表示。和议成立之后，礼部侍郎冯檝于九年二月时说：“河东、北不属割还地分，万一两路人民逃归，受之则为失信，要须先为措置，免致生事。”（《要录》卷一二六，绍兴九年二月乙卯条）三省、枢密院遂订定相应措置。吕中因此议论说：“朝廷弃三路（两河）如弃土梗，弃两淮如弃敝屣。”（《要录》卷二九，建炎三年十一月壬戌条引《大事记》）

对于政府计划在杭州建设奉迎钦宗用宫殿之事，胡寅于九年正月致书张浚说：“十余年间，凡有诏令，必以恢复中原为言，所以系百姓心也。今乃于临安，增修母后、渊圣宫殿，是不为北迁之计也。然则居杭者乃实情，而恢复者乃空言耳。”这是对和议结果之必然放弃故地表达不满，但并未对舍两河、山东作正面抗议。

如果说从五代后周至宋的中国统一事业，其大义名分乃在于抵抗契丹的压力，防卫华夏世界；那么同为赵氏政权的南宋，政治态度何以如此悬殊，值得深究。这个课题难以在此作全面性的探讨，只有点到为止，但笔者愿意就政治史的层面，提出若干假设性的见解，以说明在皇帝周边、侍从官以上的权力中枢内部，代表两河地区的政治势力已趋微弱。这种微弱性不仅表现在量上，也表现在质上。其实出身两河、山东的人物很多，但何以他们甘心舍弃故土而不加抗议呢？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说：“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亭林文集》卷五，裴村记）他对于在地世族所承负的社会机能评价甚高，由此顾氏复感叹：“靖康之变，一家能相统帅以自守者无，夏县司马氏举宗南渡，而其返里尚未足百年。”（同上）夏县属河东（山西）解州，司马氏是数世聚居的河东名门大族，这也是司马光的家族。据顾炎武之言，司马氏因金军南下而抛弃家园，历数百年不曾复归。

南渡后的司马氏，可以司马伋为例，绍兴十五年（1145）七月，他奏请高宗将预定在建安刊行的《涑水纪闻》禁绝毁版，理由是“秦桧数请禁野史，伋惧罪，遂讳其书”（《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七月丙午条）。再者，绍兴二十六年（1156）四月，司马伋之弟司马倬罢提举两浙路常平茶盐公事，理由是“倬与王会、曹云为死党”。王会是北宋神宗朝宰相王珪之孙、秦桧妻王氏之弟，在秦桧专权时期甚为得势，历任平江、建康、秀州、湖州知事，敛得私财甚巨。曹云则是平江大贾，营卖卜业，他和住在平江的士人如司马倬等往来交际，买得官位（以上据《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己卯条）。司马氏南渡后，与当权派、富商相交结，我们可以由此认定，他们已沦为当时政要的寄生者。搜罗这类事例，虽可推量出这种倾向，然亦不过附从顾炎武的慨叹，补充南渡后河东名门的动向而已。不过，单仅就此来看，亦可说明两河、山东系士人层早已丧失其自我立足的基础，地缘关系极为淡薄，只好寄生于皇帝、权势者之下。

根据和议割弃领土、住民却未遭强烈抗议的现象，其实也和北宋末士大夫层的生存状态，及其自我变化的再生形态有关，他们的在地关系淡薄，于是依附于权力的寄生性与存在形态的特权性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九所录之《经俎堂杂志》中有如下的对话：“赵子固、向伯升太原人。携家南渡，各有中原田契两笼。其初日望恢复，凭契复业。至今七十余年，竟成无用。”由此可知，华北地主层也曾希望组织起来，形成政治力，但未能影响南宋的国家政策。南宋初期虽然不断出现各式各样的复仇论、民族自尊论，但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政策论、和议反对论却极为缺乏，这正暴露了南宋政权的基本特质。



————————————————————


(1)
  参见寺地遵之论文：《秦檜の南北構想試論》
 ，《史学研究》150号，1981年。


(2)
  参见外山軍治与陶晋生之论文。外山軍治：《刘豫の斉国を中心としてみた金宋交渉》，《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陶晋生：《完颜昌与金初的对中原政策》，《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以及外山軍治：《熙宗皇统年間における宋との讲和》
 ，《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3)
  高宗曾于绍兴十九年四月谈到：“中国之有夷狄，犹阳之有阴，自古无殄灭之理，使可殄，秦皇、汉武为之矣。”（《宋史全文》卷二一，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条）又此语仅见于《宋史全文》。参见寺地遵：《秦檜の南北構想試論》
 《史学研究》150号，1981年，第11—12页。


(4)
  明记此事发端于“十月朔”者，只有《中兴两朝编年纲目》。


(5)
  绍兴九年三月的权力中心组成：侍从官方面，宰相只有秦桧一人，参知政事为孙近、李光，签书枢密院事虽有韩肖冑、王伦、楼炤三名，但韩肖冑为大金奉表报谢使，王伦为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皆是出使金国而有的名誉职。实务官方面有，中书舍人刘一止，吏部尚书晏敦复，吏部侍郎刘岑，户部尚书梁汝嘉，礼部侍郎冯檝、吴表臣，兵部侍郎萧振，刑部侍郎周聿，工部侍郎陈诚。言事官方面有勾龙如渊、廖刚、侍御史施庭臣。其中属赵鼎系者只有晏敦复（据《续鉴》卷一二一及《纲目》卷八）。所谓侍从（官），据南宋赵升撰《朝野类要》卷二，“翰林学士、给事中、六尚书、侍郎是也。又中书舍人，左右史以次，谓之小侍从”。


(6)
  衣川強：《秦檜の講和政策をめぐって》
 ，《東方学報》45，1973年。


(7)
  身为清代经学家又以历史地理研究知名的洪亮吉曾言：“此只是桧以托词挟制高宗。”这样解释或许也妥当。见《续鉴》卷一二一，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寅条引“考异”。


(8)
  参见千叶焈：《徽宗の皇后たち》
 ，《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下》，汲古书院，1981年。


(9)
  《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辛未条附注称：“（李）弥逊、（方）庭实奏疏未得本，当访求增入之。”此上奏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白指出天下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又吏部侍郎魏矼也说：以皇帝养母之情为“人主之孝”并不妥当，能安国家、保宗社才是“天子之孝”，又说和议当“以国人之意拒之”。还说：“所谓国人者，不过万民、三军尔。缙绅与万民一体，大将与三军为一体。今陛下询于缙绅，民情大可见矣，惟三军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国之大事，岂可不访之兵将乎。”（《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条）也就是希望皇帝能先听取万民与三军的意见。



第六章　南宋政权与江南地主阶层——李光之出任参知政事


 一、李光的基本立场

绍兴八年（1138），第一次宋金和议订立，这是南宋政权确立的重大转机。就在宋金和议形成之际，南宋的政治势力之间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一直占据着政权中枢的赵鼎集团，在这年秋天因高宗、秦桧所策动的政变而下台。可是，此时的秦桧，政治力与组织力皆有不足，尚未能完全掌握住政权，极需要他人的合作与支持。于是遂形成一面标榜排他性，一面寻求支持与合作的矛盾现象，而其根底则出自秦桧的无力。

绍兴八年十一月、十二月间，无锡出身的孙近与会稽（绍兴）出身的李光，相继被举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高宗与秦桧的合作伙伴。特别是李光，其所以见用，实基于特殊的考虑，“秦桧与光初不相知”，“上意亦不欲用光”，“欲藉光名以镇压（反对势力）耳”（以上见《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己未条）。然而值得注意者，孙近、李光之起用，并非因为他们是赞同和议的有力人士，而是缘于其为江南名士之故。在南宋的《会稽三赋》（王十朋撰）中，李光是享有令名的名士。绍兴十一年（1142），栖隐于故乡的李光，遭到弹劾，“近会稽之民，以李光鼓惑，遂至于纷扰者累日，今闻（范）同与朱翌、邵大受等又往（李光）家焉。（中略）万一会稽藩辅，为之震动，则远方闻之将如何”（《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条）。从这件弹劾案可知，他确是会稽、江南最有力的人士。所以，绍兴八年底之起用李光，不只是为了镇压反对和议论，而是因为不得不江南政权化的南宋政权急于拉拢江南士人层、笼络江南舆论的政治计算。尚在巩固局势中的南宋政权，乃是不得不以江南为基本地域的继承政权，迟早都必须斟酌江南的政治要求，并且收拢江南士人进入权力中枢。因此，邀请李光就任参知政事，争取江南士人层赞同和议，都是继承政权和江南达成一体化的尝试。

透过李光其人、其社会政治立场，以及他从绍兴八年底到九年底整整一年间在政权中枢提出的主张与言论行动轨迹，可以具体而明显地看出这个阶段的南宋政权和江南的接点所在。这个问题还意味着，我们可以由此具体观察到，权门层在这个历史性的特殊场面——南宋政权确立时期之江南地区中，如何寄生于代表北宋末期民族全体之王朝权力上，一再“倚法营私”，并和在地地主官僚间进行政治斗争。以下，本章将以李光为中心，追索不得不江南化的南宋政权和江南的关联。除了在位仅七十余日的李纲，前此为相的黄潜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俱非江南出身者，他们也不是代表江南为江南提出政治要求的宰执，因此透过李光的起用及其轨迹，我们可以检讨继承政权和江南在此一阶段中的关系，以及北宋末权门层余绪和江南地主官僚的政治斗争，这也是研究南宋政权确立过程重要的一环。

南宋的代表诗人、出身越州绍兴的陆游，曾列举包含朱熹在内的“近世名士”八人，居首者即李光（字泰发）（《老学庵笔记》卷九）。李光是越州上虞人，在北宋末以迄南宋初这段动荡时期中，他是江南士人的代表人物。今日所传的《庄简集》十八卷，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由于没有墓志铭、神道碑、行状传世，所以他所代表的江南士人——读书人官僚风采遂不甚清晰。但映在青年陆游眼中的乡党名士形象，却是极为生动鲜明：

李丈参政，罢政归乡里时，某年二十矣。时时来访先君，剧谈终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鞵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渭南集》卷二七，跋李庄简公家书）


令陆游感动，当时四十七八岁的李光刚毅之风，跃然纸上。从文中看来，李光因与秦氏（即秦桧）对立，已被逐出中央政界，而这种打压的力道亦可预见将越演越烈。事实上，此后没多久，李光和张浚、赵鼎等秦桧的前任宰相们，同时受到秦桧的彻底压迫。绍兴十七年迄十九年间，因家藏野史、编纂私史、诽谤时政等罪名而起的“李光之狱”，几乎将其所有家族、近亲以及关系较深的士人都牵连在内，或系狱，或流放，“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要录》卷一六八，绍兴二十五年四月己丑条）。秦桧死后过了数年，绍兴三十一年春，李光妻管氏要求为光恢复名誉，她说：“光迁谪岭海，首尾十八年。二子丧亡，二子流窜，田园屋宇尽皆籍没，骨肉流散，身后二子、三孙俱白丁。祖宗以来，执政官得罪，未有如光被祸之酷者。”（《要录》卷一八九，绍兴三十一年三月辛卯条）李光何以会遭受如此迫害，乃是南宋初期政治史的重要课题，当留待与秦桧专制体制论一并讨论，此处所可确认者，即其受到极其严酷的迫害，也就是说，他被秦桧视为头号政敌。

其次想要介绍的，是李光在江南士人间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

绍兴八年秋、冬的政情，由于第一次宋金和议的缔结，陷入紧张和不安之中。获得高宗完全信任、推动和议的秦桧，已和反对派决裂，当时具有相当发言权的将军中，亦有持反对论者，“时诸将韩世忠、岳飞皆以议和为非计”（《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条）。高宗的决断、秦桧的政治力均不足以支撑和议的进行，“而外论群起，计虽定而未敢毕行”（《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条）。就在这样的气氛中，金国使节将于十二月下旬携国书（金皇帝的敕书）至临安，迎接他的是高度的政治不安。“军民时出不平之语，闻之有可骇者，上自大臣，下至百执事，朝夕惴惴，恐此礼一行，或生意外之变。阖城百姓，有终夜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润、会稽之间，民悉不安。”（《要录》卷一二四，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子条）于是遂于十二月七日，以李光为参知政事，与秦桧、孙近、韩肖冑等人同为大臣，组成权力中枢。这是要利用李光的声望来度过政治危机：

吏部尚书李光参知政事。秦桧与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议初成，将揭榜，欲藉光名以镇压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上乃许之。（《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己未条）


由此即可了解，高宗和秦桧之所以起用李光是为了对付世论。然而江南士人层并不了解这点，对于同乡代表参与中枢寄予热切的期望，如其同乡士人者：

会稽杨元光，作而喜而曰：吾乡先生得位，必将尽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绅之望矣。（《鸿庆居士集》卷四一，右从政郎台州黄岩令杨元光墓表）


这显示他们对于此次人事变动抱持着多大的期待。总之，李光拥有极高的声望，在南宋政权新首都的天子脚下，代表会稽地方人士表达意见，这一点是可确认的。

其次所欲检讨者，即李光虽说是江南会稽人士的代表，但他代表的究竟是江南普遍的利益，抑或是江南特定阶层的利益呢？如序章所言，山内正博将南宋政治史的架构，设定在北方移居之地主、官僚和江南土著之地主、官僚的抗争上，至其暧昧之处，序章亦已有说明。若此，李光不只是南方的代表，其背后是否还有江南某个阶层存在呢？有关李光生活形态的史料分量极少。因此，以下将从他的政治发言和行为经历，来逼近此一问题。

李光的仕宦生涯中，可以绍兴八年至九年的参知政事职任为界，分为两期。前期始于崇宁五年进士及第，历任地方官、中央官、参知政事等三十余年的过程；后期则是与秦桧斗争、失败，流放岭南、海南岛，以迄结束失意生涯的二十年时间。当然，由于他后半期的政治发言、主张均未见记载，也就没什么值得检讨的内容。然而，检视他前半期的行动、发言，仍可以指出他一贯的政治态度。简言之，那是一段始终不懈的斗争过程，对象则是支配皇帝周边、权力中枢，以此为背景而大张权势，藉此扩大私利私欲的权门层特权官僚——同时也是享有特权的地主层。

据《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所言，他在进士及第后，先为开化县令，有政声，就任都堂审察时，已召宰相不悦。到底因什么事情不悦，并不可知，政和末期的宰相为何执中、蔡京、郑居中等人。北宋末年和李光对立的蔡攸是蔡京之子，郑居中则是郑亿年之父。绍兴九年，郑亿年从金的傀儡政权齐回归，为了他的处遇之事，李光与秦桧争执甚烈，这是造成李光罢职最重要的原因。《会编》卷二二〇引《秀水闲居录》称：郑居中之族叔郑绅，在京师（开封）经营酒肆，女为徽宗皇后郑氏。居中之妻是神宗朝宰相王珪之女，生子亿年、修年、侨年；修年之女后嫁秦桧养子秦熺。秦桧既与宰相王珪有姻亲关系，又迎娶郑家女为子媳，故与郑居中有着双重关系。代表权门层的秦桧和反权门势力的领袖李光，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早有预兆可见。

李光出任平江府常熟县知县时，又与平江府（苏州）的朱冲、朱勔父子发生正面冲突，直到北宋灭亡，他一直与江南最大的权势之家朱氏相抗争。《会稽续志》卷五记载：“朱勔方以花石得幸，势焰熏灼。光不为屈，系械其奴。勔怒讽转运使，移光知吴江（县）。”《宋史》本传则说：“朱勔父冲倚势暴横，光械治其家僮。冲怒。”两者虽不一致，但无论何者为真，皆与朱氏一门有所瓜葛。“朱勔之父朱冲，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云麓漫抄》卷七），又“设肆市药”（《东都事略》卷一〇六《朱勔传》），据此，朱家当是商人、药商之流，而前述之郑家也是酒店商家。此后直到北宋末年，李光不断对朱勔提出弹劾。靖康元年三月，他弹劾朱勔心腹地方官曾纡的状中有如下之文：

（叶）昌衡、（陆）棠皆奴事朱勔。（中略）棠知平江府长州县，专一勾当朱勔家事，民间讼牒，悉委佐官。平江地濒太湖，勔田产尽在长州县，多被水患，民间不肯承佃。棠既为抑勒上户佃种，稍不承认，即枷项送狱。承认之后，永无脱期，至破家荡产，卖妻鬻子，犹监锢不已。良民妻女，稍有姿色者，必多方钩致。百姓田园，号为膏腴者，必竭力攘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二，论曾纡等札子）


他所告发的，是朱勔赖地方官宪强力经营私产私田之事。这是藉由特权经营私产、“倚法营私”的一个具体例子。朱勔因花石纲而恶名昭彰，他又趁机掠夺，扩大私产，这些前文皆已提及，此处则进一步地表现出和中央权门、地方官相纠结以扩大私产、剥夺民富的问题。特权地主的这种经营形态，正是李光告发朱勔的根本理由。

宣和五年，李光迁司封员外郎，“首论士大夫谀佞成风”，他攻击当时宰相王黼，为王黼所憎，又左迁桂州（《宋史》本传）。王黼与李光所抗争的郑居中、朱勔性格相似，也是北宋权门的重要成员。史载：“王将明（黼字）当国时，公然受贿胳，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曲洧旧闻》卷十）此外，李光还留下一篇“论梁师成札子”，攻诘因攀缘宦官而为徽宗重用，得中进士，自由出入宫中的“阴相”梁师成（《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九三；《庄简集》卷八）。

以上是李光在北宋末居小官时和权势者对立的概况。基于这种摘发奸恶的态度，他于靖康初年任右司谏时，又作了如下的发言：

又奏：东南财用，尽于朱勔。西北财用，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名为应奉，实入私室。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乞依旧制，三省、枢密院通知兵民财计，与户部量一岁之出入，以制国用，选吏考核，使利源归一。（《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


所谓应奉
(1)

 ，是以贡献皇帝为名目，强制性地将地方财富集中于中央，其实大半皆流入权臣手中。李光此奏的目的即在改革这种征敛方式，从权臣手中夺回财政营运的实权，由机构中的官僚负责，使国家的财政收支明确化，确立制度，以重建国家财政。

在此能够确认者，即李光一直是站在权门、特权势力的对立面，与之形成紧张对抗的关系，而不只是单纯地从江南立场出发，拥护南方，对抗北方。先就平江府常熟县和长州县的情况来看，同样是在江南，朱勔系的特权地主层在增加财富、再生产的形态上，和非特权地主层的经营形态有着本质性的差异，故与江南士人、地主间发生尖锐的矛盾。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特权地主层和非特权地主层——在地地主层——间产生矛盾、对抗关系，而李光当然是站在后者这边，并成为他们在中央的代言人。若依山内正博氏所言，将秦桧视为江南系地主的代表，那么便无从理解日后秦桧和李光合作又抗争的瓜葛纠纷。为此，江南出身、与江南权势朱勔相对立的李光之立场，就特别值得注意了。要之，李光的政治态度并不是从一般性的江南立场出发；纵然有之，也不一定会超越特权地主层和在地地主层的对立关系。为了证明这种看法，以下将从他曾热心讨论的湖田问题加以检视。

李光出身越州，当然关心越州、明州等地的各式问题，每有机会，必定发言。其中所一贯主张者，即是越、明两州的湖田开发问题，也就是“废田复湖”论，他主张中止新田的开发，恢复原有湖面
(2)

 。下面这两段文字自昭和十三年玉井是博的论文提出后，即屡被征引
(3)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的确能具体地表现出李光的立场，故仍介绍如下：

吏部侍郎李光请复东南诸郡湖田。（中略）初，明、越州、鉴湖、白马、竹溪、广德等十三湖，自唐长庆中创立，湖水高于田，田又高于海，旱涝则递相输放，其利甚博。自宣（和）、政（和）间，楼异守明，王仲薿守越，皆内交权臣，专事应奉。于是悉废二郡陂湖以为田，其租米悉属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税，不可胜计。光奏请复之。既而上虞县令赵不摇以为便，遂废余姚、上虞二县湖田，而他未及也。（《要录》卷五〇，绍兴元年十二月丁卯条）


宝文阁待制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滨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汉唐以来，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每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凶荒之岁也。本朝庆历、嘉祐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使切责漕臣，其禁甚严，图经石刻，备载其事。宣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岁入朝，首论兹害，蒙朝旨，先取会余姚、上虞两邑废置利害。县司供具，自废湖以来，所得租课，每县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遂蒙独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其类尚多。州县官往往利为圭田，顽猾之民，因而献计，侵耕盗种，上下相蒙，未肯尽行废罢。臣谓，二浙每岁秋谷，大数不下百五十万斛，苏、湖、明、越，其数大半，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伏望圣慈，专委漕臣，乘此暇豫之时，徧行郡邑，延问父老，考究汉唐之遗制，检举祖宗之成法，应明、越湖田，尽行废罢。内有积生茭葑，浅淀去处，许于农隙，量差食利户，旋行开撩，稍假岁月，尽复为湖。非徒实利有以及民，亦以仰副陛下勤恤劝戒之意。其诸路如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各有未尽利害，望因此东作之时，遍下诸路监司守令，条具以闻，毋为文具。（《要录》卷八六，绍兴五年闰二月戊申条）


在后段引文中，李光所注意到的，不只是自己出身地越州上虞县而已，并且就越州、明州等浙东全局作通盘考虑，并详述湖田的历史经纬，提出具体的解决之道。两段论述的基调完全相同。一言以蔽之，即当尽废现行湖田，恢复原来湖面。理由是，新设湖田侵夺了原来用水的水利习惯，应予废止；再者，湖田之开辟，纵令得到新田，皆属之御前
(4)

 ，与国家收入无关，不应为了御前数千石收入，牺牲了民田数万石的收获。根据李光的说法，浙东湖沼位在高地，田地则在低处，湖具有贮水、放水的蓄水池功能，可以免除水旱之害。然而北宋末期开始填充湖面，湖田、围田盛行的结果，使湖面缩小，丧失了过去贮水、放水的机能，致使下游地区连年水患、旱祸不断。从李光之整理可以了解，湖田的开发在江南造成新的对立、抗争关系；这种对抗关系存在于依照原来水利方式、水利权来经营农田的在地地主层，和积极推进湖田建设的新阶层之间。

李光既有此看法，乃对湖田建设本身以及推动此事业的人们提出强烈的指控。自北宋末年以来，藉应奉之名“内交权臣”的地方官，还有与之相勾结的顽猾之民，是开发湖田的主要人物。李光所要铲除的，也就是先前告发朱勔之际的那些事情——如中央权门层和地方官相勾结，依托权门，掠夺民富，藉特权不法扩张私产的经营方式。他甚至指名明州长官楼异、越州长官王仲嶷，结托中央权门层，开发湖田，为害民生。因为这两人和南宋政权确立时期最有权势的秦桧关系深厚。秦桧和楼炤、楼[image: ]
 父子的关系，此处依周藤吉之检证
(5)

 ，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前文已经提及的王仲嶷，是秦桧妻王氏之叔父。神宗朝宰相王珪之子王仲山，其女嫁与秦桧，王仲嶷是仲山之弟，仲嶷之女嫁与孟忠厚，孟忠厚和哲宗后孟氏是兄妹。从人际关系来看，王仲嶷和秦桧的确关系密切，“内交权臣”一语，确实有其根据。

本无水旱之扰的地区，因湖面被侵占而苦于水旱；与中央权门相勾结开发湖田，亦使得依赖原水利系统的地主和农民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些正是以上李光“废田复湖”论所要检举者。这样的解释如果可以成立，则他所代表的，正是江南这些新受害在地地主的声音。这和以往告发朱勔一党在平江府的暴行一样，都是为了支持被地方官压迫的农村上户。这意味着李光是站在江南在地地主中非特权地主的立场。在此尚欲一并强调者，即日后他和秦桧之所以长期处于严重的对立关系，实已结胎于北宋末与权门系地方官因湖田问题而有的争执。李光和秦桧的对立，绝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的结构性和历史性。从李光的立场来考虑，称秦桧是江南地方一般地主代表的说法，实在有欠妥当。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将李光视为江南系官僚，若从他所面对的问题与具体言行来检讨他的立场，李光乃是江南在地地主的利益代言人。以下拟再从另一方面来证明这种看法。

建炎三年（1129）五月，李光就任江南东路宣州地方官。知宣州时代，他曾组织民间自卫团体，防卫大盗戚方攻城。为了纪念这项功绩，宣州建有褒烈庙祭祀李光：

庙在宣城县北门外，资政殿学士上虞李公之祠。公讳光，字泰发。建炎初，直龙图阁，知宣州。溃卒叛亡，公填抚之，民得按堵。戚方攻城，公率众防托坚守，阅二十有八日，城卒以全，宣人德公再生之恩。乾道九年，士民王霖等请于朝，诏赐今额。陈侍郎天麟撰庙记刻石。（《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四七）


南、北宋交替之际，因金军入侵与各种叛乱之相继发生，治安状态极为恶化。面对此情况，在地地主多避难他地，等待混乱的平定，亦有投降金军和金的傀儡政权以保全性命者。然而其中也有觉悟诛灭，死守祖先坟墓之人。为了对抗金军与群盗，保卫村落和都市，民间自卫团体陆续产生，是为此一时期的特征。当民间以在地地主、土豪为中心，决心死守祖先坟墓时，地方官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才好呢？在此指挥、命令系统混乱、断绝之际，地方官必须各凭识见作出决定，诚为极大的考验，却也是一举展现个人才性的时机。地方官必须抉择：是要誓死和民间自卫武力共战，抑或逃亡、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李光毅然选择了自卫之道，正是他和在地地主同一阵线最鲜明的表白。

李光曾说：“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当存亡以之。”（《宋史》本传）这是金军入侵，朝廷下诏许以自便，诸郡守臣或守或避之时，李光对此表示意见的一段话，充分显示了他的观点。他之所以会全力防卫宣州，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会编》卷一三七、一三八建炎三年四月十四日至五月十三日条，《会稽续志》卷五《李光传》，《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都记录了宣州防卫的具体状况。现综合整理如下：（1）或劝李光一家逃遁，李光辞道：“我一家获全，其奈一城生灵何。”他甚至对众表示：“引剑之计已决，义不污贼手。”（均见《会稽续志》）披露防卫之决心，鼓舞兵民士气；（2）为准备物资计，令富户供输财货，蓄积上供秋税以备兵粮，修补城池，借用寺院等；（3）在人员方面，集民为保伍，编成义社，由土豪任指挥，动员现任官、寄居官以巩固领导体制，又募死士，整备兵员；（4）一切军令、指挥，全权集中于李光，以行使非常之大权，坚守宣城不入流寇之手。

南宋初年，以身守城的事例不多，宣城是个成功的例子，这也是前文所说建立褒烈祠的缘由。郑亿年降金，并参赞傀儡政权的中枢；王仲山、仲嶷兄弟身为抚州、袁州地方官亦相继降金，“兄弟典二郡相望，皆不能全其节”（《会编》卷一三五引《中兴遗史》）。与他们相比，李光的个性不难明了。靠特权立足的地方官，缺乏与在地地主的连体感，李光则积极地与地方死生与共，他的社会立场遂亦由此显现。

绍兴八年（1138）底，政治的紧张不安升高，李光以其崇高的声望获选为副相，参划权力中枢，唯其人望如前所言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单就他的政治态度和行动来看，他是江南在地地主、非特权地主的代言人，而他的经历、人格，在年轻的陆游眼中，则是“近世之名士”。


 二、江南民力涵养论

李光出任参知政事，本是高宗、秦桧为进行和议而与江南士人妥协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分化和议反对论与慎重论的势力。同时，这也是转变为江南政权的继承政权，放弃了民族全体性，向江南寻求支持。江南士人既恐惧金军入侵，又害怕江北大盗、游寇渡江，也期待南宋政权能加强防卫。他们对继承政权的一大政治要求，是期望掠夺性的战时财政能有所更革，这也是李光参与政权中枢的重要背景。

曾为北宋末权臣王黼所轻、寓居两浙常州的汪藻，在建炎末、绍兴初上奏说，欲完全仰赖东南数十州民力，谋宋朝之再兴，必须节省宫廷浮费，减省军队财耗，矫正将军们横暴之行，整军且肃军。这篇奏文当时曾引发将军们的反弹，这一经过前文也已述及。这是站在江南在地士人的立场，认识到肃军和兵力一元化才能减轻东南民力负担。他主张：“若夫理财则民穷至骨，臣愿陛下毋以生财为言也。今国家所有不过数十州，所谓生者，必生于此数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损，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损者，军中之冒请；内之可损者，禁中之泛取。”（《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癸巳条）

这样的要求与期望——江南地主的负担问题，不断地被提出，继承政权既是以江南为根据地的政治权力，则这无论是在内里或表面，都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课题。绍兴九年三月，福建邵陵人谢祖信曾指出：“东南之财尽于养兵，民既困穷，国亦虚弱。然此所费止于养兵一事。”（《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三月丁未条）问题的根本一直不曾改变，南宋初十余年间，掠夺性的战时财政始终不见改善，江南、四川等南宋统治地区，也从未实施过什么民力涵养政策。

绍兴七年起，政权中枢与高宗周边开始注意息民、裕民之说，也就是减轻东南财政负担和涵养民力的问题受到重视。七年闰十月，监察御史金安节对高宗上书：

臣谓今日之计，莫若早自治而已。欲自治则选将以训兵，择吏以安民，恤费以丰财，诚当世之急务。（《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庚申条）


他也是自治、自强论者，具体整理其自治内容，则是以肃军、合并地方行政为财政上之急务。金氏是江西休宁人，当朝廷起用秦桧兄秦梓知台州时，他曾弹劾秦梓“人品凡下”（《要录》卷一一七），批评秦桧任用私人，而招致秦桧忌恨。

当此种呼声日益高昂之际，高宗于绍兴七年六月、八年五月两度表明，如能实现休战状态，即可减轻财政负担。例如：

上曰，朕以兵戈未息，不免时取于民。如月桩之类，欲罢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于民者，当悉除之。（中略）傥他日兵寝，朕当蠲罢。虽租赋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实照临之。（《要录》卷一一一，绍兴七年六月己酉条）


强制诸州分担战争资金而恶名昭彰的月桩钱，可以因休战而罢除。又向鬼神宣誓，明言一般租税也将免除一两年。从这里看来，高宗虽也热心于息民、安民政策，然无论其主观上之善意如何，这项发言并不一定会完全兑现。相对于汪藻等人的息民、裕民论，乃是以整军肃军、削减军费来减轻财政负担；高宗则不谈肃军与息民间的关联性，而是以休兵为条件，即必先达成休战才有可能减税。这样一来，江南在地地主层和高宗间就有了分歧，而高宗之起用王庶，积极收兵权之举，其重点亦不在财政问题，高宗的发言很可能只是空头支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绍兴八年和议的重要性，在于和议、收兵权同为当年的政治课题之一。和议如果能很快促成休战状态，息民、裕民政策即可能成为下一个政治课题。八年五月，“上慨然叹曰，当时若无军旅之事，使朕专意保民，十数年间，岂不见效”（《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戊申条）。正是由和议——终战转而关心内政。然而绍兴八年后半年，之所以更重视息民论，并不是缘于这种理论的运作，而是由于又有新事态出现。所谓新事态，即伴随着和议的进行，以赵鼎为顶点的反秦桧官僚已全部离开了政权中枢，政权基础因而变得既狭隘又不安定。为了要补强这已被孤立又不安定的政权，与赵鼎系官僚不见得一致的江南自治论者、江南在地地主们就必须多加拉拢。在江南人士间富于声望的李光，于绍兴八年底的紧张时刻就任参知政事，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此际，对高宗、秦桧来说，息民论、裕民政策与和议一样具有正面的意义。高宗欲藉息民论使和议正当化，又拉拢江南在地地主士人进入赵鼎系官僚离职后的政权中，以求安定政权，期待一石二鸟的效果。赵鼎罢免后的八年十一月，高宗对百官提出：“休兵之后，一切从节省，虽常赋亦蠲减，以宽百姓。”（《要录》卷一二三）但大臣王庶却全然无视这项发言。高宗、秦桧的发言当然是以江南系士人为对象，而不是不久之后即将辞职的王庶等人。

不可忽略的是，江南派士人有相当部分支持和议，积极期待休兵以削减赋税。金使即将入京的绍兴八年十二月，沈该——继秦桧没后为参知政事，出身吴兴、归安大姓——经门引介上殿，即提出此刻当以和议为是的上书。再者，由起居郎拔擢为中书舍人的刘一止，由太府丞赐进士出身而充起居郎的莫将，也都是归安人。他们经门引见上殿，皆指出和议若成，休兵即为可能，当然也就可以整顿军队，实行息民、裕民政策。其意见书有云：

今日之议成，虽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中略）今日之议成，则兵之戍于外者，可以移于近；兵之冗于食者，可以汰而减。兴农桑而省馈饷，俾四方万里，举无科抑怵惕之劳，顾不可乎。今关市重敛，商贾不过，财货雕虚，钱宝空乏，公私扫地，赤立之际也。今日之议成，费可渐积，商可渐通，钱可渐增，变惊扰之习为阜民，归迁徙之劳为永业，俾城郭郊野，举有还定之安，顾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晓也。而纷纷之说，犹不喻焉，盖亦未之思耳。（《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甲子条）


强行推动和议，使得多数官僚从政权中枢去职，当举世皆反和议之际，莫将彻底论证江南利害得失，拥护和议论，对高宗、秦桧等人当然极富启示性。高宗在缔结盟约之前，一直尝试以不能不行之孝道来使和议正当化。可是到了十二月，为了息民、裕民而进行和议，以求休兵，成为和议正当化的双重根据，施力点移动。翌年二月，第一次宋金和议之后没多久，京城副留司郭仲荀要求增兵，高宗回答道：“朕今日和议，盖欲消兵使百姓安业。留司岂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弹压内寇足矣。”（《要录》卷一二六，绍兴九年二月癸丑条）和议—弭兵—安民的思考线索，和莫将奏文所展开的论理完全相同。

要之，综观绍兴七年至八年的政治过程，在肃军和收兵权、推动和议和休兵安民等选择间，高宗为了自身权威的正当化，以实践孝道为由选择了后者，至于由此而生的政权不安，则再利用息民论来调整。这也是其与要求减轻财政负担的江南士人相妥协的原因。


 三、李光任参知政事

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不但反和论因着高宗、秦桧强烈推动和议而被激发，政治气氛也因为迎金使入京而躁动不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州人士李光出任副宰相参知政事。对于高宗、秦桧而言，迎李光入朝，是为了借助他的声望，尤其是在江南人士中优厚的声望，以减低权力中枢的孤危，镇压住反和议的声浪，甚至进而成就和议。

较李光晚五十年，属于后一世代的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三一中说，秦桧迎李光为大臣时，曾置酒宴相促请，宴中呼李光为“参政”，李光意兴风发，遂承诺就任。这似乎表示李光乃是眩于官位，而被秦桧巧妙的怀柔策所勾诱。在当时那种紧迫状况之下，李光的上台，是否如朱熹所言是被收买，有稍加检讨的必要。绍兴八年前半期的高宗，面对着收兵权——这是恢复集权体制的必要条件，而江南士人因反对战时财政也强烈地要求整合军队——和推进和议两大课题，无法决定当以何者为先。这从高宗以性格相反的赵鼎和秦桧并相，又由王庶等负责肃军，可以窥知。八年，秦桧的政治工作成功了，和议的实行成为皇帝屹立不摇的决定，他人皆不得干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动，赵鼎派被流放。结果，权力中枢只剩主和论者。大批官僚被流放后，当然会造成权力基础的动摇，也使得政局动荡不安；于是皇帝提出了江南人士一直要求的息民、裕民论，表明和议的目的乃是使百姓安业。这根本就是为了克服当前政治不安而提出的口号，以寻求江南地主的政治支持。

从绍兴八年这种政治过程来看，李光就任参知政事并不是为了个人名誉或渴求权势，也不能说是为人收买。他真正的意向虽然不明，值得注目的是，《宋史》本传中所言“光本意谓但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据此，李光的休战论是以实现“自治之计”为目标。这个时期的“自治”、“自强”之论，固然因人而异，唯亦有其共通之处，即强烈地要求安定民生，富裕民力，改变战时财政。可以说，李光之所以参加秦桧主导下的政权，理由十分的充分，因为休战会带来江南人民的休养生息，重建已等同于战时掠夺的国家财政，减轻江南赋课。李光在绍兴四年十二月自述道：

礼部尚书李光言，伏睹陛下驻跸东南，江浙实为根本之地。自兵兴以来，科须百出，民力既殚，理宜优恤。（《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三之二一）


我们可以认为，李光完全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就任宰执。高宗推动和议的理由，从实践孝道转向休战、息民论，就在李光出任参知政事之时。李光在这样严重的状况下参加中枢，也有其正当之理由，这点可以从李光任职参知政事约仅一年的行迹中加以确认。

李光在位时间并不长。他于绍兴八年十二月就任，翌年十二月即遭罢职，在位恰满一年。其施政特征在于他专就财政、内政问题发言，却不及于当时最大的政治课题——和议，例如他首先指出正月桩钱的弊害：“参知政事李光言，诸路月桩（钱）最为民间重害，而江东、西为甚。”（《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辛未条）“光又奏，今日急务莫切于理财之政。”他主张整理地方上错综复杂的常平司、香盐司、发运司等机构，“令户部侍郎专领，庶几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职举”，提案将北宋以来便宜行事、有名无实的财政机构由户部一元化（同前）。

以理财为急务的李光执政以后，周遭总是聚集着主张重建国家财政和息民、裕民的官僚，并且提出具体的方案。其中，在绍兴九年李光下台时，从中央流放外地的刘一止是湖州归安人，周葵是常州宜兴人，皆是江南本地人，也都和李光有相同的看法。特别是周葵，他任平江府长官之际，为实施经界法之事，和秦桧、李椿年严重对立；他也是自治论者，九年六月他和高宗曾有如下之对话记录：“殿中侍御史周葵论国用、军政、士风三事。上曰：国用当藏之于民，但百姓给足，国用非所患。”（《要录》卷一二九，绍兴九年六月己未条）明显地，高宗已对他们表示妥协，这与秦桧当时以“损国”为由，反对缓和国家征敛之议，恰成对比。九年三月殿中侍御史谢祖信论称：“东南之财，尽于养兵，民既困穷，国亦虚弱，然此所费止于养兵一事而已。”（《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三月丁未条）也是要求减少不急之务、冗长之费。类似的建言，在绍兴九年大量涌出，其中以霍蠡的意见最有条理，介绍于下：

江淮等路经制判官霍蠡言，臣闻自三司之法坏，而户部虽掌经费，不复稽财用之出入久矣。军兴以来，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案籍焚毁，纲目散亡，老胥猾吏，出没其间。而掌邦记者，但以调度不足为忧，苛刻隐欺之患，不暇复省。故一有调度，举以其数，责之司漕，漕责之州，州责之县，县责之民。民不胜其求，不得不为巧避之术。于是诡名寄产，分户匿税之弊，百端纷起。今将检察其实，固非督其逋负，收其羡余，以为刻剥之务。亦将计其所取于民者几何，有当取，有不当取者，从而是正之。核其上供于朝廷，供亿于大军，及诸司之所支拨，州县之所当用者，各几何。有当用，有不当用者，亦从而是正之。使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数，复于朝廷，达于万民，皆可通知，以为经久之制。（《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三月乙未条）


战乱之中财政机构混乱，战时财政习于苛敛诛求，人民巧妙规避等弊害，霍蠡皆一一列举，要求更正。其中特别值得注意者，即其言取于民者，有当取，有不当取，故应决定原则，“使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数”。这是一种岁出岁入定额化的主张，对国家财政基本负担者的江南地主而言，即是应停止藉战争为名的无穷尽之收刮。

李光执政之时，重建国家财政、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大起，在这一股潮流中，皇帝也表明意向：“朕欲养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业，则流为盗矣。上知月桩之害，每每宣谕，忧形于色，此臣下所当奉承也。”（《中兴小纪》卷二六，绍兴九年二月甲子条）

与此处所论旨趣相关、不可忽略的问题是，绍兴九年五月明州广德湖的湖田问题。李光的故乡地近于越州上虞县与明州鄞县，李氏早就对广德湖的湖田问题表示关心。广德湖周围五十里，湖水灌溉民田二千余顷，北宋末年，在知明州楼异的提议下，湖面被填，变为农地。楼异和朝廷权臣相勾结，强行废湖，在地地主、农民大受其害，李光在前引论湖田的奏文中已指出这点。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李光曾强烈反对增加越州、明州湖田，和李光同为上虞人的赵不摇亦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废除了上虞、余姚两县湖田，但此决定不及于其他地区，广德湖湖田即未被废。之后，薛徽言于二年七月论明州湖田问题，诏令废除广德湖低下处湖田，恢复湖面（《要录》卷五六）。同年三月赵不摇、李光等奏请明州、越州复湖废田，五年闰二月李光再次奏请“明、越湖田，尽行废罢”（《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三）。

总之，对于明、越两州以至江南一带淹没湖面、增加湖田一事，李光一直代表原权益受损的在地经营地主表示反对，要求权门及其同路人废田复湖，广德湖田之事即其具体表现。九年五月李光既居参知政事之位，广德湖田的问题遂也变成中央级的问题，之所以会决定废田复湖，当然是高宗和江南地主的政治妥协，而李光当时居于要职，亦有其影响力在。

诏两浙转运司措置明州广德湖利害，申尚书省。湖在州西十里外，周回五十余里，灌民田近二千顷亩，收谷六七千斛。自政和末，始废为田，得租米万九千余斛。近岁仇悆为守，又倍增之。然绍兴七年民失水利，所损谷入，不可胜计。至是，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周纲，自明州召归，请复废田为湖，故有是命焉。（《要录》卷一二八，绍兴九年五月癸卯条）


仅从字面上看，转运使不一定会废田复湖。然而秦桧专制体制确立的十三年三月，“明州言，自废广德湖田，岁失官租三千余斛。请复以为田，从之”（《要录》卷一四八，绍兴九年三月辛亥条）。但《要录》注称：“事初见九年五月。”从此处来看，广德湖田乃是废而复置，而若与《要录》注文相对照，则废田复湖当是在李光任中。

绍兴十三年三月，一进入秦桧专制时期，便又进行废湖复田。造成明州、越州湖田盛行的知越州王仲嶷、知明州楼异等人，皆是秦桧亲戚或有关系之人，秦桧既积极营造湖田，当然不会再听李光等人的意见。对于邻近的越州鉴湖，秦桧也欲将之湖田化：

时秦桧议干鉴湖为田，云岁可得米十万斛。上谓：若遇旱岁，无湖水引灌，则所损未必不过之。桧乃止。（《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七月壬子条）


高宗站在了李光的立场，也了解李光的意见。比起秦桧只从增加财政收入来考虑，立场更广更高。由此看来，李光在位期间的废田复湖政策，秦桧专制时期的废湖为田政策，都是环绕广德湖而起的争执。

李光之得就任执政，乃是高宗、秦桧为推动和议、取得江南士人支持而有的妥协、怀柔策略；同时也表示皇帝理解李光和江南士人的财政主张。然而这种关系原出自一时的妥协，只限于怀柔之用。高宗与秦桧的财政观本来就与之有别，且尤以秦桧为甚。李光虽未和秦桧就财政政策直接争论，但其基本性质之不同，已在绍兴九年清楚显现。如出身于两浙路常州晋陵的张守，曾于绍兴三年五月知绍兴府时，检讨上虞、余姚两县之湖田利害，奏请废止，故其立场与李光相同。秦桧曾对张守的政治态度有所批评：“资政殿大学士张守，帅江西。以郡县之供亿、科扰烦重，上疏请蠲积欠，损和买，罢和籴，及裁减军器物料。上欲行之。时秦桧方损度支为月进，且日虞四方财用之不至也。览疏，怒谓人曰：张帅何损国如是。守闻之，叹曰：彼谓损国乃益国也。”（《要录》卷一三二，绍兴九年九月癸未条）在这份绍兴九年九月的记录中，张守的见解与李光相近，对于加强地方搜刮之事到底是损国还是益国，和秦桧想法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已暗示，李光和秦桧根本不可能长期合作，两人早晚会有瓜葛。就在同年九月，两人因郑亿年的人事问题发生直接的冲突，李光失败，年底即离开了权力中枢。


 四、李光罢参知政事

李光于任职参知政事满一年后的绍兴九年十二月被罢免。他和当时的宰相秦桧有各种异质之处，仅仅为了推行和议而建立的合作关系，迟早都会破裂。那么，他被罢免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是高宗、秦桧联手将其逼退，岂非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和江南地主士人间的妥协策略，其间历史因由值得检讨。

然而，想要从史料上明白李光下台的实际情况，把握绍兴九年底秦桧和李光间政治斗争的真相，并不容易。《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十二月辛酉条记载：

参知政事李光罢。光与右仆射秦桧议事不合，于上前纷争，且言桧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铸因劾光狂悖失礼，光引疾求去。

意即李光之受弹劾，系因其与秦桧的政见原本有异，又在皇帝面前发生争执，诋毁秦桧。第一个理由起自就任之时，故非九年十二月的事件缘由。这样一来，第二个理由，也就是在皇帝面前所争论的内容就变得很重要，可惜史料中并未透露。不过，《要录》己巳日条（辛酉日李光被罢后七日），给事中兼侍讲刘一止、起居郎周葵因与李光同党而遭罢免的记事中，述其理由，“皆以言事忤秦桧。二人应诏，举左宣教郎吕广问，广问尝为李光属官，光欲除馆职，桧不许”。刘一止、周葵属李光系，当然和秦桧对立，值得注意的是，李光、刘一止、周葵等要求起用吕广问，秦桧不同意。则李光、秦桧的对立当系因人事问题而起。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五绍兴九年十二月“李光罢参知政事”项下，系依据赵牲之编集的《中兴遗史》以及熊克的《中兴小纪》《本传》三本史书，记载李光的活动，《中兴小纪》并未语及李光罢免之事，《中兴遗史》则记李光罢免案如下：

初李光荐吕广问于秦桧，桧不答。后广问因与秦桧致争，桧憾之。光尝言，桧所用皆亲党，略无公道，它日必误朝廷。一日，光与亲戚，干桧求差遣，数日未有报。光再见桧，因申前请，且曰：此人孤寒。桧大怒，以谓其讥己任用者，皆豪富人也。台官翌日即言光之罪，遂罢参知政事。

此处有关吕广问之推荐、起用纷争，和《要录》所载一致，显示李光、秦桧之间确曾为人事引发争执。至于《宋宰辅编年录》中所举的《本传》又是什么呢？《宋宰辅编年录》约成书于1220年代至1230年代，故此《本传》显非元代完成的《宋史》本传（《李光传》）。推测这个本传可能是宋代编纂的《国史》，特别是《中兴四朝国史》中的李光传
(6)

 。据此《本传》所述之李光罢免事情如下：

和议之初，宰相秦桧欲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光曰：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桧恶之。会诏令侍从官举西北流寓之士，被举者甚众。桧皆置不问，光与之诘难上前，因曰：观桧之意，是欲蒙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此怀奸误国之大者，不可不察。桧大发怒。明日，光乞去。

这条史料较之先前的《要录》《中兴遗史》，尚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记载。其理由之一，即宋军当时应如何处理对金防卫的问题，李光显然对金不太信任，和秦桧的态度不同。另一个理由则是为举荐西北流寓之士以应皇帝之诏，李光所荐之人遭秦桧闲置而与之争论，并在皇帝面前相诘难。所谓李光狂悖失礼，当是指“是欲蒙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这段话而言。这里全未提及吕广问之事。吕广问是北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的从曾孙，出身名门，寓居宁国府、太平州、徽州，是典型的西北流寓人士。吕广问之事，在起用西北人士的问题上具有代表性。这样看来，绍兴九年（1139）十二月秦桧与李光间的争论，还包括两淮防卫之撤废问题（国防）、吕广问等西北流寓人士之起用问题（人事）。

宝庆元年（1125）成书的《宝庆会稽续志》卷五《李光传》中，于李光之罢免情事述之如下：

时虏方通和，桧欲弛兵，撤淮甸武备，收诸将兵权，光极言其不可。桧以光异己，颇怨之。会有旨，令宰执、侍从各荐西北流寓之士。光前后所荐，凡三十余人，多知名士。桧皆指朋党，置不问。一日，与光辩论于上前，诘难再三，桧辞屈。光因奏：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窃弄威柄，误国莫大于此，愿陛下察之。明日，留身乞去。

在前文所引的几段李光罢免的材料中，以这一条最清楚、具体。这也许是因为会稽名士为了作传，曾特别央求李光的后代提供材料。它和前引《本传》的内容相同，有关李光在高宗面前的言语，虽然稍有差异，基本上仍属一致。其书既成于1225年，当是先有《会稽续志》李光传，继有《中兴四朝国史》李光传引述其系统性的记载。再者，李光和秦桧在皇帝面前争论的翌日，高宗赞赏“李光举措如古人”
(7)

 ，亦同见于两书。因此，由《会稽续志》而《中兴四朝国史》的这个推测应该不会错吧。

以上是藉由南宋时代的各种李光传，来推测李光被罢之缘由，最后则要看看《宋史》李光传的记载。《宋史》乃元人脱脱所撰，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年），卷三六三《李光传》记其事称：

既而桧议彻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光极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彻。桧恶之。桧以亲党郑亿年为资政殿学士，光于榻前面折之；又与桧语难上前，因曰：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桧大怒。明日，光丐去。

这段文章着实奇妙。元代编集《宋史》时，参考了含《中兴四朝国史》在内的十种《宋朝国史》
(8)

 。所以，《宋史》李光传就是《中兴四朝国史》李光传，当然也就是收录在《宰辅编年录》中之李光传，而其原形则脱本于《会稽续志》。今比较三书所述之李光罢免案，《会稽续志》《中兴四朝国史》与《宋史》在淮南守备撤废与秦桧见解相左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特别是《中兴四朝国史》和《宋史》，连所用文字都一样。可是，有关罢免的第二个理由则大有出入。据《会稽续志》《中兴四朝国史》中所说，李光因所荐西北流寓之士为秦桧搁置，在高宗面前发生口角，李光因此说出“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等语。但是在《宋史》之中，却是因为秦桧起用亲戚郑亿年，李光变色大怒，甚至在高宗面前论其“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故激怒秦桧。同是一句“是欲壅蔽陛下耳目云云”，所指之事却大不相同。《宋史》成书仓猝，不备和杜撰之处多矣，但这或许也是个好例子。何以《宋史》会在此处导入郑亿年的问题呢？这个缘由必须究明。关于郑亿年的处遇问题，本书迄今尚未言及，它既是李光罢免案的第三个理由，自有检讨的必要。

《宋史》将性质相异的记事混为一谈，如果要解开此事，探询郑亿年处遇问题的原委，就得从南宋初年宰相朱胜非的笔记《秀水闲居录》着手。可惜《秀水闲居录》和《中兴遗史》《中兴四朝国史》等书都已亡失，无法窥见原貌。幸而《会编》《中兴小纪》收载了一部分。今查《会编》卷二二〇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丙申“秦桧薨”之记事，有“秦桧遗表”及《中兴遗史》《靖康小雅》《中兴姓氏录》，以及《秀水闲居录》等秦桧相关记事。最后一项即是藉由其与北宋末宰相郑居中一门之关联，记述秦桧的特权、权门性格，并谈及居中长子修年、次子亿年，有关亿年的记述如下：

建炎四年，虏骑渡江，亿年被执北去。逆豫僭立，即臣事之，为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书，迁除执政、尚书右丞资政殿学士。绍兴九年，虏既废豫，以河南地来归，亿年召还。时宰相秦桧者，王仲山之婿也。亿年母，即仲山亲姉，桧子熺复娶修年女，至是颇佑之。初至，除杂学士，继欲复伪齐所受职名。参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以为不可，乃止。后数月，光罢政，亿年竞复资政殿学士，仍奉朝请。虽士论汹汹，而一时侍从、台谏皆桧私党，不复顾逆顺之节矣。

郑亿年曾仕伪齐，官居极品，后因金取消齐之政权，宋、金达成和议而得归宋，秦桧以妻王氏之父和亿年之母为兄妹，桧子熺又娶亿年兄修年之女，竟力谋为郑亿年复官，李光乃与之争执。《秀水闲居录》的作者朱胜非在这段记叙之后，有如下之感慨：“呜呼!亿年事逆豫为执政，掌其机事，预其深谋。而所谓机谋者，欲灭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倾覆赵氏宗社而为刘氏家国也，欲吞并东南而臣属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从。然则亿年与豫其罪等，旧官其可复乎。”朱胜非愤恨亿年之无节操，以其出仕于金的傀儡政权，且画策灭宋，理应处以极刑，然竟可官复旧职。值得注意的是，他记道：李光怒于“榻前面折之，以为不可”。这与《宋史》李光传之记载相同。因此，《宋史》李光传的编纂者是将《秀水闲居录》对郑亿年非难之语，混入《中兴四朝国史》李光传。李光、秦桧间因起用西北流寓人士造成的对立，和因郑亿年复用所形成的两人对立，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此种混乱实是《宋史》之杜撰。

杜撰的问题暂置不论，要解读《宋史》李光传的记事，朱胜非的记述必须好好注意。这是同时代人的证言，南宋成立时期的秦桧和其周边人物的动向由此可见，实在是宝贵的证言。李光之所以被罢，固有前所论之（1）淮南防卫线撤废与否，（2）包括吕广问在内的西北流寓人士起用争执等原因，但仍以第三个有关郑亿年的问题为最大决定因素。因为前二者是政策之争，秦桧既是为了和议一时之便，在人事妥协下起用李光，而李光亦为了达成休战以减轻江南赋课而出仕，他们的合作关系诚可谓吴越同舟，意见相左乃是可以预想的。至于第三个问题，则缘于双方基本特质的不同，引发无可妥协的对决，高宗既支持秦桧，李光只有下台。在《李光的基本立场》一节中，我们曾回顾李光的政治生活，那是以与朱勔、王黼、蔡京父子等权势者抗争为基础者。另一方面，诚如前此所反复指摘一般，秦桧乃是立足于权门层人际关系的秀异分子，当他与李光相遇时，两者因基本特质、社会背景不同而不得不相互对决。代表权门特权分子的秦桧，和代表江南在地地主不断进行反特权斗争的李光，皆各有其本来的性格，二者在郑亿年的出处问题上，一触即发地相互激荡，李光在皇帝面前非难秦桧，甚至于狂悖失礼，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强烈反对和议氛围中毅然就任参知政事的李光，无法在郑亿年的问题上有所退让，其罢免、下台乃是当然的结局，这也暴露了中央权门和江南地主士人联合政治的破绽。



————————————————————


(1)
  关于应奉，参见和田清编：《宋史食貨志訳註（一）》，东洋文库，1960年，第221页。


(2)
  绍兴出身的诗人陆游在这个问题上也与李光同一立场，极力主张“废田复湖”。例如陆游七十一岁时的作品《镜湖》即写道：“镜湖泆已久，造祸初非天，孰能求其故，遗迹犹隐然。（中略）民愚不能知，仕者苟目前，吾言固应弃，悄怆夜不眠。”有关陆游之镜湖（又称鉴湖）问题，近将以专文讨论之。


(3)
  玉井是博：《宋代水利田の一特異相》
 ，《支那社会経済史研究》，岩波书店，1942年。


(4)
  关于御前、御前库、御前桩管激赏库的问题，可参考梅原郁：《宋代の内蔵と左蔵——君主独裁制の財庫》
 ，《東方学報》42，1971年，第159—160页，左藏内库项。


(5)
  周藤吉之：《南宋の農書とその性格》，《宋代経済史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第24—37页，（二）南宋の農書と勧農文。


(6)
  关于《宋朝国史》《中兴四朝国史》之编纂，参见周藤吉之：《宋朝国史の編纂と国史列伝——〈宋史〉との関連について》
 ，《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1969年。


(7)
  《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正月丙午条记高宗视李光为变节汉，而非如《会稽续志》之美化。其文谓：“上曰：光初进用时，以和议为是，朕意其气直，甚喜之。及得执政，遂以和议为非，朕面质其反复，固知光倾险小人。”


(8)
  参见周藤吉之：《宋朝国史の編纂と国史列伝——〈宋史〉との関連について》
 ，《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1969年。



第七章　绍兴十年至十二年之政治发展（上）——金之重占河南与南宋之收兵权


 一、金之政变与第一次宋金和议

绍兴八年（1138）和议之形成经过，已见于第五章，然和议虽成，却并不稳定。宋、金双方皆未能有效统合其权力集团，挞懒和高宗、秦桧于仓猝间进行的和议，因此落入极大的不安状态。八年十二月的和议，不过是要宋拜受金的敕书，成为金的藩屏之国，金则允诺将原为齐所占领的河南地归还南宋。此外，即无任何有关两国关系的规定。可以确定的是，宋副使蓝公佐于绍兴九年归国之前，曾向金提出岁贡、表誓、正朔、册命等有关事宜（《要录》卷一三二，绍兴九年十月是月条）。九年三月既已归还河南、陕西、京西之地，故在九年上半年，事态大致尚维持稳定。

以下将就宋、金双方，检证其内在所以会造成第一次和议不稳定的结构。首先从宋方面来看，秦桧乃藉政变掌权，无怪乎有许多士人反对和议，也反对秦桧。然而自绍兴八年十一月至九年正月间，身在权力中枢，凝视着和议进行的殿中侍御史郑刚中却说：

臣窃见讲和之事，初则士大夫以为忧，中则民庶以为忧，今则将帅以为忧。士大夫见朝廷审处适中，未有失策，方朝夕为陛下同心谋虑，共图善后之计。初以为忧，而今少定。民庶则视士大夫为舒卷者也，见士大夫之情稍安于前，故其忧亦缓而未迫。闻之道路，独将帅之忧，汹汹如风涛尔。（《北山文集》卷一，三谏议和疏）


意即士大夫的反和议论已渐次平息，受到士大夫动向影响的庶民也逐渐安静，唯有岳飞、韩世忠等将军依然持强硬反对之说。如此一来，能否建立稳定的宋金关系，即与将军的动向特别有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正显示出皇帝对将军及其家军统制力之强弱。这个问题在绍兴十一年（1141）第二次和议中，成为最大的课题。

而在金的方面，和议亦未获得一致的支持，基础相当脆弱。根据外山军治的研究，先是主持对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宗翰兵权被夺，其所树立的刘豫政权被废，这都是宗磐、挞懒、宗干等人暗中所为。宗翰失势之后，即由挞懒负责对宋工作，在他的期待中，第一次宋金和议成立了。未几，宗干、宗弼、完颜希尹等人，又因忌恨挞懒、宗磐、宗隽之权势与跋扈，设计了另一场政变
(1)

 。根据陶晋生的整理，宗弼、宗干等与挞懒、宗磐的对抗关系，是皇帝、官僚集团和贵族、军阀集团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最终关系着皇帝专权体制是否获得支持推进，以及中央政府权力应予强化抑或削弱的争执
(2)

 。无论如何，金朝内部的权力配置和权力斗争，关系着第一次和议的成败，结果，随着金朝内部权力斗争的进行，第一次和议也宣告破产。

金天眷二年七月（宋绍兴九年）“金右副元帅兀朮（宗弼）密奏于国主（金国皇帝）亶（熙宗）云：河南地本挞懒、宗磐主谋割与南宋，二人必阴纳彼国之赂，于是挞懒之蔚州避暑，与宗磐共谋为乱”。“是秋，金国主亶杀其伯父宋王宗磐等七人，皆夷其族，又遣兀朮杀挞懒于祁州。”于是，“拜兀朮为越王外都元帅，兀朮已决意举兵，复取河南地”（以上皆出自《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三，绍兴九年条）。翌年五月，金毁弃和议，同时进军山东、陕西、河南，宗弼亲领精锐十余万攻占开封，几乎未曾遭遇任何抵抗。

金此次片面背弃和议，重启战端，并未提出任何明确的大义名分或正当化理由，只不过是把先前的和议视为挞懒的奸谋。《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条引《绍兴讲和录》，收录了金的开战诏书——战争宣言，其中仅归咎挞懒一人，声称先前的和议乃是：“挞懒等不俟诏命款报，遽割土疆，旋班屯军。凡此之为，皆挞懒等实稔奸谋。”“况河南中原之地，实惟天所授，天与不取，纵敌长寇，为患滋甚。”也就是将挞懒所放弃的河南地，视为天所授予的土地，理所当然地重新纳入金的版图，但这不过是金人自己定义的战争目的。《要录》即将之整理为：

于是金主亶诏谕诸州县，以挞懒擅割河南，且言朝廷不肯徇其邀求之故。诏词略曰：非朕一人与夺有食言，恩威弛张之间，盖不得已。（《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条）


这样说来，两国间是战、是和，其实系受金朝内部意见及内讧左右。对宋之战既然欠缺大义名分而无法名正言顺，则与其全面对决，不如采取局部化的战争方式。假如战争不能恢复挞懒所放弃的河南地，那么藉政治交涉以解决问题，已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翌年宗弼和秦桧间为了第二次和议而纠缠不清的局面，对金而言，恐怕早在开战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二、宋的对应之道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军南下本是单方面的事，宋则苦于应对。五月戊戌（十三日）
(3)

 ，因金军占领旧都开封、再启战端而发布的文书——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中有言：“今乌珠（宗弼、兀朮）无名，再起兵端。”（《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戊戌条）对宋人来说这的确是无名之战。南宋虽无意战争，高宗却也只有紧急决定如何进行战争之基本指导方针，以应付当前的局面。五月二十五日南宋发布了对金战争宣言——诏书，枢密院的檄书则于六月一日发布，自五月十三日开战以来迄南宋决定应战，前后约十数日至半个月。在这段期间，高宗到底要和谁一起指导战争？或者授权给谁？又和谁共组权力中枢？都必须迅速作成决定，换言之，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政治抉择。这意味着政治上正陷入紧张的时刻，而对推动第一次和议的秦桧来说，此时更是坐立难安。

促成秦桧归宋、也第一次宋金和议负责人的挞懒在金朝政变中遇害，这不但使秦桧失去了敌国中的合伙人，也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所谓“桧于此时曾无远略”（《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辛丑条引《何俌龟鉴》），已透露出秦桧当时的处境。

绍兴八年（1138）和议在约成后一年半就宣告破裂，金的片面恣意违约，出乎意料地证实了多数反对和议论者的金不可信任论，对秦桧等和议推进论者则是一大打击。“初金人背盟，秦桧以其言不仇，甚惧。”（《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丙午条）秦桧的政治威信因而严重受损。这时秦熺妻郑氏叔父郑亿年虽已得授观职，然问题仍在，“初，边报至行在，从官会于都堂。工部尚书廖刚谓亿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讲和，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亿年气塞。秦桧以为讥己也，乃曰：尚书晓人，不当如是。”（《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辛丑条）对郑亿年的攻击轻易地转向秦桧，秦桧罢免的可能性当然极高。

当时高宗可能做出的选择是：（1）赋予秦桧更深的信任，（2）再度起用绍兴八年因反对和议而去职的宰相赵鼎，（3）起用对金强硬论的代表张浚。无论选择哪一个出任宰相，都对日后宋、金间师出无名的战争影响甚巨，方向也会不同。其中以赵鼎复出的可能性最高，赵鼎“才闻边警，喜见颜间”（《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闰六月庚子条），他似乎觉得，宋、金间战争再启——和议破裂，意味着政敌秦桧的下台和自己的复出。史籍中又谓：

初，鼎罢郡归绍兴，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顷以失职去位，既罢泉州，一向北来，已至绍兴，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选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条）


秦桧最大的政敌即是赵鼎，为了保全自身地位而起的权力斗争，以宋金战争为契机，激烈地展开。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积极活跃挽救秦桧政治生命的人物，是曾经弹劾赵鼎的御史中丞王次翁。

绍兴十年（1140）二月，亦即李光罢免之后一个多月，王次翁出任御史中丞的要职。其前任者是廖刚，他曾批评郑亿年之复职将使士风败坏，“节夫义士，莫不解体”（《要录》卷一三四，绍兴十年正月甲辰条）。廖刚“本秦桧所荐”（同前，二月庚申条），至是为秦桧所嫌，遂降为工部尚书，取而代之者即工部侍郎王次翁。王次翁复于同年七月继李光之后就任参知政事，十三年闰三月去职，隐居四明。连御史中丞之任在内，他居显职的时间约三年有余，他和李光一样，都为这个时期的政治留下明显的残痕。

王次翁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与李光形成对比。他出身济南章丘，家“贫甚”，因勤勉向学而得为官，自北宋末迄南宋初，历任知道州、广西转运判官、知处州等职，寓居婺州。绍兴六年（1136）秋，秦桧自知温州改知绍兴府，上任途中，于婺州和王次翁相遇，结下了日后提拔王次翁到中央的机缘。在此之前，他的政绩有：北宋末年根据属县丁籍，依人民财产多寡来征收免夫钱，果然在约定期间收齐；南宋初年，群盗马友、孔彦舟、曹成占据长沙，官军需粮草三十万石以备调发，次翁立即准备完妥，因此有能吏之称。（以上据《宋史》卷三八〇《王次翁传》）不关心诗文创作等文才发挥，或是名教、道义之探究，但求展现法律、财政等实务能力的士人，在宋代颇有所见，王次翁正是这类人物。比之李光，他既是流寓士人，也是实务性的财务官僚，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

绍兴八年（1138）三月，王次翁以“秦桧所引”（《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戊申条），就任兵部员外郎，进出中央。之后，又续升进为秘书少监、户部侍郎、御史中丞，并于十年十月出任职官最高阶的参知政事，这个经历完全是在秦桧的荫庇下完成的。其后，王次翁定居于李光故乡附近的明州，其子王伯庠亦为侍御史，《宝庆四明志》卷十乃以父子御史为“衣冠盛事”。假如李光是土著旧地主，那么王氏就代表了江南新地主。日后，其子王伯庠即“以王会亲戚，寡廉鲜耻，违法贪饕”（《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丙申条），遭到弹劾。王会者，系秦桧妻王氏之弟王仲山之子，宰相王珪之孙。故王次翁也是依附于南宋初期权门——以秦桧为中心——的一员。在李光系士人的眼中，王次翁具备了流寓系官僚，长于实务财政，和秦桧权门相结，寓居明州之新名门等特质。

秦桧于六月一日对皇上进言，以盟约既破，当定“吊民伐罪之计”，如汉之高祖，“以马上治天下”，“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罢免”（《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甲辰朔条），即以此表示辞意。但是他同时也使心腹之人进行政治工作，“桧于此时，曾无远略，乃且持禄固位。犹使其党，以事有大变，更用他相为天子戒。桧之奸谋，为如何耶”（《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辛丑条引何俌《（中兴）龟鉴》）。此处所谓“其党”即指王次翁。王次翁拜谒皇上，提出勿更换宰相之要求：

是日，御史中丞王次翁请对，言：陛下既以和议为主，而诸将备御严，士卒勇锐。敌虽败盟，曲不在我，无能为也。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盖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而排黜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于国事初无补也。愿陛下以为至戒，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上深然之。（《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戊戌条）


王次翁这番拥秦论的要点是：（1）此次战争，罪在金而不在宋，秦桧并无错误。（2）人事更替之后，继任者不一定胜于前任，再者权力中枢若大幅交替，将难以应付紧急事态，反有不当。御史中丞是言事官，职在弹劾百官，这样的说辞内容实是特例。按照以往的惯例，罢免秦桧的理由已然十分充分，但是“上深然之”，于是秦桧并未因宋、金重新开战而被罢免。王次翁成功地说服了高宗。这段对话发生在五月二十五日，距十三日开封陷落已经过了十来天，高宗下定决心，重新信任秦桧，不再起用赵鼎。

又据《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丙午（三日）所载，给事中冯檝也曾为秦桧试探高宗心意：

初，金人背盟，秦桧以其言不雠，甚惧。一日谓（冯）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衮，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明日，檝入见，曰：金人长驱南下，势须兴师，如张浚者，且须以戎机付之。上正色曰：宁至覆国，（不）
(4)

 用此人。桧闻之喜。

这是藉由提出对金强硬论者张浚之名，来探测高宗本心，从而确认高宗并无意于与金全面对决。虽然六月三日条中有“一日（意为某日）”“明日”等字眼，推测这段对话当仍在五月末。这样看来，高宗自五月十三日开战以后十数日间，并无罢免秦桧、起用张浚或赵鼎之意，也就是决定留用秦桧。秦桧继绍兴八年（1138）十月之后，再度赢得和赵鼎权力斗争的胜利，渡过其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失败的赵鼎，则于闰六月末为何铸、王次翁所弹劾
(5)

 ，远移至广南东路的潮州，继又移往海南岛的吉阳军，并殁于此地。

当金军南下之际，高宗为什么不起用张浚、赵鼎，与金决战，却要继续留用秦桧呢？其详情已非今日所能推定。这或许是因为他自绍兴七年（1137）郦琼事件以来，在感情上一直嫌恶张浚所致；加之以对决路线必会使将军、家军再次活跃起来，遂使高宗忌讳起用张浚、赵鼎。此外，归还梓宫、母后，既是八年和议的最大议题所在，为了实现此事，也会尽量避免全面性的对决。更何况，在其欲求南北兆民休养生息的言词中，也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厌战气氛，这也是高宗留用秦桧的背景因素。避开与金全面战争，将战争局部化，是希望能回复南北和议体制。这点将于下节再讨论。


 三、宋之对金宣战与战争指导原则

绍兴十年（1140）五月初，金片面违约，进军中原，并于中旬攻占开封，宋只有被迫应战。面对着出乎意料的战况，以及强行和议的后遗症——反和论者为复归政坛，秘密发动权力斗争，宋的主政者必须在短时间内确定战争指导原则。大约是在五月底，秦桧于确定留任之后，提出了他的基本构想——以宋、金（南北）均衡共存论为根底的战争指导原则。高宗、秦桧集团对这次战争的展望，尽见于五月二十五日如同战争宣言的诏书，以及六月一日枢密院所下的檄书。

《要录》五月戊戌（二十五日）条，于“是日”之下记载了王次翁反对秦桧下台的言论，同日又记：

诏，罪状乌珠（宗弼或兀朮）。募有能生擒乌珠者，除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戊戌条）


附注称“此诏旨，日历全不载”，补以蜀刊《丝纶集》所收之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二则。不过，既已说是奉圣旨，则三省枢密院的布告大概和诏书不尽相同。《要录》编纂者李心传尚得目睹的《日历》，并未收录宋金战争开战宣言，其全貌究竟如何，今日已难窥知。但这份宣战诏书的要点既只在谴责此次战争的主谋宗弼个人，并开出赏额购买其首级，倒也十分特别。这或许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中，尚不能确定金军的目标，秦桧的地位亦未稳固，遂无法发布明快且具有说服力的诏书。

到了六月甲辰朔日，发下各路的枢密院檄书，尽管以先前的文书内容为本，却已有较明快的目标。当时秦桧为右仆射而独相，又兼军事方面最高职的枢密使，枢密使职也只有他一人，所以，六月一日发出的檄书已能表现出获留用之秦桧的意向。至少这份檄书的公布，说明了因宋、金重启战端而引发的权力斗争，是由秦桧取得完全的胜利，宋的应战原则也因此而明朗化。

宋以吊民伐罪为主体的檄书内容如下：（1）先说金军自靖康以来，侵略中国，俘虏两帝，所至焚灭，殆无遗类，其残忍不道，载籍靡闻。前岁割还河南地，皇帝深念十余年间，南北生灵，肝脑涂地，许其修睦，因以罢兵，庶几休养生息，各正性命，仰合天心。今金军袭取旧都（开封），“信义俱亡，计同寇贼”。（2）檄书又云，金之不道，如同盗寇，全因金将乌珠残忍无道。乌珠乐祸贪残，阴蓄无君之心，为倡乱之首，戕杀叔父（挞懒），擅夺兵权。为个人私欲，苦河东、河北、京东之吾朝赤子，又夺女真、契丹、渤海将兵之休息，至“罪在一人，谋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众”。（3）皇帝既如人之父母，代天君师，兼爱生灵，不能坐视民之焚溺。况彼兵出无名，神人共怒。“誓与中外，蠲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4）最后，望南北官员、军、民，为义奋起，若能生擒金将乌珠、萨里干或斩首来归者，必赐以官职、银绢、良田宅第。（以上均据《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甲辰朔条）

五月戊戌（二十五日）的诏书，只是提示性地非难乌珠（兀朮），列出悬赏；这里则除了这一条之外，还整然有序地罗列出开战理由、战争目的、宋的基本因应路线。单就这份檄书所见，可将宋的基本见解整理如次：

首先，这次战争完全出自乌珠（兀朮）个人的野心，不是金国举国之战，因此宋也尽量回避和金对决，或进行全面战争。其次，宋当然无意积极攻击金国，并且表明以恢复绍兴八年和约之南北共存旧状为目标。再次，不要求恢复中国故地，也不呼吁宋之军民死守驻屯地、居住地甚至坟地。最后，于是，只以去除“首恶”为其最终目标，希望金更换乌珠，或中止、变更乌珠现正进行的侵宋战争政策
(6)

 。

由于战争并非宋之本意，故这篇檄书充满了浓厚的厌战气氛。而且完全没有对军民作积极性的要求：如对金复仇、报复、道义的谴责、恢复失地、死守故地等。因此，高宗认为，在此次战争中不必为宋朝官兵作道义上的支持准备，战争只需依赏罚来推进。高宗明言：

上谓大臣曰：用兵惟在赏罚，若用命者必赏，不用命者必罚，何患人不尽力。（中略）朕若亲提一军，明赏罚，以励士卒，必可擒取乌珠。（《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年十月壬辰条）


他完全无视于兵将在对金战争中尚有精神面、情感面之需求。尽管这是一份厌战气氛很浓的战争宣言，檄书的目标方向和檄书所包含的方针，仍可作为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成为日后战局的具体提示，也深深影响宋的战争进行过程和政治过程。

战争既非宋之本意，自然缺乏积极的攻击性，战争的基本性质不得不转向防御性。高宗、秦桧等南宋政权中枢，在指挥宋军——诸家军团之时，完全采用防御战，即只阻挡敌人的攻势或只予以迎击。这样的战争形态，和岳飞等将军们的想法尖锐对立，岳飞等人抵挡了金军的侵寇，要求乘势追击，甚且想要“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前日之耻。”（《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壬申条引《岳侯传》）可是，高宗、秦桧却一直坚守着十年六月的战争指导方针，对金无积极进攻之意，并在各家军和金军会战后要求他们班师撤兵。

绍兴十年（1140）六月初，南下的金军再度占领开封，十余万的主力军杀到顺昌府。宗弼对诸将发出豪语，要“以靴尖趯倒”顺昌府（《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庚戌条）。但却被守备顺昌、仅有五千人的刘锜军所败，就在此时，高宗、秦桧下令班师。

秦桧奏，俾锜择利班师，锜得诏不动。（《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乙卯条）


时秦桧将班师，（中略）于是，锜方欲进兵乘敌虚，而桧召锜还。（同前，闰六月己亥条）


七月，出入于京西路开封附近、意气风发的岳飞军，也收到同样的班师指令：

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壬戌条）


七月壬戌条引《岳侯传》所记秦桧之语曰：“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陛下降旨，且令班师。”至同年九月，情况发展成：

宰相秦桧主罢兵，召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赴行在。（中略）时淮西宣抚副使杨沂中还师镇江府，三京招抚处置使刘光世还池州，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还太平州。自是不复出师矣。（《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九月壬寅朔条）


岳飞军、杨沂中军、刘光世军、刘锜军等当时主要军团全驻屯在长江南岸，显示出保卫江南的防御态势。翌年二月高宗也说：“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年二月丙子条）综观上述各状况，高宗、秦桧是以京西、两淮为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故在基本上就是场防御性的战争，具体而言，则是江南防卫战。

不过，秦桧的战争指导原则，在开战初期虽是一味采取撤兵之防御态度，但至翌年春，却也计划将采迎击方式，与金军主力进行有组织的会战。宋的基本战略是，“金都元帅宗弼，自顺昌战败而归，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许、郑之间。复签两河军与蕃部凡十余万，亦谋再举。上亦逆知敌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一年正月庚戌条）。又，“敌若犯淮，其势粮必在后，但戒诸将，持重以待之，至粮尽欲归，因其怠而击，则无不胜矣”（同前，正月辛亥条）。宋朝的计划是：金军深入后，其弱点在于补给和兵站有限，故欲藉此打击金军，确保战争的主导权。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宗弼率十数万军渡淮水，攻寿春府，犯庐州，派一军陷滁州，主力则计划渡长江进军和州。从和州“东南渡江至太平府，六十里”，“州，淮南要冲，江表藩蔽，渡横江而出采石，济滁口而向金陵，则长江不为固矣”（以上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江南和州条）。和州是防卫江南最重要的据点，宋当然不得不倾全力以护和州，《读史方舆纪要》同时记载了当时建康知事叶梦得之语：“金人得和州，长江不可保矣。因趋诸军拒守。”

淮西宣抚使张俊军出建康府，屯营于和州，杨沂中率近卫军中殿前司军三万出临安，昼夜兼行六日，以赴淮西。刘锜军二万出太平州开向和州，皇帝并以御笔下令李显忠军出兵淮南（《纲目》卷九，绍兴十一年正月、二月条）。淮东楚州的韩世忠军和荆湖鄂州的岳飞军也收到出兵相援的命令。总之，除了四川驻军外，这一仗几乎动员了当时所有有力的家军，确是自南宋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创举。二月癸未（十四日），三大主力军的总指挥者张俊报告说：“已在和州竭力措置，决与敌战，必须取胜，可保无虞。”（《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一年二月癸未条）高宗闻之大喜。不过，三将——张俊、杨沂中、刘锜——之间未必能互相联络合作，他们一向互不信任，即使三军联合，亦“相疾如仇雠”（《要录》卷一二六，绍兴九年二月是月条周南仲之语）。

时朝廷虽命三帅，各军不相节制。然诸军进退，多出于俊。（《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甲辰朔条）


张俊的声望向在刘锜、杨沂中之上，且“俊与沂中为腹心”（同前），故所谓三军并非势均力敌的三支军队，不过这倒反而有利于宋之成立联合部队。

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亥（十八日），宋金两军会战，宋军大胜。这场战役被称为柘皋大捷，“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判官刘锜、淮西宣抚使都统制王德、统制官田师中、张子盖及金人战于柘皋镇，败之”（《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亥条）。其中王德、田师中、张子盖等皆为张俊军所属战斗部队的指挥官。同月二十六日（乙未）“赐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杨沂中、刘锜诏书。以捷书累至，军声大张。盖自军兴以来，未有今日之盛”（同前，二月乙未条）。柘皋的胜利确实是划时代的胜利。“未有今日之盛”一语，也包含了高宗等人的感怀。对于此次会战，高宗之言略有夸饰：“上谓宰执曰：自敌犯边，报至，人非一，朕惟静坐一室中，思所以应敌之方，自然利害皆见。”（同前，二月庚寅条），不过，企划柘皋之战且获得预期胜利的高宗，的确是经由此役才得确立其作为皇帝的权威和领导力。这一场会战并非出自偶然，乃是经过计划才有的胜利，同时确立了南宋的统帅权，克服家军体制之路由此豁然开朗。

柘皋会战是根据高宗的战略构想，将当时主要家军军团全体动员的一次大决战。可是，岳飞并未参与此次会战。柘皋之战是以张俊军、杨沂中军、刘锜军为主力。之后，金军北向濠州，并攻占该地，张俊和杨沂中曾驰军往救，却因遇伏而失败，韩世忠军虽入濠州，亦旋而撤退。濠州会战之际，皇帝希望岳飞前往救援，岳飞却以军粮不足为由裹足不前。高宗发出亲札前后合计十七回，岳飞始终不动。最后高宗只有恳请岳飞说：“社稷存亡，在卿此举。”岳飞好不容易行军三十里，闻濠州陷落，即驻留舒州、蕲州境上（同前，三月庚戌条）。“故张俊与秦桧皆恨之”（同前），王伯庠编纂的《王次翁叙记》云：“上始有诛飞意。”（《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条注引）关于岳飞的案子，以往研究者多太过强调秦桧和岳飞间的争执，很少冷静地从相关状况中探讨岳飞之死的真相，如果认真地就当时情况逐一检讨，《王次翁叙记》所言高宗决意诛杀岳飞的记事，可以说是相当妥当的。

《大金国志》卷二七《兀朮传》称：“（兀朮）锐意败盟，举兵南征，后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乃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兀朮临终，以坚守和好为说。”绍兴十年至十一年的宋金战争，就金来看，虽已成功夺回挞懒归还宋朝的河南、陕西之地，但对宋的军事压制却完全失败。这表示其战争目的或攻击目标并未达成，亦非其作战的初衷。而从宋朝来看，这是一场采取守势的防卫战，所要求的不只是刘锜（顺昌之捷）、岳飞（郾城之捷）等各将军个别的胜利，更是着重于如何组织各家军团，打败金军以遏阻金的军事攻势。从防御战的观点来看，宋是成功了。

在皇帝无直辖军的情况下，指挥着原本无法直接指挥的家军军团，严格执行军队调动，最后并联合各家军，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这全赖秦桧的整体构想和其所设计的战争指导原则具有相当的强韧性。

在先前的檄书中，秦桧已表明：（1）无意对金攻击，尽量避免宋、金间出现全面对决、彻底对抗的状况；（2）期待兀朮停止对宋侵略战争；（3）不问河南之归属，只望大局方面恢复旧状——南北共存状态。基于这样的构想，秦桧坚持将这次战争设定为防卫战，这个目的也几乎完全达成。结果金改变了基本政策（对宋行军事压制），承认现状，休战讲和。进一步说，秦桧彻底执行防御战，压制住家军军团恣意的行动，并且组成联合部队，取得决定性的会战胜利，此举实质上恢复了朝廷的军事指挥权，在南宋政权最大悬案的收兵权问题上绩效卓著。成立和议与收兵权是确立南宋政权的决定性因素，两者在绍兴十一年（1141）底得以一举完成，有其历史性的缘由，唯以往都未加以厘清。从秦桧对绍兴十年至十一年战争的构想、战争指导原则，及其首尾一贯的推进过程来看，和议的成立和收兵权二事，其实是自秦桧的战争计划中衍生，当初即已涵摄在其战争构想之中。


 四、收兵权之过程

北宋政权既是建立在后周禁军的基础上，南宋政权自然也必须建立一支皇帝直辖的军队以为后盾。科举官僚与士大夫既已对南宋政府表示了他们的支持，不曾大批投靠金人，则南宋政权自我确立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才能将涵盖军队编成、统帅、训练、作战、战斗指挥等所有军事权柄，皆归诸皇帝一元掌控了。从这点看来，南宋确立过程中如何收兵权的问题，自然在研究课题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可是，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半是从财政史的角度着眼，从未注意到政治史的课题。各军事集团因北宋政权瓦解而切断或淡化其与国家间统制关系的经过，以及经淘汰、整理、统合而重新建立禁军部队的过程，本是南宋军事史上的重要课题。但若从政治史的观点来考察，这段过程又当如何来分析呢？

概观南宋初期的军事史、军制史，建立皇帝直属禁军的全部过程，绝不只是将各家军一举统合为皇帝的禁军。而是分为两大阶段：（1）建立个别家军、军阀联合合作体制，（2）从家军联合再转为皇帝单一禁军。因此，（1）与（2）的彼此相关性、积极推动其逐项发展的政治势力、其整体构想与针对各家军所设之具体指导方针、其指导力之强弱，以及一贯性之有无等事项，皆可用以分析被视为是政治史的收兵权问题。所谓（1）之阶段系指绍兴四年九月至六年十一月，（2）之阶段则是绍兴十、十一年之战争时期，合二者即成南宋初期收兵权之全部过程。


 （一）绍兴四年到六年家军联合体制的形成

绍兴四年（1134）九月，金、齐联军南伐，这是南宋政治史上一大转折点。不但政治领导由吕颐浩转换为赵鼎，政治路线也从原本一意重视平定内乱反叛、恢复国内秩序之事，转而以解决对外矛盾为首要问题。于是，发布了南宋建国以来的第一份宣战诏书，直斥金、齐联军——其实是金军之南进行动——中之齐乃大逆不道之逆臣，以示宋廷应战之正当性。这种以严惩刘豫之目无君长为大义名分，扩大并引申对内论理来看待对外战争的做法，的确是极为特异。至于一改以往家军与金军个别遭遇战的方式，由家军联合作战，共阻金、齐联军南进，也是这次战争的一大特色。总之，这是欲借外力为契机，以联合诸军事力量的构想，希望经由皇帝掌握主导权，以确保指挥权、统帅权，完成收兵权的第一步。

首先，是以金、齐联军矛头所指的两淮地区之韩世忠军为中心，佐以张俊军与刘光世军，建立合作体制。“遂诏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移军建康，车驾定日起发。”（《续鉴》卷一一四，绍兴四年十月丙子朔条）可是张俊军与刘光世军皆拒绝与韩世忠军合作。“帝命趋二人往援韩世忠，而光世等军权相敌，且持私隙，莫肯协心”（同前，甲午条），结果，金军陷滁州，并着手造舟渡江。世忠军乃自扬州移镇江府，光世军自太平州移建康，张俊则移常州，以备联军之渡江。不过，由于绍兴四年十二月金太宗病重，金军临时决定北撤，渡江之计遂告中止。

次年正月，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将入觐，高宗告以金、齐联军撤兵不足喜，“以卿等将士，贾勇争先，非复他时惧敌之比。所喜盖在此也”（《续鉴》卷一一五，绍兴五年正月壬戌条）。又对三将说：“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小嫌何足校。”（同前，壬申条）还说：“天子御正衙，赐巵酒而亲劝之，未之前闻。”（同前）一再热切地表示盼望三将能建立合作的关系。

绍兴五年（1135）五月，荆湖方面的钟相、杨么被平定，原本在此负责扫荡的岳飞军也奉调参加对金战争，至于原负责整顿荆湖的张浚也重新成为对金战争的指导者。“浚既平贼，遂自鄂、岳转淮东、西，会诸大将议防秋之宜，至是入见。”（《续鉴》卷一一六，绍兴五年十月庚戌条）“张浚既还朝，始议大合兵马为北讨计。”（同前，十二月丙午条）总之，他是要借着对金、齐战争建立诸家军联合体制，结果遂于绍兴五年十二月建立了行营护军制。

行营护军制之所谓“行营”，系因高宗宣告将亲征金、齐联军，移驻跸地于平江（苏州），故拟建立起护卫皇帝，以行亲征的皇帝统军体制。其配置为：

行营中护军——张俊、张用、李横、阎皋各军

行营前护军——韩世忠、张遇、曹成、马友、李宏、巨师古、王[image: ]
 、崔增各军

行营后护军——岳飞、韩京、吴锡、李山、赵秉渊、任士安各军

行营左护军——刘光世、王德、郦琼、靳赛各军

行营右护军——吴玠、刘子羽、关师古各军

行营前护副军——王彦军

三衙军、殿前司军——杨沂中军

三衙军、马军司军——解潜军

三衙军、步军司军——颜渐军

在赵鼎、张浚指导下，将各家军予以编制、配置，建立起一条长大的自东海至四川的对金、齐联合防线，确是划时代的成就。绍兴三年（1133）九月，先指定刘光世、韩世忠、王[image: ]
 、岳飞、郭仲荀等各军驻屯地，“始诸将虽拥重兵，而无分定路分，故无所任责。朱胜非再相，始议分遣诸帅，各据要会，某帅当某路，一定不复易”（《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庚辰条）。这是藉外在危机逐步提高中央统制力量，也是恢复皇帝统帅权的重要里程碑。

为对抗金、齐联军而设立的防卫组织，于绍兴六年（1136）十月齐军单独南进之际，发挥了相当的效果。齐军渡淮水，攻向淮南西路之寿春府、濠州，负责此一防区的淮西宣抚使刘光世虽有撤守之议，张浚却严命以“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续鉴》卷一一七，绍兴六年十月戊戌条）。高宗也以亲笔付殿前司军杨沂中，承诺若有不愿相助者，以军法处之。于是光世麾下之王德、郦琼军，乃与杨沂中部相声应，大败齐之刘麟（安丰之役），杨沂中也击败刘猊（藕塘镇之役）。齐欲独力平淮南之计失败，这次败战遂成次年金决定废齐的主要原因。当时高宗曾对赵鼎说：“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要录》卷一〇六，绍兴六年十一月癸酉条）随着绍兴六年十月两次会战的胜利，皇帝又重新握有指挥权了。总而言之，绍兴五年至六年间，在皇帝、宰相等政治领导力的催迫下，不但将个别散处的家军编制成联合军体制，也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家军团指挥权。

南宋政权确立时期的收兵权工作，虽在绍兴六年十二月到达一顶点，之后，却因为构成此顶点的论理本身有其破绽而又延宕下来。绍兴四年九月以来的赵鼎路线，是借着外部危机及与之对决的态势，来进行收兵权的工作，也就是建立行营护军体制，并确立皇帝指挥权与统帅权。可是绍兴六年年底，他们虽然巧妙地将对金、齐联军之对决情势，转换为只讨伐逆贼刘豫的问题，回避了与金正面对决的局面，却带来了日后政治取向、军事统制的分裂。具体而言，即当时居权力中枢地位的赵鼎与张浚因未来目标不同而互不兼容：

浚因独对，乞乘胜取河南地，擒刘豫父子。又言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帝问：常与鼎议否。浚曰：未也。浚见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为重，不知擒灭刘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内侵乎。光世将家子，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悦。鼎复言：强弱不敌，宜且自守，未可以进。由是与（折）彦质俱罢去。（《续鉴》卷一一七，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条）


继十月间两次会战胜利后，主张与北方再决死战者和慎重论者形成对立，双方在收兵权问题上，为了罢免无作战意愿的将领，以及整顿家军之事而发生争执。结果，持强硬论的张浚取得了主导权，赵鼎黯然去职。可是，张浚的收兵权工作，终如赵鼎所料，以失败告终。绍兴七年（1137）八月郦琼叛变降齐，史称淮西兵变。对外采强硬路线，对内积极罢免不合作军团将领、收回兵权的做法并未成功。

不过，继张浚积极路线之后再出发的新赵鼎路线也没有成功。淮西兵变后，赵鼎以镇静为先，驻屯盱眙的张俊军几成二次兵变，他“不受命，悉以众归，朝廷亦不能诘”（《纲目》卷八，绍兴八年二月上如临安条），皇帝对将军的统制力大为减弱。另一方面，赵鼎又提出另一套收兵权的办法，他起用王庶、常同、张戒等人，推行其所谓偏裨独立构想。也就是让战斗部队独立，由皇帝直接指挥战斗部队长官，使家军统帅在实质上无意义化，原统辖战斗部队的家军则因之解体。但这也在绍兴八年六月遭到当时家军将领中势力最大的张俊反对与抵抗，随着和议的迅速进行，“抚循偏裨”的构想渐渐消失。

若将绍兴四年（1134）九月至八年底的收兵权过程稍加整理，大概有以下情况可言。绍兴四年九月金、齐联军的南进行动，使宋得以将原本各自为政的军事势力联合组织起来。主其意的赵鼎、张浚，于绍兴六年底将家军与零星军事势力联合至相当程度后，他们或拟建立皇帝禁军，或拟重新编组的计划都告失败。张浚基于对金强硬论，成功地将对金作战不力的大将刘光世罢免，却未能掌握并统制光世麾下的实战领袖们（郦琼之叛）。持对金慎重论的赵鼎，继张浚失败后，想要建立皇帝与实战指挥官的直接管辖关系，以收回兵权，却因大将张俊的反对与抵抗，无法编组成单一的皇帝军。绍兴十年五月，金毁弃第一次宋金和议，再次南进，这对于已成功建立家军联合体系，但尚未编组成单一部队的南宋军事编制影响甚大。换句话说，皇帝单一军系之能否再编制成功，关系着南宋防卫力的强弱，也是此次宋、金战争胜败的关键，更与南宋政权能否自立为集权国家直接相关。所以当绍兴十年五月对金战争重启之际，以往赵鼎、张浚曾尝试失败的兵权收回工作该如何继续进行，就成为高宗、秦桧等人此时无所逃避的正面课题。


 （二）绍兴十一年禁军的编制

绍兴十年、十一年宋金战争期间，秦桧的收兵权工作可分为：（1）绍兴十年（1140）五月开战至十一年二月柘皋会战时期；（2）绍兴十一年四月家军解散、编组御前军等二阶段。第一阶段的特色是，彻底执行班师指令。当金军南进之际，刘锜军与岳飞军分别奋战获胜，但当两军切望于乘胜追击之时，却不断接到班师的指示，这件事成为秦桧的战争指导特色。绍兴十一年二月，以江南为侵略目标的金军，在柘皋所面对的几乎是宋主力军团的全面动员，会战结果宋军胜利，也可说是秦桧战争指导方针的胜利。其指导方针的基本态度即是将这次战争定位为防御战。早先赵鼎与张浚的战争方针都不甚明确，造成家军统御上的问题；秦桧的战争方针则无此暧昧性，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彻底控御家军。即使是个别的作战行动，也由权力中枢作成决定再据以执行，或是将家军联组调用，这使得皇帝的军事指挥权较之赵鼎、张浚时期亦有相当程度的恢复。而秦桧的特色，也就是基于其战争构想，更彻底地朝此方向继续推行。

柘皋之胜乃是皇帝确立战争暨军事指导力的一大转机，战争甫一结束，秦桧就立刻运用他卓越的政治能力，着手于收兵权——解散家军，并编组皇帝的直辖军。柘皋会战发生于二月中，诸军各归本营约在三月中，至四月末，家军即已解体。自南宋建国以来，悬宕十数年的问题，在会战结束后两个月就差不多解决了。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在秦桧实施收兵权的同时，其实尚有三项政治工作配合进行：第一是任命当时三大家军（形式上是宣抚使军）首领张俊、韩世忠、岳飞为枢密使、枢密副使之职。第二是令彼等麾下之战斗部队各自独立，听命于皇帝。第三则是由三家军中最强大的张俊率先归还兵权于皇帝。在这三件事中，给事中直学士范同、参知政事王次翁，还有秦桧本人都曾参与。以下即由第一件事，也就是范同的献策谈起，《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辛卯（二十三日）条记载（数字乃笔者所加）：

1．诏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令入对。2．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俊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3．至是，同献计于秦桧，请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桧纳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并赴行在，论功行赏。

《要录》之文可以分为三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即范同系奉诏入对，这表示欲收三大将兵权之事已得皇帝谅解。第二部分则回述张浚、赵鼎虽曾着手收兵权，却因淮西兵变及张俊之反抗而受阻的历史经过。收兵权成功的只有秦桧，抛开对金态度不论，张浚、赵鼎等人也都曾为收兵权之事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这表示就当时而言，收兵权确实是最重要的政治课题。这点必须先予确认。因为一般多以为：只有秦桧才试着收回兵权，才将推动和议与收兵权二事直接相连，并导致岳飞之死。

第三部分虽以辛卯（二十三日）范同入对、皇帝决策为言，但也可看作是，早在辛卯日之前，范同就已与秦桧商量过收三将兵权之事。又从这个方案来看，由于先前已有赵鼎系官僚——王庶、常同、张戒欲收兵权而遭张俊抵抗失败的教训，故这次改用政治性怀柔手段，让大将们出任大臣之职，加以收买。范同以论功行赏的方式，任命诸将为枢密使或枢密副使，将诸将手下的家军转换为国军，而诸将的兵权也就转而归皇帝所有，此一构想确是非凡。而以柘皋之捷与向来无胜局的基本状况并论，向秦桧提示具体的手段，其着眼点亦属非凡。枢密使、枢密副使本是宋朝执政（大臣）群中之一员，与宰相及副相参知政事一同参画国家枢机要事，职位极为重要。故从这点看来，范同的建议，也表现出宋代政治史上常以收买政治解决问题的一面。让武人担任政权中枢内部最重要的官职——当时的大将除岳飞外全是文盲——未必能得到士人层的支持，不过将家军改制为皇帝禁军既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决策，这种收买策略也就得到皇帝的首肯。“上谓韩世忠、张俊、岳飞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何足扫除乎。”（《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条）高宗所言正表示了供以显职的目的所在。

第二件事则是与三大家军战斗部队的独立构想有关，这也是先前赵鼎等人收兵权的中心构想之一。绍兴八年（1138）五月高宗之语即其具体策略：“惟抚循偏裨耳。”（《要录》卷一一九，绍兴八年五月戊子条）而这当然也与欲收张俊兵权时，未得战斗部队带兵官支持以致失败的教训有关。《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二十六日）条引王伯庠撰《王次翁叙记》称：

是夜半，复以制分命三大帅军中列校，使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凡其所统，升黜赏罚，得专达之。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帅入授元枢之制，既出，则其所部皆已散去，导从尽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谋，惟先臣（王次翁）与秦桧预之，天下叹服。三帅既罢兵柄，先臣语伯庠曰：吾与秦相谋之久矣。虽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脱致纷纭，灭族非所忧，所忧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断与天合也，吾何力之有。

也就是说，在三将就任枢密使、枢密副使前一天晚上，秦桧、王次翁等人颁下敕令，认可各带兵官之人事权与指挥权，使各将麾下所领部队独立为皇帝的直辖部队。结果，各部队于一夜间尽皆散去，各将不再有统御之力。《要录》作者李心传提到，《日历》与《王次翁叙记》间有五日差距。所谓一夜之间皆散去的说法，确实令人难以相信，但各将麾下“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的记载的确很重要。因为这与王庶、常同、张戒等人所提出的偏裨抚循政策——令副将自立，以分割各将军团而弱之的方针——大体上相一致。王庶等人于绍兴八年（1138）上半年所构想的计划，终于在三年后付诸实施了。

其次，此一策谋虽是在高宗主导下进行，但很明显地是出自秦桧、王次翁的谋划。王次翁其人，及其与秦桧间的关系，前文已有所分析（详本章第二节）。由于此时仅秦桧与王次翁任职宰执，秦桧一系列收兵权的重要工作，遂皆由王次翁负责主持。正如史书所言：“时韩世忠与刘光世，张俊与锜皆不相能。御史中丞王次翁言曰：臣闻世忠之与光世因言议而有隙，俊之于锜因措置有睽。窃恐锜保一孤垒，光世军处穷独，俊与世忠不肯急援。愿遣使切责。（中略）时诸将骄而次翁弹击不避。”（《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庚午条）他与赵鼎属下的王庶一样，强烈地想将家军收归国家统制。

这种意图使战斗部队自立、分离的构想，进行地极为隐秘，恰如《齐东野语》卷十三“秦会之（桧字）收诸将兵柄”所记：

始诸将苦斗，积职已为廉车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将，常不得举首，或溷其家室。岳师律尤严，将校有犯，大则诛杀，小亦鞭挞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诸校新免所隶，可自结和，人人便宽善。共命报应已略定，三人（世忠、俊、飞）扰扰，未暇问也。稍从容，见桧，始以置衔漏挂兵权为请。桧笑曰：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此边官尔。诸公今为枢庭官，顾不役属耶。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岳飞军向以统制严格知名，由于王次翁观察到，他的严格统制正是促使将校群自立的契机，也是建立皇帝禁军的基础，故不致重蹈张浚的覆辙——战斗部队将校层反对收兵权并加以抵抗。

从政治面来看，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的收兵权工作厥为收买、分化，至于军队制度本身又是怎样的状况呢？《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二十六日）条载有诏书：

是日，诏宣抚司并罢。遇出师，临时取旨。逐司统制官已下，各带御前字入衔，令有司铸印给付，且依旧驻扎。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

这份诏书的重点有六项：（1）废宣抚使制——家军体制。（2）今后调发军队皆须秉承皇帝意旨。（3）带兵官（统制官）加“御前”之名，以示其为皇帝直辖，并给付官印。（4）部队驻屯地点不变。（5）今后无论是物资的调发、人员的补充，皆由三省枢密院，也就是由中央主持。（6）各带兵官可依职位高下，顺序入朝谒见。因着措施（1）以往武将专横以及由此而来的地方军、家军体制得以全面废除。措施（2）则将作战命令及军事指挥权全部收归皇帝所有。而措施（3）与措施（6），则使得全部战斗部队皆成为皇帝的军队，直属于皇帝。五月三日，以诏书赐给原本的三宣抚司统制官，其文曰：

朕延登秉钺之元勋，并任本兵之大计。凡尔有众，朕亲统临，肆其偏裨，咸得专达。尚虑令行之始，或堕素习之规，其各励于乃心，以务肃于所部。（《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五月庚子条）


这明白表示，将由皇帝直接统御并指挥、命令各部队。至于措施（5）既不许各部队随意调配物资，也就意味着将由国库负责军队的开支，以往任各家军自由制造、贩卖酒类，经营质库等商业活动皆须中止，并转归于国家。五月四日，在楚州、建康府、鄂州之韩世忠、张俊、岳飞等营地设置总领以总理军马钱粮，就是与措施（5）相配合。值得注意的是，此军马钱粮官“各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不独职馈饷云。总领官正名自此始”（《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五月辛丑条）。于是身为文官之总领官不独主掌军中财政，也参与军事。尽量分割官职，以期相互监察、相互规制，原是宋朝统治机构经营的一大原则，这里不过是再次翻版而已。总之，地方驻屯军队也被纳入文职财务官员的监视、规制之下
(7)

 。

接下来，当讨论第三点，也就是如何成功地策动三大家军中势力最大的张俊。早在赵鼎、张浚计划收兵权时，就已设想着该如何让诸大将转任枢密使职、使战斗部队自立等有关措施，但都未能成功。秦桧之能以此为计而得成功，一因其把握了柘皋战后借口论功行赏的最佳时机；同时还进行政治工作，策动三大将之一的张俊，让他率先表示愿归还兵权。秦桧对张俊所作的政治工作，也分化了诸将间的一致性，既是怀柔、笼络，也是收买，这次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关键正在于张俊之归还兵权。前面提到，张俊、韩世忠、岳飞等一起被秦桧与王次翁设计，“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齐东野语》卷一三）；事实上，只有张俊早已稍知高宗、秦桧意向，同时秦桧也曾热心地游说张俊。《宋南渡十将传》卷六《张俊传》称：“拜枢密使，俊觉朝廷欲罢兵，首请纳所统兵。诏奖谕之。”又陆游作《德勋庙碑》也以张俊此项提议为收兵权之关键：

而一、二重将，未还宿卫。论者咸以为非长久计，公则率先请罢宣抚使事。奉朝请，章再上，引义恳款，于是议始定。士大夫咸谓：其得大臣体。而高宗亦每谓之腹心旧将，又曰：从来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与他功臣相去万万。（《渭南文集》卷十六）


于是，“时俊与秦桧意合，故力赞议和。且觉朝廷欲罢兵权，即首纳所统兵。上从其请”（《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条）。可见一般皆认为，秦桧与张俊已先在和议问题上取得一致性。

不过，这时秦桧并不能确定张俊是否为主和论者。张俊虽非岳飞、韩世忠者流的强硬对金论者或主战论者，但其如何看待宋、金共存关系则不甚明白。秦桧对张俊所下的工夫，恐怕还是应该从让他独掌兵权这点来考虑。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张俊罢枢密使职，《要录》记其事曰：“初，太师秦桧与俊同主和议，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及诸将已罢，而俊居位岁余，无请去之意。桧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论其罪。”（《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条）和议云云者姑且不论，秦桧约以张俊一人掌兵，应该才是使他愿将兵权奉还皇帝的理由。

如上所言，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间，悬宕已久的收兵权问题——解散家军体制，整编皇帝直辖部队等基本部分，在秦桧、王次翁、范同、张俊等人努力下，一下子就实现了。同年冬十月，高宗曰：

艰难以来，将士分隶主帅，岁久未尝迁动，使植根深固，岂是长策。尝令互易，如臂指可以运掉。才过防秋，便当为此，则人人可以指踪号令矣。（《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月庚午条）


这固然显示家军体制并未完全绝迹，然延至绍兴十二年底，“上谓秦桧曰：唐藩镇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养成。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条），就已是一副夸耀兵权已完全收回的口气了。

在史臣秦熺（桧之养子）笔下，对于绍兴十一年四月的收兵权过程与其最终目的，还有高宗、秦桧等当事人的官方看法是：

既班师，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凡有号召，多托故不至。于出师之际，又不能协力徇国家。恐有缓急，必致误国大事。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一日，大廷宣制，除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帅为枢密使、副。由是天下兵柄尽归朝廷矣。然是举也，孰不以为善。前此独无敢睥睨者，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今一旦悉屏听命，如玩婴儿于掌股之上，销祸于未然。既已协诸军之公愿，谓自此愿尽死力。远近欢呼，切叹睿断英果，措意弘远，知敌不足忧，而太平可指日待也。（《要录》卷一四六，绍兴二年八月己丑条）


南宋政权的收兵权工作不但是众人的期望，也是集权国家为确立其自身而必须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的课题。不过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这个时点本身所具有的个别性、历史性意义也不能等闲视之。从这点来看，史臣的记述——即所谓官方看法——如“恐有缓急，必致误国大事”，或“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等语，虽一味强调当防范军阀、家军之反乱于未然。即将北宋以来皇帝集权主义的复活，视为是收兵权工作的首要目标。全未提及绍兴十一年二月柘皋战后的景况，也就是对金战争最紧要时刻的状况。但我们仍可以推测：秦桧等人于绍兴十一年四月进行此事，乃是因收兵权在对金战争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兴圣政》所引“史臣曰”有如下见解之事亦不能轻忽：

《中兴圣政》史臣曰：（中略）乌珠求和，畏我之强也。故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势重，将帅之权轻。（《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九月己丑条附注）


史臣认为，南宋政府收兵权并解散家军，可以强化南宋军事实力，有利于对外。与此看法一致的，是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高宗闻知金提议和谈时所言：“始谓将帅各自为家，莫相统一。今闻尽归朝廷，纲纪既立，军政必修，望风畏惧。”（《要录》卷一四一，绍兴十一年九月戊申条）总之，收兵权——解散家军体制与编成单一的皇帝直辖军队——乃是“我之强也”的根据，也是形成“朝廷之势重，将帅之权轻”的缘由，这与秦桧的战争构想与战争指导方针恰相符合。绍兴十一年夏收兵权的历史意义，除了封锁家军造反的可能性，也使对金战争更趋近秦桧所拟想的防御战。如后所言，和议与收兵权的连贯性、岳飞之死的超历史性，皆与绍兴十一年四月收兵权工作的历史意义有着无可置疑的关联。



————————————————————


(1)
  外山軍治：《熙宗皇統年間における宋との講和》，《金朝史研究》
 ，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第316、334—342页。


(2)
  陶晋生：《完颜昌与金初的对中原政策》，《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43页；又氏著《女真史论》第三章《政治汉化：一一三五至一一六一》，食货出版社，1981年，第41—43页。此外又可参看陶晋生：《金代的政治冲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1分，1971年。


(3)
  关于第二次宋金战争的开战日期，各书所载不一。《宋史》卷二九《高宗本纪六》与《要录》卷一三五，皆称五月丁亥（十四日）南京（应天府）陷落；《宋史》高宗本纪与《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三，皆谓己丑（十六日）西京（河南府）陷落。可是开战——毁盟之日与东京城陷之日则不一致。《宋史》本纪言：五月己卯（六日）“叛盟，兀朮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十二日）“兀朮入东京，留守孟庚以城降”。《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则道天眷三年五月丙子（三日）“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己卯（六日）“命都元帅宗弼以兵自黎阳趋汴”。又《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三，记五月乙酉（十二日）“金人叛盟，分四道入寇”。关于开封之陷落，《会编》卷二〇〇与《中兴遗史》皆称五月十一日，《日历》作十二日，张戒《默记》则为十三日，《要录》乃言“诸书不同”（《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条）。由于开战之事系由金主导，故据《金史》取五月三日。至于东京陷落之日，则从《要录》之五月十三日之说。


(4)
  《要录》其他刊本有一“不”字，又《（中兴）遗史》亦作“朕虽亡国，不复见张浚”。“不”字恐有脱漏。


(5)
  关于其所弹劾事项——受岳飞赠金五万贯，赵鼎曾有辩解，详见《忠正德文集》卷九，弁诬笔录。


(6)
  绍兴四年十一月的宣战理由，是指称金之傀儡政权——齐为“逆臣”，“大逆不道”。绍兴十年六月发动的对金战争，宣战理由则止于对金将宗弼个人的攻击。南宋在诏书、檄书中明确表示与金全面对决，始自绍兴三十一年八月的战争。在那份诏书中，历数金之占神京（开封），强掳两帝致其崩殂，望“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躯报国，共雪侵凌之耻，各肩恢复之图”。檄文则言“不与贼以俱生”。高宗也对宰执谈到“神怒人怒”，“庶几恢复神州，以复两朝之耻”。这是基于复仇论、失地恢复论，采取全面对决的态势。（《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庚子朔及甲辰条）


(7)
  关于总领所制度与南宋史一般性的讨论，参见内河久平：《南宋総領所考——南宋政権と地方武将の勢力関係をめぐって》
 ，《史潮》78、79合并号，1962年，第1—26页。



第八章　绍兴十年至十二年之政治发展（下）——第二次宋金和议与江南民力涵养论之放弃


 一、绍兴十一年和议缔结经纬

《宋代史年表·南宋》
(1)

 记载：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十八日，“金国审议使萧毅等入见。始定议和之盟”。始自绍兴十年五月的宋金战争，因第二次宋金和议而告终结。次年二月，宋向金提出誓书；三月，金交付宋册书
(2)

 ；八月，归还梓宫与韦太后的手续全部齐备，第二次宋金和议确立。

比起绍兴八年缔结第一次和议时，宋金双方各有异见，起始就带有不稳定性的情况，第二次和议的特色首在于安定。又这次和议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金方面的急切也是其特征。金以具体行动向宋表示和议之意，是突然将宋使节（绍兴十年正月）莫将等人遣返，并带回宗弼的书简。莫将于绍兴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抵达宋境泗州，同月二十日，宋即决定以刘光远、曹勋为使，致书宗弼。十月四日，刘光远至宗弼处，十日启程返国。十七日宋依金之意思派遣高官，尚书吏部侍郎魏良臣应其选。宋同时决定国书中只提敛兵休战之事，余事缓议。金于十一月七日遣魏良臣回返宋朝，明示和议条件，并以全权特使萧毅、邢具瞻与之同行。萧毅等入京后，谒见高宗，约定和议，即在前述之十一月十八日。

总之，自九月二十日起仅仅两个月，第二次宋金和议就谈成了。由于宋使魏良臣等人是在十月下旬至宗弼处，奉命议和的萧毅则于十一月七日出发，由此可以推断，在和议中具有主导权的金，应是在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之间决定议和。相对于宋除休兵外余事皆可慢慢商量的态度，金则十分地急切。宗弼对刘光远说明须遣高官的理由，即是“盖今欲速和故也”（《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月乙亥条）
(3)

 。

可是，金何以会在绍兴十一年冬之际，一面派军至淮南，占领泗州、楚州、濠州，一面又急着进行和议呢？外山军治认为，金之所以欲和，理由有三：（1）金宗室内部发生问题，（2）兵势不振，（3）兴安岭西的蒙古侵略。问题主要在（1），绍兴十一年五月，居金皇帝熙宗侧近、热心建立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宗干病逝，使得金皇帝与宗弼皆放弃了积极的行动。其次是（2）的问题，金军之中，原本身经百战的猛将们多已去世，原以女真人为主干的军队，现在已渐渐变成杂牌部队，不再是以往的金军了
(4)

 。

《大金国志》卷二七《兀朮（宗弼）传》中提到：“（兀朮）锐意败盟，举兵南征，后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乃始讲和。”再取河南的作战虽然成功——因为宋军并未积极抵抗——但就整体进程看，则明显地处于困境。金军厌战气氛浓厚，金李大谅《征蒙记》记道：

闻，诸军不避寒酷，踏泥打冻，决池涸港。掘藕拾菱，寻鱼摸蚌。又宰杀骡驴，相兼为食。诸军饥苦之声不忍闻。（中略）又诸将士云，辎重俱尽，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军不测，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条引）


结果撤兵清点时发现，辎重骡马仅余原来的四成，奴婢则十已无六。《要录》也说：“至是军食不继，士皆饥苦。又闻，王师将涉江而北，宗弼大惧，乃遣（萧）毅等，与（魏）良臣偕来焉。”（同前，十一月辛丑条）

至于宋朝方面则彻底采取秦桧的防御战构想，二月柘皋会战胜利后，兵权得以一元化，诸家军被统一整编为皇帝禁军，宋军已非昔日之比。很明显地，金在绍兴十一年（1141）冬的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宋则自限于不求夺还两帝，收回失地，只进行防卫战。

这种局面，正是金方面之所以急于达成和议，愿意一举解决领土、国境、岁币、册封关系、归还梓宫、母后等有关问题，建立两国均衡共存之局的根本原因。宋对这次战争的期望原仅限于惩罪宗弼——迫使宗弼修正或放弃其战争政策，恢复绍兴八年的情况，而此构想的策定者秦桧既为当权之人，自亦望尽早完成和议。十一月七日，金使萧毅提出（1）以淮水为国界，（2）岁币银、帛各二十五万两匹，（3）割唐、邓二州等条件，宋方无异议，十八日盟书遂定。

（2）之岁币额度，已见于绍兴八年底以归还河南地为主的和议交涉中。这与绍兴九年正月，王伦、蓝公佐所得到的“许岁贡银、绢共五十万两匹”的指示完全相同，当然没有问题。至于第一项条件，一因当时主张恢复中原、收回失地的势力虽占有政权中枢，却未出声。再者高宗曾于九年正月“谕辅臣曰：河南新复境土，所命守臣专在拊循遗民，劝课农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东南之财力，虚内以事外也”（《要录》卷一二五，绍兴九年正月己巳条）。显示宋朝向以消极态度经营河南。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绍兴十年五月，金败盟侵寇河南时，宋人所表现的态度：“金人败盟，分道入犯。人以为中国之不幸，愚独以为此犹中国之幸也。何者？河南我之故土，不幸沦没，我无以取之，而敌反以与之，是敌得以制其予夺之权。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饵我也。幸而乌珠速于败盟，我之福也。”（《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辛丑条引何俌《（中兴）龟鉴》）可见南宋政权对于所得中原之地的经营态度相当消极。了解到河南争夺战原由金所发动，以及金以实力占领的现实状况，就可以明白，以淮水——即现在两国势力范围的胶着处为国境线，当然不会激起强烈的异议。

（3）之唐、邓二州属京西南路，岳飞虽然极力维持、经营，欲以之为河南侧面要冲，但两国既已将建立条约关系——宋不再寄望以军事行动收复失地，金也谅解宋之存在——则此处亦不再是必守之地。

第二次和议中，有关领土、岁币、国境等所谓实际问题部分，宋对金所提的要求全部都答应了。不过，宋当时既非处于不利地位，则宋是否也向金有所要求呢？据笔者看来，宋所强烈要求者，仍是与名分或继承政权正统性有关的所谓名分问题。其一即以往和议中所曾提出的归还梓宫与母后韦氏之事。其二则为两国的册封关系——君臣关系。

如前所述，绍兴八年第一次和议进行之际，为了说服国内反和论者，曾以皇帝之孝大做文章，以论证和议之正当性。十一年和议时，大局既对宋有利，环绕着高宗的皇帝之孝——迎还父柩（梓宫）及生母太后韦氏——就不再是交涉过程中的重点。高宗一直依违于和战之间，并不以孝为词，积极地推动和议。这也可以算是第二次和议的特色。不过，十一月十八日订定和约盟书之时，这种论调又再次出现并且成为主调：

太后年逾六十，日夜痛心。今虽与之立誓，当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言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则此要盟，神固不听，朕亦不惮用兵也。（《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条）


曹勋奉使金国之际，曾受命传语金皇帝：“若大国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则此恩当子孙千万年不忘也。”（同前，十一月丁巳条）而金使萧毅离京之时亦受叮咛道：“若今岁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今岁未也，则誓文为虚设。”（同前，十一月戊午条）

归还梓宫、母后的问题，虽已不再是决定第二次宋金和议成败的首要条件。但在南宋政权确立的过程之中，母后还国一事一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在对内方面所具有的意义上——赵氏政权的继承关系——自我确立与正统性的建立上，仍值得注意。故这仍可视为是第二次和议的焦点之一。《金史》卷六〇《交聘表上》于皇统二年（绍兴十二年）项下明白记称：

三月丙辰，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册宋康王为宋帝，以故天水郡王（徽宗）等三丧及宋帝母韦氏归于宋。

以下再就两国关系进行讨论，宋方面之誓书称：“臣构（高宗赵构）言，（中略）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金方面的册文则为：“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以上皆见《金史》卷七七《宗弼传》）这明白表示双方在名分上为册封、封建关系，两国关系则定位在君臣。再加上前述割让领土，放弃中原、河北之事，秦桧遂被指为是卖国奴、民族叛徒。可是如果暂时放下华夷思想的先验论不谈，对南宋来说，这种册封关系所建立的两国均衡共存关系，也确有一些有利之处。本章第二节已就册封关系对南宋政权自我确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有所讨论。此处将再作检讨的是，与绍兴八年（1138）第一次和议相比较，宋所要确保的国家名分关系。

绍兴八年和议的主要内容，在于金将其傀儡政权齐瓦解后之版图——河南、陕西之地交给宋朝，宋既不是以实力占据中原，其间乃有浓厚的恩惠意味在。这种恩惠性也反映在两国的交涉上，金因此居于强势的地位。如《金史》交聘表上记第一次和议称“天眷元年八月，以河南地赐宋。右司侍郎张通古等诏谕江南”，亦即从一开始，金就是以国书传达讯息，宋对于是否要接受金之国书，根本没有选择余地。而第二次和议时，萧毅、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审可否。其间有不尽言者，一一口授。（宋）惟详之”（《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条引《绍兴讲和录》，金元帅上第三书）。亦即金所派使节乃是能体宗弼之意、具有审决权限之人。两者相比，明显地有着差异。此外，透过第二次和议中两国往复的书信内容，我们也可以对交涉关系——宋、金双方的性格有进一步的了解
(5)

 。

第一次和议中金致宋之国书只有部分留传至今。前面已然提过，由于高宗应否直接收受张通古所携来的国书，成为一大问题，乃以高宗正在服丧为由，由秦桧代受国书，这件国书被有意地从记录中剔除，因为其中言语有不逊之处。只有《绍兴讲和录》中以“略云”方式提到，金因为所立之齐历经八年始终未得安定，失去原来拥立的意义，“于是，已行废黜。况兴灭国，继绝世，圣人所尚，可以河南之地，俾为主云云”（《要录》卷一二四，绍兴八年十二月庚辰条引）。从这里推测，金可能想将傀儡政权的性格直接移植到宋朝身上。而若再想到其以诏谕的形式强迫宋受纳国书，则此可能性就更强了。在金赐给其完全从属国齐的诏书中有谓：“诏曰：今立（刘）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金史》卷七七《刘豫传》），“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世修子礼”（同前卷三《太宗纪》）。故金、齐乃父子关系，而非君臣、册封关系。在《金史》交聘表中，并未以楚、齐等金之傀儡政权为记述对象
(6)

 。绍兴八年（1138）和议中，金若想将对齐关系原原本本地转移为对宋关系，应该会要求宋以事父之礼事金吧！绍兴八年十一月，韩世忠在泗州从金使张通古的先遣使者银牌郎君处探得金之意向，他在传回的情报中称：“金人欲要陛下如刘豫相待礼数。”（《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壬辰条）如此一来，金视宋如刘豫政权的可能性又强了一些，具体而言，即要求以事父之礼相待。

第二次和议则对宋、金关系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即采事大之礼，建立册封、封建关系，不再是完全的从属国。《绍兴讲和录》所收之“金元帅上第三书”，也就是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七日金使萧毅所带来的书简中言道：“既能尽以小事大之礼，货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为定。”又说：“既盟之后，即当闻于朝廷，其如封建大赐，又何疑焉。”（以上皆出自《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条）可见金已了解到，以往两国关系中一方施惠的情况已有改变。大概当时宋、金两国所处状况（宋方面的相对有利状况），再加上秦桧的努力，已使父子关系转换为君臣关系。总之，若仅就十一年和议本身进行讨论，而不处理其与八年和议相关部分，就不能妥当地了解其历史意义。如果只注意到双方建立了君臣关系，这或许只能目之为屈辱外交：事实上，赵氏政权因形式性君臣、册封关系所得之实质好处——如次节所将讨论的政权获承认、政权存立之保证、内政不再受干涉等皆应加以考虑；尤其是在勘核两国实力之后，就更不能简单地断言这是“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的签订”，或是“赵构、秦桧对南宋主权、领土和人民的大出卖”
(7)

 。


 二、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与绍兴十二年秋韦太后还朝的意义

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根据前一年所订之第二次宋金和议，原先拘囚于金、客死异地的北宋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郑氏、南宋高宗懿节皇后邢氏之棺木（梓宫）被送还，徽宗皇后、高宗生母之皇太后韦氏则平安地回到临安。韦太后的平安生还乃是宋金关系的焦点，前一年十一月，高宗曾对金使萧毅说：“若今岁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今岁未也，则誓文为虚设”（《要录》卷一四二）。十二年八月“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议谐否。若还我太后，大金亦守和议也”（《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八月戊辰条）。在第二次和议中，宋于领土、岁贡、名分关系等项目均不计较，只要求归还梓宫与韦太后。这次送还之举，被视为是宋、金两国，尤其是金方面遵守十一年和约的表现，意味着十一年体制就此确立。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大赦制词也说：

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金）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九月壬寅条）


关于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约的内容，《宋史》卷二九《高宗本纪》所载十分简洁：

是月，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畀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诏川、陕宣抚司，毋出兵生事，招纳叛亡。

其主要内容即两国之名分关系、领土，以及宋向金所纳岁贡额。南宋版图由此确定，领土只限淮水以南，河北、河东，河南、陕西、山东之地尽皆放弃。一般批评此约是屈膝、耻辱的条约，就是因为条约中如此划定版图——放弃华北、中原、关中之地，并有宋向金称臣，每年金皇帝生辰与正旦须遣使称贺等规定。以下便转以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为着眼点，检讨当时界定两国关系，与南宋国家基本特质的两国名分关系。

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史料，如宋使何铸于皇统二年（绍兴十二年）二月向金提出的誓表，同年三月，金使刘筈送交宋人的册命，皆见于《金史》。前者即：

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金）。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敝邑（宋）。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敝邑永有凭焉。（《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后者为：

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同前）


对照两者，宋之誓表内容尽是领土、岁贡额等非常事务性的问题；金之册命则以天子对臣下的庄重文体，历陈宋沦落为江南政权的历史经过。此一对比，颇饶人兴味。尤其是后者所言“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更是重点所在。这无异是宣告双方的册封关系，宋成了受金册封的国家。在和议交涉之初，宋曾于十月十日提出“敛兵”（休战）之议，宗弼答允后，于十一月七日所发送的“金元帅上第三书”中，即具体表示“既能尽以小事大之礼，货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岁贡额）为定”（《会编》卷二〇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条引“金人元帅第三书”）。又说：“既盟之后，即当闻于朝廷（金）。如有封建大赐，又何疑焉。”（同前）也就是说，金方面早已决定将宋视为金之藩臣。

据笔者看来，这份誓表与册命中所表现的两国关系，已然脱离了道义论、复仇论、屈辱论的立场，这点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南宋开始根据这份盟约确立自我的地位。这又可以分为三点来看：

（1）南宋政权从此存立，并得到认可——亦即金的承认，安定的宋金关系由此实现。之前在原则上，金军只希望早日歼灭靖康之变的唯一漏网者——高宗。靖康之变时，金军根本否定宋可继续存立，故拥立异姓张邦昌为傀儡政权，张邦昌投降南宋被杀后，金之对宋战争，是以追讨高宗为其大义名分，史载：“邦昌死，太宗闻之，大怒。诏元帅府伐宋。”（《金史》卷七七《张邦昌传》）又谓：“初康王既杀张邦昌，自归德奔扬州。诏左右副元帅合兵讨之。诏曰：俟平宋，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同前《刘豫传》）“上曰：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金史》卷七四《宗翰传》）追索高宗与建立异姓王朝既为一事之两面，则金之最后目的即是完全否定，并进而歼灭赵宋政权。十余年后，这样的关系有了极大的变化，宋虽成为从属的藩臣，但其国号、帝号均获得承认，可以与金共存。由宋这方面看来，原为其最大毁灭者的金朝，终于承认淮水以南为宋版图，以及宋在此一方的统治权力，意义自是非凡。

（2）与金达成和议，对南宋确立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还在于徽宗棺木与高宗生母韦后的归返。高宗因此而得以确保宗庙祭祀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他终于可以进行将赵氏历代皇帝神灵与他自己同一化的祭祀活动，这对于标榜自己为继承政权的高宗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梓宫与皇太后的归返，之所以优先于其他和议条项，被郑重提出的背景有二。其一与高宗即位之事有关。高宗并无父帝徽宗或兄帝钦宗之直接授权。他之所以能即位，是承哲宗后孟氏——她因出家为道姑，逃过靖康之难，还俗后为元祐太后——之命。这种即位方式随时都会发生名分上的问题，如建炎三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叛乱时，彼等胁迫高宗退位时即曾表示：“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钦宗）来归，不知何以处。”（《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癸未条）为了克服即位问题的弱点，高宗必须迎回父帝的梓宫与生母太后，以健全自己的授权关系，使自己的名分得以神圣化。

其二，高宗之所以坚持要梓宫归返的第二个理由，是要借着宗庙祭祀的连续性与一贯性，成就自己的权威化与超越化。当情况渐由混乱归于平静之时，南宋如果希望以继承前朝为大义名分，藉此追求自身的正当性、绝对性，则宗庙祭祀的一贯性自为其间不可或缺的要件。“国之大事在祀”（《要录》卷一五〇，绍兴十三年十一月癸酉条），“天子建国，宗庙为先”（同前，十三年十一月庚申条引何俌《龟鉴》之言），宗庙祭祀成了士人层的话题与关心的焦点。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和议交涉将成之时，宋皇帝回复金元帅书简的“皇朝答书”中有言：“上国方以孝理天下，若使祖宗不阙祭享焉，是为至望。”（《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巳条引《绍兴讲和录》）这里已明白表示勿使祖宗祭祀中断，亦即请求返还梓宫的热切期望，而这当然也是为确立高宗权威必须完成的愿望。梓宫归返之后，遂于绍兴十三年正月，加徽宗谥号，“皇帝亲飨太庙，圣孝格天”（《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正月丙午条）。同年冬十月，“奉安祖宗帝后及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神御于景灵宫”（《要录》卷一五〇）。同月，“上诣景灵宫，行款谒之礼”，次月“诣景灵宫，行朝献之礼”，“赴太庙宿斋”，“朝飨太庙礼毕”。十一月八日冬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太祖、太宗并配，自天地至从祀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举行了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的天地、宗庙合祀活动，大赦天下（以上见《要录》卷一五〇，绍兴十三年九月至十一月诸条）。单从祭祀方面来看，高宗的绝对权威成就于此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之前梓宫归返所发挥的作用。

总之，高宗是借着梓宫与母后的归返，而使其皇帝即位的正当性与授权关系得以完整，并借着宗庙祭祀的一贯性，加强自己的权威与绝对性，从而成就了作为继承政权的南宋朝。

（3）宋金和议成立后，宋之誓表与金之册命的交换关系，使得金不再干涉宋之内政，也放弃了建立傀儡政权与宋对抗的工作。这并不完全表现在盟约规程、交换书简等方面。金在确认宋之国号、帝号、版图的同时，也意味着将承认在此版图内的一元统治者，这等于在实质上保证了宋高宗的政权。金原以完全否定赵宋政权为目标，故在靖康之变时逮系了宋室所有关系人士，并且两度建立张邦昌、刘豫等傀儡政权。刘豫政权还协助宋之叛将李成，使其与荆湖地区为乱的钟相、杨么集团相联系，积极地图谋破坏赵宋政权，建立对抗政权。在金所进行的破坏工作中，最严重者当是有关高宗之兄，也就是北宋最后一位皇帝钦宗的拥立活动。如刘豫政权不符金人期望被废时，据称：“时刘豫既废，传言金人欲立渊圣（钦宗）于南京，以和定而止。”（《宋史纪事本末》卷七二，秦桧主和项）这或许是因为废刘豫时，“又恐汴人不安，曰：汝旧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中兴小纪》卷二三，绍兴七年十一月条），即宗弼欲藉此安抚民心。

这也埋下岳飞屈死的远因。岳飞之所以被高宗杀害，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就是他身为拥有重兵的武将，竟敢建言立太子事。岳飞曾为阻止金人立丙午元子，建傀儡政权事，上言道：

近谍报，敌人以丙午元子，入京阙。为朝廷计，莫若正资宗名，则敌谋沮矣。（《要录》卷一〇九，绍兴七年二月庚子条引张戒《默记》）


所谓丙午元子，是指钦宗于靖康元年丙午所立皇太子赵谌
(8)

 。

拥立钦宗或其太子的工作，本是金人最后一手王牌，身为金对宋远征军最高指挥者宗弼在遗言中透露出一些讯息。据李大谅《征蒙记》：

遗言于汝等。吾没后，宋若败盟，推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惑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有术付汝等，切宜谨守，勿忘吾戒。如宋兵果举，势盛敌强，择用兵马破之。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王，并力破敌，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患害。（《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十月是月条引）


由此可见，金元帅宗弼欲藉拥立钦宗以遏宋军（高宗军）之锋锐。钦宗这个人质，被认为是对宋工作的最后王牌。反过来说，高宗因为金拥立其兄帝，严重危害到自己的权威，在士大夫间产生难测的动荡，潜在的危险因而不断。在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中，宋誓为金之藩臣，金则保证宋之版图、国号、帝号，并直接统治中原——即不再建立代理、傀儡政权，宋金双方直接均衡对峙，这种情况暗示拥立钦宗的工作已被放弃。我们不能忘了，前引《宋史纪事本末》卷七二明言金之拥立钦宗工作“以和定而止”，总之，金之放弃拥立钦宗，对于高宗南宋皇帝身份之确立，具有不可言喻的意义。

第二次宋金和议，包括绍兴十一年的宋金两国和约，十二年两国交换的誓书、册书，还有徽宗梓宫与皇太后韦氏的返还，这次和议对于南宋之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即：（1）原为破坏者、否定者的金朝承认了南宋即赵宋政权的存立。（2）高宗即位正当化，宗庙祭祀获得保证。（3）建立傀儡、代理政权、对抗政权的工作暂停。


 三、第二次宋金和议时之政治势力动向与岳飞之死

本节将就第二次宋金和议时南宋政权内部诸势力的动向进行讨论。第一次和议时朝论分为两派，当时秦桧等少数派是以皇帝之孝为大义名分，才勉强摆脱困境；比较起来，第二次和议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强烈的反对。这也是第二次和议的特色之一。南宋中期人士吕中曾说：“向者之和，贤士大夫并起争之。今则无一人言之。”（《中兴大事记》卷一，诸将奏捷、秦桧主和条）为什么会这样呢？吕中并未从其历史的因由提出解答，只说：“此诸将奏捷之后，秦桧复主以和。和议至是而定。”（同前）这是以诸将奏捷——即柘皋会战作为转机。的确，柘皋一战使金军不敢再尝试渡江，接下来的收兵权，则使南宋政权的基础更形稳固。金既已暴露其军事能力有限，江南防卫遂成为确实可行之事，大家既已了解，南宋权力的统合力足以维持安定，这便有效压制住观念性的和议反对论者。其次，第二次和议着重在维持宋、金双方现状，并确认现状，不复如第一次和议那样，带有一方施惠的色彩，这也是反对论难以为言的原因之一。

与八年和议不同的是，高宗并未全面掌握推动和议的主导权。他在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莫将归国之时已经表示，和、战皆有相应之道。十一月缔和时，又明言如不送还母后韦氏，不惜破盟开战。归还太后韦氏虽然仍是宋朝最主要的要求，却未像绍兴八年那样，特别强调“天子之孝”。毋宁说，高宗此时最最关心的，乃是如何借着收兵权，重新建立皇帝权的优越性与集权体制。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上曰：礼可以立国，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乱”（《要录》卷一四三，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壬申条）。同年十月，他又有如下之豪语：

上谓大臣曰：人主之权，在乎独断。金国之主，幼而无断，权归臣下。往年之和，出于乌珠，今年之战，出于挞懒。或和或战，国之大事，而皆不出于人主。无断若此，何以立国，知不足畏矣。（《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平十月丙寅朔条）


其中所谓“往年之和出于乌珠”应是挞懒，“今年之战出于挞懒”则当改为乌珠。这或许是在说反话。既然和、战乃是皇帝专决之事，这也就表现出他对秦桧推展和议的不满。不过，高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反对推行和议的。

郑刚中曾从权力中枢的角度观察第一次和议经过，他认为最先是士大夫们反对和议，中期的反对者则降至一般民庶，最后只剩将领们（《北山集》卷一）。而武将中反对和议最力的岳飞，既于十月十日下大理寺狱，则当十月、十一月进行第二次和议时，他已失去自由。另一反对论者韩世忠虽屡次上奏，“力陈秦桧误国”（《要录》卷一四二），反对和议，主张恢复中原，却未得皇帝采纳，乃于十月底辞枢密使职。与战斗部队相隔离的将领们虽在权力中枢中努力，却已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和议交涉中，士大夫们曾遭到两次政治镇压。其一是与李光一样，虽暂时参与秦桧政权，但遭疏忌的范同、朱翌、邵大受、赵士傌等人。范同乃是建议将三大将明升大臣、暗解兵权之人，他因此功而升任副宰相参知政事，然“（范）同始赞和议，为秦桧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秦桧忌之”（《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己亥条），遂遭罢免。任职中书舍人的朱翌被罢，原是因为“顷以谄事吕本中，荐之赵鼎”（同前，十一月丙申条）。后又遭左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称：“今闻同与朱翌、邵大受等又往家焉，窃恐浮言横议。”还说：“范同顷为浙东宪，与赵士傌通家往还，或以他故数日不克见，则必遣其属邵大受往传导言语，窥伺国事。”赵士傌为宗室，“数言事，秦桧忌之。岳飞之下吏也，士傌草诏救之”。故被弹劾道：“士傌身为近属，在外则结交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以上同前，十一月丁未条）范同、朱翌、邵大受、赵士傌等被罢后，皆投远地闲职，反秦势力一扫而空。唯其打压的理由，除赵士傌曾有救援岳飞之举外，其他皆只说是反秦桧，内容不明。可是，如果将此看做是缔和之前的政治镇压，则当仍与反对和议有关。万俟卨曾发言指出，李光于金使入京时鼓动会稽民众，而范同等“益数光，万一会稽藩辅为之震动，则远方闻之将如何”。如此一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反秦桧分子的取缔、检束，预防彼等欲抗拒金使人京，打消和议之措施。

另一项政治镇压行动，则是针对会稽地方极负人望的李光。李光因着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第一次和议的政治危机，成为参知政事，一年后即因与秦桧对立，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隐居越州。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己亥（五日），金使抵达行在之前，也就是范同罢参知政事的同一天，李光谪遣于边境的广南西路藤州安置。其理由为：

言者论，乃者二使之还，敌示欲和之意，于国体无损。而光乃阴怀怨望，鼓唱万端。致会稽之民，扶老携幼，转徙道路，连日不止。乘时诽讪，罪不可赦。（中略）朕于先辈，闻其虚名而用之，见其不才而罢之，逮其有罪而责之，皆彼自取，朕未尝有心也。（中略）乃谪光岭表，令绍兴府日下遣发。（《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己亥条）


所谓二使之还，究竟是指九月时的莫将、韩恕，还是十月的刘光远、曹勋，无法确定。不过，李光不赞同秦桧的和议论，的确使秦桧等人感到不安，况且李光在越州的影响力不可轻忽，故决定于金使入京之前说动皇帝，将其流放岭南。

以上是将阻碍十一年和议之人分为（1）武将，（2）秦桧政权内部，（3）江南有力人士等三方面来考察。比起之前为和战而激发的剧烈权力斗争，十一年和议的情况已大不相同，秦桧始终掌握着优势。而如八年和议中，不得不容忍李光者流出居宰执的局面也不复可见。这意味着高宗、秦桧的权力不但得以在金军的压力下防卫江南，也成功地收回兵权，确立其集权体制的基础，权力的安定度大为提高，原先处于权力斗争与和议反对论氛围下的政治结构早已不存在了。

最后再就岳飞之死稍作讨论。这里先抛开民族精神、民族大义的超历史英雄观，单就南宋成立初期岳飞与秦桧的相对位置观察讨论。

岳飞生于河北西路相州农家，他曾自道自己的基本信条是：“中原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众不可。”（《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以下同）他热心于营田、屯田之策，“亲行诸砦慰抚之”，又“纠合忠义，取河东、北州县”，“招结两河豪杰”，并联络民间武装势力与各自卫团体，“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岳飞军队的特色，正在于其受到已被当时政权放弃的华北、中原在地地主层强力的支持。所以他的基本方针、构想，就是要完全收复故地，继续对金作战，并反对进行和议。他认为“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于此”，乃“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

秦桧是出身建康的精英官僚，因为娶神宗朝宰相王珪的孙女为妻，故其周边人士都是以王氏一党为中心的名门与有力人士。他对于当时整体状况的构想——南北均衡共存论，前已有详细说明
(9)

 。他不是以华北、中原为故地，“怀土顾恋，以死固守”（《大金吊伐录》卷二）的地缘论者。他的战争构想乃是防卫江南的对金防御战，缺乏与金决一死战，必消灭金人，标榜对决的积极性格。在他主张南北均衡共存论的同时，他也绝不容许在南宋政权下有任何分裂、分权的倾向发生，坚持集权主义。

这两者代表不同的宋代史论理方式
(10)

 ，非但在观念构想上无法共存，就现实政治决策、权力编制而言，更只能二中选一，无法并立。或谓秦桧是为了和议，奉金朝宗弼指示杀害岳飞（如《宋史·岳飞传》），但这个说法未尽妥当。我们不能忘了，早在对金和议进行交涉之前，秦桧就已有杀岳之意，故使人弹劾岳飞，兴狱事（绍兴十一年七月）。

岳飞与秦桧决定性的对立诚如上述，然而在岳飞死前，身为皇帝的高宗有何调停能力，也就是其政治力量如何，也是应该追问的问题。“中兴之事一委卿”，“设施之方一委卿。朕遥度”的说法，与绍兴十一年底赐死的矛盾，使得学者至今仍在争执：杀岳飞一事究竟出于高宗，还是出于秦桧？对于这个问题，当以龚延明的说法最为允当
(11)

 。他的看法是，岳飞之所以被赐死，是因为：（1）高宗知道岳飞反和，而高宗自己又希望确立和议体制。（2）释放岳飞无异承认其冤枉，对于知其下狱的皇帝颜面有损。（3）纵使释放，岳飞仍可能会怨恨高宗。

岳飞之死象征了北宋与南宋建国理念间的歧异。同为赵氏政权，北宋克服了防卫契丹与分裂的基本问题，南宋则不同，岳飞之死其实是在地地主势力衰退与权力中枢为少数人所据有的结果。


 四、历来对收兵权暨绍兴十一年和议的看法

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政权一举解决了自我存立的基本课题。同年四月，不服皇帝统制的诸家军解体，整编为皇帝御前禁军，确立了对内集权体制的基础。十一月间，向来否定赵氏政权的金国，与宋签订和约，外部的压力也随之消解。十二月，坚持对金战争，力主收复中原、河北故地、失地，迎还徽、钦二帝，消极阻碍皇帝兵权一元化的岳飞被赐死。岳飞之死往往被认为是收兵权与第二次宋金和议的牺牲品。“秦桧——坏人、卖国贼”对“岳飞——好人、民族英雄”这种超历史性的图解人物论姑且不言，与岳飞之死有关的政治过程、历史经过，的确是以绍兴十年、十一年为基轴，以下即就历来有关岳飞之死、收兵权、第二次宋金和议的见解，进行检讨，指出其问题点，并且试着从历史方面理解。

如果暂时先将岳飞个人的主观意图与态度搁置不论，单从政治史的立场来考察，则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当是岳飞之死的背景结构，也就是十一年和议与收兵权这两件悬案，皆于绍兴十一年获得解决，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互有其关联之必然结果？换句话说，这能否看作是根据一定构想，加以具体化而有的事情？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曾对此问题提出他的意见：“故和议不成，则岳飞之狱不可起。（中略）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合。交相用，而曲相成。”（《宋论》卷十《高宗》）

王船山认为，高宗与秦桧对和议与收兵权的看法有别。其中秦桧的想法较易理解，他既以和议为目的，为实现和议，必须镇压杀害反对者、抵抗者，故岳飞成为牺牲者。这是为了要清除找麻烦的人，此种看法若推之于极端，就变成是奉金人指示所为
(12)

 。“兀朮（宗弼）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即其代表性说法。这样的看法就历史发展而言并不妥当
(13)

 ，然若主张岳飞之死、立和议、收兵权三事具有一体性，则可视为当然。

王船山还提到高宗的想法，即以消解兵权为其最大目标，且以此尚急于和议的说法，也是自南宋以来即已可见。南宋中叶的叶适曾说：“而秦桧以为，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故屈意俯首，唯虏所命，以就和约。废诛诸将，窜逐名士，使兵一归于御前。督府结局，收还便宜，使州郡复承平之常制。”（《水心别集》卷一四，纪纲四）又道：“（秦桧）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之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水心别集》卷一二，四屯驻大兵）总之，叶适的理解是，之所以会坚持与金议和是为了要收兵权，以恢复集权主义，故收兵权为目的，和议为手段。王船山与叶水心虽一以和议为目的，一以收兵权为目的，但双方皆认定和议与收兵权之间为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或者说是因果关系。

主张和议与收兵权间有强烈相关性——不问何者是目的——的看法，皆认为这削弱了南宋的军事力量。如中国学者邓广铭作《岳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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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为“赵构、秦桧收兵权”，继第二节“赵构、秦桧收夺三大将兵权”之后，第三节的标题即为“秦桧进一步摧毁南宋的国防力量”。也就是把和议、收兵权、岳飞之死，都等同于是削弱南宋军事力量的意思。

可是，这种对绍兴十一年（1141）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认为收兵权与建立和议削弱了南宋军事力量的看法，是否合于绍兴十一年的历史过程，尚待考虑。

首先，正如范同所言，收兵权的工作本身，乃是对金强硬论者张浚、慎重论者赵鼎都曾努力过的事，这绝不是主张和议者独有的想法。因此，将和议与收兵权视为一体的看法，并不符合历史经过。

其次，收兵权与和议应视为个别的政治过程来理解，这点可以在以下所引高宗绍兴十一年九月、十月的谈话中得到确认。四月底收兵权成功后半年（九月中旬），第二次宋金战争开始前两年正月间，任迎护梓宫使奉使金国，却为金国拘执的莫将、韩恕等人忽然返国，高宗获报时曾说：

上谕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祸，敌有休兵之意尔。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今春乌珠提兵南来，谓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败，有所惩创，一也。始谓将帅各自为家，莫相统一，今闻尽归朝廷，纲纪既立，军政必修，望风畏惧，二也。朕每欲与讲和，非惮之也。（《要录》卷一四一，绍兴十一年九月戊申条）


他直观地认为金之提出和议，是因为十一年二月的柘皋之捷与兵权已收。但就在此同时（十一年九月），“宗弼引兵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同前），故战备亦属必要。

上曰：（中略）更令张俊益修守备。今莫将还，虽遣报使，然勿以议和为意，但当作不讲和处之耳。（《要录》卷一四一，绍兴十一年九月乙丑条）


上又曰：敌人议和，熟思所以应之。若彼我之势，强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强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惧我之意也。是二者于和为易。若乃彼强我弱，压以重兵，要盟而和，则必有难从之事，邀我以逞，当思所以应之者。可预戒诸将，厉兵秣马，以为待敌之具。事或难从，岂得避战。（《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月庚午条）


高宗认为，兵权既收，宋军归于一统，就具备了对金作战的实力，而达成和议的基础虽已趋成熟，但继续战争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南宋权力中枢无法决定要和要战，乃有这种和、战皆可的态度。这表示收兵权与和议二事，绝不是像王船山、叶适等人所认定的那样，具有排他的、因果的一体关系。自四月收兵权以后，到十一月达成和议的这段期间，主战抑主和，一直摇摆不定，收兵权与和议间有着距离，不能视为是因果关系或目的、手段关系，二者之间以何者为主体，尚有选择的余地。

同年七月——金尚未有任何议和表示之时——御史中丞何铸对四月间已罢参知政事的孙近提出弹劾：

（何铸）以为，（孙）近自罢政以来，每对客谈，即云：缘与陛下、与秦桧议边事不合，遂致丐祠而去。一时好事之人，往往传为口实。（《要录》卷一四一，绍兴十一年七月甲辰条）


这件事在十二年正月时又被重新提起，当时的御史中丞万俟卨重又指责“及（孙）近执政，或得禁中密语，往往漏之”（《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正月庚申条）。这意味着居于权力中枢的高宗与秦桧在边事——国防、军事问题上意见不一，秦桧既是一贯的主和论者，此处所谓的不一致，当是皇帝与秦桧在如何继续对金战争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想法。高宗原本依违于和、战之间，是不是这时较倾向于后者了呢？

高宗认为，收兵权有助于宋军战力的强化，史称：“上谓韩世忠、张俊、岳飞曰：（中略）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何足扫除乎。”（《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条）在兵力统一且一元化的背景下，高宗有着强烈的自信。总而言之，收兵权成功后，高宗与秦桧在十一年七月间曾对国防、军事问题有不同意见，我们不能把收兵权与和议视为直接相关的一件事。

如上所言，就政治过程的发展看，十一年四月的收兵权、十一月的订立和议、十二月的岳飞之死，都是个别性的事件，不能以因果论或目的论，先验地联结其关系。不过，在研究十年、十一年政治过程时，将这些事情间的关系全部切断，也会发生问题。政治决策不就是如同一道潮流，容许某种程度的可能性？个人以为，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以目的论、因果论来总括，而应视为是秦桧处理十年、十一年战争的战争计划或战争构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事象不又可以再重组成一道必然的潮流？

之前已一再言及，在秦桧的构想中，这次宋金战争乃是防御性的战争，其战争指导原则亦完全由此出发。他一方面抑制岳飞、刘锜等冒险主义主战派将领的进击行动，一面靠组织、联络家军军团阻止金军侵寇江南，更解散家军，将之重整为皇帝的军队以收兵权，这些充分表现了秦桧强势的政治力与指挥能力。而此全部过程在开战以后一年间即告完成，更显示出秦桧卓越的政治力。宋军一元化后，中央指挥权确立，作战的有机性提高。金军夺回河南时，宋方面并未作强力抵抗，秦桧的战争宣言虽以诛宗弼为目标，其实是要金罢免宗弼或是放弃宗弼的对宋战争政策，复归绍兴八年的和议体制。秦桧的防御战既有效果，宋军的战力也因军队一元化而加强，结果，金方面不得不放弃战争政策，提出和议。收兵权与和议之立的确是一连续过程。《中兴圣政》引史臣曰“乌珠求和，畏我之强也。故兵可以合，兵合而朝廷之势重，将帅之权轻”（《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九月己丑条附注引），正概要说明了此一过程。笔者以为，从前述的关系来看，收兵权可以说是和议——金改变其战争政策——的前提或是契机。


 五、战时财政与江南民力涵养论的放弃

前面已从南宋初期政治课题中收兵权与宋金和议等两方面，来检讨绍兴十年至十二年的政治过程。以下将再追溯此一时期有关国家财政方面的动向及其特质。

绍兴十年（1140）五月由于金片面毁弃盟约，重开战事，战时财政状态因之重现，为了征缴战费，国家的敛夺更为强化，而寄生于国家敛夺的“倚法营私”之人，当然也趁此机会敛财，加强对江南在地地主的压迫。十年六月甫一开战。政府即发出诏敕如下：

诏。敌人侵犯河南，已决策用兵，所宜经理财用，以赡军旅。帅守诸司，自当体国，协济大计，可将应见管钱物，量留经费外，尽数起发。有能率先应办，当加褒擢。如隐占不实，必置于法。（《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壬戌条）


接续上文还有“并谓在官钱物，不得因缘扰民”之语，虽然已表示为人民考虑，但皆有名无实，徒成具文。《要录》于此下付注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称：“绍兴十年，秦桧为相，下令云：奉兵击敌，须备犒赏。计亩率钱，遍天下五等，贫民无得免者。所敛号激赏（钱）。”秦桧发挥了他的实务能力，连五等户也列入征敛战费的对象。十年七月，“户部请州县出纳官物，每千增收头子钱十文，赴左藏，为激赏之用。许之”（《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乙丑条）。为了支付兵士战时赏金，激赏钱开始列入临时附加税。

宋、金重行开战后，在国家财政方面当然会有强化敛夺以应付战时财政的问题产生。而在政治方面，自绍兴八年（1138）以来所行的息民、裕民政策也因此而被迫中止或废弃。如前所述，和议可以带来休战，苦于战费征敛的人民，遂得从战时财政下稍有纾解，尤其是江南的在地地主们更可以因此得到休息，令民生富裕。而此因休战而有的息民、裕民论，也就成为拉拢江南在地地主支持和议势力的王牌。

可是，现在事态又发生了变化，战争一旦再起，息民、裕民政策的大前提即告崩溃，与江南在地地主间的合作体制也告破产。绍兴九年（1139）十二月李光罢职，十年五月战争再开，总之，与江南在地地主间的合作体制无可继续。绍兴十一年八月，高宗正面表明了不愿减税，“上曰：省刑罚，薄税敛，王道之本。国步方艰，未能弭去，斯民税敛，无术可以薄之”（《要录》卷一四一，绍兴十一年八月甲午条）。绍兴十二年六月，由于私盐之禁过严，“惨酷冤滥”，或请“少加裁损”，“上曰：古今异事。今国用仰给煎海者十之八九，其可以损以与人。散利虽王者之政，然使人专利，亦非政之善也”（《要录》卷一四五，绍兴十二年六月壬午条）。再次表明无意缓和盐专卖。这与绍兴八年时尽速改革赋税、专卖弊害的态度有着极为显著的变化。

故这种倾向与其说是为了战时财政临时起意，不如说是与政权指导者秦桧的本来性格有关。秦桧曾指责张守在江西减免赋税是损国，秦桧政治的特质，就是依法定额征税，将地方财货集中于中央。《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九月辛酉条临安官仓遇火记事项下引《秀水闲居录》言：“赵鼎淮上用兵，以三百万缗入三省激赏库。秦桧继相，用术尤精。九年，金人还河南故地。桧托言计备使礼，凡常赋之入，多归此帑。”秦桧对赵鼎创设的战时财库及其经营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进入战时财政，对于一心想把财货汇集中央的秦桧而言，并非坏事，反倒是实现他财政政策的大好机会。

绍兴十年至十二年间国家财政政策的最大特征，当是前述收兵权的成果及其影响。绍兴十一年（1141）夏、秋间，高宗与秦桧成功地克服家军体制，编组皇帝直辖禁军，而这个问题无论在国家财政支出或收入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高宗曾夸语“朕以天下财赋，养天下士大夫”（《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二月甲子条），这种见解当然也适用于军人。绍兴十年十月，“上谓大臣曰：用兵惟在赏罚。若用命者必赏，不用命者必罚，何患人不尽力。比闻，大将奏赏，往往任私，不当人心。朕若亲提一军，明赏罚，以励士卒，必可擒取乌珠”（《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年十月壬辰条）。乌珠就是金军总司令宗弼，士卒因赏罚而受驱使，即能剿灭金军，高宗真是非常地有自信。在高宗的这番大话中，值得注意的是，高宗认为对金战争的胜利可以藉赏罚而有，具体而言，就是能用金钱买到。尽管士大夫间高唱复仇论，以收复故地、失地为号召，可是真正被认为可以推动战争者，并非道义情谊，而是金钱，其间意味着实深远。这与华北、中原民间自卫组织的指导者——在地地主们，为守祖先墓地而有的考虑方式截然不同。在高宗眼中，兵卒原则上乃是佣兵，根本不可能有志一同。高宗既把兵将关系限定在赏罚关系、金钱与法关系（罚是法所规定）、雇佣关系上，为使兵卒能秉其意而行，当然必须不断有庞大的资金支应。收兵权后，原在家军之下的兵员全都成为皇帝直辖的御前军，更需要巨额的资金，国家财政乃随之急剧地膨胀。

不过，收回兵权之后，国库也接收了各家军所经营的各项财源。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韩世忠甫受命为枢密使，他的财库就为国库所收纳。其内容计现钱百万贯、米九十万石，镇江府、扬州、真州等地之公使、回易、激赏等酒库十五处。岳飞军之利源则有：（1）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等十四库，岁收钱百六十五万五千余缗；（2）鄂州关引、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共收钱四十一万五千余缗；（3）营田稻谷十八万石。总而言之，随着兵权之收回，诸军所经营之财源亦归国家所有，南宋之财政规模乃大为扩张。南宋政权成立初期的国家财政样貌虽不甚分明，然据曾我部静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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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初年岁入还不到一千万缗。绍兴末年则急遽增加到六千四百万缗。财政膨胀的原因固然必须多方面考虑，至少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绍兴十年至十二年间收兵权与宋金战争所造成的影响不小。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当时的皇帝甚至认为，只要有钱，敌将之首亦非不可得。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务、财务官僚因着秦桧的支持与推荐而再度复活。战争的再起、家军的整编、皇帝禁军的建立、急遽的财政膨胀，都需要一批能忠于职务并能切实胜任所交代任务的官员去处理。他们都是由秦桧评选、拔擢，自然效忠于秦桧。这类秦桧系实务官僚的出现与出头，也是这时期政治的特质。之后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冬秦桧过世，这些官僚都是秦桧权门体制的主要成员。

秦桧系实务官员之所以发迹，具体而言，即是秦桧乘着绍兴十年（1140）宋金战争开始，重新起用那些以往着有实绩、当时投闲置散或已引退的人物，让他们担任重要据点或主要地方的长官。绍兴十年六月，“长于吏治”的梁汝嘉由提举江州太平观转知平江府，兼任浙西沿海制置使（《宋史》卷三九四《梁汝嘉传》）。梁汝嘉者，曾于绍兴四年十月间，因行都月费需钱百万缗，而军马费用尚无着，“初令江浙民悉纳折帛钱”，“折帛钱自此益重”（《要录》卷八一，绍兴四年十月甲午条）。人称其“为秦桧所厚”（《要录》卷一三一，绍兴九年八月庚申条）。

此外，风评素有“为人刻急”（《要录》卷一四〇，绍兴十一年六月癸未条）之称的仇悆也被起用为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在此人事调整中，最重要的应是身为两淮战线后备的建康府首长之职，盖淮南一旦被突破，此地即成为最前线。任其责者即叶梦得，建炎三年（1129）三月他曾得高宗评为“深晓财赋”（《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辛巳条），建炎二年十月，也就是南宋建立甫一年余，他与吕颐浩同任财务、实务官僚，为了安定财政、增加收入，曾积极地导入附加税、临时税。他主张实施附加税，以此不为民害。史载：“（叶）梦得言，如卖契纸、头子等钱，皆出于民之所欲。故酒价虽增，未尝驱民使饮。税额虽增，未尝迫民为商。他皆类此。（中略）可以暂济急阙，不至害民者，愿取行之。”（《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月癸亥条）就是这位叶梦得，于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柘皋捷报传抵之次日，得高宗褒奖，“初建康屯重兵，岁费钱八百万缗，米八十万斛。榷货务所入，不足以赡。至是，禁旅与诸道之师皆至。梦得被命，兼总四路漕计，以给馈饷，军用不乏，故诸将得悉力以战。由是，朝廷益嘉之”（《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一年二月丙申条）。亦即当大军集结于战略要地建康府时，对于所需之大批钱米，叶梦得皆能支应。高宗既然认为只有赏罚才是役兵之道，则柘皋之捷自可说是得利于叶梦得的财政手腕。至于在高宗初立之时，以卖盐钞征得百余万缗军费的梁扬祖，虽亦蒙中央相召，但他因有病而无法就任实职。

这里所举的人物皆是有经验有能力的财务官僚，但却不完全是与秦桧同时，与秦桧如手足相交，按照秦桧意思行事之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比这些人物年轻一辈，既有能力又被秦桧视为心腹，在此时突冒头角的新型实务官僚。其代表人物可举鲍琚与李椿年二人为例。

在绍兴九年（1139）十一月奉诏推荐侍从官的名单上，鲍琚的官衔已是干办行在诸司审计司。他之得以充分发挥长才，则在绍兴十一年九月奉命赴鄂州整顿宣抚司钱物之时。鄂州宣抚使原为岳飞，岳飞兵权被夺后，如何调查其财源以收归国库，厥为一重要任务。岳飞军之资产据说高达二千万缗，故皇帝指示他，如以其半数入岁计以充军费，即已有助于民力。绍兴十二年二月，他终于完成岳家军财库的调查与接收，遂总领鄂州大军钱粮，统筹长江中流一带的财政、军事。

至于李椿年，他日后成为秦桧心腹，负责企划并实施经界法，极有手腕。绍兴八年（1138）三月，他任台州常平官时，曾有匿名书信上告中央，言其“刻薄”。十年十月，他任司农寺丞时，曾为历任镇江府、信州、池州三地知事刘岑妄用官费之事，前往三郡调查。次年七月，他奏称刘岑确曾滥支六十七万缗，并侵占马匹、银器。同年八月，他奉命往鄂州接收岳飞军之钱货。鲍琚、李椿年皆以财务官僚接收岳飞军钱物事而得以蹿升。对秦桧而言，将家军财源收纳为国库所有，乃是因收兵权而衍生的后继问题，他一定要找到具有处理此事能力之人。

绍兴十年至十二年的收兵权问题与宋、金战事再起，不但使得宋朝不得不放弃以往妥协性格浓厚的息民、裕民财政政策，更导致财政规模的扩大与膨胀化。在这样的局面下，秦桧一方面重新启用经验丰富但已闲置的财务官僚，以担当军事财政，同时也为了调查并接收各家军之财库、财源而起用新一代的财务官僚。



————————————————————


(1)
  宋史提要編纂協力委員会編：《宋代史年表·南宋》，东洋文库，1974年。


(2)
  二月誓书与三月册书所附文件，宋方面皆无记录。此据《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卷十五《宗弼传》。


(3)
  山内正博称兀朮（宗弼）是鹰派，主张和议的挞懒则是鸽派。山内认为，当鹰派支持两国间所订和平条约时，其可信赖度较高。不过无论此时是鹰派或鸽派，金应该都比宋来得着急才是。参见山内正博：《南宋政権の推移》，《岩波講座世界歴史（第9卷）》，岩波书店，1970年，第238—239页。


(4)
  详见外山軍治：《皇統講和の顛末》
 ，《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第358—360页。


(5)
  关于第二次宋金和议交涉过程的特色，详见外山軍治：《熙宗皇統年間における宋との講和》
 ，《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第316、334—342页。又Frank，Herbert，“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Études Song in Memoriam Étienne Balazs
 . Ser. I，I. Paris，1970，pp. 55-84。


(6)
  其记述对象为宋、西夏、高丽。


(7)
  见邓广铭《岳飞传》（1983年）第十八章。又曾琼碧《千古罪人秦桧》（1984年）第四章标题作“丧权辱国”，亦采同样见解。


(8)
  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2—383页。


(9)
  寺地遵：《秦檜の南北構想試論》
 ，《史学研究》150号，1981年。


(10)
  笔者在《五代北宋政治史概説》一文中，曾就五代时后晋石敬塘、桑维翰路线，与后周世宗柴荣路线的对抗关系加以整理，以讨论北宋政治史的基本论理。由此对抗关系来看，秦桧是追随桑维翰的路线，岳飞则是站在柴荣这一边的。详见寺地遵：《五代北宋政治史概説》，《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その歴史的展開》
 ，劲草书房，1983年。


(11)
  龚延明：《岳飞坚贞不屈，高宗下诏赐死》，《岳飞》，1980年，第198页。本书虽采通俗演义之写作方式，却可以说是现代中国记述岳飞其人史事，最忠于历史过程的作品。


(12)
  很多人都深信，秦桧的言语举动系受金人指挥。如朱熹作《张浚行状》称：“方约和时，誓书有不得辄更易大臣之语”（《朱子文集》卷九五下），提到秦桧为保全地位，封锁了张浚复位的所有可能。但《要录》作者李心传对此有不同看法，《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九月乙巳条案语称：“《绍兴讲和录》有金国主书三，乌珠书七，并无此语。”也就是在史料中找不到金人对秦桧的指示，也看不到秦桧忠实执行的记录。


(13)
  据《要录》所言，岳飞迈向死亡，始于绍兴十一年七月壬子（十六日）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之弹劾。史称：“先是，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飞自楚归，乃令卨论其罪，始有杀飞意矣。”（《要录》卷一四一，绍兴十一年七月壬子条）这样看来，秦桧决意要对付岳飞，始自绍兴十一年七月，这时宋、金两国尚在交战状态，彼此并无接触。是以若谓秦桧系受金将宗弼指示而杀害岳飞，并不妥当。


(14)
  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
  曽我部静雄：《南宋の財政状態》
 ，《宋代財政史》，大安出版社，1966年。



第九章　南宋政权的基本特质

绍兴十二年（1142）是南宋史或南宋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一年。总结前述各政治过程来看，南宋政权当系于此时方才确立。建炎元年（1127）诞生的赵氏继承政权至此始成为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权力体。南宋政权的确立，一因对外方面已与金成立盟约，再者在对内方面亦经由以下政治过程而完成。此即：（1）绍兴五年以镇压钟相、杨么为终结，完全平服了全国各地的叛乱、对抗势力；（2）多达数百起的叛乱势力中，一直不曾有当时居政治主体的士人参加，换句话说，这些叛乱活动都只停留在个别行动，并没有结构性地形成全面否定继承政权的运动，士人层——地主阶层的绝大多数仍是支持继承政权的。

高宗曾于绍兴十一年（1141）冬“谓大臣曰：人主之权在乎独断”（《要录》卷一四二）。又说：“礼可以立国，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乱。”（《要录》卷一四三）这表现出他已克服摇篮期，具备了身为一人专制君主的自信与权威。他早已不是过去曾下“罪己之诏”的高宗，自责：“一曰昧经邦之远图，二曰昧戡难之大略，三曰无绥人之德，四曰失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谕天下，使知朕悔过之意”（以上，《纲目》卷二，建炎三年（1129）六月下罪己诏条；《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辛酉条）；也不是哀告金将、中止远征的高宗，“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条）。建炎三年（1129）是南宋初建时最不安定的时期，经过十余年后的绍兴十二年，继承政权在其新划定的领土上已拥有稳固的权威与权力。

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十二年（1142）的政治过程，其历史意义并不止于以高宗为中心的政治权力体的确立。我们应该注意到，以后的一百五十余年间，贯穿南宋朝的基本架构与国家营运大纲，都已在绍兴十二年前的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整备完成。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对于南宋政权基本特质具有根本影响力的外部环境，也就是南北均衡共存的状态至此已然确定。南宋人叶适以为：“绍兴十一年之前，中原之号令犹或可接，后始截然矣。”（《水心别集》卷一五，终论六）即以绍兴十一年和约为分界，宋与华北、中原的关系完全断绝；而“自绍兴十一年之后，不惟我之所欲者，专在和好，而女真之族类亦皆以和为利”（同前，终论四）。同为南宋人的吕中也说：“绍兴之和者二十年，隆兴之和三十年，嘉定之主和者三十年，亦享成功而无后患。”（《中兴大事记》，中兴规模论）宋或金虽也曾破坏和约，但在蒙古族崛起之前，南、北（宋、金）双方基本上都维持着均衡共存的状态。这点是绍兴十二年南宋政权得以确立，并决定其基本特质的一大根据。

其次，出现于此时，亦堪称是南宋国家体制者，即其军事编制，也就是四屯驻军、总领所体制。南宋将北宋以来的禁军——殿前司军、侍卫司马军、侍卫司步军之三衙军体制——调整为四屯驻军制，这些远比三衙更为重要，是南宋军事力量的根干。四川、湖广（鄂州）、淮西（建康府）、淮东（镇江府）等四屯驻军的设置经过，其实就是绍兴十一年（1141）前收兵权的经过，也就是原有各军事势力为家军所吸收后，家军被编组为三宣抚使军，三宣抚使军又被解体重整后成为御前军的全部过程
(1)

 。在地理位置上被隔绝于一边，独立色彩浓厚的四川军暂且不论，李心传曾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八“绍兴内外大军数”条下，就其他三屯驻军的隶属变化予以整理：“由是三衙外，但有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军。今镇江大军，韩氏部曲也，建康大军，张氏部曲也，鄂州大军，岳氏部曲也。（中略）故东南惟以润（镇江府）、昇（建康府）、鄂三军为根本。”三宣抚使军转换为三屯驻军后，为调度军粮、维持军团，并参划军政、监察武将诸事，乃于绍兴十一年四月在镇江、建康、鄂州之地设置淮东、淮西、湖广三总领所。四川利州则于绍兴十五年十月设四川总领所，四屯驻军、四总领所的体制自此确立，直到南宋灭亡。

于南宋政权确立时期出现，并沿为南宋一代国家体制的第三点即财政制度。《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癸丑条曾综括绍兴时期的国家财政称：“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两税之收入）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

南宋叶适曾上奏请减轻或撤废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附加税，他认为皇帝若有救天下苦难之意，“必先罢去经、总制钱之半。（中略）罢去其半，稍稍苏息天下，然后州县之月桩、板帐罢矣”（《水心别集》卷一五，终论一）。通南宋一代，这种附加税本身，以及基于此税赋而建立的国家财政，曾遭多人反对，但始终无法有所改变或予撤废。至于积极推动此一办法者，即前述之吕颐浩、孟庾、朱胜非等建炎三年至绍兴七年间的宰执（大臣）。综而言之，凌驾于正税——两税之附加税、加值税、专卖收入等，得以成为南宋国家财政收入重点——这也是国家敛夺体系——其规模在绍兴十二年（1142）以前已然完成。

绍兴十二年（1142）不但是南宋政治权力体的确立时期，也是南宋国家大纲预备时期。以下即先就历经此过程始得确立的南宋政权基本特质稍作讨论。事实上，南宋政权的确立确实与此政权基本特质的决定、南宋政权历史个性的形成有着极深的关联。南宋政权是北宋的继承政权，单从其标榜“中兴”，即可理解其基本特质中必带有北宋政权的色彩，这不能从理论或抽象层面分析，必须用历史的方法考虑。

与朱熹同时期的叶适，曾历述自北宋末至绍兴十二年的历史过程：“自是宣和之末至绍兴十年之后凡二十年之间，中国实无溃叛之形也。然终不免于罢兵增币，分裂南北以和寇仇，大则无东汉戡复之勋，小则无晚唐羁縻之政。”（《水心别集》卷一五，应诏条奏六事）就叶适看来，自北宋政权崩溃以至南宋政权成立的二十年间，是一段中国本身无叛乱，却失去华北、中原控制权，与金形成共存局面的历史过程，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民虽不为变，而终以分裂，（中略）虑事不尽，使百七十载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处江浙，以为南北之成形”（同前，卷一〇，始议一）。其端的则是“爱虏而不敢爱中原”（同前，卷一五，应诏条奏六事）的政治过程。于是原本应该“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尽天下之势”（同前，卷一〇，取燕三）的宋朝，虽仍得人民信服，却放弃了中原，放弃作为民族护卫者的任务，以及代表全体的自我定位。继承政权是以中国南北分裂为当然，再据此自我定位而出发，这是与北宋政权极大的不同，南宋政权的基本特质之一于此显现。

此外，叶适也指出，宋政权的基本特质乃是彻底的集权主义。“而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正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同前，卷一二，法度总论二）
(2)

 这种性格完全为南宋所继承，叶适继前文续论道：“况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堤防扃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同前）这种对集权主义的继承，一方面支持秦桧收兵权，一方面则反对李纲等人行藩镇政策。“而秦桧以为，国权不可外假，兵柄不可与人。故屈意俯首，唯虏所命，以就和约。废诛诸将，窜逐名士，兵使一归御前。督府结局，收还便宜，使州郡复承平之常制。”（同前，卷一四，纪纲四）又论称：“夫徒鉴五代之致乱，不思靖康之得祸，故李纲请裂河南为藩镇，范宗尹尝割边面为镇抚，皆随以废格。陛下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力之地。”（同前，卷一五，上殿札子，淳熙十四年）总之，以克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状态为目的的北宋集权主义，亦为南宋所继承，并成为南宋政权的基本特质之一。

就叶适看来，南宋政权虽然继承了北宋的集权主义、君主独裁体制，但是北宋政权中基于民族整体，与北方民族相对抗的汉族主义，非但未为南宋所继承，而且被全然地放弃了。

对于五代之后周与北宋等政权而言，对抗契丹之民族保卫战，实与克服割据分裂之集权工作无可划分，二者的关系既是目的与手段，也是互补的
(3)

 。后周与北宋虽然对于“先北后南”（对契丹战争当先于内部统一战争）或“先南后北”（内部统一战争结束后再对契丹作战），有着不同的选择
(4)

 ，但宋太宗“恢复旧疆（五代后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此朕之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五月丙子条）之语，正是后周、北宋共有的国策与基本方针。因此，若从北宋的建国理念来观察南宋，则南宋政权已然放弃防卫民族整体的自我角色定位，单只继承了集权主义的部分。南宋时期的集权主义本身就是目的，集权主义的自我目的化，使得其整体性为之稀薄化，结果使得特定政治势力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政治权力的组成遂更为狭隘。

如前所言，在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李纲曾主张将标榜“怀土顾恋，以死固守”（《大金吊伐录》卷二）的在地地主自卫团体予以组织，但遭到排斥；高呼“中原地尺寸不可弃”（《宋史）卷一二四《岳飞传》）的岳飞则被赐死；在江南、四川等地负有声望的领袖人物如李光、张浚，又因权力斗争而被逐出权力中心。拥立高宗、占据初期南宋政权中枢、掌握主导权的势力，乃是自北宋末延伸而下的权门系官僚，黄潜善、吕颐浩及其所起用的实务、财务官僚，多出于北宋末权门如蔡京、王黼者流。关于这点，下章讨论自绍兴八年（1138）起在政治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秦桧时，将再作处理，此处仅就必要者加以说明。促使李光被罢的郑亿年之父郑居中，系徽宗朝宰相，他曾极力推荐王黼，史称：“（王）黼因投郑居中党中，而居中前后数于上前称荐黼有宰相才。”（《会编》卷三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条引《宣和录》）秦桧妻王氏为神宗朝宰相王珪孙女，据称其叔父王仲嶷受到蔡京并北宋末权臣童贯之庇护，史言其“久依（童）贯，闻是而自诣。（中略）贯大喜。故王氏于政和以后恩数及褒诏悉贯之力。大抵不轨凡若此”（《会编》卷五二，靖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条）。又秦桧之妻王氏祖王珪的从子王仲闳亦是朱勔系得力之实务官僚，他在平江府“济其恶，空竭县官经常，以为应奉，类以亿巨万计”（《东都事略》卷一〇六《朱勔传》）。

秦桧与北宋末开封权门的关系颇深。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北宋权门之中心人物，虽然随着北宋政权的崩溃而消逝，其体系内之官僚群与政治势力，却在政治斗争中胜过了在地地主系势力，占据了政权中枢，在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和北宋政权相比，南宋政权失去了民族整体性，只继承了集权主义；不以一定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北宋末权门势力，借着拥立高宗掌握政治主导权的事实，其实正与此相呼应。寄生性的中央权门势力排除了地方性的在地立场与论理，稀释了民族整体性，使之沦为次要的意义；而以中央支配地方、收括地方财富的集权主义为当然。由此看来，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确实是北宋末政治过程的延长。

保卫民族整体的想法淡薄，之所以会成为南宋政权基本特质之一，实与南宋政权确立之时，需要金之支持、协助，取得金之谅解有关。追根究底，金确实是南宋政权的一大支柱。王船山就一语道破宋、金两国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说：“是则宋之为宋，一女真也，女真之为女真，一宋也。”（《宋论》卷一一《孝宗四》）只要想到高宗的权威来自金的支持，应该就会同意王船山的意见。相对于北宋政权立于其支持基础的自我完结性，南宋政权则必须靠着金的支持，以补足其支持力的弱质性、有限性与狭隘性。在这种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南宋政治史的开展过程具有以下诸形态：相对于以集权主义为自我目的的权门，以及有赖金间接支持之权门；在确立过程中被排斥的在地地主系势力则要求恢复民族整体性，主张收复故地之对金强硬论，并且要求实行反集权主义的政策。这正是源自于前述之历史经过与结构。要言之，绍兴十二年（1142）确立的南宋政权，乃是由北宋末之权门势力掌握了主导权，得到金之支持与谅解，放弃了北宋的民族整体性，却继承其集权主义的政权。与北宋政权的固有性质相对照，其反动性极强，而其政治权力体由特定政治势力组成的情况也更严重。



————————————————————


(1)
  山内正博：《南宋建国期の武将勢力に就いての一考察——特に张、韓、劉、岳の四武将を中心にして》
 ，《東洋学報》38-1，1955年。


(2)
  又叶适也说：“国家（宋）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水心文集》卷一〇，始议二）。


(3)
  参见寺地遵：《五代北宋政治史概説》，第三节《契丹族の台頭と中国の対応の倫理》，收入今堀誠二编：《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その歴史的展開》
 ，劲草书房，1983年。


(4)
  这个问题尚可参看吴泰执：《宋辽金史：“关于宋初专制皇权重建的历史作用及宋太祖的历史功过问题”》，《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人民出版社，1981年。又可参照徐规、方如金：《又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宋史研究论集》，1984年。



第二部　秦桧专制体制的建立与变迁

——维持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政治结构




第十章　秦桧研究的各有关问题


 一、研究秦桧的困难所在

绍兴七年（1137）至二十五年（1155）的政治史，在宋史、南宋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是要研究此一时期有很多困难，也就不易有好的研究成果出现。其理由之一，即研究者往往陷入岳飞（忠臣、民族英雄）对秦桧（奸臣、卖国贼）的制式思考模式中。同时由于原有的历史记录、史料多经删削、窜改，欲重建当时各事确有相当困难
(1)

 。何况，删削、窜改历史记录者正是秦桧本人。《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十月丁丑条记载秦桧在太平州的私圩被大水冲溃，户部侍郎徐宗说出官钱，驱州民为之修复事，附注称：“臣谨案，桧擅政之日，凡涉私事者，于《时政记》及《日历》中一切削去，而桧又严禁私史。故其劳民为己如此等事，后人皆不得知。今当因事书之，以见其实。”身处秦桧后半世纪的王明清则于所撰《挥麈录》后录卷一，记载历任校书郎、吏部尚书的徐度之语道：

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圆备。秦会之（桧之字）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徐）度比在朝中，尝取观之，太息而已。

总之，绍兴七年至二十五年间的政治史，颇有缺漏与歪曲之处，因为秦桧时代的历史记录、历史叙述，在秦桧本人的压力之下，遭到严重的扭曲。


 二、王船山笔下的秦桧

一般都认为秦桧是奸臣、恶臣，是卖国贼、民族的叛徒。可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船山）并不单只从这样的架构来观察秦桧，他注意到秦桧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领导能力，南宋既是在秦桧压倒性的影响力下重建，他乃借着考察南宋朝权力的基本特性来检视秦桧其人。王船山晚年，除《读通鉴论》外，还曾就宋史作出卓越的历史评论，写成《宋论》十五卷。从他所写的《黄书》等著作看来，他的历史观中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并由此着眼，探讨饱受契丹、女真、蒙古、党项各民族威胁的宋代历史。但他绝非狭隘的华夷主义者，对于秦桧的评价，也就不是单只以卖国贼相责，而是从“可畏之才”（《宋论》卷十，高宗十四）的角度来讨论。

王船山虽将秦桧、韩侂冑、史弥远、贾似道等人并列为南宋之大奸，但是却将秦桧与其他三人放在不同的层次论说。韩侂冑、贾似道不过是“狭邪之小人耳”，史弥远亦只要明君统御得宜即不成奸邪，“恶不及于宗社，驭之之术，存乎其人而已”。至于秦桧，王夫之则有不同说词：

秦桧者，其机深，其力鸷，其情不可测，其愿欲日进，而无所讫止。故以俘虏之余，而驾耆旧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众论之公。唯所诛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憝元凶，不可以是非概论者也。（以上皆出《宋论》卷一三，宁宗六）

王船山论秦桧，骨子里已经隐含着赵氏王朝原有可能被秦氏王朝取代的强烈暗示在，故在他眼中，秦桧自不能与其他三奸同列。

此外他也指出，秦桧极可能步上后晋（受契丹军事援助取代后唐）、伪齐（女真之傀儡政权）的后尘，故说：“（秦桧）外有女直以为援引，内以群奸以为佐命，赵氏宗祊在其心目之中，易于掇芥”，或谓“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塘、刘豫之为者”（以上同前，卷十，高宗十四）。不过，秦桧是否真有弃赵氏而另立新王朝的打算，实非今日所能确定。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透过王船山的秦桧论得知，南宋王朝既在秦桧压倒性的影响力下再兴，则此一重生的政权也就不得不与金维持着一定的关系，靠着金的承认与支持立足。王船山看出秦桧可以靠金的支持与帮助篡位，这样一来，无论秦桧是否篡位，都已显示，在秦桧指导之下重建的政权，其权力的支柱之一乃是与之相对抗的金。

再者，王船山也看出，这种宋、金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种对抗与依存并立的相互依附关系。王船山于《宋论》卷一一论孝宗时代之宋、金共存体制——秦桧死后宋、金间重开战端，并于隆兴二年缔结第三次宋金和议——之时曾言：“宋与女直相枕而亡，其几兆于此矣。”又说：“是则宋之为宋，一女直也，女直之为女直，一宋也。”由于秦桧政权下的第二次和议与隆兴时期的第三次和议，在基本内容上并无变更，故在秦桧和议中，中国中兴王朝宋固然是受金朝所左右，金朝的国家运作与统治形态、机构，也有赖宋加以补足。我们从王船山书中读到的重要问题，即此一时期因王朝权力确立而有的国际关系，以及秦桧篡位的可能性。

对于秦桧的可畏之才——即其足可成为篡位者的能力，王船山所特别注意者，乃是秦桧如何压制当时政治有力人士，尤其是将领们的过程。王船山将此整理为以下五项：

靖康之变，秦桧与何[image: ]
 、张傅、司马朴同为金军逮系，独未见杀；洪皓、朱弁等奉使至金，为金所拘执，桧则可带同妻子归国。他能亲凶狠之骄虏，换得自身的自由，是其可畏之才一也。

张浚、赵鼎、李纲、胡寅等人虽与高宗共患难，且为朝野兵民众望之所归倚；然而秦桧一旦掌握政权，彼即屏息、窜逐而莫敢与争，此其可畏之才二也。

岳飞收群盗，力战中原，将兵且乐为飞而死；然其削之，斥之，甚而囚之，杀之，人无非难之声，此其可畏之才三也。

韩世忠率数万之众，平苗傅、刘正彦之乱，救高宗，广得皇帝、民众之信赖；独于桧不能反对一言，甘舍兵权保一身之安全，是其可畏之才四也。

张俊位望最高，与桧协力杀岳飞，握军谋事；桧违约，反夺其兵，俊伏耳帖首，知其可畏之才五也。（以上同前，卷十，高宗十四）


王船山从秦桧的可畏之才，不但看出绍兴十二年（1142）和议体制形成以后高官遭排斥放逐的情况，也发现在此之前的活动在抑武将、收兵权——这其实意味着秦桧努力继承北宋以来的集权制。他以为，“兵权不可假人”（同前，高宗八）原是北宋政权的基本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秦桧，其可畏之才即在于能从将领手中夺回兵权，使之完全归属于皇帝；这表示在秦桧指导下的中兴王朝，继承了前朝的集权主义。经由和议体制而确立的政权，其之所以成为继承政权，并不是因为先帝之嫡子继承了帝位，而是由于在体制方面有所继承与重生。

正如王船山所论：“故和议不成，则岳飞之狱不可起，韩世忠之兵不可夺，刘光世、张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同前）在南宋的确立过程中，和议之立（国际关系）与收兵权（集权主义）乃是不可分离的一体之两面。

总之，透过王船山的秦桧篡位论，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政权之确立，（1）必须得到金的了解与支持，（2）为彻底继承集权主义而收兵权，（3）上述两者在绍兴十一年（1141）时合而为一并为之具体化。本书的目的既在追索南宋政权之确立过程与维持体制的过程，以把握其历史意义，自然不是以秦桧、岳飞等人物论为问题重心。不过在此期间，秦桧既是最具影响力，也是奠定南宋政权基础的重要人物，也就不妨从王船山所论的秦桧可畏之处，及其所导出的课题与视角，重组南宋初期的政治过程与政治形态。问题的焦点不在秦桧的心性奸邪，而在于其政治力量，及其在宋史全盘中所占的角色位置。就这点而言，王船山所论至今仍有其意义。


 三、秦桧与秦桧集团研究回顾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提到秦桧，往往都是用来与岳飞作对比。能够跳脱此种看法，从秦桧为政方面与秦桧集团组成本身进行讨论的研究者，则有山内正博与衣川强二位可以介绍。

首先要谈的是山内正博的秦桧研究，山内并不是从秦桧与岳飞的角度着眼，而是将秦桧研究视为南宋初期政治史中最重要的一环加以关心。可惜由于无专论问世，也就难以确实无误地继承其研究成果
(2)

 。

山内首先自军事力量的编制着手。北宋末年，中国方面的军事力量，先是因童贯领军的征辽部队——当时最精锐的禁军——溃败而削弱，接着又在与金军相接的首都攻防战中失利而崩散，延至南宋初年，各种军事力量遂成散居各地之态势。如何将这种散乱的军事势力集结起来，重归一元化的过程——当军事力量重新集结为一整体之时，也就是南宋确立之日——正是山内所关心者。

接着，山内又将目光放在维持军团的物力基础——财力上，即王朝方面如何藉财力以统制军力，以及政府如何确保财源等财政问题。山内认为，中央政府内部原有加强征收（此与对金强硬路线有关）与反对增税（武将抑制论）两路线的对立，而欲统制诸军事势力必须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秦桧既未采取增税路线，只有对金交涉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竟一举解决了财政问题与抑将问题，这就是山内所描绘的秦桧像。

山内这种从国家财政负担着眼，以分析政治势力对抗关系，进而组构南宋政权成立时期政治史的手法，后来又再运用于1970年所写的《南宋政权之移转》
(3)

 （收入《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并且扩而贯穿南宋史整体。也就是将江南在地地主与以皇帝为首的北方南移地主间的对立、妥协、抗争，作为南宋政治史的脉络，从“旧·南方地主”对“新·流寓地主”在财政问题上的纠葛，来观察南宋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并将秦桧定位为南方旧地主们的代理人。

山内于1970年所写论文之意义与问题，序章第二节第二项中已有论说，此处不再重复。以下仅就其自1960年开始的秦桧研究稍作检讨。

首先是其有关秦桧不曾增税，或将财政负担减至最小的看法并不妥当。的确，在各种史料中皆有秦桧政权下‘蠲免’各种税役负担的记录。但实际上秦桧是否曾轻减税负，仍大有问题。邓广铭在《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4)

 中，曾举《宋史》食货志中赋税之文，称秦桧“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指秦桧不但不曾轻减人民负担，反而加重之，批判了山内及其同性质的议论或看法，安蘓幹夫在《秦桧财政态度之考察》
(5)

 一文中，曾列举南宋初期国库收入如下：

南宋初年，1000万缗弱；

绍兴四年，3342万余缗；

绍兴五年，3060万余缗；

绍兴七年，3667万余缗；

绍兴末年，6004万余缗。

绍兴共三十二年，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绍兴末年或即秦桧晚年。安蘓氏也对秦桧如何实施减税政策提出疑问，他指出：“尽管采取了减税政策，但就整体而言，国库的收入一直都在增加。换言之，秦桧如何进行减税政策以实现其政治目标，是一项重要的问题。”（第92页）至少从数字上看来，山内所提秦桧曾实施减税措施的说法无法成立。

其次，山内将统合军事力量的问题与对金和议并论，并从财政的角度将两者统一把握，确有其独到之处。可是由此而浮现的秦桧其人，就成为得意于财政的能吏型人物；而王船山所谓“大憝元凶”，所谓“可畏之才”的秦桧，则无法由此理解。换言之，南宋政权的历史性无法因秦桧研究而鲜明呈现，将问题限定在财政的范围内，也使得南宋国家论无法展开。这又影响到北宋史与南宋史的关系，我们将无从追问：南宋政权自北宋政权所继承的特质为何？其所修正或所放弃者为何——这不只是支配领域的广狭而已？这正是我们必须将秦桧研究从人物论中带开的关键所在，而其缺失处则是今日所应继续追究者。

日本近年有关秦桧的研究成果，尚可举衣川强著《秦桧的讲和政策》
(6)

 。该文详实地讨论了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和议之前的秦桧经历，以及秦桧第一次为相时（绍兴元年八月至二年八月）的秦桧集团、第二次为相时（绍兴八年三月至二十五年十月）的秦桧集团与反秦桧系的成员。作者抛开了以往奸臣、卖国贼论的秦桧研究方式，转而关心宋代官僚社会的动态，着眼于秦桧独特的政治手法——尤其是藉由御史、谏官等心腹言官弹劾驱逐政敌等方面——成功地描画出南宋初期官僚社会的横断面。论文中制作了一系列人物表，如受秦桧推荐的官僚群以及其中支持和议之官僚群、反对的官僚，同时还以《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为基础，将这些官僚所属儒学学派列出。可是这项研究除就官僚社会进行分析外，有关对抗之诸政治势力间之斗争过程或政策决定、路线选择过程，以及中兴政权的基本性格皆尽付阙如。对于秦桧“可畏之才”的动态刻画，与秦桧政治构想力等问题的考察也就无暇顾及。

衣川的论文止于绍兴八年第一次宋金和议，之后并无续篇，对于绍兴八年至十二年间如何走向第二次和议的过程、岳飞之死与收兵权问题，以及绍兴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秦桧专制期之概况，他持何种看法，皆无从得知。有关秦桧全貌的研究也就不够完整。


 四、秦桧专制期的设定与分析角度

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死时身居左仆射（首席宰相），由于他自绍兴十年六月迁居此职后即无人任右仆射，故其专制期的终期非常清楚。至于其专制由何时开始的问题，或许是因为南宋初期政治史向来乏人关心，故从未引起注意。

秦桧曾两次出任宰执，进入权力中枢。第一次是建炎四年（1130）十月自金归国后，于次年之绍兴元年二月就任参知政事（副相），随即于同年八月改任右仆射（次相）兼知枢密院事（国防大臣）。翌年八月他因不敌吕颐浩、朱胜非之联合势力而罢任去职，有关这段时期的秦桧动向，前述之衣川论文，及本书第一部第三章第五节皆已言及。

秦桧第二次入中枢，为绍兴七年（1137）正月出任枢密使，次年三月转右仆射兼枢密使，十年六月即为左仆射兼枢密使，此后一直居斯位至死。其间并于绍兴十二年九月受封为最高位之正一品官——三公中之太师。宋人撰《宋中兴三公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记其事称：“桧以宰相生拜太师，此中兴以后所未有。”作者对秦桧之获此位衔表示惊异，因为依例非但武臣死后不得赠此位，文臣生前虽位居宰相亦无人受此封赠。其实这应该是宋、金共存体制确立后论功行赏的结果，因为八月间，第二次宋金和议中宋所力争的徽宗梓宫与高宗生母韦后还朝了。

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张俊辞枢密使职，这意味着继岳飞死、韩世忠引退后，秦桧政敌中的大将势力已完全被压制住了，此后再也没有可以威胁他的对手。由此看来，或可将秦桧专制期或独裁期的开始定为绍兴十二年冬季。

此外应加以考虑者，尚有下引不寻常之事。秦桧死后半年之绍兴二十六年三月，起居郎兼权给事中吴秉信表示：现在中外之事皆由皇帝宸断，“合古便今”，全不同于秦桧专制之时。又说：

臣职在记注。窃见本省修注旧本，方进至绍兴八年六月，新本至十三年四月，其后久阙正官，遂至积年时事，阙然不书。欲乞自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为始，先次修纂，庶得圣神谟训，不致少有散逸，可诏天下万世。（《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巳条）


起居注乃皇帝每日言动之记录，是日历的根据，并由此编纂实录，国史、正史，是王朝历史记录的基础。负责记录的起居郎缺官不补，致无起居注之事，从中国史的常识论，厥为异常之事，这暗示自绍兴十三年（1143）起，政治不由皇帝决定，全秉秦桧之意而行。这样看来，以绍兴十二年冬定为秦桧专制时期的开始，应该是妥当的。

秦桧专制是以和议体制为其最大政治资产，将绍兴十二年冬至二十五年冬秦桧死这段期间作为秦桧专制期，称为秦桧的时代，当非过言。而若从政治上来看，所谓秦桧的时代，或许尚可包括后继政权之沈该、汤思退政权，也就是绍兴三十一年秋金军败盟、重启战端之前的时期。

秦桧时代的政治史特征究竟为何呢？绍兴七年（1137）以后，秦桧即在权力中枢扮演政治领导者的角色，发挥其影响力。这期间，他曾于绍兴八年推动和议，同时也是政治斗争中一方的领袖，绍兴十年、十一年战争期间，制定防卫性战略，策动收兵权者，当然也是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自绍兴十二年秋至二十五年冬的十余年时间，他又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而言，应是南宋王朝的中兴与重建事业吧!诸如官衙与各制度、文物的整备，大抵于绍兴末年完成，史称：“定都（绍兴八年）二十年，而郊庙、官省之制亦已具备矣。”“息兵（绍兴十一年）三十年。而礼乐文物亦备矣。”“渡江以来，庶事草创，皆至桧而后定。”（以上皆出《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乙酉条引《中兴圣政》《吕中大事记》）故中兴王朝的典制、器物、建筑确是在秦桧主持下整备完成。不过。这些都是行政方面的工作，与中兴政权基本政策的决行无关。除了绍兴十二年至二十年间，在统一基准下搜检全国田土、绘制图册的经界法（本书第十四章将讨论）外，秦桧虽于绍兴十二年后持有压倒性的政治力量，但从未施行如经界法一般行于全国的政策。欲检讨秦桧时代，这点绝不能忽略。

故在这段期间，秦桧所最着意者，乃是专制体制的构筑与保全，且以暴力彻底镇压、排除反对势力。史书记载：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他临死之前，尚不忘拷问赵鼎之子赵汾，计划兴狱将张浚、李光、胡寅等贤士五十三人一举成擒，只是他连在案牍上签名的力气也没有了（《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二十五年十月条引《遗史》）。最初他所弹压的是张浚、赵鼎等政见相左之人，随后连李光、孙近、范同等与他同任宰执，曾经帮助他的人也被排斥，及至晚年，就连他自己的追随者、服从者也都难逃罢逐，半年、数月一更换。为何会这样呢？以下各章即将就秦桧的时代，也就是绍兴十二年以后秦桧专制暴政体制如何构成，其各构成要素形成之契机、状况，并历史变动等问题，依次检讨。

如前所述，南宋政权是在金的同意与谅解下建立，任何势力若不能认可此点，即不得存在。在这层意义上，南宋政治史原本就存在着分裂、对抗的关系，而专制体制之得以再造，亦以此为基础。权力基础的狭隘性可以说是秦桧权力的特征，为补强此狭隘性之弱点，就不得不更加强其战斗性，压制他人，倾向专制。而秦桧专制的限制，当也可以从这个方面进行检讨。

以往研究秦桧，多是与岳飞相对比的人物研究，少有将其置于南宋初期政治史架构中处理者，至于绍兴十二年（1142）以后秦桧专制的问题更鲜有人关心。笔者拟将之作为南宋初期政治史之一环，分析此十数年间，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专制者及其集团，其政治手法特征，特别是秦桧所构组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概况并其限制所在。



————————————————————


(1)
  以此时代的基本史料《要录》为例，《要录》采编年体，原本是以一月一卷为原则编集，绍兴十二年秦桧专制以后，该原则即不再适用。绍兴十六、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皆为一年一卷，绍兴十四、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三、二十四年则一年两卷，分量大幅减少。可是，记载分量的多寡当然不是缘于重要事项的有无。如绍兴十九年底李椿年被罢，二十年初经界法突然停止施行的问题，今日之所以无法正确地追踪出事情始末，就是因为史料太过缺乏。


(2)
  山内正博已有多篇论文讨论南宋初期的军力编制、与财政、政治问题。至于与秦桧有关的文章则有下列三篇：（1）《秦桧の財政政策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淵》89，1962年；（2）《秦檜罷兵の財政史的意義》，《史学雜誌》70-12，1961年；（3）《南宋初期の兵の給与と秦檜の武将政策》，《史学雑誌》72-12，1963年。但这三篇全是在学会中口头报告的摘要，第一篇所收的《史渊》该辑更未得阅读。不过，山内这几篇口头报告仍有其学术上的价值，故《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所收之《南宋政權の推移》
 一文，仍将之列入附注与参考文献。又本书所使用之（2）、（3）篇，并非取自《史学雜志》该号所刊之“大会报告记事”，而是利用各次《史学会大会议程》中所载论文。


(3)
  山内正博：《南宋政権の推移》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第9》，岩波书店，1970年。


(4)
  邓广铭：《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5)
  安蘓幹夫：《秦檜の財政姿勢における考察点》
 ，《広島経済大学研究論集》10，1974年，第79—90页。


(6)
  衣川強：《秦檜の講和政策をめぐって》
 ，《東方学報》45，1973年，第245—294页。



第十一章　秦桧专制的实行过程


 一、绍兴十二年、十三年的政治取向与秦桧专制的开始

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徽宗梓宫与韦太后还朝，落实了宋、金两国前一年的约定，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国家关系，作为继承政权的南宋朝得以确立。为迎接这种划时代的新状态，政治上出现了两个新走向。其一，尽力策划并实现宋金和议体制的秦桧，将继续掌握政权；和议体制的持续原是秦桧个人的政治资产，结果自然会走向秦桧专制之路。其二，诸势力得以相互融合、联合，在此之前，这个问题完全不能与建立和议体制、秦桧专制等话题相提并论。和议体制成立前激烈的政治斗争，因为和议成立而有变化，各政治势力相联合，并将反秦桧势力包摄在内的可能性大增。如前所言，大家在和议问题上虽有歧见，但自张浚以至秦桧，所有的政治领袖都积极支持收兵权，所有的政治势力既然有意见一致之处，则未始不能相互联合。

政和初年与秦桧在建康同学的魏良臣
(1)

 ，于绍兴十一年七月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十三年九月他以同学之谊进言，却遭罢职。史载其事称：

良臣与秦桧里旧，一日言于桧曰：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非晚郊祀，如迁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内徙，以召和气。桧曰：足下今为何官。良臣曰：备员吏部侍郎。桧曰：且管铨曹职事，不须胡思乱量。（《要录》卷一五〇，绍兴十四年九月甲子条）


当时已经预定，将自十月底至十一月冬至间举行一连串的祭祀活动，这包括将太祖、太宗以下至徽宗神御迎入新落成之景灵宫的太庙之祭，以及十一月冬至南郊合祀天地，配祀祖宗，七百七十一神从祀的祭仪。这是将高宗身为宋朝正统继承者之事，上告天地、祖宗、内外的最重要仪式。为完成祭事，徽宗梓宫不可缺，方能确保祭祀对象的连续性、一贯性。在这样的过程中，当然要对天下有所恩赦，所以魏良臣提议将秦桧的政敌与被放逐之人，一并列为恩赦对象，借着中兴王朝最重要的喜庆仪事，“召和气”，以求政治之融洽。魏良臣的提案，被秦桧借口非其吏部侍郎职掌加以否决，他自己也因李文会的弹劾而左迁池州。不过，所谓“召和气”本身，应仍是当时重要的政治考虑与大力支持的方向。

然而事情却朝着与此相反的方向行进，异议分子与反对秦桧之人纷纷遭到肃清。出身江南又是秦桧身边有力人士所提出的政治融和策略，遭到封杀，原因之一，是高宗对这些年来士大夫间对立争论国事的情况感到厌恶。他对于中兴王朝的未来非但无积极理想，反倒摆出退缩的态势。他在绍兴十二年（1142）十月间，韦太后返国后不久，曾有下列言论：

上谓大臣曰：天下幸已无事，惟虑士大夫妄作议论，扰朝廷耳。治天下，当以清净为本，若各安分不扰，朕之志也。（《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月乙丑条）


此处所谓大臣，系指当时宰执群之秦桧及其心腹之参知政事万俟卨、王次翁等人，而所谓论争与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中止，也就意味着要将政权全面委任秦桧。

台谏与言事官肃清执拗派和议异论者的意图，是积极推动秦桧专制的第二股力量。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左散郎黄达如有以下建言，两日后，他就任监察御史，负责实行自己所提的意见。

黄达如言：太后回銮，梓宫还阙，兹为盛事。望宣付史馆，仍令词臣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然后褒功罚罪，大明黜陟。将前日异论沮谋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议者，重加旌赏。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灵，少纡太母留滞抑郁不平之气。（《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壬辰条）


他所要求的不单是对促成和议之人论功行赏，而且还要处分过往反对和议之人，以求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灵。他这种藉“明正典刑”以慰先帝的论调，将全面惩治反和议者之事正当化并绝对化。

于是，“明正典刑”论积极展开，成为当日之急务，这不只是以反和议者为对象，而是将所有对国政——秦桧政治有异见者皆列为处分对象。黄达如建言后十数日，右谏议大夫罗汝檝入对，又直接向高宗表示：“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异论者明正典刑。此诚今日先务。”并说：“在宰执则赵鼎、王庶，在侍从则曾开、李弥逊，是四人有同心并力，鼓率其党，必欲沮是事而后已，是宜明正其罪可也。”（《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丙午条）

次年三月，起居舍人兼侍讲兼中书舍人程敦厚极力陈说，以皇帝已为社稷而弃前日反对和议之人，然其党仍众，分布中外，“故今朝廷一有所成，尚相与诋曰：是堕邻谋也，是非国福也。一有所作，又相与诋曰：是不节财也，是重困民力也。曾莫知悛，至于甚者，辄更肆险诐，以中伤善类，欲惑移上意”。“臣益愿陛下谨察其微，而大明赏罚焉，庶使异议绝息。”（以上引自《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三月丙辰条）这不仅是将反和议者当作罪犯惩处，也意图禁绝一切有关当前政治——秦桧政治的反对言论，开启日后秦桧走向独裁、暴力暴政化之契机。罗汝檝于绍兴十年（1140）四月出任御史中丞，此与先前黄达如之擢升监察御史，皆可视为是秦桧驱使言事官、监察官的政治手法。

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为了瓦解原本居多数的反和议阵营，中书舍人勾龙如渊进位御史中丞；绍兴十一年秋、冬的岳飞之狱，则靠着起用谏议大夫万俟卨。此后秦桧政治的权力斗争便以对反对派进行人身攻击为必要手段。这种由言事官或台谏（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大夫的台官群、给事中，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的谏官群）进行监察、弹劾，并奖励官僚间相互密告的恐怖政治，自此（绍兴十二年、十三年）成为秦桧政治的特色。之后，所谓秦桧专制，就与恣意弹劾、流放反对者的恐怖政治成为同义词，同时这也意味着监察官的全能化。至少在绍兴八年时，重用监察官的政治经营，尚被限定为是一种实现政治目的——和议——的方法，并作为少数派瓦解多数派的补强手段，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与其意义。可是绍兴十二年以后，这种方式之被强化，只以贯彻专制支配为目标，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政治目的，遂标识出秦桧专制的腐败性与退步性。

要言之，绍兴十二年和议体制的确立，乃是秦桧政治构想的胜利，同时也显现秦桧政治手法内含的监察、暴力性，之后直到他死，这种暴力政治皆无可抑制。南宋政权在建立之初，就已放弃融合、联合各势力的取向，在这方面，其政治权力体显较北宋政权为退步。


 二、秦桧专制的形态——就吕中所论而言

以往研究秦桧者多与岳飞相对比，将其视为宋金和议的主角加以处理，所以少有就秦桧政治全面进行分析者，也不关心和议成立后的秦桧专制体制。自绍兴十二年（1142）至二十五年（1155）间的政治体制，究竟以何种结构组成？具有何种历史特征？所谓独裁、专制有何特色？以往皆未有所整理。不过，南宋中期人吕中在《皇朝中兴大事记》卷一有关秦桧死亡记事的部分，附论秦桧死后废绝其政八项的情形，倒是呈现出秦桧政治的本色。

（1）首先是以“除学官台谏”为题，说明“此革秦桧沮抑台臣之弊也”。并历述自推动和议起用勾龙如渊以来，为攻击异议人士，“台谏皆桧之私人”，伺皇帝之动息，窜逐诸贤；而今高宗亲政，台谏增员，起用陈俊卿、杜莘老等为言事官，“凛然有庆历、元祐之风，则台谏之纪纲正矣”。意味着秦桧专制体制原本端赖台谏拱卫，他死之后，陈俊卿、杜莘老等知名学者官僚既得出任台谏之职，无异是自根本上瓦解了秦桧体制的长城。

（2）其次是“严告讦罚”，吕中附注曰：“此收还秦桧所排沮之人物也。”以往“桧之在位，上自执政，下至守令，非桧之亲，即桧之党也”；而今秦桧亲党——告讦者全部流放远地，被秦桧放逐之人则恢复名誉，以召和气。所谓告讦者，即举发他人，以密告求取官位，史言：“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六月是月条）总之，秦桧全面采用密告制一事，已足以显示秦桧的政治手法乃是恐怖政治。

（3）以“严失举罚”为题，注称：“此革前日荐举任官之弊也。”并谓“桧所引荐，非以亲党，则以贿赂”，指摘秦桧专制时期起用王之望、郑仲熊、徐宗说之事，严控秦桧当权时徇私举选，以及秦桧专制体制的腐败性。

（4）关于“再除给舍”，及其注言“此革前日废三省之弊也”者，必须稍作说明。秦桧死后，吴秉信始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除中书舍人，之前十年中书舍人从未除人，而在二十七年辛次膺受命给事中之前，给事中亦已有七年无人在位。中书舍人、给事中乃是与起草敕书直接有关的官职，秦桧专制时期，此二官职长期缺员，暗示了秦桧独裁与皇帝权力间的实际关系，秦桧的专制使皇帝的制敕权形同虚设。故“讲和之后，用事者专任私意，废弃成法，诏旨重颁，敕札随降，但书押已行之事。故舍人不除者十年，给事中不除者七年，甚非祖宗分省设官之意。自上亲政，复命令经两省之制，复给舍分审制敕之法，而三省之纪纲正矣”。

（5）又称：“彗星见，诏求言。日食、风雷、雨雪、久雨（以下缺文）”，一扫“曩时彗星见，康与之以为不足畏，雪亦贺，日食亦贺”的“谄谀之弊”，以指斥秦桧之时压抑言论、政治批判的作风，也显示传统天变地异之际的政治批判已又恢复。

（6）以“严赃吏法”为题，注称：“此惩前日贪赃之弊。贪相开贿赂之门，监司郡守到阙动以数万贯；腊月生朝（桧之生日），州县送物献寿，岁数十万。由是赃吏肆行，百姓愈困。”这是藉秦桧假羡余之名遂私意侵夺之事，揭发秦桧权力的腐败性。

（7）“科举直言”，吕中注称：“此惩秦桧子孙、馆客并取巍科之弊也。法之至公者莫如选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举。曩时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取媚权臣之具。高宗所以求直亮、鲠切之言也。”这批判了绍兴二十四年（1154）科考时秦桧亲党子弟不识文字、乳臭未干者亦可及第之事，直斥科举制的腐败。

（8）最后是“严内侍罚”，“自古权奸用事，未尝不与内侍交通者，（中略）桧踵其（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迹，交通内侍，阴结王继先，闯上微旨，以为固位之资”。秦桧与宦官张去为、侍医王继先、皇后吴氏等相交结——吴皇后、王继先、秦桧三者藉姻戚关系结为一体——而得以掌握皇帝周边，这种借着皇帝周边为媒介，以统御皇帝意思的做法，也正是秦桧政治的最大特色，皇帝周边遂成为秦桧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

以上即是根据吕中的整理，检视秦桧专制体制的各方面。据吕中所论，自绍兴十二年（1142）开始，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而告终的秦桧专制，可归结如下：（一）其权力编组以言事官为中心（第一项），并掌握了皇帝周边人士（第八项）；（二）其政治手法即奖励密告（第二项），实行恐怖政治，控制言论（第五项）；（三）其专制之腐败性表现在科举（第七项）、任官（第三项）以及非法征敛财货（第六项）等事项上；（四）内外官多有缺员，中书舍人、给事中均不除人（第四项），破坏了宋朝传统的官僚体制。

吕中所论，几乎网罗了秦桧专制的各方面，对于秦桧专制形态的分析，基本上已曲尽其事。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他的观察角度，与秦桧死后活跃于绍兴末年的陈俊卿与辛次膺同一立场，同时缺乏历史性。据笔者看来，他所说的八项几乎都是秦桧晚年，也就是绍兴二十年代的事情，自绍兴十二年开始的问题全貌并未由此呈现。因此，在吕中整理之外，从历史年代来追踪、检讨秦桧权力、秦桧专制的进行过程，并设定其阶段，仍为今日必要的课题。亦即必须在吕中平面式的整理上，加入时间之流，再予重组，并藉此究明南宋初期政治史，特别是绍兴十二年以后的政治动态——政治过程。


 三、秦桧专制的各阶段

绍兴十二年（1142）秋，韦太后还朝，曾尽力于缔结和议的秦桧声望高涨。同时自同年冬开始，要求处分反和议论者的声浪突然间成为“今日之急务”的最优先政治课题，并扩大为封杀一切反秦桧言论的要求。由于高宗不希望再见到数年前士大夫对立的政争复活，秦桧政权遂得安然无恙。绍兴十三年九月魏良臣请召和气的建议，与反秦桧势力和解的呼吁既未见采纳，秦桧专制体制“绝对集权化”
(2)

 、暴政化的局势遂迅速地形成。

不过，我们很难说，绍兴十四年（1144）时专制体制已然确立。自绍兴十一年冬岳飞之狱后即以秦桧心腹活跃于朝廷上，出任副宰相参知政事的万俟卨，于绍兴十四年二月罢职，其罢职理由之一，即惹恼秦桧——“先是，卨使金还。太师秦桧假金人誉己数十言，嘱卨奏于上，卨不可。”（《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二月丙午条）据说，金人曾指示不得更易秦桧宰相之位，并令其杀岳飞，然所谓金人指示或许只是秦桧假托。这也是秦桧政治手法的典型例子，即藉操作情报以保全自己的地位。这也可以看出，秦桧如何将有利于己的情报流入主上高宗的耳中。这是他还未登上专制者（tyrant）宝座前的情况。

根据前述吕中之言，秦桧体制的支柱之一，乃是捍卫秦桧权力的台谏群，另一项则是其所交结的内侍。为了对秦桧专制体制作历史性的掌握，必须先了解这两者分别在何时出现，又若二者的综合乃是秦桧专制的完成，则此又发生于何时。秦桧专制体制之得以完成，乃是秦桧单独为相十数年间各项活动相辅相成的结果，要将这些活动予以区划，找出阶段性，并非易事。不过，根据吕中的整理，以及笔者个人的看法，吕中提出的第一项，即以言事官为中心的官僚统制方式，约在绍兴十四、十五年形成，第二项藉掌握皇帝周边以控御皇帝的做法则在绍兴十八年（1148）时落实，综合两者以确定绝对专制体制，应是绍兴二十年左右的事。

简单说来，秦桧专制有其阶段性，秦桧之得以在绍兴二十年代前半期成为专制者，就是因为经过了这样的阶段。以下即勾画其相关历史事件。


 （一）绍兴十四年时期——宰执制的空洞化

将分期定在绍兴十四、十五年，是因为秦桧专制的特征之一，正形成于此时。原本他是左仆射（宰相），应与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国防大臣）共为宰执，一起决定政策以及重要官僚之人事，如今他超越了一切，掌握了全权，全然无视于宰执间藉协议、合议以调整政策的固有机能。吕中故谓：“而政府之权在桧矣”（《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十二月丁酉条引《吕中大事记》），执政“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名而已”（同前）：

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荐执政，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干与政事，备员而已。百官不敢谒政府，州县亦不敢通书问。（以下，列举自孙近至郑仲熊等众大臣）皆不一年或半年，诬以罪罢之，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且使人伺察之。是时得两府者，不以为荣。（《会编》卷二二〇，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薨之记事引《遗史》）


同时，他以台谏等言官监视控制执政们，因此必以心腹充任，如绍兴十四年（1144）九月记事称：“时，秦桧用事久，职台谏者皆其耳目，每荐进必先谕以己意。“（《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致仕条）

值得注目的是，至绍兴十四年时，执政因受言官弹劾、罢免后，其空缺往往由提出弹劾的言官继任，而弹劾者本人又多在半年至一年以后，受到新任言官的攻击而再去职。自绍兴十二年八月（秋）至二十五年十月（冬），出任大臣之职者共计二十二名，其中九名出身言官（御史中丞八、谏议大夫一），余出身翰林学者四，吏部侍郎、礼部侍郎者各二，即以出身言官且出身御史中丞者为最多。这当然是因为已有一固定模式形成，也就是由御史中丞弹劾执政大臣，再由该御史中丞升进继承被弹劾者之位，而其未几即又遭新任御史中丞弹劾去职。此一模式正始自绍兴十四年。

《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五月甲子条记：“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楼炤罢。御史中丞李文会、谏议大夫詹大方论。”五月乙丑条又记：“是日，拜文会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自是，执政免即以言者代之。”后者并附《吕中大事记》注称：

自如渊擢中丞，而巫伋，郑仲熊、李文会之徒，除受悉由密启。欲窜逐诸贤，则使之露章而论其罪。欲斥去执政，则使之弹击而补其阙。而台谏之权，在桧矣。

半年之后，即绍兴十四年（1144）十二月，李文会又受到御史中丞杨愿、殿中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等人之弹劾（《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十二月丁酉条），三日后“御史中丞兼侍讲杨愿充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庚子条）。早在绍兴八年冬强行推动和议之时，秦桧就曾起用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以压倒性的优势瓦解了反对的势力。当时尚未完全成熟的此一方式设计，到了绍兴十四年时终告完成；而在其完结的同时，也只凸显出秦桧一人的地位，其余的同辈执政大臣均成为无意义的存在。所以绍兴十四年被视为秦桧专制的重要阶段之一。

将绍兴十四、十五年作为秦桧官僚统制——专制的分期，也缘于其时在思想、言论控制方面愈发地强化。他开始对赵鼎、李光等昔日对手再施重压，此时所用的告讦制，是必须注意的焦点。

绍兴十四年四月，“秦桧奏乞禁野史。上曰：此尤为害事”（《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四月丁亥条）。这是绍兴十九年十二月“禁绝私史”的前奏（《要录》卷一六〇，绍兴十九年十二月壬子条）。亲身经历过靖康之变后各项政治变动的士大夫们，通过记录的方式对秦桧展开政治批判，而利用国家权力去压抑这种活动，根本就是明目张胆的言论与思想控制。绍兴十四年九月、十一月，秦桧的政敌赵鼎、李光分别被移送海南岛的吉阳军与琼州。一向被认为是秦桧死敌的岳飞后代，反而比较受到照顾，据称：“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若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活其命。”（《玉照新志》卷五）

不过，他在压制赵鼎、李光、张浚、王庶、吕颐浩等文官系政敌时，手段绝不稍有轻缓，就连其次代子弟也不放过，必至一家残破而后止。绍兴十四年时，赵鼎由潮州移吉阳军，“上曰：可迁之远地，使其门生、故吏知不复用，庶无窥伺之谋”（《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九月辛未条）。

绍兴十四年十一月李光自藤州转配琼州，御史中丞杨愿奏称：“比年以来，犹令子弟亲戚往来吴越，教人上书，必欲动摇国论而后已。若非明正其罪，恐海内之患有不胜言。”（《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十一月癸酉条）潮州（广南东路）与藤州（广南西路）都已经是僻远之地，却还要将二人移往海南岛，以完全断绝他们与其他人的来往，这已说明秦桧所恐惧的究竟是什么。这是对秦桧政敌领袖所下的死刑宣告，并藉以威吓其追随者或其同伴。

至于在李光的问题上，则是利用密告的方式，“先是，知藤州周某者，诱光倡和。其间言及秦桧和议，有讽刺者，积得数篇，密献于桧。桧怒，令言者论之”（《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十一月癸酉条）。此外，绍兴十七年（1147）时，秦桧因怀恨吕颐浩之旧事，将其子吕摭自台州流放梧州（广西），而致一家残破，也是以密告为手段（《要录》卷一五六）。

自绍兴十四年起，秦桧对思想、言论的统制趋于严格，他采用密告制、告讦制“再窜”政敌的手段，更加强了秦桧政治的暴力性与恐怖性。


 （二）绍兴十八年时期——掌握皇帝周边人士

其次，将就秦桧专制进行过程中另一分期之绍兴十八年（1148）进行检讨。

如果说绍兴十四年乃是驱策言官以掌控宰执——官僚集团最上层，则绍兴十八年就可定位为是对皇帝周边人士的掌握了。《会编》卷二三〇绍兴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继先依旧致仕”条引《中兴遗史》谓：“大抵，上以国事委之（秦）桧，以家事委之（张）去为，以一身委之（王）继先。”张去为是宦官，“去为与秦桧、王继先俱用事，升延福宫使，累迁至入内内侍省都知，恃恩干外朝谋议”（《宋史》卷四六九《宦者传》）。据《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所言“入内省尤为亲近”之语，所谓入内内侍省者，当是以皇帝最亲近的宦官头子身份大张权势之人。

其实这位张去为远不及王继先。前引《中兴遗史》言道：“绍兴中，（王继先）富与贵冠绝人臣。诸路大帅承顺下风，莫敢忤。其权势之盛与秦桧相埒，张去为以下尤不足道。而通关节，肆诛求，强夺妇女，侵渔财利，则桧所未尝为也。”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到，宰相、宦官、侍医相互勾结，占据皇帝周边后，随意操弄帝意、恣意弄权的情况。

居于此顶点的秦桧与王继先，又于绍兴十八年时，因着王继先与秦桧之妻王氏结为义兄妹的关系相联合。秦桧在绍兴十二、十三年时，拒绝与士人势力相融合，之后数年，他却与皇帝周边人士结为一体。这是秦桧权力的新开展，却也是其变质腐烂的开端。绍兴十八年三月，“时（王）安道之父继先有宠。秦桧使其夫人王氏与之叙拜为兄弟，往来甚密”（《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三月甲申条）。

至于居处皇帝周边的另一环节，也就是与皇后吴氏的姻戚关系，至迟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时也已形成。绍兴二十二年十二月，秦桧子女得到加恩，“（秦桧）孙女夫将仕郎吴益为右承务郎”（《要录》卷一六三，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丙戌条）。吴益是皇后吴氏之弟，这件记事说明秦桧之子熺的女儿嫁他为妻。这桩婚事成于何时无法推考，不过应该是距此时不远。

皇后吴氏与吴益的父亲吴近乃是开封的珠宝商。吴近之女吴氏于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封为贵妃，十三年闰四月立为皇后。吴氏进封贵妃之际，曾有推恩，王继先因而受封为凤宁军永宣使，妻郭氏封郡夫人。如此看来，绍兴十三年时，侍医王继先与珠宝商吴近已有姻戚关系，绍兴十八年秦桧妻王氏与王继先结为义兄妹，秦桧、秦妻王氏、王继先、皇后吴氏就都成了姻戚。总之，秦桧不但与当时皇帝身边最有影响力的王继先结成义兄弟，也与皇后吴氏结有姻戚关系，又与中官首领张去为合作，成功地掌控了皇帝的周边。这表示秦桧的专制基础在皇帝权，以及为了支配皇帝的意思，他用了怎样的手法。而这也显示绍兴十八年确为秦桧专制的重要分期。

关于掌握皇帝周边一事，尚有绍兴十七年的《要录》记事值得注意：

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说书。自秦熺兼侍读，每除言路，必与经筵。朝廷动息，台谏常与之相表里焉。（《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条）


秦桧之子秦熺于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兼侍读以后，言官即出入经筵——皇帝讲学之所，与护卫秦桧权力的台谏一起监视皇帝的动静。吕中对此曾有解说：“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执政、侍从、台谏皆用私人，则有以弥缝于外朝矣。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闯微旨于内朝矣。独经筵之地乃人主亲近儒生之时，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讲官之进说。”（《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条引《吕中大事记》）这让我们认识到，秦桧已将监视范围扩及皇帝周边，甚至包括皇帝知性生活圈的讲学之所。


 （三）绍兴二十年时期——江南枢要地区的统治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所谓秦桧专制，乃是逐步形成的。先是他超越了宰执群，由言官支配中央官僚机构；接着，他又联络内廷宠臣与皇后，与他们建立姻戚关系，掌握皇帝周边——统制皇帝的意思。此一综合体制，固已足以显示秦桧权力的专制相貌，唯紧接其后的，尚有绍兴二十年（1150）的第三阶段。当然，这与其他两个阶段同在一连续过程中，难以明确地划分时期，只有大致整理如下。

第三阶段的要点，既在于秦桧专制的更加腐败化，也在于私的关系、私的权益向公权或整体渗透，亦在于秦桧的亲友以权势为背景，对江南枢要地区——也是富裕之地——进行彻底的支配与掠夺。

掌握国家财政营运的最高负责人、户部侍郎李椿年于绍兴十九年（1149）十一月突然下台；有能吏之名，又被视为秦桧庄客的徐宗说，与秦桧子妇兄长曹泳分别受命的局面，已可说明当时大势之所趋。李椿年一手草创经界法，并付诸实施，他将原本混乱的版籍整顿妥当，矫正国家税役收取之弊，力求负担的公平化，具有整体的公平性。李椿年毫无理由地被罢免，取而代之负责国家财政营运者，则是以权势为背景，恣意于私利之辈。这样一来，这不仅是专制走向腐败的开始，也显示专制的内在起了变化。

这种因私权性浸润以致公权性、全体性崩坏的现象，首先表露在江南枢要、富裕地区的长官人事上。秦桧既拒绝与异议论者联合，当然得不到士大夫们的协助，只有由亲友中补充所需人员。其兄秦梓曾为金安节、辛次膺等道义派官僚评为“人品凡下”（《要录》卷一一七），却历仕台州、太平州、常州、湖州、道州等地知州，于绍兴十六年二月亡故。弟秦棣历任明州、宣州知州，死于绍兴十八年（1148）二月。《夷坚志》乙志卷一六“何村公案”记其曾以权势并非法暴力害死当地从事酿酒业的土豪。秦桧妻王氏一党的王鈇乃财政官僚，他曾任户部侍郎，又知湖州、知广州，卒于绍兴九年六月。秦桧妻兄王[image: ]
 亦为一能吏，曾任知泰州、淮东转运副使、知临安府、工部侍郎、知平江府等要职，亦死于绍兴十七年八月。这些人都是秦桧体制下第一代的亲戚。他们与秦桧有姻戚关系，但也都是能处理实务的能吏。

继之而起的第二代，只能靠秦桧权势出任地方长官。一般而言，他们都有掊克、贪酷、聚敛、贪财之名，是秦桧暴政的尖兵分子。下表即为其主要成员之职历。史料则出自《要录》《续鉴》《纲目》《南宋制抚年表》，及有关之宋元地方志。

表3　秦桧系地方长官主要成员职历



	人名
	职历
	与秦桧的关系



	徐琛
	知平江府（绍兴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三年五月）
	桧妻王氏之甥



	王会
	兵部侍郎（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年十二月至二十一年四月）、知湖州（绍兴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五年四月）、兵部侍郎（绍兴二十五年七月）、知建康府（绍兴二十五年十月）
	桧妻王氏之兄、王[image: ]
 之弟



	王晌
	知平江府（绍兴十九年三月至十九年七月）、知建康府（绍兴十九年七月至二十二年二月）、知宣州（绍兴二十二年二月）、知太平州（？至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
	桧妻之弟



	王曮
	起居舍人（绍兴二十年三月）、礼部侍郎（绍兴二十一年四月）、知衢州（绍兴二十一年八月至二十四年六月）
	王[image: ]
 之从弟



	曹泳
	两浙转运判官（绍兴十七年十一月）、知明州（绍兴二十年四月）、知绍兴府（绍兴二十二年三月至二十三年九月）、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绍兴二十三年九月至二十五年十月）
	秦熺之妇兄



	李璆
	知成都府（绍兴十三年九月至二十一年五月）
	桧之姻亲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除了成都府知府李璆在绍兴二十年代以前即已长久在任外，江南——两浙路、江南东路——的首长多是于二十年左右开始起用的秦桧亲友。之后，王晓（温州）、王历（抚州）、王韅（秀州）、王著（温州）、王昞（吉州）、王伯庠等也相继恣意支配地方。在前述众人中，以王会的特权性格最强。《要录》卷一六〇绍兴十九年十二月壬子条的记事与《纲目》卷一一绍兴二十年十二月的记事，差了一年时间，后者在“冬十二月，以王会权兵部侍郎”条下注称：

会，秦桧妻之弟也。桧执国柄，厚其宗族与妻党，然未尝自进拟除命，惟时时升迁王继先父子，及吴益、吴盖。自是继先尝延誉诸王，而中宫亦时时为之陈请。故王氏入宫，中宫问：会除侍从未。王氏曰：秦桧以亲戚之故，不敢进拟。中宫默然，退白于上，故有是除。

据此，秦桧就以其本人回避亲友人事，却常予王继先及吴氏兄弟升进机会，交换到以王会出任兵部侍郎的机会，故秦桧、王继先、吴后等之联手左右人事，实无可置疑。秦桧死后半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秘书省校书郎黄中的上奏文有云：“自顷大臣（秦桧）用事，屏弃忠良，私昵[image: ]
 人，布在群县，不复以民为意。”（《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六月甲戌条）这群亲友“专恃权势，肆为贪酷”（《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条记王会事），分占临安（杭州）、平江、绍兴、建康、湖州、明州等南宋政权基本地域，也是最枢要、最富裕地方的首长之职，几乎都始自绍兴二十年左右。在这些地方起用私昵之人，任他们非法、无法甚或超法地在地方征敛，展现出秦桧专制体制的腐败性。

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四日，秦桧在入朝途中遭到暗杀。犯人是近卫军殿前司后军将校，目的在要求改善军人待遇。这次事件发生后，秦桧外出之际都有五十人的护卫团相从，不但想要会见秦桧绝无可能，就连处理政事，他也只许亲信参与，史书乃称此为密室政治（《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致仕条引《遗史》）。

宋代历史上无例可比的宰相暗杀未遂事件，其实是一象征，表现了施行恐怖政治、密室政治，彻底与舆论绝缘的秦桧权力、秦桧专制之实相。秦桧专制在历经超越百官统制，并掌握皇帝周边以支配皇帝意志等阶段后，已然失去其政治目的，同时也不再有具规制力量的对抗性政治势力存在，这次事件其实象征着秦桧权力已到达暴政的阶段。



————————————————————


(1)
  南宋洪迈撰：《夷坚志》丁志卷一〇，建康头陀条。


(2)
  参见猪木正道：《独裁の政治過程》，《独裁の政治思想》
 ，创文社，1961年，第255页“Monolith”之译语。又所谓“绝对集权化”即由单一统治者所行之暴政（Tyranny或Despotie）。



第十二章　秦桧专制体制的构造

前文已就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以后秦桧专制之一般特征、变迁过程加以介绍，以下拟将秦桧政权的成员，区分为宰执群、侍从人员、皇帝周边人员以及秦氏、王氏亲属，再就其各项特征，及其在秦桧专制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能发挥的意义，作进一步的分析，以勾勒出秦桧专制的组织架构特色。


 一、宰执（大臣）
(1)



秦桧为江南东路建康府人，其父秦敏学任官仅至信州玉山县、静江府古县知县等地方官。秦桧死时（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则已官居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益国公。在这一连串头衔中，太师、益国公并非实职，实任者为尚书左仆射（首席宰相）与兼官之枢密使（国防大臣）。总之，秦桧也不过是最高官僚群——宰执中的一人而已。

可是，自绍兴十二年（1142）至二十五年（1155）间，前后宰执虽多达二十四名，秦桧却都只是他们形式上的同辈；事实上，他远在他们之上，在南宋人的眼中，秦桧之外的宰执不过是“奴隶”罢了（王明清撰：《挥麈录》后录卷七）。相对于其他的宰执，秦桧才是支配者。秦桧何以能超越官制上的同辈，成为独裁者，又何以能在其同辈源源补充之后，仍一直维持其超越的优势？换言之，以秦桧为独裁者的宰执制
(1)

 为什么不会被否定，被废弃？——事实上，宰执制早已没有意义了。以下即根据此问题观点，分析秦桧专制下的宰执。

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一）宰执制的空洞化，已就秦桧之所以较其他宰执突出，及其如何进行支配等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讨论。秦桧从未自己直接攻击其他执政，而是让其属下的台谏等言官提出弹劾，再由弹劾者继承被弹劾者的宰执之位，同样的过程在一年之中反复进行，乃形成模式。而这样的模式大致在绍兴十四年时完成。

宋人徐自明所编的《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六，在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致仕（死亡）项下记道：“桧为左仆射（十一年六月），不除右仆射。应执政升迁，皆桧一力成就之。既为执政，亦不久，必斥去。皆是台官承桧指意，方敢上章疏。第一章带职官祠，数日间，再一章落职。例皆如此。故得执政者，亦自以为不久必去，莫不束装以待。”从这段文字可以了解，秦桧已经完全掌握了宰执的人事。而在这种人事统制方式下，为秦桧所编组、运用的宰执们，最后出现下述的状况：

桧薨，年六十六。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荐执政，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干与政事，备员而已。百官不敢谒政府，州县亦不敢通书问。若孙近、韩肖冑、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皆不一年，或半年，诬以罪罢之。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且使人伺察之。是时得两府者，不以为荣。（《会编》卷二二〇，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条引《遗史》）


秦得志之后，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远方。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厅，循故事伴拜之制，伴职充位而已。盖循旧制，二府一员伴拜，不可阙也。稍出一语，斥而去之，不异奴隶。皆褫其职名，恩数奏荐，俱不放行，犹庶官云。（《挥麈录》后录七）


在秦桧专制下，宰执不能对政治决定有任何意见，不过是“备员”而已，故只是“伴食”大臣，完全无异于“奴隶”。

于是，秦桧破坏了宰执成员之间因同僚关系与运作形态而有的合议制，也就是不让宰执成员参与政治决策，结果造成了只有少数几位侧近人士得被咨询的密室政治、侧近政治。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发生暗杀事件后，“士大夫赴阙求见桧者，皆不见之，以防刺客”（《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六）。这时秦桧的健康也出了问题，故绍兴二十年以后，“秦桧以病在告，独签书枢密院巫伋一人”（同前）。“秦桧病不出，唯日与曹泳议事。”（同前）不过，在绍兴二十年以前这种情况也不是不曾发生过，例如“故杨愿未为执政时，士大夫号其为内简牌，言愿传桧旨意为多也”（同前）。杨愿于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就任签书枢密院事，故前述情况当自十四年以前已有所见。总之，秦桧专制制造出传达秦桧意向的传声筒，以及少数可参与政治决定的侧近，并摧毁了宰执之间的同侪性、合议性。

这样的宰执制度自然不再有任何意义，只剩下一副空架子，国家政策的营运也就发生种种问题。正如前面所引《中兴遗史》之言：“百官不敢谒政府，州县亦不敢通书问。”百官与宰执（中央政府）、州县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情报传达、交换关系因此中断。“时秦桧用事久，监司、郡守以事达朝廷者，止申尚书省取指挥。”（《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七月壬申条）本来上奏皇帝、应得皇帝裁可的待决案件，只送到尚书省，由尚书省（秦桧的官衔为左仆射，即尚书省长官）指示，也就是根据秦桧的意思来处理。

其次，在法律方面，尤其是刑法的运用上，也有浓厚的越法性与恣意性，所谓：“秦桧柄任之久，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一切希望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二十五年十月条引《遗史》）这也可以说是作为最高统治集团的宰执间丧失同侪性、合议关系的具体例证。

然而秦桧在自己亦为宰执一员的情况下，一面使宰执制无意义化、形骸化，却又不完全破坏，不断进用“伴食”、“奴隶”式的官僚为宰执，其理由到底何在呢？这必须与给事中、中书舍人长期缺员的问题一并考虑。

所谓秦桧专制，事实上是只有秦桧这位宰相，透过尚书省、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的实务官僚群与地方的监司、郡守，支配全国，宰执并不是必要的构成分子。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奴隶”执政的存置根据何在。这里并不准备全面性地解答这个问题。唯就笔者看来，这与科举官僚的基本性格有关，秦桧虽可使之无意义化，却无法将之废绝。

前面已然讨论过，科举制“亦所以收天下豪杰之心。苟无科举以取之，学校以养之，则士之不知爱重者，不入于敌（金），则入于盗”（《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己卯条引《（何俌）龟鉴》）。北宋崩溃后，南宋得以重建的最大根据，就是因为士人层仍信赖宋朝，而这几乎与信任科举制同义。作为国家统合基本方式的科举制全然不曾动摇，秦桧自己固然十分嚣张地任凭亲缘子弟大量登第，却也不会想要否定科举制度本身，或有所变更。只要科举制（依个人能力考试选拔的制度）继续存在，就不能废毁科举官僚中位阶最高的宰相、执政之职。科举官僚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宰执之位，即令是秦桧也不可能放弃这个职位。

然而若直接观察秦桧专制下的宰执群，则其原来的职务虽然已无意义化，但若转就其他方面来看，却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若从宰执与其出身地域的关联性
(3)

 来看，即非常地明显。已知的例子有参知政事李光，他在中央政府时，如何维护家乡会稽府（越州）的利益，前文已有述及，并且屡次提及他与吴越人士来往。又如宰相张浚，也有类似的现象：“（张浚）初到阙时，荐引蜀士。”（《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七）“自张浚罢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要录》卷一一五，绍兴七年十月庚子条）宰执绝不可能与其出身地的士大夫毫无瓜葛。因此，秦桧底下宰执群是由哪一地方包揽到何种程度，其实关系着秦桧专制下的南宋政权得到哪一地域支持的课题。

根据清人万斯同所作之《宋大臣年表》（收入《二十二史补编》），绍兴九年（1139）至二十五年（1155）之十七年间——这期间为秦桧独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执政合计三十二名。其中除军人三名（韩世忠、张俊、岳飞）、因奉使金朝而得任者二名（韩肖冑、王伦）、任命而不及就任者一名（秦熺）等，尚余二十六名。

这二十六名中两浙路出身者九名：

孙近（常州）

李光（绍兴府）

史才（明州）

楼炤（婺州后迁明州）

郑仲熊（衢州）

施钜（湖州）

何铸（临安府）

汤思退（处州）

詹大方（严州）

又有十名出身江南东路：

范同、段拂、何若、巫伋、魏师逊（建康府）

章夏（宣州）

程克俊（饶州）

汪勃（徽州）

宋朴（太平州）

余尧弼（信州）

此外，出身江北、华北、中原者四名：

孟忠厚（外戚、洛州）

万俟卨（开封）

王次翁（济南）

杨愿（淮东）

其他三名为：

李文会（福建·泉州）

李若谷（广西·藤州）

董德元（江西·吉州）

对秦桧而言，除了绍兴八年（1138）时为了和议应付世论而任命的参知政事李光，十年时为挽回自己政治生命而引进的王次翁，十一年时收兵权与岳飞之狱的中心人物范同与万俟卨，其他全是‘伴食’大臣。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六名伴食大臣中，有十九名出身两浙路、江南东路，其他各路出身的人数都很少，至于四川人士则根本没有。等到秦桧去世、高宗退位、孝宗登基，才在四川出身的宰相张浚领导下，衍生出四川、福建系联合势力占据宰执层的生态局面，不过这必须被理解成是为反秦桧体制而有的逆转现象。

在秦桧眼中，所谓执政者，只是选拔一些非名门出身、容易控御的柔佞之人为伴食大臣，并无实用。可是在另一方面，科举官僚制又有联系地方人心的作用，正如张浚任、罢之时所发生的连锁现象——宰执的任、免，会连带引发其出身地士人的期待与不安。从这一点来看，秦桧专制的执政群以两浙、江东系出身者居压倒性多数的事实，不也就显示出秦桧专制下的南宋政权是以那一块地域为其基础地盘了吗？

这也与绍兴十二年（1142）至十九年间，经界法实施重点地域落在两浙路、江南东路的事实恰相符合。秦桧专制期间，给事中、中书舍人并未长时期专任某人，其职务本身也不曾受到肯定，可是尽管如此，执政在实质上不断地无意义化，却又不断以两浙、江东系士人补任的做法，正是因为这两处既是南宋当时直接支配的领域，也是基本的地盘。

其次，从前述宰执名单来看，其人物选择范围相当狭窄。秦桧拒绝与所有的敌对势力融和或联合，所以只有起用容易驾驭的人物，执政也就少有出身名门者，更无法将江南社会有力之士一概网罗在内。李光是越州士人的代表人物，却被他视为终生的政敌，拼命地加以打击，以致家破人亡。秦桧出身的建康府虽有五人出任执政，内中范同、段拂、何若、巫伋等四名，其实是北宋末年政和年间他在建康府学的同学，至于当地的名望之家并未见用。于是，尽管以两浙、江东为基本地域，尽管必须得到彼等对政权的支持，秦桧权力的片面恣意性与超越性仍由此狭隘性展露无遗。正如终章所将指出者，秦桧死后，继承秦桧路线——对金均衡共存路线，并对秦桧体制加以修正者，乃是在江南当地拥有强力支持势力的汤思退、沈该等人，他们之所以仍能维持政权数年，其缘由亦由此可见。

秦桧无视于同僚关系、合议制的宰执操控方针，与其限定执政出身江南、支持江南政权的做法，其实是相互矛盾的。秦桧始终采暴政、强权政治路线，即是因为他一直无法将两者间的鸿沟填平，这也意味着我们很难将秦桧权力定位为江南利益的代言人或代理人。

本节只触及秦桧与宰执的问题，就职位看，秦桧不过是宰执中的一员，但是他高踞执政群之上，剥夺了宰执原有的政治权限，破坏了其同僚关系与合议机能，统制、支配了执政，使得其他宰执成员无法形成与之相对抗的政治势力。可是，秦桧并未否定，亦未破坏宰执制度。二十六名执政中，两浙、江南东路出身的官僚占了十九名，他或让南宋政权直接支配的两浙、江东地方士人加入政权，或加以笼络利用。不过，前者（秦桧之专制性格）与后者（将各势力包摄融和于政权内部）最终未能调和成功。结果，前者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就江南在地势力看来，秦桧专制是极度强势的存在。这点正表现在对李光的彻底镇压上，而在秦桧死后数年间，修正秦桧政治并继承秦桧路线者，则是以江南在地势力为背景的沈该、汤思退。


 二、侍从（实务官僚）


 （一）秦桧专制下的侍从角色

如上所言，原为科举官僚最高职任的宰执，在秦桧专制下只剩一副空架子，并不是秦桧专制体制的实质支持力量。相对地，真正在秦桧专制体制中占有关键位置者，乃是这里将要讨论的侍从们。

所谓“侍从”，是沿用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二之说：“翰林学士、给事中、六尚书、侍郎是也。中书舍人、左右史以次，谓之小侍从。又在外带诸阁学士待制者，谓之外侍从。”除了外侍从，这里将自小侍从以上者，视之为南宋初期的权力中枢、权力中核，应该是可以的。所谓权力中枢本身，原是由宰执、侍从拟定政治方针，就关键性政策与重要问题作出决定。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金军向江南发动攻击，当时的宰相吕颐浩计划护着高宗逃往浙东海上，并许扈从百官各从己便——即任其各自逃散，整个官僚机构一时间几乎解体。可是在这危急之时，侍从仍与皇帝同进退。

不过在秦桧专制下的侍从们，虽说也应按照前述规定，包纳了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负责起草敕书的重要官职在内，但这两项职位却分别空悬了七年、十年之久。至于《朝野类要》提到的“左右史”与起居郎，原是在君主身边记录其言动，以编集《起居注》的人，也分别自绍兴八年（1138）六月、绍兴十三年（1143）四月开始，二十六年零三个月未曾派任一人。起居郎的缺员，意味着此一职位连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而这样一来，秦桧专制时期的侍从就只剩下翰林学士与六部尚书、侍郎。

翰林学士在秦桧时代也没有什么存在价值。秦桧任职宰相期间的翰林学士（其职务为起草天子亲下之诏书，即内制）可见表4（据宋人何异所撰之《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录》，收入《武林掌故丛编》第十集）。所谓承旨则在学士之上，升转即入宰执之列。自绍兴八年（1138）以迄绍兴二十五年（1155）冬秦桧过世，翰林学士全部只有七人，其中还有两人与秦桧有亲，在任最长者（也只有十个月）是其养子秦熺。其他都不过在职数月而已。总之，从此表看来，秦桧体制下的翰林学士，与宰执一样无意义化，不受重视。这显示秦桧专制时期的侍从集团也不包括翰林学士在内。

结果，秦桧体制下的侍从，也就是权力中核的成员，自然就只剩下六部尚书、侍郎了。南宋初期的尚书省，无论其名目如何，已然包摄了中书、门下两省的机能，除了不能任命中书舍人、给事中之外，百官皆统合在尚书省长官左仆射之下。所谓六部尚书、侍郎，即是隶属尚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长官（尚书）与次官（侍郎）。

表4　秦桧任职宰相期间的翰林学士



	人名
	在职期间



	孙近
	绍兴八年十月至十一月（承旨）



	楼炤
	绍兴九年二月至十月



	范同
	绍兴十一年五月至七月



	程克俊
	绍兴十二年九月至十月



	秦梓
	绍兴十三年闰四月至六月



	秦熺
	绍兴十五年正月至六月（承旨）、六月至十月



	段拂
	绍兴十七年三月




尚书或有或无。侍郎则一般必带兼官。六尚书、侍郎位居实务官僚之首。秦桧专制时期的侍从，也就是最高统治集团，或权力中枢，即是六尚书、侍郎，亦即实务官僚中最高位者。

秦桧推展国政的办法是：“时秦桧用事久，监司郡守，以事达朝廷者，止申尚书省取指挥。”（《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七月壬申条）“然自桧专政，率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前者所言，即地方监司、州长官不经皇帝裁可，奉尚书省（其长官即秦桧）指示办事；后者所谓的都堂即尚书省正厅，亦是尚书省的代称。批状是尚书省对下级机关处理案件所发布的方针指令。至于指挥行事，则是尚书省对下级机关指示的法律、敕文的解释，在当时其效力超越成文法，并凌驾于敕令格式之上
(4)

 。相对于前朝蔡京的滥发皇帝亲笔，秦桧的专制手法干脆遮断了皇帝与官僚机构的关联，直接指挥、驱使、统制尚书省长官辖下的六部尚书、侍郎。在这种政治手法之下，侍从中六尚书、侍郎的角色自然重要起来。

绍兴十四年（1144）正月，后来的孝宗、当时的普安郡王之父赵子偁去世，秦桧为了普安郡王应如何服丧的问题，召集主持了一项会议。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并非首代高宗皇帝的亲生子。但他既已是皇帝的养子，即在形式上以皇帝为父，就礼制而言，其生父之丧应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自北宋英宗濮议（英宗为仁宗养子，即位后，生父过世，为了礼法的问题，引发两派朝论激烈的争执）以来，这项礼制上的争论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权力斗争意味，就连秦桧也不能不加以审慎处理。于是他严禁当时的执政对此有所谋议，召开了以侍从为中心的会议，试图解决此一难题。换言之，其成员是绍兴十四年时权力中枢的成员。根据《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正月戊寅条所载，参加会议的十一人为：张澄（户部尚书）、李文会（试御史中丞）、秦熺（礼部侍郎）、周三畏（刑部侍郎）、王[image: ]
 （工部侍郎）、刘才邵（中书舍人）、詹大方（右谏议大夫）、张叔献（知临安府）、段拂（礼部侍郎）、何若、游操（皆为监察御史）。这批人明白展现了秦桧权力的性格。尚书、侍郎五人，言事官（这是秦桧权力在官僚机构内另一条支柱）四人，侍从一人，以及首都长官，在这些人中，王[image: ]
 是秦桧妻王氏之兄，秦熺是桧之养子，两人可说是秦桧的分身，至于段拂、何若则是秦桧的同乡（建康府）、同学。在秦桧周边与权力中枢内部，尚书侍郎系的实务官僚与言事官之监察官僚几乎相埒，这也表明了秦桧权力在官僚社会内部的支持来自何处。


 （二）六部尚书、侍郎

绍兴九年（1139）至二十五年（1155）间，秦桧任命的六部尚书、侍郎如下表所列。此表数据出自《要录》、《续鉴》、《纲目》、《中兴小纪》。六部之中，为首的吏部最为详尽，尚可知所带兼官，其他则无从得知。不过，扮演秦桧专制政治关键性支持力量的实务官僚与各部之趋势动向，已可由表5知其大概。


表5　绍兴九年至二十五年六部尚书、侍郎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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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〇记表尚书；无记号者即侍郎。

十七年间，共有九十九名长官、次官。如果扣除其中因奉使金朝临时加添名目者，还有曾转任数部重复计算的人员外，支持秦桧专制的实务官僚集团大概有七十多人。内中升转至执政者共十九名，在秦桧政权下就任执政者则有以下十二名：

吏部出身者，范同、杨愿、施鉅、郑仲熊、董德元；

户部出身者，段拂、李若谷；

礼部出身者，秦熺、汤思退；

工部出身者，楼炤、王次翁、詹大方。

此外，虽有部分重复，亦有九名执政出身言事官、台谏，所以，秦桧手下的执政几乎无例外地出自尚书、侍郎与台谏，此项数字亦显示秦桧专制的支持力量所在。

如果把表中绍兴九年（1139）至十一年（1141）阶段（秦桧尚未专制时期），与绍兴二十四、二十五年间（秦桧晚年，亦可说是暴政期）作一比较，当可察知秦桧专制的变质程度。前者的名单中，至少有九人后来成为秦桧的政敌，受到镇压，即：

吏部，晏敦复、张焘、吴表臣、郑刚中、范同、魏良臣；

礼部，苏符；

兵部，萧振；

工部，廖刚。

后者之中，当然是完全没有反秦桧者，倒是四位秦桧的亲戚应该注意，他们是：

曹泳，户部、桧子熺之妇兄；

秦埙，工部、礼部、桧之孙；

王会，兵部、桧妻王氏之弟；

丁娄明，工部、桧侄秦烜之妻父。

秦桧专制之前，实务官僚的顶层中尚有与秦桧意见相左者在内，到了晚年，就只剩下顺从秦桧之人。而其亲友位居六部的现象，更表现出秦桧政权的权门化、腐败化与狭隘性。再加上皇帝周边与江南枢要之地亦皆由其亲信掌握、支配，我们不难由此得知秦桧晚年专制暴政的内在实质与界限所在。


 （三）吏部尚书、侍郎

接着，即就六部尚书、侍郎逐一考察，其中尤以吏部、户部、刑部最值得注意。因为这三部乃是尚书省核心部门，而其理由则如宫崎市定所指出者，盖尚书省六部之中以吏部、户部、刑部的事务最为繁剧，他如礼部、工部、兵部皆为闲散之地，其长官不过是伴食大臣而已
(5)

 。所以从吏、户、刑各部长官之各有来历，即可知秦桧专制并不是均质的一元化。

首先就吏部来看，吏部职掌百官人事，地位相当重要，其尚书、侍郎乃是得升转宰相、执政（参知政事）的名誉之职。自绍兴九年以来，任职者即远较其他部门为多，若含兼任在内共有二十八人。这样的单位，其长官人事可以说是忠实地反映了秦桧政权的方向。具体而言，吏部尚书、侍郎大致可整理为四期。

第一期为绍兴九年（1139）至十一年（1141），即自晏敦复至魏良臣之时期。此一时期相继发生了绍兴八年和议之成立与破裂，宋、金再次交战，收兵权，以及绍兴十一年和议等政治大事。也就因为如此，秦桧起用吏部尚书、侍郎人选之时，并不是以对自己的恭顺程度为唯一标准，只要是在宋、金两国均衡共存问题或收兵权工作上与之一致，即积极地加以起用。是以其中颇多硬汉型的异类人物，并在日后成为其政敌，遭其迫害。这正是此一时期的特征。

第二期为绍兴十二、十三年时杨愿、江邈、罗汝檝的时代，他们以言事官、监察官的身份发挥吏部的作用。随着绍兴十一年和议的确立，反对和议之人皆被视为罪犯受到处分，一切反秦桧政治的言论也都受到压制，这是秦桧专制形成时期。也是杨愿经御史中丞而为执政，罗汝檝以“明正典刑”为“今日之急务”的时期，吏部高阶层不过是监察系统的一部分而已。

第三期始自绍兴十四年（1144），终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为林保至陈相的时期。这一时期已是秦桧专制时期，吏部——人事部门已无用武之地。于是任此要职者尽是凡庸之人，而且往往以兼官或甚至任其缺员。如绍兴十八年五月至八月以刑部尚书周三畏为兼官，周三畏辞职后，自十八年八月至十九年八月皆未再有任命。十九年八月，张杞以太常少卿兼吏部侍郎，他于二十年五月去职后，直至翌年正月，又为缺员状态。这可以说是实务官职伴食化、备受轻视的特别时期。

第四期为秦桧晚年之绍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施钜至董德元之时期。不过，秦桧死时之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亦无人在位。这时期之特征在于，吏部又再度表现其言事官、监察官之机能。施钜、郑仲熊、董德元三人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升进为执政，他们在进入吏部之前皆为监察御史，因为告讦、弹劾之功而被拔擢为吏部侍郎。尤其是董德元，他在绍兴二十五年三月时还只是侍御史（正七品官），同年七月即一举跃升为吏部侍郎（从三品官），可算是特例中的特例。秦桧在此一时期中为何起用监察系统的官员为吏部侍郎，甚且立刻举为执政，揣测之言颇多。或谓此缘于晚年的秦桧意欲消灭其五十三名政敌。无论如何，由这两年吏部侍郎的状况，可以看出秦桧专制的腐败与末期的衰态。

以上概括性地考察了作为秦桧权力支柱的吏部尚书、侍郎之四期人事变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秦桧而言，这个重要的职位，乃是作为打倒政敌的前锋，在这层意义下，又可以将之区分为（1）与言事官等质以实现并维持专制之时期，以及（2）无为、无目的之时期。


 （四）户部尚书、侍郎

户部为尚书省实务部门，负责国家财政，以支持王朝之重建。以下即从人的方面，就户部与秦桧专制体制之关联性进行检讨。关于国家财政与秦桧专制问题，现已有专论可见，在秦桧专制的财政背景方面，特别是有关御前桩管激赏库、左藏南库之运用，梅原郁的研究相当卓著
(6)

 。可是就秦桧专制时期财政——关于财货之聚敛与操作——进行全面性的研究，则尚未之见。秦桧及其侧近、亲友如何自全国尤其是江南富裕地方收纳庞大财货的实际状况；安蘓幹夫所谓秦桧积极蠲免税赋，然其收入又与北宋最盛期国库相匹敌的矛盾；还有兵权收回之后，四屯驻军（淮东、西、湖广、四川）与财政机关四总领所制对南宋国家财政的影响等，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7)

 。

这里仅就户部尚书、侍郎层之人事变迁，也就是人的问题整理讨论。

自绍兴九年（1139）至二十五年（1155）间出任户部尚书、侍郎者共有十五人。其中虽有李若谷与段拂者进升为执政，但他们原是与户部固有职任无关之人。在十五人之中，专精于户部业务、国家财政运用的活跃人物，只有张澄、李椿年、王鈇、李朝正、徐宗说、曹泳六人。故我们亦可就此将时期区分为：（l）张澄，绍兴十年至十四年；（2）李椿年、王鈇、李朝正、李椿年，绍兴十四年至十九年；（3）徐宗说、曹泳，绍兴廿二年至廿五年。在此户部长官职位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秦桧政治的变动及其专制的腐败；如果说吏部尚书、侍郎是以变动为其特色，则户部方面应该可以单线来把握。

第一期的张澄，先任侍郎，后为尚书，他的时代，正是为重建南宋政权、财政课题多如山积、户部无法实行一贯政策的时期。张澄为河南荣阳人，娶宗室女为妻，他见知于张浚，出任利州路转运使后，即以财务、实务官僚与长于地方行政知名，“澄有治剧之才，甚得时誉”（《要录》卷一二一，绍兴八年八月丁卯条）。他历任建康府、临安府、绍兴府、洪州、福州首长，绍兴六年（1136）二月任尚书员外郎、主管都省行在财用、提领市易务时，又提案于行在设交子务，发行交子——虽然交子仅发行六月即止。他自绍兴十年至十四年间任户部长官，与工部尚书莫将合作，开浚临安运河，整建新都，修筑皇城，又创制各项仪物，虽然将实务官僚的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全与国家财政大纲无关。

接下来即是绍兴十四年（1144）至十九年（1149）间李椿年→王鈇、李朝正→李椿年的时期。这段时间，户部虽因主事者之更换以至于重点有所变动，但在经界法的企划与实施方面，则是始终一贯。尚书省的中心部门，为实现特定政策如此一贯尽力的局面并不多见。所谓经界法，是根据统一的标准进行全国土地测量，并制作籍账、图帖的事业，国家主导性极强。其所以实施，是因为有下列理由与情事发生：如因为战争与政府之南渡，官府文书在混乱中散佚；或因为土地所有者、耕作者的逃亡与更替，以致现状与版籍不符，税役负担不均。由于在理论上，经界法可以定民产、定民籍，并进而定税赋，故一般多将之理解为是整备国家财政的基础事业。

可是就笔者个人看来，经界法的施行，不应该只从税制、财政的观点把握，而应该将之理解为南宋政权在自我确立过程中不能不实施的重要政策。对金和议的完成与收兵权之成功，固然可使南宋成为中兴王朝。可是，要如何才能掌握新定版图所涵括的乡村，特别是新基础地带的江南村落，还是未定之天。因此，根据统一标准实施土地测量，以确定全部的耕地，且使其所有者、耕作者皆为国家所掌握，正是中兴王朝南宋政权自我确立过程中剩余的基本课题。在这项意义上，当对外关系与军力编制课题大致解决之后，如何把握乡村就成了最优先的政治课题。于是秦桧之下的户部也就理所当然地必须承担起这个内政上以及国家存立上最重要的大问题。

李椿年身为财政官僚，原即以能干见称，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他在平江府（苏州）时就已实验性地试行经界法，十四年四月他被提升为两浙路转运副使，八月受任为户部侍郎。其时“仍旧措置经界”（《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八月庚寅条），即其名义上是户部侍郎，其实专任经界法，这种职务指定的方式并非常例。在这段期间，李椿年实施经界法，乃是秦桧政权与南宋国家全体的意志。自绍兴十四年至十九年的一连串过程中——李椿年因母亲过世，服丧辞职，与秦桧有关系的王鈇代其职，王鈇再推荐李朝正，李椿年复职，经界法实行全国——基本意志皆是一贯的，基于这点，我们应该可以认为，这乃是秦桧政权此一时期的基本政策。同时经界法的实施并不只是单纯地由中央户部做些企划与指示，而是由中央派遣人员全面性地协助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等监司、州县长官参划、发令，与秦桧政权相配合（经界法实施经过、状况等有关事宜，详见本书第十四章）。这当然有相当大的强制性在，却也表现出这的确是为确立南宋政权而有的最终课题。

可是，绍兴十九年（1149）十一月，李椿年突然罢去户部侍郎之职，经界法也告终结。其时，南宋政权基础地带的两浙、江东一带固然都已实施，至于其他地区则为之中断，高宗即于绍兴二十六年明言“今诸路往往多中辍”（《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甲子条）。经界法的中心人物、户部侍郎李椿年之遭罢免，与经界法之中辍，究竟代表什么意思，今日已很难重寻真相。其理由可指说为是秦桧政治体质发生了变化，复与王继先等权门重修旧好。故当我们根据户部侍郎的变动来追究时，也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着眼，将李椿年之罢免看作是秦桧权力体质变化的表现。

李椿年被罢免后，统辖、领导第三期户部的徐宗说、曹泳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适合在户部这种财务机关主事的干练之士。据说徐宗说“素有心计，于天下经费出入、盈缩之数，莫不通知，老吏为之敛手”（《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四月庚午条）。可是又有人说“宗说颇有心计，吏不能欺。然附秦桧，以至从官。常为桧营田产，时人因目宗说为庄客”（《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巳条）。这种徒有财务营运能力，却不为国库所用，专事秦桧私产管理的现象，相当引人注目。

至于身为秦桧体制最后一任户部侍郎的曹泳，乃是宋建国时名将曹彬的五世孙、秦桧养子秦熺之妇兄，绍兴十三年（1143）九月他通判秀州，由武官职转文臣职，自此成为财务、实务官僚。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时徐宗说久病，故以泳代之。泳倚势妄作，又甚于宗说”。据说“时秦桧晚年，怒不可测，而泳其亲党，凶焰炽然”（《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寅条）。更甚者，“国家财赋自有常经，泳巧计百出，必为额外，多方聚敛。较利之锱铢，割民之脂膏，怨嗟之声满于道路”（《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丁酉条）。

总之，徐宗说已沦落为秦桧的庄园管理人，曹泳既为秦桧亲党，遂更放肆地运用财政措施以求聚敛。这与李椿年的做法自是大相径庭。李椿年的强硬手段固然也受到批评，但仍是站在国家全体的立场行事，尚具有公的性质。而其继任之人奴事秦桧，与前述全体性的、公的立场相比，私的意味极为浓厚。同样是支持秦桧专制的成员，却有如此大的不同。秦桧专制的变质，或是腐败化的倾向，明白地由户部侍郎的人物变化表现出来。如前所言，秦桧与南宋初期的财政问题、与经界法有关的各项问题——尤其是李椿年之被罢免，尚有许多不能解决者，然而有关秦桧体制下户部侍郎们的变迁，庶几可由上述内容尽之。


 （五）刑部尚书、侍郎

前面讨论了支持秦桧专制体制的实务官僚，也就是尚书省主要部门之吏部、户部尚书、侍郎与秦桧专制的关系。这里将继续讨论另一主要单位刑部，重点则在其尚书、侍郎与秦桧体制的关联性，特别是其与吏、户两部不同之处。

绍兴九年（1139）至二十五年（1155）间的刑部尚书、侍郎共有八人。首应指出的特色，即在于与其他五部相较，人数最少，既未从中产生执政，也无一人与秦桧有关系。不过，刑部长官最大的特色，还是在秦桧体制下其长官实质上只有两人。此即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任侍郎，十五年六月升为尚书，十八年八月始去职的周三畏，以及绍兴十八年八月出任侍郎，二十四年十一月升任尚书，二十六年三月去职的韩仲通。这两人在秦桧死后，秦桧系势力一扫而空的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以后，仍然作为实务官僚，政治生命亦未告终。如周三畏于二十六年三月重任刑部尚书；韩仲通虽于绍兴三十一年坐秦桧党，但第二年即知明州，并于隆兴元年就任户部尚书。

周三畏曾历任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大理卿及刑部侍郎，一直都是法务官僚，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他任大理卿时，曾与御史中丞何铸一同主持岳飞父子狱，这意味着他是秉秦桧之意办事的法务官僚。可是绍兴二十年三月他知平江府时，常同去世，其祭文又有“奸人在位，公弃而死”的文字（《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三月庚子条），结果这件事被人密告秦桧，他也因此被罢免。秦桧死后的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间，高宗以“三畏廉谨守法，中间被黜无辜，与复职知平江甚当”（《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乙丑条）。则其仍是与秦桧有别的人物。

韩仲通也是由大理寺丞、大理卿升任刑部侍郎，后曾历任知临安府、户部尚书（两次）、知广州、知建康府、知明州等主要州府的长官与侍从官。他与周三畏不同的是，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他升任刑部侍郎之际，曾有传言称“或谓仲通与秦桧之给吏丁禩有深交，禩引之也”（《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八月甲寅条）。故他乃是与秦桧侧近有人脉关联之人。可是这项人脉在他的生涯之中并无决定性作用，秦桧死后，他仍居户部尚书等显职。

无论如何，周三畏与韩仲通这两位法务官僚都分别在秦桧体制中效劳了六年时间，不过当秦桧体制发生变质甚而崩坏之际，他们都以超然的态度置身事外，而未与之同一命运。尤其是周三畏，他与岳飞之狱牵连极深，绍兴十四年（1144）审议普安郡王丧服形式之时，又兼吏部尚书之职，则他确实是在秦桧体制内居于中枢地位。这样的法务官僚为何会与秦桧专制体制之更替无所牵连？这里尚无法对此有所解答。我们只能指出，在尚书六部中，堪称最繁剧并且是秦桧体制中重要部门的首长，竟然不曾因秦桧专制体制变动而受到影响。

以上是将支持秦桧专制的实务官僚，限定在尚书省中位居中枢且又号称繁剧的三部作了整理。其中吏部长官一职，最能反映秦桧政治方针的变化与动向；户部长官则忠实反映了秦桧专制结构的变质；至于刑部长官，虽亦为秦桧体制的左右手，却未曾受到秦桧政治变化或结构变质的影响。所以在秦桧专制之下，不一定需要执政，而是以实务官僚为其主要支柱。不过，透过以上的检讨，我们也了解到，这些不可或缺的实务官僚，参与专制的方式非但不尽相同，而且还具有多样性。


 三、秦桧的社会、政治立场及其对皇帝周边的掌握

秦桧位居百官之上，身任尚书左仆射之职，他如何组成其专制体制及政治进程的有关问题，已如上论。然而秦桧既是一独裁者，则其除了是官僚的最高指导者之外，当还有其他面向可以捕捉。本节即欲描绘身为官僚集团首领的秦桧面目，及其如何支配另一权力核心之皇帝并其周边的问题。因为在宋代，专制独裁者不仅只是要掌握住官僚群，也必须统御君主周边（内廷）。

同时，若再加上赵氏政权乃是在异民族侵略与内部叛乱中重建的根本问题，则在论及秦桧所要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又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办事之时，就一定会触及开封的名门、外戚。以下即从此意义出发，以郑亿年的保护问题为具体实例，检讨位居百官之首的秦桧及其他。


 （一）秦桧对郑亿年问题的态度

郑亿年的遣返问题曾经成为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焦点之一，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呢？本书第六章第四节“李光罢参知政事”中已曾提及，现再简述之。郑亿年之父即北宋末宰相郑居中。郑居中与徽宗皇后郑氏为堂兄妹。郑皇后之父郑绅在开封经营酒肆。郑居中之妻王氏是神宗时宰相王珪之女，其弟王仲山之女又嫁给秦桧。故秦桧与郑居中、亿年父子是由妻子王氏这边而来的姻戚关系。后来秦桧之子秦熺又娶了亿年之兄修年之女，秦桧与郑亿年遂又结成二重纽带的姻戚关系（参照第295页图）。郑亿年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外戚、名门子弟，完全不具社会性。

北宋末年，他因靖康之变避难山间，建炎元年（1127）正月被金军俘获，宗弼将他送往北地。建炎四年九月，金之傀儡政权齐建立，他即在齐出仕，历任工部侍郎、工部尚书、知开封府、吏部及礼部侍郎等要职。绍兴七年十一月，金废齐，八年宋金和议，九年春，挞懒根据和议结果将他送还宋朝。

可是在绍兴十一年和议的交涉过程中，金方面又强烈地要求将郑亿年、张中孚、张中彦诸人，还有杜充、宇文虚中、张孝纯、王进等人的家属送回金朝，后来还曾数度催索。金的意思是，原在金或齐出仕、其家族现留止金地之人，宋应将其本人送归金地；至于本人现在金出仕、家族滞居于宋者，即应将其家族送至金，理由是当“合其骨肉，使之团聚”（《会编》卷二〇八，绍兴十二年八月条，金人元帅第七书）。可是，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上是将留居金朝的家属作为人质，要求其本人帮助金朝，在金出仕；至于家属尚留在宋朝者，则将其家属接至金地，以断绝其人与宋之间的关系，令其全心协助金朝
(8)

 。

所以，这种要求归还金之在宋士人与在宋家族的争执，不但是和议交涉的重点，就连缔约之后，也一直继续着，而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要让特定士人家族团圆。这就好像是冰山之一角，因为对于金来说，其根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如何阻止金与旧齐之人口不断向南方大量流出。所以金强烈地要求宋不得收纳叛亡，并且强制遣返原叛亡之人。面对金送还士人及家属的要求，宋的处理方式无异是表现其如何曲从金之意向的试金石。

《要录》卷一四二引“皇朝讲和誓事节文”称：“淮北、京东、西、陕西、河北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经官陈理，愿归乡者，更不禁约。其自燕以北人，见行节次遣发。今后，上国逋亡之人，无敢容隐。寸土匹夫，无敢侵掠。其或叛亡之人，入上国之境者，不得进兵袭逐，但移文收捕。（中略）上国云云，敝邑亦乞并用此约。既盟之后，必务遵承。”（《要录》卷一四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庚申条引《绍兴讲和录》）其交涉经过虽然不明，但两国之间确已达成四点协议，即：（1）自淮北以至河北地区所来移民，愿归北地者不禁。（2）燕以北（旧辽之地）所来之人分批送还。（3）今后金亡命而来者皆不收纳。（4）遇有由宋叛亡入金之人，宋以文书请金逮系，不发兵越境追捕。

此后，金方面曾屡次要求送还淮北人之在南者。例如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泗州文书告执政称“金人复索淮北人之在南者”，高宗答以“盖誓书所载，淮北人遣归者，取其情愿也”。即以淮北人之归金与否取决于其自由意志，秦桧也同意谓“如此甚便”（《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四月甲午条）。可是这段文字之后的附注引《中兴遗史》道：“今年四月。命州县刷遣前后归明人发还金国。乃与秦桧奏对之语全不同。”则秦桧在高宗面前固然同意皇帝的话——亦即誓书之言——另一方面。却令州县强制送还亡命、移居之人，这就是《中兴遗史》所说的矛盾。

绍兴十五年（1145）三月，《要录》卷一五三在“时金人来索北客之在南者”记事项下注引《林泉野记》称：“桧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明人五万还于大金，内弱兵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从前引《中兴遗史》与《林泉野记》的记述看来，秦桧不但不管誓文——尊重移民意思——还欺骗皇帝；他只是遵照金的要求，将大批来自北方的移民（这里应是以军人为主）送回。

除了秦桧屈服于金人压力，不顾宋金两国正式条约，将兵士送还北方的例子，前述第三点决议也被严格执行。据《纲目》绍兴十二年十二月“陕西大旱”记事之附注所载，陕西因连年不雨，五谷焦槁，秦民遂争西向入蜀，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以誓书所禁不敢纳”，致秦民或饿死，或为北人买作奴婢。（《纲目》卷九，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条，又见于《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是岁条）

在协助金人制止人口流出的问题上，秦桧既是相当积极地在政治上、权力上予以帮助，则在送还金之士人及其家族问题上，自是没有不帮忙的理由。除了郑亿年以外，其他人全都按照金人要求加以遣还。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皇太后还宋，十月，当皇帝及其周边正欢喜庆祝之时，“秦桧以张中孚、张中彦归于金国”（《会编》卷二一二，绍兴十二年十月条）。《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月丙子条则谓“凡士大夫之北留者，家属悉遣。惟亿年得留焉。”对于同年五月“金人元帅第六书”中指名要求送还的郑亿年，“朝廷答书”表示：“郑亿年虽系汴京人，但亿年初自上国（金）来时，称鲁公恩造放归，今亲加体问更不愿前去。其母亦以此中亲属不少，只欲留此养老，诚出恳切。”（《会编》卷二〇八，绍兴十二年五月三日条）总之是以尊重郑母与亿年的意思为理由，不予送还。这是极为特别的事例。例如，同为金人指名索取的宇文虚中之子——宇文师瑗就有完全不同的遭遇：

先是，宇文虚中因王伦使还，附奏：若敌人来取家属，愿以没贼为言。至是都元帅宗弼来索虚中家甚急，上遣内侍许公彦往闽中迎之。（福建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赵）恬，虚中子婿也，与其徒谋，欲留师瑗一子为嗣，守臣显谟阁直学士程迈持不可。师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载其属之温陵，而身赴行在。迈惧，遣通判州事二人，入海邀之。（中略）已而师瑗至行在，上疏恳留，秦桧不许。虚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请以所赐田易钱以行，乃赐黄金百两焉。（《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八月戊辰条）


在金的要求之下，宇文虚中留居福建的儿子宇文师瑗及其亲友，虽想尽办法要留下一子，却被秦桧与地方官强制遣送。这时节，由于太后韦氏尚未归返临安，故秦桧亦必须应承金的所有要求。

宇文虚中是于建炎二年（1128）奉派使金而留滞北地，宇文氏世为四川成都名门，其弟宇文时中之女嫁给秦桧政敌张浚为妻，这或许也是宇文家之所以有此遭遇的背景因素。总之，郑亿年之母能以养老的理由留居宋地，完全是拜秦桧特权庇护之赐。宇文师瑗与郑亿年的命运不同——绍兴十六年五月虚中、师瑗父子遭金人诛杀——与个人的资质、能力无关，完全在于他是不是开封权门，是不是外戚，是不是权力人士的亲友。正因为如此，秦桧在政治上是站在哪一阶层，在混乱争执中最维护哪一阶层的政治利益，也就在这种特权保护的行动中暴露无遗。

再者，秦桧对郑亿年的特别保护，除了留居或遣还问题外，还有为他复齐旧官资政殿学士之事。为了这件事，载誉于江南士人间的李光辞去了宰执之职，秦桧—李光联合政权因此破产，这点本书第六章已作详细讨论。简单说来，即是秦桧要为归国的郑亿年复齐之旧职，遭到众多士人反对。理由是亿年曾为金之傀儡政权齐之高官，亦曾在齐参与谋划灭宋大计，让这样的人物出任高官，是由根底破坏宋士大夫之道义。结果秦桧以强硬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又是秦桧对郑亿年的特别保护。

要了解秦桧所对应的社会阶层、所支持的人物背景，并不容易。可是，这里再次透过郑亿年的处遇问题了解到，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秦桧都是北宋末期开封权门层与皇帝周边层的利益代表，我们很难说他得到自己出身地建康府或江南方面的支持。为了郑亿年的问题，他与江南舆论的代表李光对立，罢免李光正是最直接的表示。从江南的立场来看，他绝不是江南在地地主层的代表，他所代表的大概只是流寓特权中的部分人士。


 （二）与王继先等富商层之勾连

将秦桧对郑亿年之处遇问题，放在大局上检讨后，就可以看出，秦桧与出身地江南、建康秦氏的关系，远不如他与开封之姻戚王氏或外戚郑氏关系之密切，而秦桧的政治、社会立场亦由此可见。这样一来，以开封名门、外戚层为后台的秦桧，意图在新条件之下，重新编组以他自己为中心的高宗周边——外戚、宠臣群，原是很自然的现象；而对于已经位居官僚之首的秦桧来说，欲于此再建一强力政治支柱，亦属当然。

秦桧与皇帝周边人士的联系——使其成为自身权力支柱的工作，于第十一章第三节（二）项已有触及，他先与内廷实力人士之首侍医王继先建立合作关系（结为义兄弟），又与皇后吴氏联姻。前者完成于绍兴十八年，后者则至绍兴二十二年方得成就，正如以往藉秦桧妻王氏为媒介而建立起郑皇后—徽宗的关系，这次也成功地建立了妻王氏—王继先—吴皇后—高宗的关系。这层关系之所以能够编成，线索应该全在王继先身上（参见下面所附“秦桧姻戚关系”图）。

王继先家世代业医，祖父在开封时号“黑虎王家”。宋室南渡后移居福州，据说王家之富“甲一郡”（南宋岳珂撰《桯史》卷九，黑虎王医师）。他担任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侍医达二十余年。又侍高宗于侧近，致高宗曾自道是“以国事委之桧，（中略）以一身委之继先”（《会编》卷二三〇，绍兴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条引《遗史》）。而他也仗着自己是皇帝侧近宠臣的身份，在湖州、临安等地占官地、官宅，兴建大屋，经营解库（金融业），买卖官物，贩卖布匹，获取巨利，还诈取户绝田产、宅舍（《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五月丙申条；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辛亥条）。表现出浓厚的特权大商人性格。

[image: ]
秦桧姻戚关系图



又因为“诸大帅率相与父事”（《桯史》卷九《黑虎王医师》），故他与将军层亦有联系，可左右将军的人事。再者湖州海外贸易商人金鼐也曾以海舟、金品相赠，而获得閤门宣赞舍人的官位（《要录》卷一八九，绍兴三十一年三月辛卯条）。故王继先的确是将政治权力与大商人结合起来的人物。

就连秦桧也要仰赖这位南宋初期的特权大商人代表王继先。前面提过的《桯史》卷九《黑虎王医师》即认为：“初秦桧擅权而未张，颇赂上左右以固宠，继先实表里之。”秦桧原本缺乏强力的人脉支持，无法像李光之有江南人士，张浚之联蜀人，或如赵鼎之结伊川系士人。他虽然在和议过程中得到高宗信赖，攀上权力的高峰，但却不是联合各势力的领导者。故其权力的最大源泉乃是皇权本身。确立和议体制、收兵权等工作既是秉承高宗之意的政策，在推行过程中，秦桧的地位自是安泰，不过，当这些问题成就之际，秦桧的地位反而开始不稳。而秦桧之所以要如《桯史》所言，靠着王继先大肆贿赂皇帝周边人士，正表现出当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总而言之，秦桧是与王继先联合起来了，绍兴十八年（1148）桧妻与王继先结为义兄妹，又因着王继先与吴近的关系，将孙女嫁给吴近之子吴益，建立姻戚关系，至此，秦桧专制体制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这意味着他已掌握了官僚群与皇帝周边两方面，并且成功地将两者编立为自己专制的支柱。这也意味着他已卷入皇帝周边的各式特权关系，秦桧政权的权门化、腐败化乃由此急速展开。“秦桧宗族与其妻党皆贵盛者，非桧荐举之力。乃桧请升迁继先宗族及吴益宗族官职，故继先及宫中亦请升迁秦氏、王氏之官职也。”（《会编》卷二三〇，绍兴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条引《遗史》）随着这种循环的展开，秦桧专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全体性，失去了公的这一面。

另一方面，王继先既如前述，一面出任侍医，一面又是经营解库的特权商人；皇后之父吴近也是珍珠巨商，如资料所言：“宣靖王（吴近）即今以为京师珠子吴员外是也。以蠙珠为业，累赀数百万。王，长者也。”（《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秦桧在结合皇帝周边人士的同时，也与开封、临安的豪商与特权商人粘连纠结。这种倾向具体而言，可以王继先身边湖州巨商金鼐与秦桧的勾结为例。金鼐“尝造海舟，以献王继先。其直万缗，舟中百物皆具”（《要录》卷一八九，绍兴三十一年三月辛卯条）。因此他在王继先的荐举下得为閤门宣赞舍人，或谓：“鼐以财雄东南，因纳粟授官。交结故相秦桧，以看閤子为名，使专任南亩出纳之责，累官正使，人所不齿。”（同前）

总之，当秦桧在皇帝周边确保并构筑其权力支柱之时，也是他与特权大商人结合的开始，秦桧政权中新加入了一批旧京师、新行在以及江南的商人。由这点来看，秦桧不能算是特定地域的在地地主代表，反而是摆脱了在地地主，以更大规模的形态走向专制。从乡村的立场来看秦桧专制，其超越性可以说是越来越强了。


 四、秦桧亲友在江南统治上的角色

以上是有关秦桧专制体制的组成。在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体制确立之前，秦桧的权力来自皇帝。“上见江左小康，以为桧力，任之不疑。”（《会编》卷二二〇，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条引《中兴姓氏录》）自绍兴八年强力推行和议以来，两者的一体性即其根底。

可是和议体制确立后，秦桧不再只以皇帝为其权力基础，而是超越皇帝，独自朝向所规制的方向。绍兴八年（1138）强力推行和议之时，他曾利用台谏、监察官进行人身攻击，驱逐反对者，现在又再次采用这一手法。先由言官弹劾宰相与国政最高负责人之执政，再由弹劾者继任被弹劾者之位，这样的更动大概以半年到一年为周期，反复地进行。宰执制因此空洞化，在官制上，遂无人能对抗宰相——左仆射秦桧。

其次，原本为权力中心重要成员、与皇帝制敕权有关的给事中（门下省）、中书舍人（中书省）、翰林学士等人都不再任命，使其有名无实化；并将政府机能集中于尚书省，掌握住尚书六部的长、次官员（尚书、侍郎）。于是，尚书六部长官与先前的言事、监察官共同构成中央政府中秦桧权力的有力支持者。

掌握了中央官僚群之后，秦桧又试图掌握并支配皇帝周边人士，其最终目的则是让身为权力来源的皇帝也受其支配。“桧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窥微旨，动静必具知之”（《会编》同前引《中兴姓氏录》）。正是描述这样的状况。原本他是从属于皇帝之下——绍兴八年（1138）的和议完全是由高宗主导进行——绍兴十二年以后，他能否保持并再创造自己的权力，亦端视高宗的意向而定。因此他向宦官领袖张去为买好，令妻子与皇帝身边的有力人士侍医王继先结为义兄妹，并将孙女嫁入皇后吴氏门中。绍兴二十年前后，他的愿望差不多都完成了。又因为皇帝侧近人士多为京师地的特权大商人，秦桧的权力也就与特权大商人相黏连。这也就成为秦桧权力的第四根支柱。总而言之，绍兴二十年代初，中央官僚社会中挺立着秦桧权力的四大支柱：（1）言事、监察官，（2）实务官僚，（3）皇帝侧近，（4）旧京师、行在的特权大商人。这就是秦桧专制的组合构造。

本节所要讨论的则是在此四大支柱之外的第五根支柱，也就是以其亲戚为主，统御着江南特别是两浙路、江南东路的地方长官们。

秦桧于建炎四年（1130）十月由金归国，第二年（绍兴元年八月）即出任右仆射（次相），二年五月设修政局，由秦桧亲自主持，以审议、制订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广召知名之士。可是当时首席宰相吕颐浩联合朱胜非攻击他，秦桧辞职，修政局也为之解散。之后被视为是秦桧典型的政治手法，就是起用近亲，提拔并保护其亲友。郑亿年之不必归返金朝、李光之罢免等事，皆表现出这种倾向的偏执。《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壬子条附注列举了同时遭罢的秦桧与党，如胡安国、程瑀、胡世将、刘一止、张焘等十二人，又举王鈇、王[image: ]
 、王昞等秦桧妻王氏之亲戚。因此，秦之偏袒亲戚虽然早就有征兆可见，但尚未凌驾于前述“知名之士”。

正如一般所言：“秦桧除吏多亲故，间亦用同乡、同榜之士。”（《宋宰辅编年录》卷十六，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致仕条）同乡、同学，甚至他曾任职的永嘉（温州）出身之人皆为他所起用。可是这些都只是主人与佣人的关系，绝不能成为秦桧集团的中心分子。他也曾拔举建康府学的同学，如范同、段拂（参知政事）、何若、巫伋（枢密院事）、魏良臣、钱周材（侍从），但都为期甚短，而若范同者甚且成为他强力弹压的对象。

绍兴九年（1139）末，参知政事李光为了郑亿年复职事件，与秦桧在御前争论，他虽因放言“桧之所用皆亲戚，略无公道”，而遭罢职，但这的确道破了秦桧专制的一大特色。下表之一、二栏为秦桧末年的地方实务官僚，也就是路之监司部分，如转运副使、判官、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安抚使干办公事，以及府州长官、副长官（知州、通判）。绍兴二十三年的部分系根据郝若贝（Hartwell）之调查，二十四、二十五年部分则将秦桧一派自二十五年秦桧死后至次年十月之一年间罢免、辞职之人，连同郝若贝的资料一并列出。郝若贝的研究要旨原在把握实务官僚的存在形态，而非秦桧系官僚的存在形态。不过，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既是秦桧晚年专制达于极点，几成暴政的时期，这种利用方式或许也是可以的。

检视下表可知，（1）秦桧与党任非监司、地方官职位者，合计有三十多人，相对地，监司、地方官则多达七十多人。（2）在监司人员的配置方面，既是自淮南至广西全国平均分布，则秦桧专制几已遍及全国。（3）地方长官只限于两浙路、江南东路。这一方面显示秦桧专制的地方支配圈范围所在，同时也表明了此一阶段南宋政权所能掌握的地方范围。正如史料中所言，“秦桧专国，朝士为所忌者，终身以添倅或帅幕处之，未尝有为郡者”（《续鉴》卷一二八，绍兴十八年正月丁丑条）。只有秦桧系能信赖的直系人物才能成为“为郡者”——知府州事。所以其一大特征即在于：地方长官中有相当多人出于秦桧之亲友。在表中，秦桧亲友在两浙、江东地方长官中占有相当数目。这种由秦桧亲戚包办江南——生产力高又富裕的南宋政权基本地域——统治的做法，也是秦桧专制的特色。表7为秦桧亲戚任知州、通判之府州名一览。


表6　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二十五年（1155）秦桧系官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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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说明：（1）绍兴二十三年部分据R. H.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Harvard Journal Asiatic Studies
 ，Vol．42，No.2，1982；（2）府州乃通判以上；（3）△表示秦桧亲友。

表7　秦桧亲戚任知州、通判之地州名



	人名
	历任府、州名
	人名
	历任府、州名



	秦梓
	台州、太平州、常州、湖州(二回)、宣州(二回)、袁州、秀州
	王曮
	衢州



	秦[image: ]

	湖州
	王晌
	建康府、宣州、太平州、平江府



	秦棣
	明州、宣州
	徐琛
	平江府



	曹泳
	秀州、明州、绍兴府、临
	王晓
	温州



	王[image: ]

	安府
	王韅
	秀州



	王会
	泰州、临安府、平江府
	王著
	温州



	王鈇
	湖州、平江府、建康府

湖州、广州
	王昞
	吉州



	 
	 
	王伯庠
	平江府




至于江南地区最富庶的苏州即平江府地方，可据南宋时所编《吴郡志》列其知州在任表如下。从表中可以看出，自绍兴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的秦桧专制期间，知事之职几乎有七年时间是由秦桧一门独占。在这段期间，秦桧系以外的人物根本不可能就任这种枢要地方的知事。

表8　绍兴十三年至二十五年苏州知州在任表



	任期
	人名
	备考



	绍兴十三年一月至十四年一月
	周葵
	



	绍兴十四年三月至十七年一月
	王[image: ]

	桧之妻兄



	绍兴十七年三月至十八年五月
	郑滋
	



	绍兴十九年三月至十一月
	王昞
	桧之妻弟



	绍兴十九年十二月至二十年三月
	周三畏
	



	绍兴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三年三月
	徐琛
	桧妻之中表



	绍兴二十三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十一月
	李朝正
	



	绍兴二十五年正月至七月
	汤鹏举
	



	绍兴二十五年八月至十月
	王会
	桧之妻弟




秦桧专制时期，全国监司与江南府州长官之职皆由秦桧系人士独占，江南地方更由秦桧亲人把持的局面已如上述。然则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以下即就此问题作历史性的说明。

秦桧专制的特色也可说是“羡余”（对皇帝、权势者的财货献纳）颇盛。史料中有关羡余盛行之说颇有可见，如绍兴十五年（1145），“时监司郡守多献羡余，以希进”（《中兴小记》卷三二，绍兴十五年十二月条）。或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时守臣、监司不输常赋，专以进奇羡相尚”（同上，卷三五，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条）。还有全国监司、地方官为秦桧祝寿聚敛财货的记载：

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及其赃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臈月生曰，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纲目》卷一一，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薨条）


所谓羡余，原本始自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皇太后韦氏自金归宋之时，淮东转运副使兼太后奉迎一行事务提举王[image: ]
 （秦桧妻兄）献上本司银五万两、钱十万缗，充当归国费用。而奖励此“献助”的结果（《纲目》卷九，绍兴十二年四月条），是立刻引发各地方于税额之外献金的风潮，随着秦桧专制的展开，“秦桧专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十一月丁丑条）的现象也普遍起来。虽有手诏称“致或刻削苛细，进献羡余，失朕爱民本旨”（同前，正月己卯条），却几乎无甚效果，羡余仍往专制者秦桧名下集积。于是有基层官僚上奏道：

今若罢去献羡余，除放民间积欠，（中略）及慎择守臣，戒饬监司，奉法循理，则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仰称明天子宽恤爱民之意。（《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戌条）


从羡余的压力与负担下解放，对于一般地方官而言确为必要，无怪乎秦桧死后立即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此外，在秦桧专制时期，两浙、江东之监司、府州（额外收夺），尚有超过规定额度进行非法征敛者，所谓“初见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纲目》卷一一，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薨条）。

上述这些额外收夺，或因监司、郡守（州知事）献纳而汇集到秦桧手中的羡余，在皇帝及其周边人士身上也发挥了政治资金的作用。“桧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闯微旨，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羡余。上宠眷无比，赐珍玩酒食，无虚日。”（《纲目》卷一一，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薨条）秦桧为了获得皇帝周边层的恩宠与支持，必须有大量财货，此或为羡余，或为额外收夺，亦有由地方上纳中央的正规物品。

在这种以羡余形式汲取地方财富的过程中，扮演帮浦者，应该就是秦桧的监司们，还有江南的府州长官。所谓羡余，前面已经交代过，乃是始自秦桧妻兄王[image: ]
 ，献官钱以为皇太后奉迎费用；之后皇帝虽曾下禁令，却随着秦桧权力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扩大而愈形严重。当王[image: ]
 式羡余献纳已成一般趋势时，也曾有人逆流而行，与之相抗拒，史载：“潼州路转运杨椿，独无所献。常曰：今疮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肯掊克以进身耶。故一路无横敛之扰。”（《纲目》卷九，绍兴十二年四月奖献助条）

不论是为了皇帝，还是为了秦桧，对于地方而言，所谓羡余就是掊克，也就是加强征敛。此所以杨椿情愿牺牲己身之荣显，也不愿掊克小民。不过这并不是一般性的事例，下面就是另一种情况：

户部侍郎曹泳，桧之姻党，藉势妄作。荆南府流民积逋二十余万缗，泳责逋甚急，曰：不且有谴。（中略）帅臣孙汝翼，欲赋于民，以塞己责。通判范如圭力请而止之。（《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致仕条）


秦桧的姻戚曹泳虽视征敛地方为当然，在绍兴八年和议中持强硬反对论的范如圭却出面阻止。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在类似的局面中，秦桧的亲友都像曹泳一样积极地行事。大致说来，出任江南地方官的秦桧亲戚们都以掊克为能。如史载湖州、平江府知事王会之事称：

会专恃权势，肆为贪酷。其知湖州也，民间私造酒醋，斗升之犯，即拘没家财。逮移明州，益严其禁，加之违法横敛，托名羡余，贮之别库，谓之措置。曹泳尝唱之于前，已不堪其弊矣。至会复增其数，岁至三十万缗。于是多置税场，以掊克商旅；增造酒额，以抑配贫民。以为未足也，则又侵夺诸司正额之钱，悉充措置之数。及其还朝，席卷而去，帑藏为之一空。凡典三州（湖、秀、平江），皆二浙膏腴之地。其去之日，公库所有，多择以自随。所至萧然，恬不知恤。治第平江，极其华侈，皆出于三州兵民之力。（《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条）


这里毫无保留地描绘出秦桧亲戚搜刮的情状。无可否认，他是仗恃着秦桧的权势，才能如此恣意地取夺，满足其私人的欲望。不过在满足私欲之余，我们也不能忘了，秦桧在江南的亲戚们是以小秦桧或秦桧分身之势君临该地，其夺取民间财富实有其结构性的原因，这也就是秦桧专制体制中不可或缺的“羡余”结构。

秦桧为掌握皇帝及其周边人士而花费的财货，可以说尽夺取自以江南为中心的民间财富。无论是遍布于全国的监司，还是出任江南府州的长官，秦桧亲戚仗恃权势、横行无道、征敛财货的事情虽然不能于此一一列举，然就前此所述，亦足以显露其结构性的特质。

总之，系属秦桧之下的全国监司，以及由其亲戚出任的江南地方官，都充分表现了汲取民间财富的帮凶角色，善尽其秦桧专制尖兵的职责，堪称是其枢要支柱。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终究无法将秦桧及其专制体制视为江南在地地主群或江南在地势力的代表或代理人。



————————————————————


(1)
  南宋时代通称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及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为执政。故可并称宰相与执政为宰执，至于大臣则非官制上的用语。清万斯同编《宋大臣年表》将宰执等同于大臣，佐伯富编《宋代文集索引》（1970年）、《宋史职官志索引》（1974年）中“大臣”的用例却相当少。大概大臣乃是俗称，至于宰相或首相的用法则已为一般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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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为皇帝专制体制，就国家体制上而言，只有皇帝才能作出政治决定，个别官僚亦皆直属于皇帝统辖。可是史书既称“大抵（皇帝之）独断当以兼听为先”（《宋史》卷四〇六《崔与之传》），则君主在自己独断之先，当然必须先询访臣下，垂听臣僚之启奏、百官之合议。故有皇帝参与之“朝议”、宰相主持之“廷议”、百官会商之“朝堂集议”等最高官僚群或各机关内部之会议，再据其所得结论，向皇帝提出建议。在各会议中，宰执往往居指导地位，“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即在国家重要问题上，宰执间必须达成一致的合议结论。总之，所谓宰执制，即是宰执间经由协议后，将其所得结论上奏之职务形态。又可参照杨树藩：《宋代中央政治制度》第二章《政务机关》第七节《议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61—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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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秦桧专制体制的界限


 一、秦桧集团的特质

正如前面所言，绍兴二十年代前半期的秦桧集团，是一股具有压倒性、绝对性的政治势力。曾是权力源泉的皇帝及其周边也为其所掌握，皇帝早已无法统制并运用官僚机构
(1)

 。从官僚组织来看，自宰执、侍从等权力中心成员，以迄地方监司
(2)

 、江南枢要府州首长的人事既为其所左右，则秦桧自然是南宋的实质统治支配者。

自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死后的一年间，因系秦桧亲党而遭弹劾、罢免之人，总计前示表6各栏共有一百零二名。如果再加上绍兴二十九年、三十年间继承秦桧路线的沈该、汤思退政权崩溃时列名秦桧亲党之人，还有当时未遭弹劾、至高宗退位之后始被称为秦系的人士，经秦桧约集组成的秦桧集团，大概是两百人左右，配置于宰执以迄地方长官的位置。

从权力中枢到路、州等地方末端，皆由秦桧系官僚占据的事实，正意味着独裁之“绝对集权化”
(3)

 的完成，同时也是统治支配集团等质性的实现与统一性的贯彻。而这种权力自中枢至末端之一体性以及意志统一性的实现，正是确立南宋政权的必要条件。在金不断侵略施压、内乱又持续发生的状况中，王朝的重建与确立，其实就是要克服分裂或难以统一的离心化倾向，同时也要实现以统合与重建集权体制为当然的向心作用。现在姑且不问版图的大小，如何取得金人的谅解以求赵氏王朝之存续，并划定赵氏王朝的统治支配领域，固然是要确立南宋政权的重要条件之一，至于在对内方面，组成等质的、一元的统治支配集团，维持均衡的共存状态，更是不可或缺的要件。

可是，秦桧粉碎了各政治势力，强行推展而成的秦桧集团（或政治体制），并不一定就与时代要求的等质、一元统治支配集团组合相一致。秦桧自绍兴八年以一种政变的权力形式登场以来，一贯地排除、排斥其他政治势力，终于在绍兴二十年代完成其攻击并排除政敌的过程，形成政权独占的状态。这种与其他势力不相融的反联合性，使得秦桧集团的组成基础狭隘化。秦桧集团的主要成员限定在秦氏、秦妻王氏或其亲戚之间，秦桧虽也起用同乡、同学甚至他在永嘉（温州）时结识之人，但他们都被当作是“伴食”或只是“奴隶”看待。秦桧政治一贯可见的排他性、非妥协性，限制了秦桧集团的成员，也促生了秦桧政权的狭隘性。这成了秦桧集团的最大特色，秦桧专制体制也受此框架限制。同时这种狭隘性不仅是其专制的外貌，也成为其内在的界限，是秦桧专制体制脆弱的根源。

至于秦桧集团的第二特质，则在其组成取向的片面性。也就是以秦桧为最高权力者，由上而组成的集团，既非李光、张浚之类有地方士人强力支持的集团，亦非赵鼎之流受伊川学派士人支持并参加的集团。其虽广及宰相以迄路、州之监司、长官，取向却一本于秦桧，秦桧集团并不是由底层之路、州所结合而成的集合体或组织体。绍兴二十年（1150）七月，大理少卿李如冈主张当由监司、守臣举县令之有治迹者加以旌赏，高宗却对大臣说：“昨已有旨，但未见具名来上，可戒令奉行。”（《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七月己卯、辛巳条）皇帝当然不会不想从下级官僚中拔举有能之人，但臣僚（秦桧）却不依其意图行事，由此可见。

总之，在秦桧集团中，地方官与秦桧的亲戚系受秦桧权势支持、庇佑而得有任命，故这不是因拔擢地方上名望之士或下级有能之人所组构而成的团体。这意味着，就连位居秦桧集团底边的地方官，也丧失了其与地方间的亲近关系，形成极浓厚的超越性、片面性。

本节起始处曾提及之表6，是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后一年间被弹劾人物的一览表。南宋三级统治支配体系为：（1）国家级的中央各机关衙门，（2）路、府、州等国家中央与末端（县）间的中间、中级机构，（3）国家机关最末端的县。若由此来观察，秦桧可以说是完全掌握了（1）之中央官衙。

至于（2）之中间、中级地方统治机构方面，亦在百余名中占了七十名。南宋的中间、中级统治机构计有十五路，一百八十五府、州、军。各路皆置监司数人，再加上府、州的正、副长官（知府州、通判），监司、守臣大约有四百人左右。秦桧系官员在四百人中，只占七十名，或许会被认为不够有力。但是后面将会提到，地方官的缺员问题其实相当严重。同时若再仔细核对前列人物表，则不但监司方面几乎全国皆配置了秦桧系人物；在知州、通判等守臣方面，我们更不能忘了前文已一再提及者——秦桧系人员乃是集中配置在南宋政权最主要的基地，也就是两浙、江东一带。一旦综合考虑上述现象，则中间、中级的统治机构，也可以说是尽在秦桧集团掌握之中。虽然从数字上看，他在应有员额的四百人中，只不过掌握了六分之一。但在实质上，秦桧既把握住全国监司与江南枢要府州，则其在事实上，已可支配全部的中间、中级地方行政机构。

最后再来看看位处行政机构最末端的县，在秦桧专制体制的成员中，知县仅有四人，说明知县层
(4)

 乃是相当少数的存在。由此可知，自绍兴十二年（1142）开始的秦桧专制，前后虽长达十四年之久，却仍来不及组织知县这个层级。这是由上而下发展的秦桧权力尚不及渗透之处，关于这点将于次节再详细检讨，这里只求确认秦桧集团之不及组织知县层。

总之，末期的秦桧集团已将中央机构的人员完全涵括在内，而在中间、中级的地方机构方面，府州守臣虽只集中于江南主要府州，监司则已遍布全国，只剩统治支配机构最末端的知县尚未组织起来。


 二、秦桧专制体制的界限

从前面可以看出，在三级统治机构（中央、国家机关—中级、中间地方机构─末端地方机构）末端的知县部分，秦桧集团的成员非常稀少，无论是在结构上、组织上，秦桧都无法将知县层引入集团中。这个现象不仅表现在秦桧集团份子的组成上，也标示了秦桧专制体制的界限所在。本节所拟讨论者，即秦桧不能掌握知县层的这个问题如何成为其体制的致命伤。

秦桧死后的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有诏敕称：“行在百司阙官甚多。可令侍从共举一二十人。”（《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亥条）秦桧专制期间中央官衙缺员甚多之事由此可见
(5)

 。但由于知县一职“于民尤亲”（《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丁丑条），且“县则众责所归”（《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七月甲寅条），故地方官──尤其是知县方面──的大量缺员，乃是与中央高级官员缺员有别且意义尤为深刻的政治问题：

州郡累月阙守，而以次官权摄者。彼惟其摄事也，自知非久，何暇尽心于民事。狱讼淹延，政令玩弛，举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饮，足未及境，而复以他故罢去矣。（《宋史》卷四一九《曾从龙传》）


引文中所讨论的虽是知州方面缺官所引发的问题，而非知县，但在知县方面，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南宋建国之时，国家统治的地方据点已由府州移至县级，而在秦桧生前，知县缺员的问题即已有人提起。绍兴二十一年（1151）三月，监察御史林大鼐在面对皇帝之时曾论道：

今，尚左知县阙一百三十五，侍左县令阙一百一十二。合入者既择禄而不愿，未应入者，愿宣力而无由。至于盐场侍左见有三十余阙，久榜不销，只为监司、郡守，差权官之奇货，愿并与破格差注一次。（《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三月丁酉条）


文官京朝官以上人事归尚书左选，文官初任至幕职州县官人事则归尚书右选。故据引文所言，绍兴二十一年三月时的缺官员额，以知县、县令计，共二百四十七名，连同盐场监督官则达二百七十余人。南宋共有七百零三县（北宋时则有一千一百六十二县），其中二百四十七县无首长在任，高达百分之三十五，事态实在是相当严重。

这种知县缺人的情况，在秦桧晚年——亦即其专制顶点的暴政时期——也未曾改变。秦桧死后不久的绍兴二十六年（1156）二月间，吏部侍郎许兴古提到：“今铨曹有知县、县令共二百余阙。”（《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戌条）铨曹即尚书省吏部，也就是负责百官人事的部门，亦即前引林大鼐所说的尚书左选、侍郎左选。而此处既然明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时共缺员二百余人，则绍兴二十年代前半期的知县缺额的确高达三分之一。知县、县令是下层的小官，即使是在战火余锋未尽之时，缺员多达三分之一，也属异常，更何况是国政平顺之日。知县一职位处国家机关与乡村社会的联结点上，其作用即在成为联系二者的纽带，对于建国未久的南宋政权而言，这种大量缺员的情况，实在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会在所谓上意下达与下情上达的机能方面，留下巨大的空白。而就秦桧这方面看来，则意味着其专制的影响力、支配力遇上了大阻力。

秦桧的确无法以他压倒性的政治力量正式任命配置南宋治下七百零三县的执事长官。到了绍兴二十年代，南宋已有至少二千七百名以上的科举合格者
(6)

 ——也就是有资格任官者，而秦桧却无法加以组织。既然已有这么多有资格出任知县之人，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呢？以下试就此作若干检讨。

首先是秦桧特有的政治手法，也就是密告制度与强制征收羡余的做法，造成士人阶层的反感，不愿担任知县之职，结果演变成对秦桧专制的抵抗。绍兴二十五年（1155）八月，秦桧未死之前，知大宗正丞兼工部员外郎王珪曾向高宗上奏道：“县令之职，于民尤亲。近年以来，告讦成风，善于其治，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故作邑者惧祸之及，一切因循苟且，为自全之计。责其尽绥抚之方，势有不可。”（《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丁丑条）这虽未直接说明大量缺官的缘由，但的确道出秦桧专制之下知县的处境。科举合格之人极力避免就任地方知县之职，无疑与秦桧这种政治手法与告讦制度有关。

其次，羡余之弊也是造成大量缺官、逃避知县之职的原因。绍兴二十六年（1156）二月，秦桧死后不久，曾于绍兴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七月间任常州宜兴县知县鲁冲论郡邑弊事的书简，由太府少卿兼吏部侍郎许兴古提出。其中指出，宜兴县岁入计有丁盐钱、坊场课利钱、租钱、地钱、租丝租纻钱等共一万五千余缉，至于岁出方面则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打舡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等三万四千余缉尚不止，“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故他引鲁冲的话说：

冲又论，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获罪而去。颇能迎合上司，一以惨刻聚敛为务，则以称职闻。是使为令者，终日惴惴，惟财赋是念，祈脱上司之谴。朝不谋夕，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

到处都是行聚敛、惨刻之政的知县，相反地，行宽恤之政的知县皆无法在位而离职。接下来，许兴古提出自己的意见：

冲所论，诚中今日之弊。今铨曹有知县、县令共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民事被罪，所以畏避如此。今若罢去献羡余，除放民间积欠，与夫以民事被罪之科，及慎择守臣，戒饬监司，奉法循理，则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仰称明天子宽恤爱民之意。（以上皆引自《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戌条）

根据鲁冲与许兴古的看法，位于行政末端的知县们既苦于羡余与民事问题，则一旦除去这些问题，原先不愿就任知县的士人就不会再有所畏避了。而这其实也正意味着士人们对秦桧政治的反抗，对知县职任的抵制，可以说是他们抵抗秦桧政治的具体表现。

从以上所论看来，秦桧政治的手法如告讦、羡余等，实乃是造成知县一职严重缺员的主要原因，而这也正是秦桧专制的致命伤。

不过，这种知县一职大量缺员的问题，也不完全源起于秦桧的政治手法，以下将就其与秦桧专制体制组成原则本身，也就是所谓内在结构性因素的关系，进行讨论。

前面已经指出，秦桧集团、体制的特质是：（1）绝不与其他势力联合，毫无妥协性，排他性强烈，主要成员局限于亲族，权力基础狭隘；（2）片面、单向的组成方式，重要部门所配置者皆为秦桧所信任之人，也就是只有由上而下的编组，却从不就末端进行组织，由下而上地将其成员吸收进入上级机构，纳入体制之内。

存在于秦桧体制内的这两项基本特质，使得他在结构上就无法确保知县的多数。而其排他性与闭锁性，更使他不可能起用七百多位适任之人出任知县之职。只要秦桧集团是封闭的，只限于秦氏、王氏一党，就不可能在量的方面提供足够的官僚。这是第一个造成知县空缺高达三分之一的结构性原因。

其次，秦桧集团乃是由秦桧开始，渐次将其亲戚故旧摆放到必要职位所形成的团体，是一种单方面由上而始的编组。因此本来就不曾积极地自下层——即知县层——吸取人才。绍兴二十年（1150）七月，由于大理少卿李如冈要求对“县令之有治迹者，量行旌赏”，高宗向大臣（秦桧）表示了不满：“昨已有旨，但未见具名来上，可戒令奉行。”（《要录》卷一六一）这显示高宗的意向与秦桧的意思颇有差距，秦桧其实无意拔擢知县。侍御史汤鹏举在秦桧死后不久曾批评宰臣（秦桧）：“容私，公不行，非亲与旧，非奸与佞，安得与侍从之选。岂容曾任知县者，得除监司、郎官耶。”（《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甲子条）绍兴元年圣旨重新确认并要求付诸实行的事情，应该与此事对照来看：“今后未历知县之人不除监司、郎官，非经外任之人不除侍从，立为永法，以革重内轻外之弊。”
(7)

 很明显地，这次讲话是缘起于对秦桧专制人事政策的反弹。

又因为秦桧专制下的人才起用偏私性极强，若为其腹心，朝夕可至公卿，毫无公开标准可言。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十月就任佥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的宋朴，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由抚州州学教授进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再升转至最高官职。而他之所以得此拔擢，乃是因他好左道，交游方士，“枢密院总领丁禩，荐之秦熺，力加引拔。于是桧骤用之”（《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三月癸巳条）。丁禩是秦桧自金还宋之时担任护卫的下级将校，此后“以（秦桧）通家为狎客”（宋陆游纂《避暑漫抄》引《中兴笔记》），乃是秦桧心腹之人。丁禩与左道交游，不但引介结识秦桧之子秦熺，还经由熺向桧推举，得以位至显官。这类例子还有不少。在秦桧专制之下，起用或拔擢人才全是根据私的关系行事。

在这样的秦桧专制体制之中，（1）编组乃是单面向地由上而下，（2）从不曾积极地由统治支配机构末端的知县中起用或拔擢人才，（3）必要的人才亦全经由私的关系举用。因此，秦桧集团若要吸收知县中有资格者成为集团成员，并将之融入体制之中，确有其结构上的困难，这也是秦桧体制之下会产生知县大量缺员的重要原因。

以上所讨论的，是绍兴二十年代知县缺员多达三分之一——这也显示秦桧体制的界限所在——的历史背景。这不仅是起因于告讦、羡余等秦桧政治手法所引发的士人恶感与反抗，也缘于秦桧集团或体制构造本身的问题。以下除了就前此所触及的各项原因作一归结，同时也要就高宗、秦桧等人不重视知县一职，轻忽位于统治机构末端县级单位的有关问题稍作讨论。

绍兴十七年（1147）十月，高宗曾说：“今天下无事，民事最急。”（《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十月己酉条）类此的言论史籍中常有所见。如何充实内政，实为当时最大的政治课题。而此内政之振兴，系以监司、守臣为中心、为主体，其看法是，一旦监司、守臣整备完成，自能统帅知县行事。前引史文即接着说：“监司、郡守须是择人，监司得人，为县者自不作过。”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左正言何溥进言：“臣独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长于为邑（即指县）者，而置之无用之地，（中略）甚可叹也。”高宗回答道：“朕谓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治其本者。县令末也，监司、郡守本也。若监司、郡守尽得人，则县何患不得人。卿等为朕择监司、郡守足矣。”（《要录》卷一八〇，绍兴二十八年七月辛未条）

总之，在高宗构想之中，与皇帝共治的官僚群只到监司、郡守（知州、通判）的层次，既然有此区划，知州之下的知县就在知州为本的情况下位居末节，知县与皇帝间的联系也以知州为媒介。在高宗眼中，知县的人数众多，增加了掌握知县的困难性。故“上曰：知县乃铨注，员多难辨真否。但治行者优擢，恶罪者重责，则咸知惩劝，因此可以得才矣”（《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十月庚午条）。

南宋的地方行政单位计有十五路、一百八十五府州军、七百零三县，上述看法即是认为，皇帝一人目力所及，不过是以路之监司、知州为要的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要想完全监督七百多个知县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监司、郡守为本，知县为末的看法，恰与秦桧所行，以全国监司及主要府州长官作为权力体组织成员的做法完全对应。南宋中兴的两位主要人物——高宗与秦桧，皆只注意统治集团中的监司、郡守，而将知县排除在外，不曾积极地控制、掌握知县级人员。这种以府州为地方统治中心主轴的政策，原是宋初以来的基本政策
(8)

 ，换句话说，高宗、秦桧不过是忠实地奉行宋的基本路线。

但是，正如郝若贝所指出的，从宋到明，中国史上的主流，乃是将地方行政的中轴由府、州移换到县，路与府、州等中间、中级的政府机关则转向无意义化
(9)

 。郝若贝并未确切说明，是何种历史缘由造成这种州的无意义化与空洞化，并提高县的重要性。但是自北宋瓦解到南宋再建的这段政治过程，其契机不就是在于原为国家末端机构的县之重要性渐增，以及县机能的活泼化吗？例如依单一标准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工作，以及为掌握中兴王朝乡村全体的李椿年经界法之实施，皆是以知县为其主体，当其实施之时，已明言其实施要项在于：“今来措置经界，全藉县令、丞用心干当。”（《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八）如果没有知县为主体的支持与襄助，单凭着中央单方面的指示，是不可能完成经界法的。

绍兴二十二年（1152）七月，殿中侍御史宋朴表示：“今日郡县有便文之弊。（中略）县则众责所归，文移尤峻且数，号为纸鹞。”（《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七月甲寅条）显示县位于国家机构的最末端，是所有政策集中收敛之处。在南宋初年的混乱期与秩序恢复时期，行政机构最末端的县曾被课以多少任务，齐觉生《南宋县令制度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九期，1996年）一文有详细研究。知县的任务原本有明文规定：

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县令条）


即其主要业务在裁判与征税。可是南宋初年的知县职任已与上述规定有别，齐觉生将之整理为：（1）为守土、防盗、安民而组织、指导民兵。（2）营田、屯田之经营。（3）兼管常平仓。（4）兼督县学。（5）含经界法在内之各项调查事业等。中央各机关个别企划、编订的政策，重新在末端的县会集，并成了知县的职责。在这层意义上，所谓职务范围的扩大，其实与重新确认县的存在意义有连带关系，并为前述郝若贝的见解提供历史的根据。

此外，南宋初年指定四十大邑（县）的制度，也可以由国家与县越过路、州制直接相连的方向来思考。绍兴六年五月，秘书少监吴表臣曾提案选平江府常熟县、秀州华亭县等“邑（县）大而事剧”“素号难治者”，“择有风力”堂除（不经吏部，直接由宰相任命者）知县任命，待遇依通判（府州副知事），许其陛对，三年一任，任满如有异政即不次拔擢，大加宠褒（《要录》卷一〇一，绍兴六年五月辛未条）。这项提议获得采纳，同年十二月即诏选浙西十四、浙东九、江东八、江西四、福建四、湖南一邑，合计四十邑
(10)

 。在四十县中，两浙、江东就有三十一县，这时我们已可看出，南宋将以何地为其权力基地，将在何处建立南宋政权。从两浙、荆湖、福建共三百零六县中指定四十大县，设置与府、州通判相匹敌的知县，意味着中央政府将与有力大县建立直接相连的关系。这件事具体地表现出，在中央—路、府、州—县三级制中中间的中级地方统治机构支配力衰退的趋势。

位于行政机构末端的县及其首长知县的重要性，在南宋成立的混乱状态以及之后的收拾期中，不断地增高，结果当然使北宋以来以路、府州为中心的地方行政编组方式有了改变。可是，高宗与秦桧等人并不曾体认这种新的变化，也不想重新整编统治机构。“州为本，县为末”，他们的看法是保守的。而这种保守性也就限制了他们，让他们不会想到要将知县们组织并纳入自己的权力基础中。


 三、秦桧专制时期江南知县的动向

绍兴二十年代前半期全国知县缺员三分之一以上的现象，前面已经有所说明；并且将此视为秦桧专制体制或秦桧集团支配力、组织力的界限，检讨了产生此一事态的各项原因，特别是秦桧体制内部的问题。知县缺员的现象，在南宋治下应该尚有地域性的差异存在。不过，今天我们固然已不可能正确地探知缺员地域的个别状况，但我们仍可推测出知州、通判、知县等地方官缺员现象，当以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非中心地带、边境地带较多。如以下记载：

上曰：广东、西缺官，自来多是权摄。（《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十二月乙未条）


知复州刘畸代还，言湖北县今有七八年无正官，而以寄居待阙官摄之者。事多旷弛，民受其弊。（同上，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三月丙申条）


军器监丞孙祖寿面对，论川、广守令有阙。违法差官，俾之久摄，妨公虐民。（同上，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己卯条）


通判肇庆府黄公度引见曰：（中略）有至十年不除守臣者。（同上，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庚午条）


由以上所载可知，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边境地区都有地方官缺员的现象。至于秦桧专制体制下的南宋政权基本地带——江南地方知县的状况如何，当然更是重要的课题。江南地方的知县是否充足、江南知县对秦桧权力是采取协调态度抑或对抗之势，都是具体考察秦桧专制体制与江南关系时的历史重点。

追溯江南知县动向的历史，和了解全国知县缺员状态一样困难。现在只能从现存宋元地方志中，查知绍兴十二年（1142）到二十五年（1155）底秦桧专制时期有关知县上任、交替、离职等人事异动状况。结果在这段期间，两浙、江东共一百二十二县中，只寻得二十六县一百五十九名知县、县令的资料。此即：

平江府常熟县（《重修琴川志》）


秀州华亭县（《绍熙云间志》）


建康府上元县、江宁县（《景定建康志》）


（以上四县皆在“四十大县”之中）

严州建德县（《严州图经》）


建康府句容县、溧水县、溧阳县（《景定建康志》）


镇江府丹徒县、丹阳县、金坛县（《嘉定镇江志》）


常州晋陵县、武进县、无锡县、宜兴县（《咸淳毗陵志》）


明州鄞县、奉化县、慈溪县、定海县、昌国县、象山县（《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


台州临海县、黄岩县、天台县、仙居县、宁海县（《嘉定赤城志》）


由于只有全部的二成左右，论断之时自须特别慎重，不过若就其结构性的大概趋势看，应该也不是全无意义。

此处检索出的一百五十九人中，有五十人可以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人名索引》（梅原郁编，1983年）、《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编，民国六十三年至六十四年，全五册）、《宋元方志传记索引》（朱士嘉编，1936年）、《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王德毅编，民国六十七年）等书，查对各种史书，知其出任知县、县令前后的经历。由于自绍兴十二年至二十五年底的十四年间，可知者共有二十六县、一百五十九位知县，即每县平均六人。又两浙、江东本有一百二十二县，则原本当共有七百至七百五十位知县。其中虽只有五十人，即百分之六至七，可以知道履历，我们仍想从这五十人以及前述二十县一百五十九位知县的身上，找出几点秦桧专制时期江南知县层值得注意的动向。

（1）在前节中一直提到的江南知县、县令缺员现象，在此完全消失了。这里所调查的平江府、建康府、镇江府、秀州、常州、明州、台州、严州等地，皆是两浙、江东地方的主要府州
(11)

 ，我们或可由此推定，两浙、江东的主要府州这时并无知县缺员的问题。这说明南宋政权确立之时，有一些较早确立国家统治支配机构的地区和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

（2）在江南知县中，能够被确认是秦桧系人物者非常之少。曾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至二十四年（1154）间任明州象山县令，又转任温州瑞安县令直到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为止的慎知柔，可以确定是“曹泳、王会（皆为秦桧之亲戚心腹）鹰犬也”（《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戊辰条）。而于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间任台州仙居县令的杜师旦，于绍兴二十四、五年间就任浙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兼同权提点刑狱公事兼知常州，是江南地方最有力的地方官（《宋诗纪事补遗》卷四三），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后第二天，他就因为是曹泳门下而被罢免（《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丁酉条）。

能够被认定为是秦桧系者只有前述两人。至于曾谄事秦桧，暗示其间有特别关系者亦有两人。绍兴十六年（1146）七月献上《神宗·哲宗御集》一百八十册的陈泰初，靠着秦熺的关系，于绍兴十七年、十八年出任明州奉化县令（《要录》卷一五五，绍兴十六年七月乙酉条）。张莘则于绍兴十六年十月至十八年二月任严州建德县知县，随即转任绍兴府会稽县知县。多半的知县在任期满了之后会有一段休职，他却立刻转往四十大邑之一、紧邻行在的会稽县上任，这是这段时期秦桧系以外人士不可能有的异动。

能够确认为是秦桧系的知县只有二人，再加上推测可能是的二人，共计四人。和中央机关以及路、州等中间的中级行政机关中秦桧系人物充斥的情况相比，这个数字可以供作对比。反过来看，在绍兴十二年（1142）至二十五年（1155）间，因反秦桧系而被罢免、弹劾的江南知县也有六人。他们都受到秦桧直系监察官员的弹劾，分别是绍兴十九年六月建康府溧阳县县令冯迪德、同年九月通判汀州李璹（绍兴十三年至十六年常州武进县知县）、绍兴二十二年四月信州上饶县吴芑（绍兴十三年，建康府上元县县令）、同年十月台州黄岩县令杨炜、绍兴二十四年六月淮南路转运使干办公事陈祖安（绍兴十九年至二十二年秀州华亭知县）、同年十二月明州鄞县知县程纬。其中杨炜与陈祖安是秦桧政敌李光系的人，故受李光之狱牵连，至于李璹则属胡铨系，都是受到权力中心政治斗争波及。

总之，单从这里所能看到的资料，我们很难说秦桧系人士已掌握住江南知县，也无法推定反秦桧系占了大半位置。

（3）概观绍兴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的江南知县，值得注意的，还是两种流派并存的现象。这两种倾向一并表现在下述两表中。表9所见人物特色为：（1）在秦桧专制之前已经担任过地方官，秦桧死后则未再为官。（2）原为中原、两淮地方官，因避难江南而再就任江南地方知县之职者约占半数。（3）无法确认有科举进士及第之人。（4）吕颐浩、刘大中、张浚等反秦桧系宰执所推荐者各有一人。


表9　绍兴年间江南知县人物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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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绍兴年间江南知县人物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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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的人物特色是：（1）秦桧死后渐次升进为高级官僚，其中进入宰执、侍从等权力中枢者有四人（叶义问、魏杞、陈良翰、任古）。（2）科举进士出身者多，是此一系列的一大特色。从北宋末政和年间开始，建炎二年（1128）与绍兴五年（1135）、八年、十二年各年进士科及第者共八人。此外有两人的寄禄官名带有“左”字
(12)

 。（3）这一系列的士人在秦桧死后极为活跃，他们在南宋初年科举及第，中举时多半还很年轻，江南知县可能是他们第一个职位或是前几个职位。（4）这群人在秦桧死后渐露头角，而在打倒秦桧继承政权——沈该、汤思退政权（绍兴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时，也就是第二次逐退秦桧有关人士的运动中，他们多半成为主导人物。

例如，在讨论绍兴二十八年（1158）十一月冬至南郊恩赦问题时，叶义问表示：“顷岁傅会及告讦之人，岁月未深，情理难恕。不应一例移放。”他的意见得到皇帝的同意（《要录》卷一八〇，绍兴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条）。于是喻樗、汤鹏举、李长民、朱冠卿、龚釜、龚鋈、周方崇、徐宗说、史才、陈孺、沈虚中、宋朴、汪勃、李纮、林徐皆以原属桧党或曹泳系遭到弹劾、罢免。

其次，任古自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一月因王俣推荐就任监察御史以来，即弹劾多名秦桧系人物，其中最轰动的是绍兴二十九年五月与左司谏何溥、右正言都民望一起攻击宰相沈该“天资疏庸，人品凡下”，“在州县谄谀秦桧”（《要录》卷一八二，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乙巳条），沈该因此辞位。至若陈良翰则于孝宗初年痛责秦桧在对金政策上的罪过，并极力论说曾忠实执行秦桧路线的宰相汤思退“奸邪误国”（《宋史》卷三八七《陈良翰传》），还强力支持主战论者张浚复归显职。

总之，在江南的知县中，有因战乱自两淮、江北避难江南而就职者，但日后均未见他们在权力中枢活跃：至于在南宋初年科举及第后就任或再任的江南知县，则在秦桧死后步上高官之途。后者之中颇有指导反秦桧战役的领袖人物，而他们之所以攻击、排斥当时占据中央官衙，还有中间的中级统治机构的秦桧系人士，根本就是与他们要夺取地位，改由反秦桧系官僚出任其职有关。

本节所讨论的秦桧专制期江南知县动向，究竟谈出什么问题呢？由于江南是南宋政权的基础地带，边境地区那种长期缺官的现象这里看不见。可是，我们也看不出，曾有大量的秦桧系人物被重点配置于知县职位上，以作为秦桧专制体制的膀臂。这是秦桧不重视县与知县职任的当然结果。故其从来不曾积极地尝试将知县层编入秦桧集团、纳入体制。在这层意义上，江南虽未如边境地区之缺员，却被置放在一种不关心与放任的态势下，这也形成秦桧体制的某种界限。

即便如此，江南知县之中仍有两种流派，这就是由江北而来的避难官僚派与进士科出身的新锐派。前者对秦桧体制或许有所帮助，至少他们没有积极的抵抗行动。另一方面，日后驱逐秦桧系官僚的主要人物如叶义问、任古、陈良翰等也出身自江南知县，他们概属于后者。在这群人中，既有前述反对征收羡余的鲁冲，也有属于李光、胡铨系、遭秦桧派监察官弹劾的杨炜、陈祖安、李璹等积极反秦的知县，故在秦桧体制之下，江南知县中应当有相当部分是反对秦桧或是不合作者。至少我们可以确认，此间情况混杂，不像中央机关或中间的中级行政机构那样，清一色地以秦桧系为主，其中还孕育了一些战斗性强盛的反秦领袖。秦桧专制虽然持续了十四年时间，却仍有其界限，甚至未能统制掌握其基本地区江南的知县。江南虽然不像边境地区那样缺员，却也被放任不顾，造成知县的反感，甚且孕育了强烈的反对者。位于统治机构末端的县与知县，无论是在边境地区或中心基本地带，也无论其表现形态如何，都展现出秦桧专制自身的局限性。



————————————————————


(1)
  关于皇帝丧失制敕权的问题，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至于需经皇帝裁可的案件由尚书省指挥的问题，则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又秦桧死后之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右正言凌哲上言称：朝廷号令虽皆付邮传播告天下，但比年以来，“官吏迎合（秦桧）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庚辰条）。总之，确实有一些皇帝意思、诏令不下达的情形发生。


(2)
  所谓监司，《辞源》（1982年修订本，第3卷，第2190页）解释为各路转运使，《辞海》（1981年，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第177页）则以为是转运使及提点刑狱。本书系以路所置漕司（转运使、转运副使、判官）、宪司（提点刑狱公事）、仓司（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帅司（经略安抚使、干办公事）皆作监司。此与近刊（1985年7月）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三章《差遣一一职事官の诸问题》
 第四节《监司》所言相近。详见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社，1985年，第266—288页。


(3)
  猪木正道：《独裁の政治過程》，《独裁の政治思想》，创文社，1961年。


(4)
  宋代统辖县的长官有县令与知县两种。据《朝野类要》卷二，“未改京朝官宰县”，即为县令，“已改京朝官”则为知丞，也就是已除京朝官者为知县，仍为选人者则为县令。但本书将县之长官一律称为知县。参照顾炎武：《日知录》卷九，知县条；宮崎市定：《宋代州県制度の由来とその特色》，《アジア史研究　第4》
 ，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第61页。又可参见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一“县令と知县”条，同朋社，1985年。


(5)
  这或许与前述有意让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要职虚悬之事有关。


(6)
  累计建炎二年，绍兴二、五、八、十二、十五、十八等年进士合格人数，在首都正规考试合格者计二千一百零七名，四川等地方临时考试合格者六百三十四名，共计二千七百四十一名。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二十，高宗，进士项。


(7)
  绍兴二十八年三月之内外官吏更迭法规定，未经外任──即无地方官之经历者，不得出任中央高级官僚，故南宋之中央高官必须具备知县、知州、监司之履历。参见《中兴大事记》卷一，“诏侍从台谏举人久任”条；《纲目》卷一二，绍兴二十八年三月“立内外官更迭久任法”条；《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八年三月丙子、戊寅条。


(8)
  参见《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府州军监条。并称“（府州）兵、民之政皆总焉”，“凡属县之事皆统焉”。


(9)
  Hartwell，Robert M，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2，No.2，1982，pp.394-396。又南宋后半期出现“强县州弱”之说，值得注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九《按信州守臣奏状》）。


(10)
  今日已无法确知四十大县全部之所在。只能从《要录》卷一〇一绍兴六年五月辛未条、卷一〇七绍兴六年十二月辛酉条及《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三八中，找出十五县。即：浙西临安府钱塘县、仁和县、余杭县、富阳县，平江府常熟县，秀州华亭县；浙东绍兴府会稽县、山阴县、诸暨县，婺州东阳县，温州平阳县；江东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江西洪州南昌县、分宁县。梅原郁之近作《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201页据南宋中期嘉定八年（1215）敕中之“繁难大县四十”，列举了三十八县。但是绍兴六年之“四十大邑”未必与嘉定八年之“四十大县”完全相同。如此处所举之临安府钱塘县、仁和县，即不见于嘉定八年之敕文。


(11)
  如以最富裕之人聚居之地视为主要府州，则南宋政权初立之时，浙西平江府、湖州、秀州、江阴军，浙东绍兴府、衢州、温州，江东建康府、广德府等皆是。如绍兴六年四月，当时的宰相张浚，为向北方开战，提议当向怀忠体国之富豪筹募军费，就特别提到这十府州军，“最系豪右大姓数多去处”，故当专由此数地调发。见《要录》卷一〇〇，绍兴六年四月乙卯条。


(12)
  《朝野类要》卷二开口官条称：“旧制，及第人带左字。余皆带右字。以左字象开口也。今并不带左右字。”这样说来，此处记王傅为左朝散大夫，张汝楫为左奉议郎，即表示他们都是科举进士及第之人。又可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二寄禄官分左右条、《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绍兴以后阶官等条。



第十四章　秦桧专制体制与国家的一般政策——经界法


 一、经界法在秦桧专制中的位置

前面分析了秦桧专制体制中有关人的组合及其变异，以说明其历史诸特质。本章则拟检讨自绍兴十二年（1142）至二十五年（1155）间长期运用其压倒性政治力量的秦桧，与国家内部一般性政策间的关系。盖宋代政治史自王安石改革以下，或溯自庆历变法，权力斗争一直都与政策之决选纠葛不清，几乎成了同义词。除了收兵权，及与此相关的兵制、财政之整备，并建立安定的对金关系之外，在秦桧专制之，还进行了什么样的国家政策呢？这是南宋初期政治史上当然的课题。

不过要想一网打尽上述期间秦桧所推行的国家一般政策，追踪其实施状况、成果，洵非易事。只有根据编年大事类的史书，概略地列举其主要项目。现在即依《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简称《纲目》），排除了（1）天变、天灾，（2）使节往来之一般对外事项及外国事务，（3）皇帝祭祀、仪礼及与皇室有关之言动，（4）各种仪器制作及宫殿、官衙营造，（5）以皇帝为中心的记录编纂之事，（6）各种人事关系，（7）特定地方之事，仅就一般性国政记事，按年月顺序编列成表11。

表11　绍兴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秦桧当政时推行的政策



	年月
	政治大事



	绍兴十二年
	四月
	亲试举人

奖献助



	五月
	置榷场

停给僧牒

复教官科



	九月
	大赦（母后归还）



	十月
	置车辂院



	十一月
	经界法



	绍兴十三年
	正月
	更科举法



	二月
	命宰执措画弭盗



	四月
	擢用循吏



	六月
	严监司失按罚



	十一月
	禁私铸钱



	十二月
	建秘书省、求遗书、复置三馆申严铜钱出界禁

旌孝行



	绍兴十四年
	三月
	减坑冶虚额

饰奉行宽恤诏



	四月
	禁私史



	十一月
	申严遏籴禁



	十二月
	惠贫民



	绍兴十五年
	正月
	王鈇申行经界法

试博学宏词科



	三月
	亲试举人



	四月
	大赦（彗出）



	五月
	置六部架阁官



	六月
	令监司察汰县令



	七月
	蠲民租



	八月
	命提举茶盐官兼领常平



	闰十月
	访遗书



	绍兴十六年
	正月
	毁淫祠



	二月
	罢明法科



	三月
	建武学



	五月
	诏择监司



	十一月
	复居养院等

置御书院



	绍兴十七年
	正月
	禁献羡余

除力胜钱税

遣官覆实经界



	五月
	诏举制科



	六月
	诏盗贼毋招安



	八月
	诏以宽剩钱充月桩



	十一月
	禁前期催科

班常平免役



	绍兴十八年
	四月
	亲试举人



	闰八月
	增殿前司军

定岁籴额



	十二月
	赈饥民



	绍兴十九年
	二月
	定岁赐诸军马额



	三月
	四川经界



	六月
	下宽恤诏



	七月
	诏诸路提刑诣所部决狱



	十二月
	申禁野史



	绍兴二十年
	正月
	禁科罚



	四月
	置力田科



	五月
	诏举制科



	绍兴二十一年
	二月
	苗米禁折估

置诸州惠民局

禁额外吏



	闰四月
	选诸州卒补三衙

亲试举人



	七月
	除柴米税



	九月
	以绝产院田赡学



	绍兴二十二年
	六月
	赈水灾



	绍兴二十三年
	五月
	诏举制科



	六月
	赈水灾



	十一月
	燕经筵官



	绍兴二十四年
	二月
	试博学宏词科



	三月
	亲试举人



	八月
	申严中书论对法



	十一月
	作龙图等六阁



	绍兴二十五年
	二月
	申严监司巡历法



	五月
	罢免役钱



	八月
	出内帑绢代输户丁



	九月
	置茶场



	十月
	（秦桧薨）




此中可以注意的是，相对于秦桧所掌控的庞大政治权力，他在实施、推进政策时的贫弱与消极。如果先从表中略去与科举有关的选举记事、官制更革、灾害救恤等事项，余下的二十几件，多与财政有关，大概都是实施蠲免政策的诏敕或指令。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标榜蠲免的秦桧专制，其国库收入反而比秦桧专制以前倍增，秦桧的财政措施向以收夺为取向，秦桧并未将诏敕递交地方，一切政治裁决皆取决于秦桧及其侧近而非皇帝等种种情况，就不会认为这一连串宽除民课租赋的蠲免政策曾被付诸实施。在这样的认知下重新审视所列表中事项，可以发现，经界法——全国实施检地、检田并整理土地账册图籍——乃是其间唯一的例外。这使得因战争及北宋政权瓦解而陷入混乱状态的乡村与国家关系重新建立起秩序，在讲求无为、消极性明显的秦桧政治全体中，是方向明确并具积极指导意义的政策。

从平江府（苏州）开始，历两浙路而遍及全国的经界法，或由官府进行土地测量，或由人民各自就所有土地申告，是为求使两税负担公平化的办法。据提案者李椿年说：“经界既正，则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一二四）故这可以说是南宋政权与乡村农户建立基本关系的一项媒介。

南宋政权既是北宋政权的继承者，为重新确立集权支配体制，就必须将新的统治根据地江南乡村置于一元化的路、府州、县机构掌控下，也就是根据一元的、统一的标准，重新掌握对金条约划定领域内的所有村落。北宋末、南宋初的各种政治性、社会性变乱，都因着绍兴十一年末的和议而差不多结束了。因此，在这个时候，实施全国土地测量，重新确认并掌握土地所有与耕作状况，是南宋政权自我确立的最后也是最大的课题。国家与乡村的关系表现在税役负担上，经界法即是计算税役负担的基准，国家承认私的土地所有关系，然而为了表现其公的一面，南宋政权必须在一定时期实施经界法。

总之，在秦桧专制下所实施的政策中，经界法相当例外地表现出积极的意图，而这也正是继承政权所必须处理的政治课题。以下即就此种情况，并秦桧专制下一般国家政策的开展事例，探讨经界法之企划、试办与全面实施过程。

关于经界法，已有多位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如早在昭和十三年（1938）曾我部静雄即以《南宋之土地经界法》
(1)

 为题就制度作全面性的考察。近年王德毅发表了《李椿年与南宋土地经界》
(2)

 ，着重于经界法中心人物李椿年的角色，以解明李椿年与经界法之间的关联。周藤吉之也从研究南宋乡村制度的角度讨论经界法
(3)

 。至于和田清编《宋史食货志译注（一）》则几乎将有关文献、史料的介绍、解说网罗殆尽
(4)

 。由此看来，对于经界法的讨论可以说是已无所遗余，但是既然就政治史角度探究经界法者几乎完全没有，故以下的考察与检讨应该还是有其意义吧。


 二、经界法实施前的各种情况

具体而言，经界法始自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左司员外郎李椿年上奏“经界不正十害”，并在平江府试行。他所提出的十害是不是使当权者如高宗、秦桧等人决定实施经界法的主要原因呢？应该不是的。以往研究经界法者全由李椿年的建言中寻找实施经界法的必然性，再由此展开论说。可是这种历史理解并不完全，很难说是解明了实施经界法的历史必然性。因为李椿年的建言，并不是就北宋末、南宋初的政治、社会混乱状况作全盘观察所得。为了理解经界法乃是南宋政权确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政治课题，以下将以经界法最初施行的平江府为中心，从各个角度考察与经界法有关的一般状况。

首先所要指出的是自北宋以来一直都存在着的弊端，即土地所有者变更后，新所有者往往结托地方官不变更其名义，以致“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六，李椿年上奏）。金之傀儡政权齐于阜昌四年五月（宋绍兴三年五月）由冯长宁、许伯通拟定什一税法，其序文即综括北宋末期诸种弊恶：土地所有者在税籍上与实际分离的现象，在北宋末期愈演愈烈，不但有损社会的公正，也侵蚀了国家的统合力量，新建立的南宋政权当然期待匡正此一弊害，以恢复国家的凝聚力。

宋之季世，税法为民大蠹。权要豪右之家，交通州县，欺侮愚弱。恃其高赀，择利兼并，售必膏腴，减落税亩，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税者。贫民下户，急于贸易，俯首听之。间有陈词，官吏附势，不能推割，至有田产已尽，而税籍犹在者。监锢拘囚，至于卖妻鬻子，死徙而后已。官私摊逃户赋，则牵连邑里，岁使代输，无有穷已。（《要录》卷六五，绍兴三年五月己巳条）


其次所要指出的是，原有的户口、租税账册簿籍等官方文书都已因战乱而散佚，这使得国家的乡村掌控散漫化，特定阶层乃乘此混乱取利。如江淮路经制判官霍蠡于绍兴九年（1139）二月的上奏中提到：

军兴以来，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案籍焚毁，纲目散亡。老胥猾吏，出没其间，而掌邦记者，但以调度不足为忧，苛刻隐欺之患，不暇复省。（《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三月乙未条）


他并要求改正因这些事态所引发的弊害。

第三点则是地主或原耕作之人因战乱避难、逃亡他处以后田地的处分问题。那些田地或被弃置成为荒地，或交给从来不认识的人耕作，也有被邻近地主或耕作者侵夺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该如何处理呢？又该如何征收赋税呢？是加以豁免，还是由现居者承担旧税？这些都是战乱所留下来的问题。绍兴三年（1133）四月，工部侍郎李擢以其前年知平江府时见闻作“民间利病五事”上奏，其中说到：

（第一项）东南有逃田，皆湖浸相连，塍岸久废，无人耕垦者。且以平江言之，岁失租米四万三千余斛。愿委官相视，可以疏导耕垦者，招诱东北流徙之民，给本施工，与免三岁之租。其决不可施工者，监司复案，除其旧额。

（第二项）平江陷敌之民，所弃田三万六千余亩，多有旧佃户主之。诸县悉已立定租课，除常赋外，余以三分为率，一给佃户，一以上供，一拘籍在官，俟其归业，并田给还。二年不归，即依户绝法，今三年矣。陷敌之民，岂不愿归，顾力未能脱耳。望且更展二三年，以俟之。（《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丁未条）


在五事之中，有两件与因战乱废弃的湖田有关——每年租米估计约损失四万三千余石，以及因金军占领、地主逃亡所弃三万六千余亩田地的处理问题。这里暂且不论其处置方式是否恰当，值得注意的乃是在当时，就连以生产力相夸的平江府，也有如此大量弃置荒废的田地。在此上奏文后，《要录》特注称：“擢此奏，见平江田租事甚详，着此，为李椿年经界张本。”（同前）《文献通考》卷五田赋五也注道：“此经界张本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宋元时代的著名史家也都认为南宋经界法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战乱之后有大量逃田、弃田存在的缘故。他们并不视其为北宋末年方田均税法的继承。
(5)



第四点待指出者，是江南在南宋初期曾有显著可见的地主变动现象。南宋初年人口因北方避难者众而膨胀。在这些人中，皇族、官僚、名门、武将多移住于两浙路、江南东路，不难想象，他们会经由赐予、购买、侵夺等各种方式取得土地。甘肃天水出身的南宋初年大将张俊，其子孙张子颜、张子正、张子仁、张宗元等曾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宋金战争再起之时，向朝廷献纳“私家所积粮米一十万石”。其粮米则来自湖州乌程县乌镇庄、思溪庄，秀州嘉兴百步桥庄，平江府长州县尹山庄、东庄，同府吴县横金庄、儒教庄，常州无锡县新安庄，同州宜兴县善计庄、晋陵县庄，武进县石桥庄、宣黄庄，镇江府丹徒县乐营庄、新丰庄，太平州芜湖县逸恭庄等十五座庄园（《会编》卷二三七，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条）。这些都是当时的富裕地区，而更该注意的，是随宋朝南渡移至江南的张俊竟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些田地。由特权阶层在江南快速大地主化，可以推知一定是有大量土地从原有地主手中释放出来。

最后应该一提的是新田的开发。虽有前述湖田弃废的现象，但这时期在特权阶层、军队、官府的主导下，填湖、填海以开拓新田的行动也积极进行着。如史才就曾谈到太湖周边的情况：

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之忧者，太湖之利也。数年以来，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擅利妨农，其害甚大。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则远近泛滥，不得入于湖，而民田尽没矣。（《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七月庚戌条）


动员军队建设圩田的结果是造成民害，故史才希望能善加处置，然此事即如前述般发展成为秦桧系特权分子与李光间有关“废湖为田”抑“废田复湖”的对抗关系。而无论其结果如何，太湖周边的平江府、湖州之地都被特权地主开发为圩田、围田。

以上列举了因战争而起的混乱现象、因王朝迁移而起的变动现象，这些现象集中在江南的结果，自然是造成旧有记载土地所有及耕作关系的文书簿籍空洞化。南宋政权要想在这种现实的大变动中立国，并建立统治关系，当然必须用统一的一元标准掌握土地所有并耕作状况。


 三、李椿年的经界法

绍兴十一年（1141）底宋金签订第二次和约，第二年八月皇太后韦氏还朝，实现了宋人在缔约时最大的要求，也使和约得以稳固。长期以来一直悬而不决的收兵权问题也在十一年时成功解决，南宋政权从此确立。对高宗、秦桧而言，接下来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就是如何建立能让继承政权南宋安定的统治能力。在此外交、军事方面已大致安定，目光转向国内统治问题的时刻，应权力中枢期盼而登场的人物正是李椿年。

李椿年是实施经界法的主要人物，也是被各地方痛恨至极，甚至造墓咒诅他早死的人物（《朱文公文集》卷四九《答王子合书》）。就因为这样，尽管他也是南宋初期的重要人物，其个人生平、思想却都隐晦不明。不过他既然是南宋法律、财政方面代表性的实务官僚，又是秦桧所起用，则他也是因秦桧而断送政治生命的代表性官员。

他出身于江西浮梁县，以产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亦隶此地，政和八年（1118）进士及第，绍兴三年（1133）九月知宁国县时，得刘大中赏识。刘大中是赵鼎的左右手，当时为江南东西路宣谕官，他赏识李椿年“练习民事，稽考税额，各有条理”（《要录》卷六八，绍兴三年九月甲戌条）。这是《要录》有关李椿年最早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次见诸史册记事，就被评价为是敏于任事的实务官僚。

之后他因刘大中推荐任洪州通判（绍兴五年四月）。之前他曾于三月入对，向皇帝具奏民间利病。绍兴八年三月，台州向三省匿名投书指称“常平官李椿年刻薄等事”（《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三月壬辰条），他的铁腕作风造成了问题。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实务官僚李椿年与地方上有力人士、地主间的紧张关系，而他也绝不是以当地利益为优先的官僚。绍兴十年十月他任司农寺丞，被派往镇江府、信州、池州，查访刘岑知三郡时妄费官帑之事，十一年七月他上报其额为六十七万缗。或许是这次调查行动得当时宰相秦桧好评，八月，他以度支员外郎前往时已解散的岳飞军“拘收钱物”。

在这些有限的资料中，李椿年是位有能力的实务财政官僚，然对在地地主而言，则可说是刻薄。在这一方面，对于意图一元化掌握乡村的秦桧来说，他倒是适合起用的人物。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李椿年列举经界不正十害，上奏乞自平江府试行经界法，再扩及全国，“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行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条）。这项建言得到高宗、秦桧，还有参知政事程克俊等人的支持，遂有诏敕专委李椿年负责经界法，通告平江府及诸州皆如其奏行事，这使得李椿年的提案转变成国家政策。

李椿年的实际作为，尤其是检田与制作图籍账册等事，既有研究成果如王德毅之论文已十分详明，但为配合本稿的论述，仍概略介绍如下。李椿年的经界法是以每乡都制作地籍图与土地账册为中心。首先勘定经界，绘制图籍，然后在各都保集合田主、佃客，计各坵亩角使押字，都之保正与保之大保长则于图之四至押字，随即送措置经界所，措置经界所再遣官按图核实。又每乡所作砧基簿，乃使官户、民户据田产数目自行制作，令其依田形、坵段绘图，注记亩步四至，原系典卖或租产，投纳本县，本县以之与措置经界所之经界图相对照，确认之后，一份给付人户保管；县亦作成每乡砧基簿，一本留县，一本送州，一本送转运使。总之，李椿年经界法之中心内容即是每都制作由官测量检认之地籍图，每乡制作土地账籍。

李椿年制作图帐的目的何在呢？他在奏文总论开头即说：

臣闻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井田之法坏，而兼并之弊生，其来远矣。况兵火之后，文籍散亡，户口租税，虽版曹尚无所稽考，况于州县乎。豪民猾吏，因缘为奸，机巧多端，情伪万状，以有为无，以强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富者日以兼并，贫者日以困弱，皆由经界之不正耳。（《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六）


孟子云云者姑且不论，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李椿年是从文籍之散亡与豪民猾吏之奸恶，看到实施经界法的必要性。前节已列举实施经界法的五项前提条件或是背景状况，其中第一、二项即可与此相对应。据笔者私见以为，因豪民横暴造成赋税分配的不公平与官府文书散乱原是不同的问题。可是，李椿年却认为豪民系乘文书散佚而得逞奸狡，也就是将两者视作因果关系。这是因为他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基于法令至上主义，故以抑制豪民——也就是妨害国家权力浸透末端的中间阶层——为首要问题。如果把文书之散亡与豪民之奸邪视为因果关系，则经界法的目的当然是在揭发并阻止豪民逞其奸恶。

李椿年在总论之后接着列举了“经界不正十事”，此即：

（1）“侵耕失税”——人户侵耕、冒佃他人田地却不纳租税。

（2）“推割不行”——买卖田地却不办推割（所有权移转手续），租税仍由原持有人负担。

（3）“衙前坊场，虚供抵当，侵没官钱”——衙前与坊场户提供抵押之物有名无实，官钱短缺时无法用之赔补。

（4）“乡司走弄税名”——乡司即里正、户长、保正、保长等人，他们往往任意变更账册上纳税人姓名、数目。

（5）“诡名寄产”——把自己的田地寄在他人名下。

（6）“税籍难信，争讼不息”——兵火之后税籍不可信，争讼不时发生。

（7）“倚阁不实”——租税缓征多名目不实，奸宄与强占之事横行。

（8）“隐赋日多，公私俱困”——州县常赋多有欺隐，岁计不足，公私皆为弥补所困。

（9）“猾民自陈，税籍不实”——州县版籍因兵火焚失，民或求自陈，然豪猾户之申告百无一真，税籍多伪。

（10）“逃田税重，民不敢耕”——豪猾或将己身税负转嫁至不耕之田，田少税重，不耕之田无人敢耕。

李椿年认为，上述十项弊害可以借着经界法的施行，也就是前述土地测量与图帐的测绘，完全地防止，恢复社会的公正，并确保国家常赋。可是细观十害的内容，造成弊害的主体皆是豪户、有力户，所谓奸恶并非农村中小农户。是则李椿年的立场乃是国家、王朝的立场，其目的则是由此立场出发，抑制并排除那些妨害官权力发动并浸透地方的中间阶层——豪强户。前节已讨论过，在南宋政权确立初期，江南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李椿年从他实务官僚的关心出发整理问题，试图将江南农村完全地纳入王朝的统治，并将中间阶层安置在此结构之内，经界法的目的所在亦可由此看出。这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皆未曾触及，然此确实是考虑李椿年经界法时不得不提的重要因素。

那么，李椿年经界法在试图由国家掌控江南农村之际，其具体措施又是如何呢？李椿年曾说：经界法之实施“要在均平。为民除害，更不增税额”（《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条）。可是他虽未明言增税，却仍想提高国库的收入：

臣尝闻于朝廷，有按图核实之请。其事之行，始于吴江知县石公辙。已尽复得所倚阁之数外，又得一万亩。盖按图而得之者也。以此知臣前所请，不为妄而可行，明矣。（《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一二五）


故李椿年希望皇帝能痛下决断，施行经界法，即以吴江县所行行于一郡，再由一郡而一路，一路扩而为天下。总之，按图核实的经界法，不只是要掌握江南农村，其打从开始就尚有增加国库收入的意图在。石公輙（原文误为辙）所得之一万亩，显然是摘发欺隐田地，这正是经界法之实益，也是李椿年所以要将之施行于全国的关键。于是由石公輙而李椿年，他们相继证明了经界法中摘发隐田、增加国库收入的可能性，也藉此说服了皇帝。绍兴十三年（1143）六月，高宗与王循友之间有下列问答之语：

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言：国家平昔，漕发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余万石，和籴之数，又在其外。而近岁上供之数，才二百八十余万石。除淮南、湖北凋残最甚，蠲放之外，两浙号为膏沃腴衍，粒米充羡，初无不耕之土，而较之旧额，亦亏五十万石。此盖税籍欺隐，豪强巨室，诡名挟户，多端害之也。比者，两浙漕臣建议，欲正经界，朝廷从而行之。若使尽究隐田，庶几供输可足旧额。欲望训敕诸路漕臣，各令根检税籍之失。上谓辅臣曰：所论可行。盖农桑衣食之本，然须有所劝惩，勿为具文。（《宋史全文》卷二一，绍兴十三年六月戊子条）


王循友认为两浙之所以收入亏欠，是因为豪强巨室有所欺隐，故当藉经界法摘发隐田，这明白表现出石公輙、李椿年等实际参与经界法工作官员的本心。

李椿年的经界法一面想制作正确的地籍图，以及记载土地所有、耕作状况的账簿，另一方面，也试着摘发隐田，渐次恢复长久以来缺欠的税额。对于此一南宋政策，江南地主们是否接受，又如何对应，是以下所要检讨的问题。

在北宋灭亡，继承政权诞生、南渡并定居江南的一连串过程中，江南本地地主是如何因应新局的问题，已散见于本书第一部分之相关各处。现在则就彼等所要求事项整理为以下三点：

（1）确立财政营运原则，并提出“量入制出”、财有“常数”之主张。

（2）轻减临时税、附加税等赋课额度，或竟免除之；同时要求整理、统合赋课制度。如许多士人遇有机会即要求轻减或免除月桩钱、经制钱、总制钱等项目。

（3）希望就财政机构本身进行整理，有所兴废或加以整合。北宋末期在蔡京专制下已然散漫化的财政营运，由于战乱的缘故，不论中央、地方，官府多更趋于无用化、形骸化；例如有部分官衙仅余名目，却仍配置官员而造成冗员，官府之间亦时有纷争，人民也苦不堪言等，这些都成为他们要求整理的理由。

必须注意的是，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均税。着眼于此，则李椿年等人的意图，在增收税入方面，固然是以王朝为考虑中心；面对江南地方不断提出的减税并改正战时财政问题的要求，其所采取的公平负担解决方式，也完全是国家主义、王朝本位的。李椿年的经界法虽然在江南平江府着有绩效，但那并不是因应江南期望而加以政策化的办法，反而带有浓厚的超越性。

绍兴十四年（1144）五月，李椿年与当时的平江府知事周葵有如下之问答，结果李椿年将此奏知秦桧，周葵遂遭秦桧罢职。必须注意的是，周葵为常州宜兴人，绍兴九年十二月李光罢职后七日，他以党羽的罪名亦遭落职，故为李光同路之人。

初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置经界局于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见椿年，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数为准。时秦桧怒葵不已，椿年因奏葵在郡锡宴北使，饮食臭腐，致行人有词。葵坐落职，主管台州崇道观。自是投闲十一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五月甲戌条）


如果说绍兴九年（1139）底秦桧与李光的政治斗争是中央级的问题，这次或可说是秦桧、李椿年与李光、周葵在平江府的第二次对决，而且又是李光与周葵失败。可是从周葵方面看来，却是另一种情况：

初，绍兴十三年，部使者得廪人刻，弗深考，建请出隐剩，益秋赋为七十万。诏即州创经界司，行之。将推其法于天下。会简惠（周葵之谧号）自湖移守苏，难之，且辨其所以然。部使者屈，使仍图志之旧，为三十四万。至今所在犹言经界方略之为后便，而不见增赋之为永患者，实自简惠争之始也。则其为德，岂止是邦而已哉。然公卒坐论，斥余十年。而龙图徐公稚山，亦自里居，议使者括田，谪矣。余（本文作者周南——笔者按）少时，长老尤能道简惠之事，而歌思之者。今去之七十年矣。（《山房集》卷四《长州主簿厅壁记》）


这篇文章提到，周葵与部使即李椿年相争执，结果将李椿年原拟增收的七十万石减为三十四万石，打消了经界法中增税的部分，这件事被平江府长老——在地地主们视为大德。周葵在与秦桧、李椿年的政治斗争中，与李光一样失败了，离开知平江府的显职，十余年投闲置散，但他成功地为平江府轻减了租税负担。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经界法在实施之际，曾与对抗的在地地主们有所妥协。

李椿年之经界法与增加国库收入的策略，在秦桧眼中评价如何，他曾经表示过什么态度，乃是以下所要检讨的问题。从前引周葵抵制李椿年而以接待金使不当之名遭罢免的事例看来，秦桧对李椿年的支持不遗余力。至于秦桧对李椿年之经界法是否有何意见，史料上并不清楚。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李椿年建议实施经界法时，他只说：“其说简易可行。”（《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条）绍兴十五年正月则说：“若不行经界法，则差役不行，赋役不均。”（《要录》卷一五三，绍兴十五年正月戊辰条）及至绍兴十九年论职役之弊时更说“民之所病，莫大于此。革而去之，其利不减于经界”（《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四月己未条），也就是将职役制度与经界法等量其观。可是正如后面所将讨论的，经界法并未全依李椿年的方式进行，则秦桧对李椿年的支持究竟到何种程度恐怕还是问题。依个人看法，秦桧对李椿年的确是全力支持，李椿年的经界法则是照着秦桧的意思在进行。这不是根据秦桧的发言，而是明白表露在他的行动与政治决定中。

周葵的情况正是典型的例子，凡是反对、抵制李椿年经界法的人士，皆为秦桧所罢免，并从中央的政治世界中放逐出去。如绍兴十三年（1143）四月，“左朝议大夫提举洪州玉隆观胡思、左朝散郎直显谟阁徐林并勒停。思南剑州、林兴化军居住。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言二人广为谤讪，必欲沮经界之政，故责之”（《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四月庚辰条）。徐林事迹见《吴郡志》卷二七人物，传称其为平江府名士，也就是前引周南记周葵抵抗事迹文章中提到的人物。至于胡思，他之得于绍兴二十六年正月秦桧死后复归左朝议大夫，系因魏良臣向高宗奏称“胡思先因沮坏经界得罪”之不当（《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甲子条）。胡思本身的事迹虽未见记载，然魏良臣既系以江东出身得至参知政事的有力人士，又由他出面为胡思平反，则胡思当也是有一定声望之人。

其次所要指出的是，李椿年无视于民间情况，一力以强权强制进行经界法，他将诏敕绝对化，违犯者或不合作者皆处以流刑等重罚。这如果不是得到当时掌权者秦桧的认可与全面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办到。《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四年闰四月壬寅条即称：“诏，人户应管田产，虽有契书，而今来不上砧基簿者，并拘没入官。用两浙转运副使措置经界李椿年请也。时，椿年行经界法，量田不实者，罪至徒流。”

这种强制性的措置方式，当然可能与李椿年的个性有关，然而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时完全掌控政治权力者秦桧之江南乡村统治策略的具体展现。至少公布诏敕的决定，犯罪的认定，还有处罚的执行，这诸般权力都只能由秦桧来行使，而非李椿年所能左右。

绍兴十三年四月，居住在乡村地区、结托地方官反对秦桧的士大夫们遭受到全面性的镇压：

殿中侍御史李文会论：寄居士大夫，干扰州县，又监司郡守类皆亲故，莫敢谁何。望严加戒约，傥或不悛，令监司郡守密具姓名闻奏，重窴典宪，不以赦原。从之。时士大夫与秦桧异论者，多奉祠里居，或侨寄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四月庚辰条）


这已不是只以反对经界法者为对象的弹压政策。不过在绍兴十三年（1143）夏日之际，所谓干扰州县之事、抗拒秦桧行政之事，当然包括了反对实施经界法，也就是当时正在积极进行中的检地、检田、制作图帐、摘发欺隐田亩等事。地方上的士大夫联合地方官抗拒秦桧等人所订的政策，秦桧等遂发动强权加以排斥，至少可以从法上制裁经界法的反对者，这是一项大有利于强制推行经界法的措施。

最后，最能表现秦桧对李椿年经界法全面支持的证据，是在他将平江府知事周葵罢免之后，调来他最信赖的亲戚王[image: ]
 襄助。李椿年在经界法实施要领中曾特立一项谓：“一、今来措置经界，全藉县令、丞用心干当。如无心力，虽无大过，许于本路踏逐有心力强敏者对移。”（《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八）这项指示认为，经界法之能否实施全赖县令、知县之努力，故若有无力执行之县令，准其与路内有能者互换。由这点看来，经界法之成功与否，地方官是重要关键人物；周葵在地主间素有人望，又是直接指挥、监督知县、县令的知州，秦桧将他罢免后，让心腹王[image: ]
 接任，正是强力支持李椿年在平江府实施经界法的意思。

王[image: ]
 是秦桧妻子王氏之兄，祖父是神宗朝宰相王珪，父亲王仲山，他的庶子熺是秦桧养子。绍兴二年（1132）九月，王[image: ]
 因秦桧于月前罢相而以“秦桧亲党”罢提点江淮等路铸钱。他也是实务、财务型官僚，随着秦桧的重新掌权，他以淮东转运副使任太后奉迎一行事务提举，后知临安府，再知平江府。他一直任职到绍兴十七年正月，此后到秦桧逝世亦是由王晌、王会等王氏一党轮流出任平江府知事职。秦桧一党独占当时最富裕地区首长之职，自有其私利私欲在，王[image: ]
 的任命适开启其端。无论如何，罢免在地地主所信任的周葵，起用心腹王[image: ]
 ，既是对李椿年的强力支持，也表现了镇压反对势力的决心。这也可以说是表明了要借着李椿年经界法，将江南──尤其是平江府的所有乡村，一元且超越性地尽置于中兴政权之下。


 四、王鈇、李朝正的经界法

本节所试图追索者，是绍兴十五年正月以后负责实施经界法的王鈇
(6)

 ，以及王鈇起用李朝正，并在李椿年经界法中加入其他内容的问题。但在此之前，尚有若干有关李椿年经界法本身的问题须作补充。

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经界法项下记着绍兴十三年（1143）六月，“诏颁其法于天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颁布经界法的条文，还是下令施行？由于别无他种史籍载述此事，当如何理解李心传这段文字，更成困境。据笔者个人以为，经界法系于绍兴十九年三月颁行全国，之前只在平江府与两浙路内试办。而若从李椿年的官职名称加以追考，则他是在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丑日，以尚书左司员外郎的身份提出经界法，次日即受命为两浙路转运副使。当时是把之前石公輙在平江府吴江县施行过的经界法，扩大在平江府六县办理。正确地说，其职乃是两浙路转运副使措置经界，意味着他只负责经界法，并不担任一般转运使所负职务。（《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甲午条）

这时是否已在平江府设置经界局了呢？《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五月甲戌条记录了前述知平江府事周葵与李椿年间互不相让的争执，附注称：“案葵行状，其罢平江在此年，而日历、会要皆不见，未知在何月日。”据《吴郡志》卷一一《牧守》项所记，周葵罢于绍兴十四年正月。周葵被罢既与李椿年设平江府经界局有关，则平江府经界局极可能设于绍兴十三年夏天。先前提到的吴郡（平江）名士徐林，因阻碍经界法而遭放逐是在绍兴十三年四月，或许那正是平江府经界局设置并开始活动的时候。

同年闰四月，由于李椿年对量田不实者处以流刑，汪大猷提出抗议，他指出，若每保作图，则十保即有二百张所成之一大图，当置于何处展视之？（《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壬寅条）这明白提到经界措置局的业务，而更值得注意者，这是他到衢州龙游县覆视经界时的事情。故我们可以认为，平江府之外的两浙路各府、州、军也都实施了经界法。绍兴十七年正月，因服丧休职的李椿年复职时，明白表示：“两浙经界，已毕者四十县。”（《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正月己卯条）两浙路在南渡后共八十县，自绍兴十三年以来的四年中，刚好实施了一半。

绍兴十四年（1144）八月李椿年由两浙路转运副使转任户部侍郎。由于他这时“仍旧措置经界”（《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八月庚寅条），故虽为户部侍郎，却仍专任经界法事宜。他的专职既由两浙方面升转至中央机关，似乎表示经界法将由两浙路试办阶段转为全国性事务。从上述脉络看来，《朝野杂记》中绍兴十三年“颁其法于天下”的记述实在是有混淆视听之嫌。

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底，发生了一件对李椿年个人，或对他背后全权掌握国政之秦桧而言，皆无法逆料的大事，那就是李椿年的母亲过世了。按照当时的社会习惯，李椿年必须休职服丧。

秘阁修撰两浙转运副使王鈇权尚书户部侍郎。鈇与秦桧有连，故骤用之。权尚书户部侍郎李椿年以忧去官。（《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十二月丙午条）


比起李椿年，秦桧所遇到的问题更大。经界法既已被列为南宋朝确立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起用了有能之人，方向也大致确定，而今就在即将实施于全国之际，主要负责人却未能如预期般交代。于是，秦桧决定起用心腹之人王鈇，如《要录》所言，他也是秦桧的亲戚，事情因此而得解决。《要录》卷四四绍兴元年五月丙申朔条记道：

通直郎王鈇为枢密院编修官。鈇南昌人，父本，仕至显谟阁待制，秦桧舅也。鈇通判邵州，为帅臣程昌寓所劾，桧遂荐用之。

王鈇的经历大致都属实务官僚，在秦桧的支持下，他一开始就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不过猜想对秦桧而言，他真正令人放心之处，还是在于他会对秦桧忠实，不会偏离秦桧原定的方针。秦桧为推动李椿年的经界法，罢免了李光系知平江府的周葵，代以心腹、亲戚王[image: ]
 ，与此人事平行者，即是以王鈇出任两浙路提点刑狱司（绍兴十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八月），继又以他为两浙路转运副使，作李椿年、王[image: ]
 的后援。也就是在李椿年实施经界法时，用亲戚出任相关地方官要职。这种安排也表现在李椿年的继任人选上，此番再次起用亲旧王鈇自是当然。

可是，或许是王鈇觉得责任太过重大，或许是在秦桧影响之下，彼此见解有别，王鈇推荐李朝正专任其事，自己则愿专心于户部侍郎的本职。史载：

命权户部侍郎王鈇措置两浙经界。李椿年既以忧去，秦桧请用鈇。（中略）鈇言：本部员外郎李朝正，尝知溧水县，均税不扰，请与共事。（《要录》卷一五三，绍兴十五年正月戊辰条）


王鈇虽是要求于两浙路实施经界法时，与原江南东路建康府溧水县知事李朝正共为其事。事实上，王鈇是想专意于户部侍郎之职，由李朝正负责经界法。之后的经过即全如王鈇所希望的。绍兴十五年（1145）十二月，“诏右司员外郎李朝正仍旧同措置经界”（《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十二月甲子条）。次年，即十六年二月底，王鈇因病自请出知湖州，李朝正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要录》卷一五五）。结果代李椿年出管经界者就成了李朝正。

李朝正是开封人，《景定建康志》卷四九《治行传》载其转任之时，溧水县民曾诣府求其留任。推荐他的王鈇称其“昨任知建康府溧水县日，曾措置均税，简易而不扰。至今并无词诉，乞同共措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四〇）。李朝正在溧水县所实行的公平税制到底情形如何，今日已无法获知。可是，既是均税之法，则其在掌握税赋标准所系的土地所有状况上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可以猜想得到的是，王鈇之起用李朝正，可能是想对李椿年的方式有所变更，那大概就是李朝正在溧水县所用的办法了。现在只有《朝野杂记》简单记述其办法是：“令民十家为甲，自陈，不复图画打量，即有隐田，以给告者。”（甲集卷五，经界法）也就是由人民自己申告所有土地，不必经由繁杂的作业程序制作经界图，也不必由官确认，进行土地测量，若有虚欺即以其田给告密者。李椿年所订定的办法则是：由经界局据民所申告者进行测量确认，不实申告者处以刑罚，隐田由国家没收。两者相当不同。如果说李椿年经界法的强权性格很强烈，那么李朝正的方式就可说是立足于乡村、民间自治机能，带有浓厚的自治性了。这样的倾向，正如绍兴二十四年（1154）十一月，他被罢知平江府时，弹劾理由所言：“与土豪往来故也。”（《宋会要辑稿》，职官七〇之三九）显示他与在地有力人士维持着一种调和的关系。

总之，继李椿年之后，被起用负责两浙路经界法的李朝正，颇能与在地势力相协调，恰与李椿年浓烈的强权性格形成对比。就这点来看，必然对李椿年的经界法作了相当的修正。

推测绍兴十五年（1145）至十六年这两年间，两浙路的经界法实施计划曾大幅停滞，或几乎未曾施行。绍兴十七年正月，李椿年丧服期满复归旧职之时，史籍道：“椿年既建经界之议，会以忧去，有司因稍罢其所施行者。”（《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正月己卯条）正可与前文之推测相印证。李椿年与李朝正的无法相配合，使得当地暨下层机关均陷入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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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十九年三月，高宗与秦桧一致对李朝正的自陈法表示了不满：“秦桧曰：当时献议，欲使逐户自陈，岂无失实。上曰：李椿年通晓次第，中间以忧去，他官领之，便有失当处。”（《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三月己酉条）


 五、李椿年的复职与罢职

绍兴十七年（1147）正月，服丧二年期满的李椿年重回旧职权户部侍郎，再次专一措置经界。他当然反对王鈇、李朝正的修正路线，强烈主张重归自己原拟的办法。

及是，椿年免丧还朝。复言两浙经界已毕者四十县，其未行处，若止令人户结甲，虑形势之家尚有欺隐。乞且依旧图造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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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差官覆实。若先了而民无争讼，则申朝廷推赏。如守令慢而不职，奏劾取旨。从之。（《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正月己卯条）


所谓两浙路八十县中已毕者四十县，乃是指在李椿年主管之下，按照他所订的方式执行妥当的县分而言。至于“其未行处”，“人户结甲”云云者，则是明白表示，李朝正的办法难以摘发隐田，故须像李椿年以前一样作经界图、砧基簿，并且由官府测量确认，也就是必须中止李朝正的方式，重新启用李椿年的办法。而由“从之”可知，高宗、秦桧同意改用李椿年的做法。

李椿年的这段发言，见于《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四七绍兴十七年五月三日项下。如果《会要》的记事正确，则《要录》的记载就是将李椿年的复职与请复经界法之要求合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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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会要》并无李椿年复职的记事。根据笔者个人的看法，若从休职（绍兴十四年十二月末）的原委来论，则复职之日当在绍兴十七年正月，而请复经界法也应在那时方才自然。

绍兴十八年（1148）十二月壬申日，《要录》卷一五八记道：“是日，宰执进呈经界事讫。”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宋会要辑稿》并无绍兴十八年记事。这是呈报两浙路经界事已毕，还是有关次年三月经界法将实施全国的程序事宜？绍兴十九年三月，知晋州王辅上奏称：仁政必自经界始，蜀地因偏远故，难免谬误；高宗则激励他说：“正经界，均赋税，极为便民”，初臣僚间虽多异论，“平江税毕，纷纷之议始息”（《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三月己酉条）。以平江府与两浙路经验为基础的李椿年经界法，究竟是何时实施于全国呢？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五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指挥”之语，应是三月十二日。王辅与高宗的对话，《宋会要》记于三月十七日，两人的对话既与四川实施经界法有关，则指挥的确是出于三月中旬。《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五月壬午朔条载：“时初行经界法于诸路。”汪澈在绍兴三十年十二月时也说：“十九年，经界初行。”（《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癸丑条）此外，《淳熙三山志》卷十版籍亦记称：“绍兴十九年，行经界法。”以往研究经界法，皆未严密检讨李椿年经界法从平江府、两浙路试办到全国实施的过程。若从以上经过看来，这应是绍兴十九年三月至五月间的事。

至于实施地域，根据前引史料，两浙、四川、福建（《三山志》即福建地方志）皆确实施行过。又据秦桧亲戚王昞“尝谄事李椿年，辟充江东经界官”（《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丁丑条）的资料可知，江南东路也曾施行。南渡后，宋朝共有一百八十五府、州、军，其中五十八府、州、军未施行经界法，余下一百二十七府、州、军皆纳入施行范围，除两浙路有半数已告竣事外，其他地方皆自绍兴十九年夏开始实行经界法。

李椿年的经界法自绍兴十二年（1142）建言以来，经过足足六年的波沂，终于在绍兴十九年夏施行于全国。为了确立弃故地而南迁的南宋统治体制，这是必要的事业，与缔结和约、划定国界——确定统治领域，皇帝重掌军权等事，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是，主持经界法的李椿年却在绍兴十九年十一月突然被罢免了。

“尚书户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李椿年罢。椿年首陈经界之议，及是始毕。”（《要录》卷一六〇，绍兴十九年十一月辛丑条）正如《朝野杂记》所言：“十九年冬，经界毕。”（甲集卷五，经界法）随着李椿年的被罢，经界法也结束了。李椿年之后虽有宋贶，但就如《宋史》本纪简单却实在的记录：“绍兴二十年正月癸卯，趣诸路转运司及守臣毕经界事。”二月壬子“罢经界所覆实官吏”（《宋史》卷三〇《高宗本纪七》）。

李椿年的突然被罢与经界法之停顿——高宗所谓“今诸路往往多中辍”（《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甲子条）——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实在是个难解的困局。以往研究经界法者皆未从政治史的角度探讨，既不注意李椿年被罢的理由、背景，当然更不关心此与经界法终结的连带关系。可是，本书所关心的问题正在于此，以下即就此加以检讨。

首先是李椿年遭罢免的罪名问题，《要录》继其被罢记事后列举了他遭弹劾的理由：

会民多诉经界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因劾椿年求荐刘大中，阴交赵鼎，皆窃其权柄，漏其昵谈。今游旧将之门，倾危朝廷，尤为可虑。兼经界已定，若不别委他官覆实，则椿年私结将帅，曲庇家乡之罪，无以厌塞公议。诏与外任。（《要录》卷一六〇，绍兴十九年十一月辛丑条）


《宋会要辑稿》也说：

十一月二十三日，权户部侍郎李春［椿］年，与外任。臣僚论春［椿］年人品凡下，躐等侍从。当时经界，一时误蒙委使。今经界已定，若不别策他官核实，则春［椿］年私结将帅，曲庇家乡之罪，无以压塞公议。故有是命。（职官七〇之三四）


除了人品卑下的人身攻击之外，其他理由可归纳为：（1）反经界法的舆论力量很强。（2）李椿年属刘大中、赵鼎系人物，并与旧将交结。（3）经界事既已大致就绪，即应将李椿年及其党人驱离权力核心。这之中（2）纯系借口，也是驱逐罢免反秦桧系士人常用的手法。所谓刘大中之荐云云者，原是自始就很明白的事，其实真正积极举用李椿年者乃是秦桧。如此一来，应该检讨的就是（1）与（3）了。先就（3）来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秦桧阵营内部发生了新的权力斗争。

绍兴二十年（1150）三月，任太常少卿、吏部侍郎等要职的张杞，因“附会李椿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三月庚寅条）而遭弹劾罢免。张杞与李椿年皆为江西浮梁人氏。从宋代政治史的惯例以及秦桧的性格来考虑，在企划与实施经界法过程中所培养的李椿年系官僚尚未真正掌权之前，秦桧很可能会令曹筠先行弹劾之。既然升进显职是因为将有大任，则罢免亦可视为是秦桧的意思。可是这只能解开李椿年罢职之谜，经界法为何亦告中止的问题仍然存在。

因此接下来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经界法实施后，引起大量不满与反对声浪，也就是（1）之理由。的确，如秀州因行经界之法，“其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户尤为病”，王安石之曾孙王珏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乃奏除之（《要录》卷一六〇，绍兴十九年十月己未条）。已有的研究也指出，李椿年经界法实施当中，确有不公平、法令不周或负担苛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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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上宣谕辅臣曰：经界人户多诉不均，当与受理。若下田受重税，将无以输纳”（《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四九）。则高宗也了解经界法的不完备与人民的痛苦。所以要罢免李椿年，用别人补正法之不备，以求“均税”。但即使李椿年是因为“不均”而遭罢免，这也不能成为经界法中辍的理由。那么，为什么李椿年之罢免会导致经界法的中止呢？这个问题不能从很多人反对这个理由直接得出。

反对的声浪高涨，令人联想起经界法在两浙、平江府预备实验阶段也曾遭到批评。李椿年与秦桧以强权、暴力压制反对论者，是经界法得以在绍兴十九年（1149）成就的关键。所以反对论之得以高扬，从而使经界法中辍，或许是因为包括试行阶段反对势力──江南在地中小地主──在内的反秦桧势力，已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胜利。可是，事情全非如此。绍兴十八年时，秦桧的势力更为强化，其独裁体制也更为强固。与秦桧相抗的李光、周葵等人，都必须等到秦桧死后才有机会平反；因阻害经界而被放逐的胡思，也要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秦桧死了之后，才在当时副相魏良臣的力保下，复归旧职。总之，在绍兴十九年、二十年时，反对李椿年经界法的运动，不足以让经界法中辍。李椿年在秦桧的支持下，以秦桧专制宠儿的身份相当活跃。反经界法就是反秦桧，而这时的秦桧正在权力的顶点。

其次，李椿年之被罢与经界法之终止，也有可能是因为经界法所预期达成的目标已大致完成。这就等于是在问绍兴十九年经界法的完成率有多少。要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在所实施的一百二十七府、州、军地区内，究竟完成了多少呢？李心传说：“然诸路田税，由此始均。今州县砧基簿半不存，黠吏、豪民又有走移之患矣。”（《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经界法）如果说13世纪初时砧基簿已散失半数的说法，是表示在此之前曾经相当完备，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经界法大致已然完成。可是，高宗在秦桧死后不久的绍兴二十六年正月间，就表示要再实施经界法，他曾对辅臣说：“经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绪，不为不善。今诸路往往中辍。愿得一通晓经界者，款曲议之。”（《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农田》）随后，高宗即听取王之望陈述蜀地状况事，并提拔他行经界之事（同上）。这都是秦桧死后的事情。我们可以由此推论，绍兴十九年底、二十年初决定结束经界法时，高宗与秦桧的意见不同，高宗希望改善并继续实行经界法──罢免李椿年也是不得已。这样一来，绍兴二十年突然结束经界法，就不是因为既定目标已经完全达成。

从绍兴十九年（1149）李椿年的突然被罢，到绍兴二十年匆匆决定结束经界法，其背后可能发生的种种事态都已做了检讨。然而还是无法找出秦桧在此时决定罢免李椿年并中止经界法的决定性理由。反对经界法的意见自试行之初即已存在，之所以能够压制住反对意见，颁行全国，全赖秦桧的政治力量。姑且不论李椿年之罢免问题，秦桧自己如果明白经界法本身与南宋统治体制间的连带关系，何以还会加以中止真是令人费解。据说“秦桧晚年，怒不可测”（《要录》卷一六七，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庚戌朔条），再加上绍兴二十年正月他在进宫途中遭到殿前司后军将校暗杀的事件。则秦桧当也已深深感受到人民的不满，他如果因此而改变全无人情味的政策，或许也不是不可能。可是为了这种理由而终止经界法，就历史发展言，似乎未尽妥当。以下即改由结构性因素来检讨秦桧决定废法的缘由。


 六、经界法的终结与秦桧专制体制的变质

个人以为，造成经界法中辍的最大原因乃是秦桧体制的变质。不过，由于能够澄清此一课题的历史性史料，目下尚未发现，因此不得不依赖推论。从现象上说，经界作为一项政策，却与推行此政策的主体（秦桧集团）渐次疏离，以致对秦桧而言，经界法成了不适合、不必要的东西。若从秦桧专制体制、秦桧集团的角度对整件事情作一整理，则我们或可将事情设想为是：推行经界法的李椿年、希望继续此政策的高宗，与决定结束一切的秦桧间发生了裂痕，当后者之势凌驾前者之时，也就是经界法终止之日。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户部侍郎一职——受秦桧役使的实务官僚之首──自李椿年而徐宗说而曹泳等人的异动加以确认。李椿年本是能吏，在实施经界法，抑制当地豪民──也就是妨害国家权力渗透基层的中间阶层──的问题上，则是国家主义性格强烈的官僚，他站在公的立场，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全体性。而在另一方面，继承李椿年的徐宗说则如前述一般，“于天下经费出入、盈缩之数，莫不通知”（《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四月庚午条）。他虽是与李椿年不相上下的能吏──财务官僚，但他也被人批评道：“然附秦桧，以至（侍）从官。常为桧营田产，时人因目宗说为庄客。”（《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巳条）他虽有不多见的才能，却只是用来为秦桧管理家产。所以对秦桧而言，罢去李椿年，是放弃并逃避李椿年所表现的官僚之全面整体性格。这正显示出秦桧体制的变质，即其私的恣意性与腐败倾向之扩大。

再者，正如前面所言，绍兴十八年（1148）前后也是秦桧集团转向权门化之时。秦桧结纳宠臣王继先与皇后吴氏，使他们成为新的权力支持者，秦桧体制的变质原已随着他对实务官僚的掌握，以及宰执的形骸化而具体化，如今则更为明显。既是南宋初期最大富豪、巨贾，又是秦桧义兄弟的王继先，据史书记载：“凡有两浙路户绝田产，继先则为诡名扑置。”（《会编》卷二三〇，绍兴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条）如果我们想到，经界法的最大目的在均税，并因此而有防止“诡名寄产”、摘发之事，则秦桧与王继先的义兄弟关系──政治性的联系，自然会促成经界法的中辍。

总之，身为秦桧体制中能吏的李椿年被罢斥、徐宗说的见用，与王继先、皇后吴氏的联合，以及曹泳等亲属的起用，既形成了权门化，也更加强了专制性，同时也意味着其政治基础的狭隘化。而政治基础的狭隘化，又更强化了政治决定、政策执行过程中私的恣意性，且使一般性的全面整体政策狭窄化。秦桧体制于绍兴十八年左右急速转向权门化的事实，使得一般性课题政策如经界法者遭到撤废，之后的秦桧体制即进入无政策状态。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死时上给高宗的遗奏中说道：“（1）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宗社之大计。（2）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3）以治乱为蓍龟，以贤才为羽翼。（4）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从。（5）缓刑乃得众之方，训本乃富民之术。凡此数端，悉留圣念。”（《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秦桧致仕条。又数字系笔者为方便解读所加）当我们想到他长期以来的专制时，实在不能不对遗奏的没有实质内容感到惊讶。在所列五项中，（3）以下者根本毫无内容可言，（2）也只是适当地表现出秦桧的暴力专制与暴政。结果，秦桧留下的唯一政策，也可说是他晚年始终无法或忘的唯一政策，就只有（1）这一项了，亦即秦桧所依仗的政治资产，排除一切与其他政治势力妥协、联合之可能，以暴力专制贯彻推动的基本政策，只是要继续维持和金之间的共存关系。

秦桧长期的专制支配，其实是一段政治基础狭隘化、政策狭窄化的过程。表面上看来，是其专制之不断伸张，实质上则是其不断走向孤立与脆弱。这种孤立性与脆弱性，本是秦桧专制的局限所在。由这点看来，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后，令其专制体制一举瓦解的，当正是这种孤立性与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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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绍兴十二年体制之结束与乾道、淳熙体制之形成


 一、秦桧死后的政治发展——沈该、汤思退政权及其特质

绍兴十二年体制——秦桧专制体制，是由宋、金两国分领中国，并以宋隶属金为其基本关系。随着最大威胁者金变更其路线承认宋朝，不干涉宋内政，归还徽宗梓宫、太后韦氏等事的发生，赵氏政权得以安堵，高宗也可以正正当当地做皇帝。可是宋在名分上从属于金，又放弃了华北、中原等中国固有领土、人民，传统的天下世界遭到了分割。如若直接来讲，则南宋王朝之所以可能自存，正是因为放弃了原有三分之一的天下世界。高宗后来也说：“向日讲和，本为梓宫、太后故，虽屈己卑辞，有所不惮。”（《续鉴》卷一三六，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己丑条）又张浚也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上奏道：“向者讲和之事，陛下以太母为重尔。幸而徽宗梓宫亟还。此和之权也。”（同前，卷一三一，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丁酉条）绍兴十一年底的和约，系以赵氏存续为第一义，对于这点，君臣之间并无异议。这也正是绍兴十一年和议的本质吧。

这样的情势，一定会引发反十二年体制的问题，反高宗、秦桧的力量当然更强。绍兴十二年体制与秦桧专制体制原非同义词，却因为秦桧自绍兴十二年以后采取以暴力方式彻底镇压反对势力的方针，遂使得所谓绍兴十二年体制，即意味着秦桧专权体制。秦桧拒绝与其他政治势力联合，以暴力消灭反对势力的做法，随着秦桧体制专制化的进展，导致了秦桧权力基础的狭隘化，而其支持基础的狭隘化，又再造成政策的狭窄化、政治权力的腐败，并提高了私的恣意性。

绍兴二十年以后的秦桧专制，其自闭性、闭塞性更为显著，甚且走向孤立化。不过其在外观上虽显示出专制强化与暴政的样貌，其实却已丧失了政治权力的全面整体性，从而削弱了对末端、基层社会的掌握力，官僚体制国家统合机能亦显著受损。前文讨论过的宰执制空洞化，诏敕不能下达地方或遭迟延，因知县就任忌避所引发的大量缺官现象，阻害了科举官僚——当时政治主体——参与国政，在“上意下达”无法贯彻的同时，“下情上达”也失去了作用。秦桧晚年，也就是绍兴二十年代前半期的政治状况，其实与外观有别，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就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中，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死了。自绍兴八年以来，居相位长达十八年之久，在王船山眼中，连篡位亦无不可的秦桧，他的死亡本身就是一大政治事件。这对国内政治固然有所作用，在对外关系上也有所影响。“自秦桧死，金国颇疑不坚前盟。会荆、鄂之间，有妄传召张浚者，敌情益疑。”由于在绍兴十二年体制——宋金关系的维持上发生重大疑虑，参知政事沈该特请降诏书，诏书称：“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以上见《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条）这是一份周告内外，无论秦桧存殁，绍兴十二年体制都不会变更，并将继续延长的宣言；但发出一份这样的诏书，却也是秦桧在世之时不会发生的大事。

秦桧死后，参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等执政，并奏请高宗亲政，“天下之事，皆人主总揽，人臣不过奉行而已”（《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午条）。之后，即由高宗亲政，称：“其间，通下情，正纪纲，修正事，皆出于上。”（《皇朝中兴大事记》卷一，桧死后擢用参政宰相条）但是秦桧死后，政治运作上再看不见超越一切的最高领导人物，只是由高宗、宰执们组成集团领导体制，继承绍兴十二年体制路线。

从《宋大臣年表》（收入《二十五史补编》）来看，从绍兴二十六年到三十二年六月（高宗退位），计有万俟卨、沈该、汤思退、陈康伯、朱倬等五人为相。其中前三人，是此处检讨秦桧死后高宗政权性格时必须提及的人物，后二者既是绍兴末年宰相，当留置后文再论。

万俟卨为开封府阳武人，秦桧整肃岳飞时，他任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出力甚多，后进升参知政事，是秦桧党羽中有力人士；然而却在绍兴十四年（1144）时，因与秦桧对立而落祠职。秦桧死后，与他对立之人，或重回政权，再得起用，或虽死殁，亦得平反恢复名誉。万俟卨亦在此反专制的潮流中得以复归，并于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与沈该一起就任相职。但次年三月他就过世了，在秦桧之后的政治过程中，并未留下明显的政绩。

其次是沈该，秦桧死后未几，他就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复职参知政事，次年五月，升任左仆射即首相之职，他与汤思退同为权力中枢重要人物，直到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他才在新抬头的反秦桧路线人士弹劾下去职。他与秦桧发生冲突，是在他任参知政事之时，高宗并曾垂询：“秦桧何忌卿之深？”（《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沈该参知政事条）由于他早岁在四川潼州府时，“专以商贩取利”，知夔州时又“营利尤甚”，故当夔州方面得知他受命参知政事时，人人大惊（同前）。他出身江南富裕之地吴兴（湖州），是吴兴有力人士在权力中枢的代言人。绍兴二十九年弹劾他的文章中列举称：沈该天资、人品皆属凡庸，又盛取贿赂，“常令亲随人及其子弟，用官舟，载川货，公然贩卖”，且多登用近亲与有关系之人，并道：“近观大理评事八员，而寄居霅川者五，类皆富室右族，岂无因而致哉。”（以上全引自《要录》卷一八二，绍兴二十九年六月戊申条）就连法务高级官员的起用，也是靠他的私人关系，而且还是霅川也就是吴兴地方的有力人士。又据《嘉泰吴兴志》卷十七《贤贵事实》下，他本是归安县著姓，参知政事任上，因“旧吴兴丁身，岁输三十有奇，公奏减五分之四，乡人德之”。总之，沈该出自江南吴兴名门，代表其有力阶层，这层背景自与他在权力中枢的位置有关。

至于汤思退，他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六月秦桧尚在世之时，即以签书枢密院事处执政之列，秦桧死后，他立刻升转为参知政事，并于绍兴二十七年六月进位宰相，此后皆在左、右仆射（宰相）之位，直到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他才在陈俊卿等年轻官僚的攻击下去职。他是两浙处州括苍人，据称：“至若青田之潘集、平江之张楶、会稽之詹承宗、括苍之潘景珪辈，率家计巨万，厚以财贿，肆行交结。思退或与之连姻，或与之补吏。”（《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丙午条）故汤思退也是以浙西、浙东有力人士为靠山，受其支持，与之维持密切的关系，并因此成为南宋政权经济最大据点的江南地域利害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汤思退经常掌握着一批官员，在这点上，他有着与秦桧相近的特质。除了隆兴和议之际的一系列主和官员外，绍兴二十九年八月被归入汤思退宾客之列的有张孝祥、黄文昌、张松、郭世模、江续之、韩元吉、左鄯等；至于被归为其党羽者，在三十年八月陈俊卿所上弹劾文中，有张孝祥、王晞亮、邵大受，方师尹、祝公达、沈介等人。而汪澈的弹劾则举出林觉、沈介、叶谦亨、方师尹、张孝祥、邵大受诸人。他们概属版曹，长于治法，可见汤思退已大致掌握了实务、财务官僚群。而由时人称其为“养家宰相”（同前）看来，他在私财的营取方面，也颇有心计。当时经济力最富足的地区就是江南，特别是太湖周边地域，沈该与汤思退等人在权力中枢四年，一面以这些南宋先进基本地区为靠山，一面将这些地域的利害反映在政权中。

秦桧死后的政权，几乎可以称作是沈该、汤思退政权，而他们的国家营运方针，尤其是外交、军事政策，则极忠实地奉行秦桧所设定的大纲。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所上遗表第一项称：“愿陛下益固邻国之欢盟，深思宗社之大计。”（《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条）希望能继续宋、金共存路线。《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条引《吕中大事记》，将沈该、万俟卨、魏良臣等人皆列为秦桧一党。《要录》卷一七〇并谓：

上谓魏良臣、沈该、汤思退曰：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宜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无变，以为宗杜无穷之庆。良臣等唯唯奉诏。（《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条）


此外，“张浚主复雠，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宋史》卷三八九《张孝祥传》）的记事，亦可见汤思退等人的国政路线，的确是忠实地继承了秦桧对金友好的宋、金共存路线。

总而言之，秦桧死后数年间，掌握南宋政权的沈该、汤思退等人，在政策面上，仍是秦桧路线的忠实继承人。从这点来说，可将其定位为秦桧次政权。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与秦桧异质之处。如前所言，秦桧是站在北宋末年开封权门层这一边，全力维护其特权利益；相对地，沈该、汤思退等人皆是以江南为其社会基础。在秦桧专制体制下，被形骸化且无意义化的宰执成员中，江南出身人士大概都是形式性地以半年为任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沈该、汤思退的见用自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江南出身人士得以实质地就任宰执，不但为秦桧之后的南宋政权在江南建立了根据，并且得到江南舆论的支持。因此，高宗的这项选择与决定，使南宋政权在自我定位上更进一步地向江南政权化迈进。其政治路线虽以继承秦桧为标榜，但在宰执制的活化、实体化，以及取用江南有力人士出任宰执等事情上，则明显地表现出后秦桧南宋政权的历史个性，在权力的编组上，也一改秦桧专制时期的闭塞性与孤立性。


 二、反秦桧势力的复权与得势

通观南宋初期的政治过程，笔者个人以为，绍兴十二年体制——秦桧专权体制的否定与结束，有两方面应该注意。其一与政策有关，秦桧政治原是以维持对金关系——遵守绍兴十一年和议为最优先事项，故当绍兴三十一年（1161）八月第三次宋金战争开始、十一年和约被毁之际，秦桧政治的根本架构也随之崩坏。其二则与支持秦桧专权体制运转的权力集团成员有关，绍兴三十二年八月高宗退位，孝宗即位，次年（隆兴元年）正月，张浚就任执政。绍兴十二年体制最大拥护者的退位与秦桧最大对抗者的复权暨掌权——张浚于同年底进位宰相——明白显示秦桧政治在人事方面的终结。两者一同谱下后秦桧政治过程的休止符。

不过在这两项契机中，前者是由金方面所决定，宋全无主导性，后者则完全出自宋国内政治的推移，故以下即拟就秦桧体制人事方面的终结问题，也就是反秦桧路线势力的抬头与掌权过程进行分析。高宗的退位与孝宗的即位，是经过高宗长时间考虑才做的决定，内情相当复杂。皇位的更替仪礼虽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举行，然而早在绍兴三十年二月，自身无子嗣的高宗就已养育在宫中的太祖七世孙“（普安郡王）瑗为皇子，仍改赐名玮”，“进封建王”（《要录》卷一八四，绍兴三十年二月甲戌、丙子条）。以普安郡王瑗为皇子，正如高宗所言“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同前，二月戊辰条）。也就是决定于绍兴二十二三年间。但高宗也说：“第恐显仁皇后（皇太后韦氏）意所未欲，故迟迟至今。”（同前，二月甲子条）总之，帝位的交替现象，既未与后秦桧政治过程重合，或直接反映出什么问题，也就不能用来分析张浚复归权力中枢的问题。

张浚复权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恐怕不是他的政治力或政治工作等事，而是特定政治势力，也就是反秦桧路线势力与继承秦桧路线——在后秦桧时期掌握政权的沈该、汤思退势力间，一连串政治斗争的结果。让张浚得以复归的政治势力其实是二大势力的联合。其一是与秦桧差不多同时，但未如赵鼎、李光般被彻底镇压，只是与秦桧政见有别而被逐出政权中枢，在故乡或寄居之地过着隐退生活的人士。他们在秦桧死后渐次重回政坛，在标榜继承秦桧路线的沈该、汤思退政权中形成相当的势力。这批人从世代的观点来看，应是所谓旧世代。

相对于此，另一股反秦桧路线的势力就是新世代的人物了。如第十三章第三节“秦桧专制期间江南知县的动向”中所言，他们是南宋初期，尤其是于秦桧时代科举及第，在秦桧专制下就任江南知县之职，也就是在末端统治机构中任职的人物。秦桧死后约一年间，虽已有一百多名秦桧亲戚、心腹，因系“桧党”而遭弹劾、罢免、放逐；但是秦桧系官僚既已掌握国家权力几近二十年，其下人物自然不止于此。故这批新世代当然要继续不断地主张反秦桧路线，并弹劾秦桧之下的所有中、高级官员，而这当然也意味着他们参与政权中枢的机会可因此扩大。于是在表面上继承秦桧路线的沈该、汤思退政权中，就同时包含了新旧两世代的反秦桧势力，前者要求报复旧恨并恢复名誉、地位，后者则希望尽扫秦桧系官员以伸张自己的势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展开反秦桧行动的，乃是新世代官员。第十三章第三节中已然谈及，建康府江宁县知事叶义问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月出任言官之殿中侍御史之职，平江府常熟县知事任古亦于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就任监察御史。如果我们以秦桧死后为第一次桧党弹劾行动，则绍兴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月就是第二次桧党弹劾行动的起点。叶义问等自绍兴二十七年底开始，即不断弹劾秦桧期高级官僚如史才、宋朴、汪勃等原执政群，以及徐宗说、汤鹏举、沈虚中周方崇等六部尚书、侍郎等人。而这次行动的总结，即任古之弹劾宰相沈该。

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知枢密院事陈诚之、左仆射沈该，因侍御史朱倬（福建闽县人，北宋宣和六年进士）、殿中侍御史任古（河南定陶人，建炎二年进士）、左司谏何溥（两浙温州人，绍兴十二年进士）、右正言都民望（福建德化人）之弹劾而相继辞任。弹劾的理由有二，一指彼等系秦桧系官僚，谓“诚之付会秦党”（《要录》卷一八二，绍兴二十九年六月己亥条），“（沈该）徒以在州县谄谀秦桧，遂蒙提挈”（同上，六月丙午条）；一论彼等与商业资本黏连，为官渎职，如言“又招集富商，出入门下，以置田之多寡为官资之高卑，使其谋国如家，见义如利”（论陈诚之，《要录》同上，六月庚子条），“顷在蜀部，买贱卖贵，舟车络绎，不舍昼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盖方言以商贾为本”（同上，戊申条），“占籍吴兴，其门如市，百姓目之为湖州市”（同上，己酉条，皆言沈该）。

尽管这种局面明显地表示出秦桧系势力与反秦桧系势力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但却始终未见对秦桧政治根底之外交、军事政策有所攻击、非难，史料中所见，都是对沈该人品的批评，并自道义立场作人身攻击。对金从属论，以及因放弃华北中原而放弃民族全体性的主张，并不是此时否定秦桧继承政权的论点所在。这显示才刚抬头的新世代反秦桧势力，只具备了罢免当时宰相、执政的政治力量，却还无足够的政治能力去全面否定秦桧路线，更谈不上有何政治构想与展望。

反秦桧政治势力的力量不足，在继沈该之后弹劾汤思退的事件中，再次表现出来。要想让汤思退败下阵来，并不容易，他既受到江南有力人士支持，掌握实务官僚，继承秦桧路线，又与高宗站在同一立场，备受信任。

沈该辞相后又过了一年半，汤思退才于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下台。此一弹劾运动的中心人物有：右谏议大夫何溥、侍御史汪澈（江东饶州人，绍兴八年进士）、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福建兴化人，绍兴八年进士）、右正言王淮（两浙金华人，绍兴十五年进士）等。他们以弹劾沈该的同一手法对付汤思退。亦即先指出他与秦桧的关系：说他“饰谀言以奉秦桧”（《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一月戊戌条），“思退起于微官，即登秦氏之门，一时耆哲，略无识者”（同前，庚子条）。接着又论其有渎职之事，如“思退则专市私恩，务姑息以媚下”（同前，戊戌条），“凡有举措，率背公营私，擅权植党，欺罔君上，凌玩缙绅”（同前，癸卯条），故要求将之罢免。可是这两点在弹劾沈该时虽然奏效，对汤思退却不起作用。负责主要攻势的陈俊卿就曾表示：“思退未有大罪。虽非相才，比之沈该则有间。”（《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三十年十二月汤思退罢左相条）结果，还是靠着传统的天谴论才使汤思退去职，也就是以天变地异作为上天对政治的警戒，要求当政者辞职。

绍兴三十年十月癸亥日，“日方过中天，无云而有雷声”（《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一月庚子条），“时侍御史汪澈等欲论左仆射汤思退，方捃摭其过。殿中侍御史陈俊卿曰：为相无物望而天灾亟至，此固当罢，何以他为”（《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三十年十二月汤思退罢左相条）。于是遂引仁宗庆历八年枢密使夏竦因同一天象被罢之故事，攻击汤思退，汤遂辞相职。正由于汤思退只是形式性地辞去相职，故他与背后势力间的关系并未断绝，基础也都还在；而这也就成为他一年半之后得以重返宰执之位，并且是隆兴和议最有力领导人士的伏笔。

绍兴三十年底，继承秦桧路线的汤思退辞去了相职。这虽称不上是致命的一击，但在反秦桧的号召下，新旧两代的联合势力也足以与得到江南富裕地区支持的掌政者相对抗了。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之下，张浚原本就是反秦桧的领袖，又可以结合新、旧两世代，组成一联合政治势力，其声望遂大幅提升，终于再次被推回权力的中枢。

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陈俊卿以自己平素虽不识张浚，却能知其忠义，兼有文武之能，于今更老于练事，已非昔日之张浚，“愿陛下勿惑谗谤。虽未付以大柄，且与以近郡，以系人心，庶缓急可以相及”（《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己亥条）。后又于同年六月再次表示：“人皆以浚为可。陛下何惜不一试之。”（《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壬寅朔条）知黎州冯时行也上书言道：今日当与贤士大夫、骨鲠谋议之臣共渡艰难，“愿陛下舍一己之好恶，勉用浚，以副人望，决能使军民回心，踊跃鼓舞。其效非亦小补”（《要录》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八月甲辰条）。

高宗对于起用张浚一事，颇感踌躇，他曾说：“浚才疏，使之帅一路，或有可观，若再督诸军，必败事。”（《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壬寅朔条）可是正逢宋金战争又起，张浚遂得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复归中枢。他先受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次月初即改判建康府，担任对金前敌最高指挥。这也是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退位、孝宗即位时，张浚再得起用的有利条件。高宗一直犹豫着是否该再任用张浚，孝宗则积极地起用他，隆兴元年（1163）正月他出任枢密使，同年底即拜相。这当中，孝宗的侍讲、侍读、教授，也就是组成皇帝身边侧近集团的黄中、杨邦弼、王十朋、张阐、陈俊卿等人自然也用力甚多。

本节最后所要讨论的，乃是在后秦桧之沈该、汤思退政权下成长，又紧紧追击，致二人相继罢黜的政治势力。他们也正是在绍兴末、隆兴初第三次宋金战争中负责指挥战争，并于隆兴和议论争中活跃的主战派人物。以下即就其中挑选十几人，分别描绘其在后秦桧时代重回政坛或参加政权的门路，及其身为政治领袖的特色所在。

首先就旧世代来看，秦桧生于元祐五年（1090），生于此一年代的人物有：张阐（元祐六年（1091），宣和六年进士）、辛次膺（元祐七年（1092），政和二年进士）、王大宝（绍圣二年（1095），建炎二年进士）、冯时行（？，宣和六年进士）、金安节（绍圣二年（1095），宣和六年进士）、黄中（绍圣三年（1096），绍兴五年进士）等。

张阐是永嘉人，他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八月提举两浙路市舶，二十九年入为御史台主簿。朱熹称赞他道：“其言金人世雠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铨、张尚书阐耳。”（《要录》卷一七七，绍兴二十七年八月丁未条；《宋史》卷三八一《张阐传》）

辛次膺为莱州人，寓居鄱阳十六年，高宗亲政后，于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复知婺州，同年闰十月，任礼部侍郎，二十七年正月就任给事中。曾以“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云云”，上书请勿与金和，并与岳飞互有往来。值得注意的是，他任礼部侍郎后，考虑到邦国大计，以当时财政岁入、岁出紊乱，强调“朝廷一岁中出入之数”当立为定额。又隆兴元年（1163）任参知政事时，主张再逐汤思退，并请孝宗起用王十朋。（《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午条；卷一七五，十一月甲戌条。《宋史》卷三八三《辛次膺传》）

王大宝尝上呈《诗书易三经解》，颇合高宗意，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除守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二十六年十一月知温州。绍兴二十六年（1156）二月，任国子司业之时，曾列举江南诸州月桩钱、折帛钱弊害，请令诸路监司核实月桩名色，立为定额，又请停止贩卖度牒，而忤高宗之意。他出身潮州，与赵鼎，张浚父子在学问上互有往来，孝宗之世，他大力抨击汤思退，是对金强硬论者中最具战斗性的一员，也是张浚预定起用之一员。（《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子条；《宋史》卷三八六《王大宝传》）

冯时行因反对绍兴和议而为秦桧所厌，十八年间皆在野，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复知蓬州。他是四川璧山人，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力请高宗起用张浚，主张皇帝当与贤士大夫、骨鲠谋议之臣共渡艰难。在张浚隆兴初年所拟起用的名单中，他列在近臣项下。（《要录》卷一七六，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丙子条；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八月甲辰条）

金安节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复知严州，二十七年二月提点两浙西路刑狱公事，同年九月，守大理少卿。他是休宁人，任殿中侍御史时尝弹劾秦桧之兄秦梓，为桧所憎，久废不起。他任大理少卿，谓治民之道当先德教，后刑法；他请申诏敕，令百官勿专用法令，而力行教化。他后来也是主战论者的中心人物，张浚称赞他说：“金给事，真金石人也。”（《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巳条；《宋史》卷三八六《金安节传》）

在主战论者中，多与金安节采同一阵线的黄中，于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以秘书省校书郎面对高宗，历陈百姓疾苦、财用蠹耗、官吏贪污之事；同年十月，转著作郎，渐露头角。他是邵武人，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任礼部侍郎之际，因钦宗丧礼之事，逆高宗之意，宰相朱倬因言：“上意实然，臣子务为恭顺可也。”黄中却说：“责难于君，乃为恭耳。”他严礼制，对金一贯持强硬论。（《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六月甲戌条；卷一九七，三十二年二月丙寅条。《宋史》卷三八二《黄中传》）

其次是新世代方面的人物，如杜莘老（生于大观元年（1107），绍兴间赐同进士出身）、汪澈（大观三年（1109），绍兴八年进士）、虞允文（大观四年（1110），绍兴二十四年进士）、陈俊卿（政和三年（1113），绍兴八年进士）。

杜莘老为杜甫十三世孙，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一月经魏良臣推荐出任敕令所删定官。曾论时弊十事，其中特别强调肃正军纪、强化国防力量。他出身蜀之眉山青神，后又再三主张备御金人为当今之急务。在张浚预定起用之人物中，他与刘珙、王大宝都是应该召还之人。（《要录》卷一七五，绍兴二十六年十一月丙子条；《宋史》卷三八七《杜莘老传》）

汪澈是饶州浮梁人，绍兴二十六年八月，因万俟卨之推荐，由沅州州学教授出任秘书省正字，同月，兼实录院检讨官。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为殿中侍御史，同年十一月，与陈俊卿联名弹劾汤思退。他一向主张对金强硬论，绍兴三十二年就任参知政事。陈俊卿、王十朋等人皆为他所推荐。他出身寒微，自言“所以报国，惟无私不欺尔”，在宣明道义上，与张浚等有别。（《要录》卷一七四，绍兴二十六年八月丙申条；《宋史）卷三八四《汪澈传》）

绍兴二十六年，虞允文以蜀中人才，得沈该推荐，自彭州通判转知渠州，二十八年十月再移秘书丞。其间曾奏罢常赋以外附加税六万五千余缗。又上奏：君道者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以采石之役阻金军渡江，一跃而为民族英雄，也成为对金强硬论的中心人物。他出身仙井，是蜀地官僚的代表，孝宗时与陈俊卿同为宰相数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甲子条；《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

陈俊卿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以校书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与秘书丞杨邦弼共事。绍兴三十年六月任监察御史，同年八月，转殿中侍御史，在罢劾宰相汤思退的事情上十分活跃。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六月，他两次恳请高宗任用张浚，令其重回权力中枢。他是兴化军莆田人，坚持对金强硬论，孝宗时居宰相之位，为福建官僚代表。最敬朱熹，朱熹也为他作行状。（《要录》卷一七七，绍兴二十七年六月壬戌条；《宋史》卷三八三《陈俊卿传》）

隆兴和议之时，主战论者形成强有力的联合阵线，中如温州乐清人王十朋、成都晋原人阎安中等人，皆是绍兴二十七年三月贡举时，根据拔举“鲠亮切直者”在上位的原则，而被举为第一、二名进士者（《要录》卷一七六，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丙戌条）。又陈俊卿与张栻（浚之子）、朱熹等人是密友，属福建有力官僚；而因不得雪耻赍恨以殁的刘珙，原被秦桧贬放至台州崇道观，也在绍兴二十八年四月起复为知大宗正丞。（《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八年四月辛亥条）

以上即秦桧死后，始得归复政坛或新获起用，与继承秦桧路线者相对抗的人物经历。以下将再就他们共通的特色与性格稍作整理。

首先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出身地，他们之中，少有支持当政者沈该、汤思退的江南——特别是太湖周边地域人士。绍兴六年时，豪右大姓聚居最多的地区，当系浙西的平江府、湖州、秀州、常州、江阴军，浙东的绍兴府、衢州、温州，还有江东的建康府、广德军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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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区都是生产力最高的地方，即所谓先进地区。在前面所列举的十三人中，除张阐、王十朋是永嘉（温州）人，此外即无两浙之人。冯时行、虞允文、杜莘老、阎安中等出身四川，黄中、陈俊卿、刘珙则是福建人。如果只是从这仅有的几件事例来下结论，我们当然必须慎重；不过从他们后来的活动来看，反秦桧政治路线的政治势力，的确可以说是四川、福建两地的联合体。总之，若再加上西北流寓一人（辛次膺）、广东一人（王大宝）、江东南部二人（金安节、汪澈），反秦桧路线势力——隆兴和议的主战论者——中的有力人士，概属经济后进地区出身者。隆兴元年底，张浚夺权计划（也可以说是一种政变）拟用人士十八人中，包括他自己（成都绵竹）在内，四川、福建系占了九人，江南方面则只有一人（莫冲——湖州）。这样看来，继承秦桧路线的沈该、汤思退等乃是以江南太湖周边所谓先进地区为背景，而与之对抗的张浚集团则以四川、福建为主力。

其次，他们的学问都很好，比起法律、财政等实务性问题，他们都是有修养的学者。他们因《春秋》之义，主张敌不可许，张浚、金安节通《易》，王大宝因《诗书易解》而得高宗赏识，黄中、陈俊卿、王十朋、张阐等人则是孝宗的教授、侍讲、侍读，包括张浚之子张栻在内，他们在学问上的来往十分密切，并与朱熹相结交。他们既都是有修养的人，重视德治，自然对汤思退等实务官僚反感。如《陈俊卿行状》录其上奏称：“又言：州县之间，号为能吏者，往往务为急刻，专以趣办财赋为功，而视抚字、听断为不急。其间，又有聚敛以为羡余之献者。增市征则害商贾，督逋赋则病农民，甚或侵移常赋，贻患后人。朝廷不察，反谓有才。愿有以深戒戢之，则天下之幸。”（《朱文公文集》卷九六）

他们反对能吏，主张德治，这种倾向使得他们在官僚世界或权力中枢内部，重视礼官或言事之职，更甚于财政、法律等实务担当，并以此为重点、为基础就有关人事、政策发言，提出政治走向。这当然也与秦桧死后高宗为防止专制再现所采取的措施有关，“上监秦桧擅权之弊，遂增置言事官。（中略）察官具员，近世所未有”（《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正月丙寅条）。至少，为了对付秦桧专制而重视言官的取向，衍发出主张道义之官僚占据言官之职的现象。

再者，即是他们在这个阶段中对政治所表现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的反能吏。所谓能吏，由前引《陈俊卿行状》看来，乃是强行征税、专卖，向中央进献羡余，求一己之荣华富贵、自私肥己的官僚们。至于以德治为目标的官员们，则固守地方乡村利益，抵抗集权主义，以求肃正官界之纲纪。前文所言，如王大宝摘发月桩钱弊害，主张立定额以为收放之标准；虞允文知渠州，反对于常赋外多加征敛；黄中论百姓疾苦、财用蠹耗、官吏贪污之事，全都是此一态度的表现。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监察御史王珪请就地方之收纳数设立定额（《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条），二十六年二月刘才邵、许兴古、鲁冲等请废酷吏，停增盐税等税（《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癸酉朔、甲戌条），皆系承前述风尚；及至向伯奋、辛次膺等人，则请就地方财政、国家财政，各“以入制出”，“立为定数”（《要录》卷一七四，绍兴二十六年八月辛未条；卷一七五，二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条）。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以过去十年之平均额为经总制钱之定额，可以说是这项意见的实现。（《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癸丑条）以往经总制钱是以绍兴十九年额为定额，由于这是秦桧、曹泳以过去之最高额为定额，故绍兴二十六年时，李邦献即要求厘正，其后贺允中、黄祖舜等又相继上言，再经汪澈强烈要求，与陈康伯的支持，才终告实现。

总之，这些人因为固守地方乡村的利益，而要求采宽放的财政措施，恢复祖宗旧制，政治上则希望确立一定的组织、制度。

最后要指出的是，这些人都是对金强硬论者，他们誓为被掳且死于胡地的徽、钦二帝复仇，视金为不共戴天之敌，必报其轻践君臣父子之道的大仇。如王十朋就论道：“今日之师为祖宗陵寝，为二帝复仇，为二百年境土，为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宋史》卷三八七《王十朋传》）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秦桧死后的种种士人活动中，出身四川、福建等地，尊重学术、传统，主张对金强硬论的官僚们，确实站稳了自己的地位而开始崛起抬头。此一集团不久就会成长为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在前述宰相沈该、汤思退之被弹劾事件中已然谈及。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由于对金战争势不可免，遂于御前召开会议，出席人员——也就是权力中心的成员名单是：凌景夏、汪应辰、钱端礼、金安节、张运、黄祖舜、杨邦弼、虞允文、汪澈、刘度、陈俊卿等。（《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五月甲午条）其中金安节、虞允文、汪澈、陈俊卿等人，前文皆有介绍。至于黄祖舜，他是福建福清人，精通《论语》，曾奏请取消秦桧养子秦熺的太傅名号，并主张经总制钱应减额定制化。杨邦弼是福建建安人，与陈俊卿同为孝宗教授，亦与陈俊卿同一政治路线。汪应辰为江东玉山人，以学知名，从学于吕本中、胡安国，也是赵鼎的弟子，在张浚所构想的政权结构中位列执政。刘度是湖州长兴人，任台谏而有名望，以春秋之义迫孝宗复仇。出席会议的十一人中，既有八人是秦桧死后以反秦桧路线崛起之人，则汤思退下台后，权力中枢将由何种势力所把持，也就十分清楚了。


 三、第三次宋金战争与高宗退位

金正隆三年即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金皇帝亮对宋之贺正旦使孙道夫问道：“闻秦桧已死，果否？”“尔国比来行事，殊不似秦桧之时，何也？”又说：“且我不取尔国则已，如欲取之，固非难事也。”（《金史》卷一二九《佞幸传》，张仲轲条）暗示金已知宋之政情，并有废弃绍兴十一年和约，统一天下（征服宋）之意。

在宋方面，亦有士大夫以“敌情难信，请饬边备”者，但宰相沈该“不以为然”（绍兴二十九年六月），“遣大臣往探敌意，且寻盟焉”。使节即知枢密院事王纶、保信军承宣使知閤门　事曹勋。其时制书尚称：“将坚好以息民，申有永之欢盟，欲无易老成之旧德。”这完全是绍兴二十五年（1155）底秦桧之遗言，也是十二年以来南宋基本政策的表现。故沈该以孙道夫“数言武事”，是欲“引用张浚”，罢其礼部侍郎之职，出知绵州（以上据《要录》卷一八二，绍兴二十九年六月甲申朔、丁亥条）。孙道夫为四川眉州人，因张浚荐举而至秘书正字。绍兴二十九年九月，王纶、曹勋归国，其报告与孙道夫所料正相反，称：“邻国恭顺，和好无他”，宰相汤思退乃言：“遣使寻盟，和好益坚，皆陛下德威所致。”可是《要录》的编者李心传，在汤思退的话后写道：“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计。纶所见盖妄也。”（《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九月乙酉条）史载绍兴三十年三月，参知政事贺允中等由金回国入朝，亦言：“敌势必败盟，宜为之备。”（《要录》卷一八四，绍兴三十年三月辛卯条）不过，高宗等权力中心人物对此有何看法，史书上并未见记载。

秦桧死后数年，金皇帝亮即欲毁弃绍兴十一年（1141）和约，重启对宋战争。至于宋方面，如沈该、汤思退者并不希望再有战争，努力维持着十一年和约。可是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与三十年十二月，沈该、汤思退相继被弹劾而罢职，显示以十一年和约为国家基本政策者的势力后退，第三次宋金战争势不可免。

史载正隆三年（1158）五月，金帝向翰林院学士承旨翟永固、翰林直学士韩汝嘉询以对宋战争之事，永固等“对曰：宋人事本朝无衅隙，伐之无名”（《金史》卷八九《翟永固传》）。就金方面而言，这场战争原本难以大义名分为言，若南宋坚持秦桧路线，势将成为阻止战争开始的强力要素。从这点来看，反秦桧路线——当然也主张对金强硬论——势力在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迫汤思退下台，不啻是开启了战争之路。如史所言：“海陵（金帝亮）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尝曰：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第三次宋金战争乃是因为金皇帝亮想统一南北、支配天下而起。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八月，金军以六十万号为百万，编成三十二军，自寿春、蔡州、凤翔、海道四面进军，九月初双方进入交战状态。

在金帝亮“天下一家”的野心驱策下，这次战争的计划规模很大，但是在动员、组织金的国力问题上却有着结构性的问题。其一，在实施对宋作战计划之前，即正隆六年（1161）四月间，金之西北方面已因征发南征所需壮丁，发生了契丹人反抗事件，金镇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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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在政权中枢内部，反对发动对宋战争的势力相当强大，八月起兵之际，谏止南伐的母太后图克担氏遇弒，其党被杀，翰林直学士韩汝嘉赐死。其三，军卒中普遍有反战、厌战风潮。“金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中略）皆公言于路曰：我辈今往东京立新天子矣。”（《续鉴》卷一三四，绍兴三十一年月己亥条）

这种为南进而引起的争论，招致政权的分裂，宋金开战后的十月份间，叛亡士兵们的话应验了，东京留守完颜雍（曹国公乌禄）在众人拥戴下，于辽阳即位。此即金世宗。而在另一方面，金帝亮试图于十一月渡长江的计划，因虞允文指挥宋军奋力作战（采石之役）而告失败。同月月底，他因契丹人部将耶律元宜作乱，在军中遭到刺杀。金军向宋提出和议，引军北归。

自八月底开始，于十一月底告终的金皇帝军南进行动，其实是金自行结束的。但是，宋在拟定对应措施时，竟完全无视于此一现实状况。

逼退沈该、汤思退的代表人物叶义问、朱倬，在绍兴三十、三十一年时，皆已身入宰执之列（叶义问为知枢密院事，朱倬为参知政事，后为宰相）。可是这时的最高领导人物当推陈康伯，高宗与士大夫们皆以他马首是瞻。他出身江南东路信州弋阳县，虽与秦桧在太学为同学，却与秦桧划清界限。秦桧死后的绍兴二十六年（1156）二月，他从知汉州调升试尚书吏部侍郎，之后又一再升进。绍兴二十九年二月，沈该被弹劾后，他就任右仆射，做了宰相。他当然不是秦桧系官僚，但也不曾拼命地抵抗秦桧政治，也就是居于中立的位置。

他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九月被起用为宰相时，史称：“上曰：自卿除用，朝野翕然，无间言。卿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又称：“高宗叹其长者。康伯既以至诚为高宗所信。”（以上皆出自《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二十九年九月陈康伯右仆射条）很明显地，陈康伯是以其长者的人格、识见而得到重用，但是，高宗并不期望藉此以否定秦桧政治，从而实现基于人格主义、道义的政治。据《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所记，绍兴三十年二月，在两位宰相中居首席的汤思退，以“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鉴临，必生圣子”，不赞成高宗立皇子与让位的决定，高宗乃“顾康伯曰：去年卿留身奏事，朕亦尝及此事，无甚难者”。此处所谓的前一年，是绍兴二十九年，由此看来，高宗之所以起用陈康伯为沈该后任，恐怕还是因为他可以作为退位、让位的顾问，同时也是能够将所承帝意转换为统治集团合意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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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称“高宗倦勤，有与子之意，康伯密赞其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三十一年三月陈康伯左仆射条）。正是高宗与陈康伯关系的实情。

绍兴三十年底，汤思退下台，陈康伯就更重要了，随着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开始的宋金战争，其政治领导实力开始展现。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中，金军渡淮河，攻庐州。负责的将军王权逃遁，宋之江北防卫组织全面崩解，“中外大震”（《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丙辰条）。大将军杨存中与宰执们奉召举行御前会议。《要录》称：“上谕以欲散百官，浮海避敌。左仆射陈康伯曰不可。（中略）遂定亲征之议。”（同前）至于《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三十一年三月陈康伯左仆射条则说：“时朝士有遣家（族）避寇者，康伯独具舟迎家属入浙（临安），人恃以安。虏益逼江，有劝车驾幸会稽，因入闽。日将晡，高宗命杨存中来议。（中略）（康伯）奏曰：闻有劝陛下幸越及闽者。诚用其言，大事去矣。曷若静以待之。忽一日，中使持御批来甚遽。康伯读之，及如更一日虏骑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康伯取焚之。入奏曰：审如圣训，百官既退，主势孤矣。上问焚之何也。康伯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辄留私家，故以焚之。上深以为然。时中外人情汹汹，康伯独不为所动。”

金军杀来的消息使临安陷入恐慌状态，虽有提议高宗退避并解散百官者，陈康伯却置之不理，决定以亲征决战为国策。绍兴三十年十一月底，金帝亮被刺，驻屯和州的金军北返，奏报入朝之时，“高宗目康伯曰：皆卿辅佐之力”（同前）。

若从政治史的立场着眼，这场发生于绍兴三十一年秋、冬的宋金战争——事实是金毁盟南进，对于前此之绍兴十二年体制——秦桧体制之结束，与乾道、淳熙体制之形成，确有其划时代之影响。

曾经是秦桧专制体制主要支持者，在皇帝身边活动的侍医王继先、宦官张去为等人，都在这段期间，因主战论、道义派官僚杜莘老的弹劾而遭贬逐。“时朝论汹汹。入内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阴沮用兵之议，且陈退避之策，或妄传有幸闽、蜀之计。”（《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五月甲午条）高宗之退避既是张去为之意，待朝廷决定与金对决之后，“莘老执奏不已，竟罢去为御马院，致其仕”（《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辰条）。陈俊卿也向高宗进言：“去为窃威权，挠成算。乞斩之，以作士气。”（《纲目》卷一三，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以陈俊卿为兵部侍郎条）

王继先也反对与金战争，据《要录》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丁未条引《遗史》称，王继先曾向高宗提议：“若斩（将军）一二人，则和议可以复固。”史籍并言其“自闻边警，日辇重宝之吴兴，为避贼之计”。杜莘老乃列举其自秦桧专制时期以来所为诸恶事十条加以弹劾。结果，王继先以昭庆军承宣使致仕，贬放福州，所掠良家子女为奴婢者皆予释放，财产没入御前激赏库（《要录》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辛亥条）。与王继先有关之文武官员亦遭贬斥。秦桧之死，虽然对秦桧体制之内廷人士有所影响，却未造成直接的冲击。可是汤思退的下台——反秦桧系官僚占据权力中枢、对金关系的瓦解、战争的发生等一连串事件，终使得与秦桧有关的一批人无法再在内廷立足，全被一扫而空。

其次，宋金战争所带来的第二点影响是，秦桧头号政敌张浚之复职。如前所述，与张浚年岁相去甚远，如陈俊卿一辈的年轻士大夫们，曾强烈要求召回张浚而未得实现。但是面对着宋金交战已无可避的现实情势，冯时行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上奏高宗，进言今日当与贤士大夫、骨鲠谋议之臣共乘时艰，终于让张浚在同年十月间复掌政权。张浚一回到朝廷，不但反秦桧系官僚掌握了政权，第三次宋金战争亦随之开始。这与张去为、王继先之罢免、放逐，共同宣告了绍兴十二年体制即秦桧专制体制的结束。

再次，在人事方面，最能表现秦桧体制结束征兆者，是高宗的退位。《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中记述了有关高宗退位与孝宗即位的种种事迹，但是关于经过的原委、内禅的情事、决定的条件却都不甚清楚。虽然其中说明高宗早在九年之前，即绍兴二十二、三年时，也就是秦桧专制期的最终阶段，即已下定退位的决心，但因太后反对未能实行；并称高宗身体、精神状况不佳是其退位理由，但问题暖昧不明处仍有许多。笔者个人以为，从大局方面来看，高宗退位的原因应是：（1）在确立南宋政权过程中，采取共同政治行动的秦桧已死，其集团成员也在此时全遭逐放；（2）金之毁盟败约，重启战端，亦破坏了高宗政策的根本部分。

由于皇帝乃是体制的代表，是象征性的存在，故其原不可能因政治责任而有所进退。但是对高宗而言，与其一体的秦桧及其所赖之近臣既皆不在，确立南宋根本之绍兴十一年（1141）和约又告瓦解，也就难怪“高宗倦勤，有与子之意”（《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绍兴三十一年三月陈康伯左仆射条）。所谓“德寿（高宗）建思堂落成。寿皇（孝宗）同宴，问德寿何以曰思堂。德寿答曰，思秦桧也。由是秦氏之议少息”（《贵耳集》卷上），这段故事或可支持笔者前述的看法。总之，一向被疏离在秦桧体制之外，却也是其最大支持力量与拥护者的高宗，其退位，显示了秦桧体制的完全结束。

最后由政策的观点来看，基于绍兴十一年和约建立的秦桧体制，因绍兴三十一年战争而破产。绍兴十一年和约是以宋对金之从属性、隶属性为基本内容，金之毁盟与开战，等于是将和约还原成一张白纸。金既毁弃十一年和约，不啻意味着宋可由对金之从属性解放。回避战争既不成，欲幸闽、幸蜀的企图又因陈康伯而打消，在以亲征——宋、金对决为国策后，南宋已摆脱了对金的隶属性。这点当然完全表现在此次的宣战文书中。

陈康伯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战争已无可避时谈道：“敌国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若圣意坚决，则将士之气自倍。”（《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五月甲午条）这样的见解在十月一日的宣战诏书以及枢密院的檄书中也可以看到。又同月甲辰（五日）高宗先对宰执表示，“朕与金国讲好二十年，未尝有纤毫之隙”，接着即列举金之背信诸行说：

况篡弒君亲，诛戮残忍，天地所不盖载，禽兽所不肯为，神怒人怨，灭亡无日。今三道出师，置帅招讨，审彼己，量虚实，抚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复我寝庙。（中略）卿等赞朕成算，协以众谋，庶几恢复神州，以复两朝之耻。（《要录》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甲辰条）


自北宋灭亡以来，国内议论不算，正式在诏书或皇帝公开发言中，也就是以国策形式提出要恢复神州，为徽、钦二帝雪耻者，这还是头一次。宋以这两点作为绍兴三十一年战争的大义名分、战争目的，实在是划时代的举措。而这也正意味着在权力中枢的编组中，秦桧系官僚已被扫除殆尽，新、旧两系反秦桧人士掌握了政权，至若张浚之得以起复，也正反映了此一事态。


 四、符离之败与汤思退之复起

第三次宋金战争发生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至隆兴二年（1164）冬，双方固然断断续续地发生了一些战斗，但主要的战役只有两次。其一是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至十一月底由金发动的渡江之役，其二是隆兴元年夏由宋军主导的两淮—符离（宿州）攻防战。

前者的结局是金帝亮在渡江作战的前线被暗杀，金军撤退。十二月一日的大金国大都督府牒中有谓：“不意正隆（金皇帝亮）失德，师出无名，使两国生灵枉被涂炭。（中略）方议班师赴阙，各宜戢兵，以敦旧好。”（《要录》卷一九五，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己亥朔条）总之，金方面是希望能恢复绍兴十一年和约的局面，也就是要将金军此次南侵所得之江北之地归还宋朝。

在这种相对有利的状况下，宋、金开始交涉，结果却由于宋廷无法汇整出一致的对金要求事项，这次折冲遂无功而还。史籍载称：“上谓宰执曰：朕料此事终归于和。卿等欲首议名分，而土地次之。盖卿等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见，当以土地、人民为上。若名分则非所先也。（中略）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要录》卷一九六，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壬辰条）也就是说，皇帝以恢复旧境，尤其是中原与祖先陵寝之地为第一目标，至于对金采事大之礼并不介意。而在百官方面——秦桧系官僚当然完全被排除在外，则主张应以改正名分关系，建立宋、金两国的对等性为谈判首要目标。至于在现阶段之有利情况下，应对金提出何种要求，则颇多龃龉。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夏之间，中枢内部即为此有所争论。如以左司员外郎任北使接伴使的洪迈上奏道：“土疆实利，不可与；礼节虚名，不足惜也。”礼部侍郎黄中则说：“名定实随，百世不易，不应谓之虚。”兵部侍郎陈俊卿亦论称：“臣谓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则国威张，而岁币亦可损矣。”（以上全出《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丁未条）

关于这个问题，宋廷中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总的说来，重名分的意见较占优势，而随着高宗的退位与孝宗的即位，这个难题转交到了孝宗的手中。

孝宗对金向持积极论，史称：“上（孝宗）每侍光尧（高宗），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至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此。上自此不复敢言。”（《四朝闻见录》乙录，孝宗恢复）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孝宗受禅即位，成为南宋第二代皇帝后，就对金关系而言，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交涉，缔结和约；一是由宋发动，重开战端。孝宗选择了后者。这当然是受到他的侍讲、侍读、教授，也就是黄中、杨邦弼、王十朋、张阐、陈俊卿等主战派、对金强硬论者的影响，而这项决定又使他们的发言更趋有力。同时，对于高宗一直犹豫不能起用的张浚，孝宗也积极地加以任用，于隆兴元年正月授其枢密使，年底任为宰相。史书记载孝宗、张浚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会面的情况道：

上手书，召判建康府张浚。既见，上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以务学为主。人主之学，以一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一不当，人心自归，强邻自服。上竦然曰：当不忘公言。浚见上天锡英武，力陈和议之非，劝上坚意以图事功。于是，加浚少傅，进封魏国公，除江淮宣抚使，节制屯驻军马。（《要录》卷二〇〇，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是月条）


于是，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底至隆兴元年（1163）初，主战的孝宗，一贯主张对金强硬的张浚，还有逐走秦桧余党宰执、掌握权力中枢的道义派福建、四川官僚们，结合成所谓“堂堂之阵”，共同筹划着如何藉战争恢复中原。隆兴元年夏（四月至五月），以两淮为战区，由宋采攻势、金采守势所进行的战争，确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吕中评此役道：“建炎以来，十四处战功，皆未有符离之一举者。盖向者因其来而后与之战，今则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后战也。孝宗谓数十年无此克捷，胡铨谓四十年未有此举。金人缘此震慑，知吾君有大有为之志。”（《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八，宋孝宗一）

不过，对于这种因权力中枢交替而有的战争进展，当然也不是没有反面的论调出现。两浙明州鄞县之闻人，孝宗为普安王与建王时期任王府教授、直讲，与孝宗关系密切，孝宗登位后即以之为参知政事，随后出任右仆射（次相）的史浩，就强力地反对张浚等人的对金积极路线。史浩主张慎重，他认为当先求强化、充实南宋国力，“惟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符离之师）。基于这样的立场，他劝张浚道：“明公（指张浚）以大雠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雠之名耳”，“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为之”。对此，张浚答以“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又以“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催迫孝宗，“于是，不由三省、密院，径檄诸将出师矣”（以上皆同前引书）。史浩身兼右仆射与枢密使二职，也就是兼为三省长官与枢密院长官，孝宗与张浚却不经三省、枢密院，直接下令出动军队，史浩乃请辞相职以示抗议。他辞职时曾说：“愿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望复中原矣。”（同前）宰相史浩既为抗议张浚之道义主战论而辞职，孝宗之下的权力中心乃告分裂。史浩所代表的是与汤思退有别的江南士人，他的辞职，以及他对宋金交战的慎重，意味着两浙系士人的不合作，也显示张浚权力基础的狭隘性。

就连对金强硬论者也不见得完全支持张浚的行动。身为江淮宣抚使参赞军事的唐文若、陈俊卿等人曾建议张浚“不若养威视衅，俟万全而后动”（同前），却不为其采纳，北进之计遂行。

可是，由于（1）金调来前年年底平定契丹人乱事之精锐部队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军南下为备，（2）宋军将领李显忠、邵宏渊互不相协，（3）时值溽暑，兵士厌战等多重因素，宋军于五月二十四日在符离（宿州）大溃。史言：“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事。而实录、时政记并无一字及之。”（同前，引《何氏备史》云条）至于《金史》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则称：“杀骑士万五千，步卒三万余人。（中略）斩首四千余，赴水死者不可胜计，获甲三万。”又同年八月，陈康伯、汤思退、周葵、洪遵等宰执奏疏亦说：“窃见符离之师，将士失律，渡江以来，所造器甲委弃殆尽，战马十丧七八，士卒死亡莫知其数。”（《纲目》卷一四，隆兴元年十一月诏议讲和条）正如史浩所预料，孝宗、张浚的积极战争计划遭到极大的挫败。张浚自四百里外的盱眙逃往扬州，“窘惧无策，遂解所佩鱼，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于是下诏罪己。”（《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符离之师）自南宋建国以来，第一次出击的“堂堂之阵”，一下子就溃不成军，政治的焦点也急转为宋金第三次和议。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冬的金军南征固然失败，隔两年夏天的宋军北伐也未成功，宋、金双方的挫折体验，促成了隆兴元年以迄二年之和议。

符离败战之后，“初宿师之还，士大夫皆议浚之非”（《续鉴》卷一三八，隆兴元年六月癸亥条），遂免张浚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之职，支持张浚的辛次膺也罢参知政事，汪澈则出居台州。先前弹劾史浩的王十朋，去吏部侍郎知饶州，参赞军事陈俊卿、唐文若降两官，孝宗亦下诏罪己，战争失败的责任非常明显。“至是，帝以符离师溃，乃议讲和”（同前），在政策上作了相当大的转换。时居闲职的秦桧系官僚领袖汤思退，在六月初还是醴泉观使兼侍读，七月初即起为右仆射（宰相）兼枢密使，原为江南李光系有力士人的周葵也就任参知政事。

如果说南宋政权自确立以来一直都是“秦桧派主和论”与“张浚派主战论”对立的局面，则现阶段不啻是二选一的结果；不过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汤思退与其派下官僚的复权，也可以说是战争所造成的结果。如前所言，汤思退是因受陈俊卿、汪澈弹劾而于绍兴三十年（1160）底辞去相职，其理由则是“前日无云而有雷声”，就连弹劾的陈俊卿自己都承认“思退未有大罪”（《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六）。汤思退的下台原是相当仪式性的，其政治基础——与江南士人间的一体性，与实务官僚间的关系——并未受到打击。绍兴三十一年秋，宋金战争开始后，必须得到汤思退派士人的合作，其复权已是迟早的事。更何况战争的进行需要筹措庞大的战费，如果没有长于此道的实务官僚帮忙，战争也不可能进行下去。绍兴三十一年七月，言者即曾要求汰换不适任者，其言谓：“今之所谓郡太守者，平时援资格而来，簿书期会，仅足趣办。若一旦有征行调发之烦，供亿馈饷之扰，比闾纠集之政，在朝廷意虑之外，及约束之所未至者，求其机权足以应变，威信足以服众，强力足以集事，恺悌足以宜民，而能弭患于未形者，盖十无三四。”（《要录》卷一九一，绍兴三十一年七月戊寅条）而汤思退派的官员王之望，在四川财赋总领时代，“军书旁午，调度百出。之望区画无遗事”（《宋史》卷三七二《王之望传》），正显示这种人在战争期间的必要性。

先前因陈俊卿、汪澈弹劾而罢相职的汤思退，复为观文殿大学士，以醴泉观使兼侍读重新回到政坛，是在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底，较张浚之见用还早了几天。高宗亲征后，他并负责掌管首都临安行宫留守事宜。有关他复起的理由，各种史书皆只字未提。不过战争开始后，既然连孝宗都不得不说：“朕爱其警敏。”（《宋史》卷三八七《陈良翰传》）则我们当可由此推知，他处理实务之干练，确为当时所不可缺者。汤思退受任行宫留守后，立刻制订各种事务处理方式，并请起用赵子潚、吕广问、芮烨、郑樵、吴祇若、韩元吉等人——这意味着新的汤思退集团诞生。对于高宗受主战论者包围，欲往建康亲征之事，他以钦宗祔庙之祭尚未举行为由加以反对，与礼部侍郎黄中相争论。当时高宗虽以黄中之议为是，但是仅仅在建康停留一个月，即以钦宗祔庙为由，不顾亲征扈从集团——对金强硬论者的强烈反对，返回临安。

所以，汤思退的复权，不止意味着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复活，也意味着汤思退集团，亦即以先进地区为其背景的财务、实务官僚们的复权。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时，曾被汪澈一并论列为汤思退党人同遭弹劾的原吏部侍郎沈介（吴兴人）于三十二年闰二月知永州（《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乙亥条）；原起居舍人叶谦亨（括苍人）亦于三十二年一月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同前，卷一九六，绍兴三十二年正月甲午条）。又历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知临安府、知建康府等要职的韩仲通，原也在汤思退遭贬逐后（三十一年正月），被陈俊卿弹劾其“起于法家，专务刻薄，（中略）汤思退秉政，以其同出其氏（秦桧）之门，特引援之”（同上，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庚子条），此时亦还知明州（同上，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甲戌条）。而曾任户部侍郎，被弹劾免职的钟世明也复职为淮南路转运判官（同上，卷一九九，绍兴三十二年四月辛卯条）。这都是重新起用能吏的实例。

总之，宋金全面战争开始后，无论是军费的调度，还是各项实务的处理，都必须寻求原为道义派学者官僚所轻视、蔑视的能吏协助，结果遂极为讽刺地，不得不于开战前招回已自权力中心放逐、以汤思退为首的这批官僚。当然，面对着迎回复仇论者张浚，期待一扫宿年屈辱的孝宗，以及意气风发的强硬论者，汤思退等人很难再正面地挑起政治斗争。可是随着战争的开始，他们得到了活动的空间，也有机会重新掌握权力，而符离之败正是其得以掌握政权中枢的决定性因素。


 五、隆兴和议引发之政治斗争

汤思退于隆兴元年（1163）七月上旬复任右仆射兼枢密使之职，在他主导之下，以同知枢密院事洪遵、枢密院计议官卢仲贤、户部侍郎王之望等人为主要成员，开始与金缔订和约，进行交涉。至于金的方面，则一贯秉持绍兴三十一年（1161）以来试图重归绍兴十一年和约的态度。新即位的金朝皇帝世宗也于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1163）“以诏谕之曰：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金史》卷八七《仆散忠义传》）。也就是说，如果确认绍兴十一年之国界，则在名分关系上将有所让步。十月，金人仆散忠义递送给宋三省、枢密院的书简中，提出了四项条件：（1）以叔侄为名分，（2）宋归还绍兴三十二年以后跨越十一年和约定界所占土地，即唐，邓、海、泗各州，（3）岁币不变，（4）归还亡命叛逃之人。同时要求宋于十一月二十日前提出答复。

在宋这方面，不但孝宗本人反对归还四州，很多人也以此为难，史载：“史丞相（浩）之在位也，尝与魏公（张浚）议，欲以弟侄之礼事之。至是颇合其说。（中略）执政皆贺。”（《朝野杂记》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和战本末》）据此，在隆兴元年春时，史浩、张浚等宰执即就名分之说有所讨论。再者如前所论，改善名分关系，早在绍兴三十一年和议交涉时，就是宋朝宰执所欲争取的重点，金在这方面的让步，自然具有相当的劝诱效果。更何况，宋发动此次战争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摆脱绍兴十一年和约所造成的从属地位，成立对等关系，故此一由君臣关系转为叔侄关系，也就是转为“敌国之礼”的提议，也就愈发地具有吸引力了。

于是双方开始进行交涉，隆兴元年十一月，陈康伯、汤思退等宰执们乞孝宗“请召张浚咨访，仍命侍从、台谏集议”（《续鉴》卷一三八，隆兴元年十一月丙午条），以决定和议之是非，也就是作出对金关系的政策决定。他们并将前此之和议经过与有关条件整理如下（文中之数字，系笔者为整理方便所加）：

宰臣陈康伯等言，八月中，金国副元帅纥石志烈宁以第三书来，欲通和好。朝廷遣卢仲贤持书报之。其所论最大者三事，1．我所欲者，削去旧礼，彼已肯从。2．彼所欲者，岁币如数，我不深较。3．其未决者，彼欲得唐、邓、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寝、钦宗梓宫为言，未之与也。恭奉圣训，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通问使、副，命下之日，议论汹涌。乞召张浚归国，特垂咨访，命侍从、台谏集议。（《纲目》卷一四，隆兴元年十一月诏议讲和条）
 
(4)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确认，金最在意的是领土的复归原状，宋则要求变更旧礼。而更应注意的是，宋不再以归还钦宗梓宫为和议交涉的首要问题，这与绍兴八年（1138）、十一年（1141）和议进行时极为不同，也正因为宋不再以此为议题，金方面反而失去了有利的立场。

受到咨询的十三位权力中枢人士，表示了他们的意见，大致可别为：（1）赞成和议；（2）指出问题，可以说是慎重派的反对论；（3）绝对反对论。

主张（1）者有吏部尚书凌景夏、户部尚书韩仲通、权吏部侍郎余时言、刑部侍郎路彬、监察御史尹穑等人，他们以为“名分正，则应讲和”，并应以四州交换河南之祖宗陵寝、钦宗梓宫。从其职名看来，持此见解者概属实务官僚，也是推动和议如汤思退、周葵、洪遵等人的支持者。至于主张（2）者，则有礼部侍郎黄中、兵部侍郎金安节、侍御史周操、左正言陈良翰、给事中钱周材、起居舍人马骐等，他们不但指出宋前应加上“大”字，国书中应除掉“再拜”二字等问题，还反对割让四州，并坚持应征询张浚的意见。从他们发言的内容来看，这些人多半是张浚派官僚中的言官。

至于持绝对反对论的第（3）类人士，则有工部侍郎张阐、监察御史阎安中等人，他们主张继续对金作战，“今不如击之，既胜而后和”，这派与张浚立场最为接近。可是，“时廷臣多言应与之议和，而不应轻弃四州之地”，也就是倾向维持和议。（以上皆引自《纲目》卷一四，隆兴元年十一月诏议讲和条、召张浚条）

于是宰执们乃基于上述状况，综合出以下意见。同时，由于此一上奏文，颇能表现南宋政权在孝宗时期的基本立场与性格，为其他史书所难见，故将全文录出于下（文中数字系笔者为整理之便所加）：

宰臣陈康伯、汤思退，参政周葵，同知洪遵疏。略曰：1．窃见符离之师，将士失律，渡江以来所造器甲，委弃殆尽，战马十丧七八，士卒死亡莫知其数。而诸路州县，招军买马，打造器甲，收买军需，转卖官告、度牒，科敛骚然，兵疲民困。而又自去年以来，急风暴雨，发作无时，飞蝗虫螟，伤害禾稼，星文相犯，天地震动，灾变如此，正休兵息民，以答天戒之时也。

2．臣等非不知国雠未复，义不戴天。而虏为夷狄，犹曰厌兵。假使非其本心，以是绐民，民必德之。我不量力，而与之战，未论胜负，先失民心矣。民心所在，即天意也，事不可忽。

3．及于后殿，进呈虏书，陛下欣然谓：虏有善意，不可不答。臣等私窃妄议，陛下天资英武，痛祖宗未雪之雠，力图恢复，而一闻虏言，喜见颜色，真聪明睿知，而不杀者也。虏意欲和，天将以是赞我，使军民少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而图之，是万全之计也。使虏势诚弱，我势渐强，何求不得。

4．而台谏官议论纷然，力诋臣等，以谓专欲求和，以苟目前之安。于是，侍从之间，以至百执事之臣，交章来上，谓今日之事，只当用兵，不当言和。是皆不量事力，争欲交兵，政以利害不切于已，放为大言。逮其误国，则将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幸和议或变，乃皆轩然而来，争言我曾论此，以邀高爵美名。曾不思社稷之重，岂同戏剧，而生民肝脑涂地，谁与任其责哉。

5．陛下今日议和，岂遽忘国雠之未复哉。政欲使军民各就休息，一旦中原有变，起而乘之，虽复旧疆，雪大耻，何有不可。然后知今日之和，乃所以为他日之恢复也。（《纲目》卷一四，隆兴元年十一月诏议讲和条）


这段文字的开头既称“略曰”，自非全文。《宋史全文》卷二四《孝宗一》隆兴元年十一月壬子条之“陈康伯、汤思退、周葵、洪遵札子”项下所录，虽只有《纲目》所引之一半分量，却有《纲目》中所不见者，察其文脉，或应入于第4点之起首，其文为：

群臣纷纷，乃谓臣等意欲讲和，以苟目前之安。今窃以谓自今以往，尤当信赏必罚，以作成人材；选将励兵，以激昂士气；务农重谷，均财节用，以爱惜公私之力。庶几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惟在陛下无忘今日之纷纷，而力行其所以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区区之愚，不专为苟安之事，以实议者之言。

从所谓“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的话来看，这是为求休息、安民的自治之计。故《宋史全文》指出这是将政治重心移往内政的表现。

总之，在以实务官僚为中心的政权中枢多数支持下，宰执们一致要求孝宗决断缔结和约。《宋史全文》卷二四隆兴二年尾引《中兴龟鉴》评道：“向者（绍兴三十一年之和议交涉）康伯犹不主和议，今则康伯亦附会而言和矣。”汤思退等主和派与陈康伯、周葵、洪遵等其他势力联合一致，成为此时的一大特色。孝宗也说：“虏能以太上（高宗）为兄。朕所喜者。朕意已定，正当因此兴起治功。”（《宋史全文》卷二四，隆兴元年十一月壬子条）这当是宋、金讲和之所以成立的原因所在。

可是江淮宣抚使张浚入朝后，热心地向孝宗开陈反对和议之说，又使孝宗为之动摇。结果，十一月间所作的决定就变得毫无意义，到了十二月，张浚并进位为相。原在主战论（张浚）与主和论（汤思退）之间扮演调停者的陈康伯又辞去了左仆射（首席宰相）之职，和战之争遂演变为严酷的权力斗争。汤思退与张浚间的政治斗争且留待后述，下面先来看看，在和议——自治之计的问题上，曾一致劝告孝宗的陈康伯、汤思退、周葵、洪遵等宰执群。因为在隆兴以后的乾道、淳熙年间营造南宋盛世的政治集团，就是此一系统的关系团体。

这四位宰执的政治势力，又可区分为（1）汤思退，（2）陈康伯、洪遵，（3）周葵三者。先从（l）来论，汤思退其人前已有所论述。他结合江南（平江府、越州、处州等）之有力人士，掌握了韩仲通等秦桧体制下的实务官僚，又受到凌景夏等拥护江南地主利益的士人支持，其中包括王之望（台州）、钱端礼（越州）等有力之士。

凌景夏为杭州余杭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科第二名及第。可是他反对秦桧，遂闲居十余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癸卯条）。秦桧死后，他出任起居舍人兼权给事中的要职，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他指控在秦桧专制的巅峰时期（绍兴二十一年），为蠲除杭州流寓士人赋税，曾有加重土著负担之事，并强力抗议，要求改正
(5)

 。隆兴和议之时，他任吏部尚书，是侍从官、实务官僚中最重要的职位，积极地推行和议，这些已见前述。

王之望原是湖北襄阳谷城人，绍兴三年（1133）移居台州。绍兴八年进士。他长年总领四川财赋，以敏于行事著称，秦桧死后，他承高宗之意，办理四川经界法有成。他的实务处理能力极为卓越，“金人渝盟，军书旁午，调度百出。之望区画无遗事”（《宋史》卷三七二《王之望传》）。隆兴元年，为户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赞，主张南北共存论，因谓：“人主论兵与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窃观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绝淮而北，犹敌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战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后随机制变，择利而应之。”（同上）隆兴二年他升任参知政事，史书评其“力附和议，与思退相表里，专以割地啖敌为得计”（《南宋书》卷三一《王之望传》），故他也是汤思退的左右手
(6)

 。

钱端礼的行状称其本籍开封，然亦有言其为临安或余杭人者
(7)

 。与史浩等论交，于江南颇有声名。他是五代吴越王钱俶六世孙，高祖是著名文人钱惟演，祖父钱景瑧娶仁宗大长公主为妻，女儿则是孝宗皇太子妃，可算是头一等的名门。可是他自绍兴三年（1133）添差通判台州以来，一直都出任实务性官职，与所谓道义派官僚甚少交往。绍兴三十一年他任户部侍郎兼权知临安府时，曾实行东南会子官营化，也就是将民间发行的便钱会子改由临安府经营的一种纸币发行计划，行状称：“公尝建明用楮为币。至是专委公经画，分为六格，出纳皆有法。”（《攻媿集》卷九二《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隆兴二年，他任户部侍郎，与户部尚书韩仲通联合对抗张浚，就战费问题展开激烈的论辩。同年年底升转为参知政事，史书虽言：“时久不置相，端礼以首参窥相位甚急。”（《宋史》卷三八五《钱端礼传》）然亦可见其已为权力中枢的中心人物。他对宋金战争的看法是，“今日，和之为利，南北均矣”，而“金人必和”，故主张“欲和本出彼意，若必欲和，定无意外”（以上皆出行状）。这与虞允文等认为金人不可信的强硬论形成对抗之势，他将对金交涉的焦点集中在“正位号”、“定名分”、“减岁币”三项，以求完成和议。总之，钱端礼虽是吴越后裔，出身于外戚名门，却一直都出任实务官僚之职，并且希望南北共存，戮力推动和议。

其次是（2）的部分，陈康伯前亦已有论述，他出身江东信州弋阳，以静重、明敏见称，与秦桧及秦系人士泾渭分明，当时他已年近七十，以年高为人所重。以同知枢密院事列身宰执的洪遵，是江东饶州鄱阳县人，饶州与信州相邻，故他与陈康伯背景相同。洪遵祖父为洪彦先，彦先之兄彦章自饶州乐平县移居鄱阳。洪彦章为北宋元丰年间进士，任殿中侍御史，曾弹劾吕惠卿、蔡京。洪遵父洪皓奉使金国，被拘留十五年，归朝后又因忤秦桧而流放岭南南雄州。洪皓之子适、遵、迈于绍兴十二年（1142）、十五年（1145）进士科及第，以“三洪”知名于天下。之后洪氏定居鄱阳，数代皆有名士出，为江东西南之名门。三洪在政权中枢，颇为江东饶州地域的利害讲话，如乾道二年（1166）十月，洪迈奏上“减贡金札子”，遂有诏令减十分之七
(8)

 。洪迈时为起居舍人兼权直学士院，据其札子（收入康熙二十三年《饶州府志》卷三十四，疏；康熙二十三年《鄱阳县志》卷十三，艺文）所言，饶州每年须于皇帝诞生之日献纳金一千两，麸金（沙金）十两。“民困官忧，已非一日”，洪迈因此论道：“千金在朝廷，视之为甚少，在一州为甚多。况民力极敝，不堪支矣”，且“独此郡任之，与他不等，盖失敷陈”。最后他说：“臣不敢以乡井自嫌，隐嘿不言。傥蒙圣慈，不以臣言为过愿，忽下有司，径以御笔蠲减。”既有诏令减饶州贡金，则洪迈为饶州讲话的目的大致是达到了。而我们也得以确认，洪迈的确是饶州地方在中央的代言人。至于与陈康伯几乎是同乡党、政治路线一致的洪遵，其社会背景也就可以透过其弟洪迈的举措略知一二。

最后看看（3）之周葵，在讨论经界法时，已对他与李光有所介绍。他出身两浙常州宜兴县，当时已六十五岁，由于陈康伯年高有病，多由他折冲于宰执之间，史称“时参知政事周葵实行相事（宰相职务）”（《宋史全文》卷二四，隆兴二年十一月是月条）。绍兴九年（1139）底，李光因郑亿年问题罢参知政事时，他也“以言事忤秦桧”（《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十二月己巳条），落职起居郎。他又与知平江府事、实行经界法的李椿年敌对，遂为秦桧所罢。他始终“守自治之说”（《宋史》卷三八五《周葵传》），既非秦桧派下人物，也不是张浚那种对金强硬论者。他与李光皆因持自治之说，而和在孝宗左近、因与张浚对立而辞相的史浩站在同一阵线。李光是越州会稽人，史才、史浩等史氏一党则以其邻近的明州鄞县为大本营。

绍兴二十三、四年间，史才虽在秦桧之下任职宰执，但他与李光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史载：“李光，曩知温州。（中略）（史）才用其荐书以改秩。及今得路，遂与（孙）仲鳌及光门之厚者互相交结，密通光书于万里之外。”（《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六月癸巳条）绍兴二十三年七月，史才任右谏议大夫，他强力评击军队在浙西太湖开辟围田，称之为霸田，以其令太湖周边原有民田受害甚巨，要求还复太湖旧迹（《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七月庚戌条）。这与李光为江南在地地主之既得权益讲话，反对特权人士“废湖置田”，主张“废田复湖”的情况同出一式。就社会政治立场而言，李光与史才原是站在同一边。史浩是“（史）才从子”（《要录》卷一七四，绍兴二十六年九月丁未条）。史才的祖父史简，为史浩曾祖父。史浩的长子史弥大，三子则是在宁宗、理宗时独占相位长达二十六年的史弥远。史氏是南宋明州名门中的名门。如前所言，史浩基于所谓自治论，主张“惟当练士卒，（中略）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齐东野语》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符离之师条），反对张浚轻举妄动的北伐策略。总之，李光、周葵、史才、史浩等人与汤思退之派属有别，但皆代表江南，特别是越州、明州等浙东在地地主。

代表江南、沿袭秦桧以来之南北均衡论，掌握政权中枢实务派官僚的汤思退，亦代表江南、然基于自治论的周葵，还有与秦桧、张浚皆有所分别的中间派，亦即代表江东的陈康伯、洪遵等人，在隆兴元年（1163）末，达成当继续维持和议的协议，其历史特征已如上述。绍兴八年、十一年和议，是在高宗、秦桧彻底镇压、排除反对势力后才得完成；相对于此，我们当可了解，隆兴和议在性质各异的诸势力联合、妥协下形成的意义所在。

隆兴元年十一月中旬，实务官僚与宰执所提缔结和议的建议，原已得孝宗谅解，将成为国家之政策。但十二月初，张浚入朝反对和议；同为四川系人物，并曾于采石力挫金帝亮渡江攻势，一跃而为民族英雄的虞允文，还有权力中枢的台谏们也都极力反对。结果，孝宗大为动摇，拔擢张浚为右仆射，和议受阻。史称：“故思退虽为左仆射，而公（张浚）恩遇独隆，每奉事，上辄留公与语，又时召（张）栻（张浚之子）入对，赐公御书得圣主贤臣颂。”（《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七，隆兴元年十二月张浚右仆射条）中间派的长者陈康伯辞相任后，主和派的汤思退系士人与主战派张浚系士人，遂为争取政治主导权，在权力中枢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

属于少数派的张浚，其政治工作大致有三：（1）迁都论，拥立孝宗于前进基地建康，离开临安，示天下以继续对金作战之决心。“公（张浚）自太上（高宗）时，即建议当驻跸建康，以图恢复。上（孝宗）初即位，公入对，又首言之。及抚师江淮，每申前说。至是复力言于上。”（同前）

（2）符离败战后，为重整南宋军队，组织了四个军团，即：“所招来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以实建康、镇江两军，凡万二千余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又万余人”；“山东豪杰悉领受节度”；“又以萧琦契丹望族，（中略）令琦尽统契丹降众”。计划以此四项势力，在军事上与金相抗（《纲目》卷一四，隆兴二年三月张浚复如淮视师条）。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尝试组织忠义之士（亡命者）、群盗，并联络金国境内反金势力，如山东豪杰、契丹族，以期继续对金作战。这种联合诸军事力量的计划构想，固有可能成功，但其既缺乏强大的皇帝直辖军为主力，则此战争计划的实效性不能不令人怀疑。史浩曾批评张浚大言壮语而欠规模（计划性），或许正说中了问题所在。

（3）其计划是在征得孝宗同意后，即效法秦桧尽扫反对势力，转由己派士人进占权力中枢，故也可以算是某种政变计划。但是主和派原是由各势力联合组成，主战论即反对和议派欲拥皇帝排斥其他势力，情势遂为之丕变。史载：“公（张浚）既入辅，首奏当旁招仁贤，共济国事。上令公条具奏。公奏以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张阐可备位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即宜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冯时行、任尽言、冯方皆可备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张宋卿议论据正，可任台谏。皆一时选也。”（《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七，隆兴元年十二月张浚右仆射条）其特色为：其一，所举人物之居上位者殆与本章第二节所提人物重叠。也就是以最活跃的反秦桧士人编组权力中枢。其二，与他关系密切的四川、福建籍官员，在十八人中占了九人，江南出身的只有莫冲（湖州）一人。这与推动并支持和议者以两浙、江东联合势力为主的情况恰成对比。

对于已无陈康伯为奥援的汤思退而言，情况自是相当危急，他必须全力应付张浚的作为。史称：“始议以四月进幸建康。浚又言，当诏还王之望等（赴金使节）。上从之。幸建康之议，汤思退初不与闻。乃与其党密谋为陷浚计。”（《宋史全文》卷二四，隆兴二年三月是月条）“思退等初不与闻，（中略）上曰：朕已决幸建康。思退等失色，遂阴与其党谋为倾陷之计。”（《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七，隆兴元年十二月张浚右仆射条）

汤思退对抗策略的第一点，是藉已退位的高宗的影响力来压制孝宗。“汤相计穷。请上以社稷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朝野杂记》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和战本末》）第二点则是动员钱端礼、王之望、韩仲通等实务派官员，从财政等方面开陈对金战争的困难处。户部侍郎钱端礼即上奏称：“兵为凶器，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之至计。”（《续鉴》卷一三八，隆兴二年三月丙戌朔条）又“（户部侍郎钱端礼与）户部尚书韩仲通同对，论经费。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调发，不易支吾。上云：须恢复中原，财赋自足。仲通奏恢复未可，必且经度目前。端礼奏仲通言是”（《南宋书》卷三一《钱端礼传》）。

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隆兴二年（1164）三月，张浚奉命往江淮视察军事状况，“俄诏浚行视江淮”（《纲目》卷一四，隆兴二年三月张浚复如淮视师条）。张浚离京后，右正言尹穑首先对张浚心腹之人──江淮都督府参议冯方提出弹劾，谓“方不当筑城费财”（《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七，隆兴二年四月条），继又论“浚跋扈”，“乃议罢督府”（《纲目》卷一四，隆兴二年四月命钱端礼、王之望宣谕两淮，召张浚罢都督府条），遂以户部侍郎钱端礼、吏部侍郎王之望为淮东、西宣谕使，取代之；复“论浚费国用不赀”（同前），以张浚都督府财政散漫，于四月下旬罢浚右仆射之职。张浚派下最有力的陈俊卿也去知泉州，同年八月底，张浚病没。张浚的下台与病逝，意味着反和议势力失去了最高领导与象征人物，无法再与主和之联合势力相对抗，大势所趋，和议乃再次进行。

不过，史书上并未以隆兴二年三月张浚出京巡察江淮之事，作为两宰相并立之权力斗争──也是路线斗争的转折点。只有《齐东野语》提到，“和议将成，浚坚持以为不可。汤思退乃白上张蕴古求和事。由是浚议遂绌”（卷二，张魏公三战本末略，符离之师条）。周密（《齐东野语》作者）认为，张浚接获符离大败战报后惊慌失措，令太平州通判张蕴古赴金军求和，这笔旧账是决定性的关键。唯据笔者个人以为，就大局而论，张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汤思退系、周葵系、陈康伯与洪遵系的联合势力依然存在，未曾瓦解。

史言洪遵之兄洪适“自淮东总领召归，附思退意，言浚边备如儿戏”（《纲目》卷一四，隆兴二年四月张浚罢条）。隆兴二年二月周葵、洪遵又上奏称：“今日之举（继续对金作战），当量度国力”（《宋史全文》卷二四，隆兴二年二月癸亥条），批判张浚的冒险主义路线。这些事情足以显示，在严酷的权力斗争中，三势力的联合关系一直维持着。此外，张浚本身计划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其军事计划的暧昧性，恐怕也是令孝宗不敢贸然迁都的原因之一。

隆兴二年六月至七月，汤思退撤除唐、邓、海、泗四州驻军，金军重新进占其地，纠缠难解的国境问题暂告段落。汤思退则为此流放永州，并死于途中。参知政事周葵乃行相事（宰相职务），十一月时，陈康伯再就相职，王之望则自九月起任参知政事，与钱端礼共同致力缔结和议。隆兴二年八月，魏杞使金商讨和议条件，十一月时王抃将参知政事周葵、王之望的书简致送金将仆散忠义，隆兴和议遂成
(9)

 。其最后内容为：

（1）两国以往之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两国间往来之公文书亦由诏（金对宋）、表（宋对金）改为国书。

（2）岁币各减银、绢五万，即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又改“岁贡”为“岁币”。

（3）疆界维持绍兴十一年和约状态，亦即宋放弃前述四州与商州、秦州。

（4）俘虏皆送归国。但叛亡者（政治性逃亡）不在此限。于是，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1165）正月，宋朝使节携带着“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的国书与誓书赴金，金则以“致书于侄宋皇帝”的国书予宋，双方确认了隆兴和议（《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卷八七《仆散忠义传》）。此后直到开禧二年（1206）五月，宋毁弃盟约、重启战争之前的四十年间，宋、金两国与东亚世界的基本关系概以此隆兴和约为准。


 六、后秦桧政治过程的历史意义

以上是有关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死后至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第三次宋金条约缔订的政治过程。这十年的政治过程，在南宋政治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又有何种意义可言呢？这十年既是绍兴十二年体制即秦桧专制体制崩解的过程，同时也是步向乾道、淳熙南宋全盛期之过渡时期，为乾淳政治体制之形成期。以下即先从这样的观点，就绍兴二十五年底迄隆兴二年底之政治过程作概略整理。

所谓绍兴十二年体制，是由宋、金两国分中国而治之，在两国之间，无论是形式上或实质上，皆以宋从属于金为其基本内容。从宋方面看来，这既放弃了北宋政权原有的民族立场，反对的声浪当然极高。而南宋对金的从属关系，也意味着南宋政权间接受金支配，这与前述放弃民族整体立场同样成为抗拒绍兴十二年体制的根源。这种抗拒意味着统治集团的分裂，支持十二年体制的高宗、秦桧政权因此对反对势力或不合作者进行彻底的镇压，十二年体制遂与秦桧专制体制同义。但是，秦桧只求以暴力压制反对势力，只一味排斥其他政治势力，从不求与之联合的做法，造成其权力基础日趋狭隘、闭塞，政策也日渐窄化。

秦桧死后，高宗仍继承其对金从属的路线，但却不再循秦桧模式——只任用实务官僚、亲友、皇帝周边人士、特权商人。他改变了原有的权力编组方式，改以原秦桧政权成员中能代表江南在地有力人士，并能掌握实务官员的沈该、汤思退等人掌控国家权力，试图对秦桧政治有所修正。

而在另一方面，原来在政治上受到秦桧体制压抑而要求复权者，以及可因秦桧体制成员罢黜而得升进之年轻官员，又联合起来攻击秦桧修正政权，终于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三十年（1160）间，令沈该、汤思退下台。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反秦桧路线运动，并未正面攻击十二年体制，而是藉暴露沈该等人的渎职——也就是从道义上加以非难。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尚未储备足够的政治力量，足以在破坏十二年体制之后，构想并实现替代体制。可是这已使十二年体制大为动摇。

及至绍兴三十一年，金片面毁弃十一年和约，展开征宋战争，十二年体制即秦桧体制遂完全被破坏。战争使得以张浚为首的反秦桧势力一举掌握了政权，相对地，无论是实务官僚，还是皇帝周边人士的秦桧系势力几乎是一扫而空。结果高宗也失去了向所倚仗的政治势力与其历二十多年建构的政治体系，只好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夏宣布退位。

集结在新即位的孝宗与张浚之下的政治势力，向以解除对金从属关系，建立对等关系为当然，并因此而主张发动战争，恢复中原。可是，金把曾经弭平契丹反乱的最精锐部队配置在边境上，宋军大败（符离之战，隆兴元年五月），宿愿难偿。结果，江南系持主和论的汤思退、钱端礼、王之望等实务官僚，江南系持自治论的周葵，江东系中间派的陈康伯、洪遵等人合组的联合势力，遂与以张浚为首的四川、福建系主战论者，就国家基本政策问题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

最后，张浚的建康移跸计划、政权中枢占据计划皆未得实行，金方面又在名分上让步以求重缔和约，主和派之联合势力乃取得胜利，于隆兴二年底建立宋金第三次和约，并自次年——乾道元年开始两国之“敌国关系”。

至于缘生于这十年政治过程中，与之后乾道、淳熙时期——所谓南宋全盛时期——政治体制有关之特质，亦可分为权力编组之形式、政策的基本方向两者来讨论。

首先，关于权力之编组形式。隆兴二年（1164）秋、冬间，张浚、汤思退相继去世。张浚与秦桧一直敌对，汤思退则是秦桧路线的继承人。二人相继去世，标示着政治领袖的世代交替，在南宋政权确立时期活跃的政治人物已告衰亡。权力中枢的编组方式在绍兴二十五年底至隆兴二年底的十年间发生巨大的变化。

秦桧一直拒绝与其他政治势力相联合，而以实务官僚、亲戚、心腹、皇帝周边人士行其专制政治。由于其亲旧及皇帝周边人士概属北宋末期开封权门，或与之有系谱的联结关系，故秦桧专制既是超越的，又极具片面性。

秦桧死后，政权中枢编组方式的最大改变是，原本在秦桧体制下已然空洞化、毫无存在意义的宰执制又再起生机。宰执们不但可以选择并决定政策，也调整了利害关系。

随着宰执制的活化，其最高领袖如沈该、汤思退等人的政治经营手法也值得注意。秦桧集团原系北宋末开封权门集团，相对地，沈该、汤思退则是南宋政权的基本地区江南——两浙地区的代言人，并以其地之有力人士为其社会后盾。如果只从政策上着眼，从秦桧到沈该、汤思退的这种变化，不过是形成次秦桧政权而已，但若从政权中枢的编组方式与运作面来看，则其变化就相当大了。

宰执制的活化与实质化，以及起用地方有力人士出任宰执等事，就政治势力的配置与编制看，乃是联合，若是从政策决定方面观察，则是妥协，这成为后秦桧政治过程的基本政治形态。绍兴二十九、三十年，沈该、汤思退政权的瓦解，虽是缘于新、旧两世代反秦桧势力的联合，但构成此势力中心部分的乃是四川、福建官僚，概属当时经济上非先进地区。而与张浚相对抗的，则是汤思退、周葵、陈康伯之联合势力，其中汤思退、周葵分别代表两浙先进地区，陈康伯、洪遵则出身江东。汤思退虽是秦桧直系，周葵则与反秦桧的李光相交，陈康伯也持非秦立场。推动隆兴和议的势力，其实是由不同地域、不同理想的势力联合组成。

联合势力既成多数派，遂在权力斗争中压倒了持主战论的张浚等少数派，又由于乾道五年（1169）至七年（1171）间张浚系士人中之有力分子（包括张浚之子张栻），也认为国家政策当以国内整备重于对外战争，故隆兴年间主和集团的结构形式，也就是诸势力联合并妥协的形态方式，遂成为乾道、淳熙年间──南宋黄金时期──的政治结构。

王德毅氏在其《宋孝宗及其时代》
(10)

 一文中，曾就孝宗治下宰执人物加以分析，其结论为：（1）宰相共十六人，其中陈康伯、史浩等四人曾经再度为相。（2）十六人中出身两浙者六人，江西四人，福建、四川各三人。（3）在任期间自三个月至七年不等，平均二年。（4）副相之参知政事共三十人，其中十人后升任宰相，四人转知枢密院事。（5）参知政事一般任期也不长，平均为一年三个月。（6）参知政事的籍贯以两浙为最高，江西、福建次之
(11)

 。从这项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南宋政权诞生后四十年，政权中枢已多为新版图内出身者所占据。而若再翻开清万斯同所编之《宋大臣年表》，亦当会注意到孝宗乾道、淳熙年间之掌握政权者，一定是由两浙、江西（即宋代之江南东路西南部，如江州、饶州、信州等地以及江南西路）、福建、四川等地出身的宰执组成。这与秦桧专制期间由特定势力独占权力中枢的情况大为不同。

至于宰执在位期间的缩短，吕中已指出“相位之所以屡易，盖惩秦桧专权之弊也”（《中兴大事记》卷二，宰相屡易条），亦即这是孝宗为防止秦桧者流再次专制，特意采用的政治手法。

总而言之，在孝宗治下，是以联合、妥协的政治形态，组成最高统治集团，并由出身各地人士轮流短期出任。宋政权原有的特色在于：以科举制为媒介，将地方上有力人士一网打尽式地网罗到中央，政策则系由居于官僚群顶端的宰执们合议后与皇帝一同决定，并据此以调整统治区域内的利害关系，维持民族的整体性。南宋政权的规模远较北宋为小，政权成立后，经过四十年时间才又重新建立此统合形式。宰执制的活化、实质化，以及宰执成员地域代表性的再确认，意味着宋代官僚制原有的全体性再次恢复。孝宗时期成为南宋盛世的最大历史根据，或许正在于其确立了联合、妥协的政治形态，而这也就是秦桧死后十年政治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遗产。

其次所要触及的，是自秦桧死后至隆兴和议成立约十年之政治过程中，政策基本方向对乾道、淳熙时代所造成的影响。

秦桧专制的变质与崩溃，不但意味着其恐怖政治即暴力镇压政治的解除，从政策面来看，也是其维持对金绝对从属关系遗言的解咒。反秦桧路线者从道义的立场攻击次秦桧政权，并在罢免宰相的同时自我茁壮，但其政治力量却尚不足以直接攻击、否定秦桧所设下的宋金关系。然而金的片面毁约，加速了宋内部已在进行的变化，使宋得以一举摆脱从属的关系，取得对等地位。金之天下（南北）统一战争，随着金帝亮的被刺而告失败；宋的收复失土之战，也因符离之败而大受挫折。若就大局来看，显而易见的，双方在力的关系上，都无法有效压制对方。南宋虽然摆脱了对金的从属关系，要想整备国力，进而一统天下，却是不可能的事。

在这样的大情势下，张浚之主战论势力，与汤思退、周葵等主和论联合势力，虽为了争夺领导权而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但这场争执绝不可以单纯地还原为以往的“主战论”对“主和论”。秦桧、张浚间的和战之争，乃是二者择一，故须彻底地镇压反对势力，并由己派占据政权。可是到了此一时期，主和论既是主张“今日之和，乃所以为他日之恢复”（隆兴元年十一月宰执之见解），自然不是非和即战的坚持，而是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这也是其最大的特色所在。这当然不能与以往的和战之争同等看待，同时，还表现出试图脱离对金从属关系、追求相当程度自主的立场。

主和派联合势力的见解特色，在于其一面指出今日军民皆要求休息，必须先恢复和平，一面以整备国政、充实内政为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从而要求转换国家基本政策。前文已就《中兴纲目》与《宋史全文》两书中所引主和派上奏文作过介绍，前者主要主张军民休息论，后者则以充实内政着眼。《宋史全文》称：今后当“信赏必罚，以作成人材；选将励兵，以激昂士气；务农重谷，均财节用，以爱惜公私之力。庶几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卷二四，隆兴元年十一月壬子条）。汤思退、陈康伯、周葵联合势力的胜利，当然意味着他们重视内政的政治路线得到确定。隆兴和议后数年，也就是乾道五年至七年间，原本激烈反对和议的张浚系士人领袖，也不得不同意此重视内政的路线，遂使此方向得以更加确固。《宋史全文》卷二十六淳熙三年四月是月条中，时代稍后于此的史家吕中表示了他的看法：

故当时端人正士，如张栻、黄中、刘珙、朱熹、吕祖谦，最为持大义者也。而乾道五年，张栻入对，则谓：欲复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吾境内百姓之心。六年，黄中入对，则谓：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雠，固非久安之计。言战者复为无顾忌之大言，无必胜之术。内修政理，外观时变而已。张栻再入对，亦谓：虏中之事，臣虽不知，而境内之事，知之详矣。比年诸道，岁饥民贫，国家兵弱财匮，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七年刘珙手疏则谓：吾之所以自治者，大抵阔略，而乃外招归正之人，内移禁卫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复之功，未易可图，而意外立至之忧，将有不可胜言者。吕祖谦轮对，则谓：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始终本末，当具举，缓急难易，当预议。而朱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月长，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月忘。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

此外，《宋史全文》卷二四隆兴二年十二月条引《（中兴）龟鉴》亦有类似论说：

当时，端人正士，如黄通老（中）、刘恭父（珙）、张南轩（栻）、朱文公（熹），最号持大义者。而黄通老入对，则谓：内修政事，而外观时变而已。刘恭父自枢府入奏，则谓：复雠大计，不可浅谋轻举，以幸其成。文公自福宫上封章，则谓：东南未治，不敢苟为大言，以迎上意。南轩自严陵召对，则谓：虏中之事，所不敢知，境内之事，则知之详矣。是数公者，岂遽忘国耻者哉。实以乾淳之时，与绍兴之时不同。绍兴之时，仗义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余，风气沉酣，人心习玩，必吾之事力，十倍于绍兴而后可。

黄中、张栻（浚之子）、刘珙、朱熹、吕祖谦等人，在后秦桧政治过程中皆在张浚左右，可以代表张浚的立场，然除虞允文等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在乾道五年（1169）以后已倾向所谓“今日之和所以成他日之恢复”的立场，也就是转向重视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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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孝宗个人虽不断主张重启对金战争，以宰执为中心的士人们，却多已改持对金慎重论，孝宗的意志也就无法实现。而孝宗之得以成就其乾道、淳熙之盛世，其政治之安定，国内体制之整备充实，其实是靠着隆兴和议之后各政治势力皆重视内政所致。这当然也是由后秦桧政治过程中所产生的国策路线变化而来的。

这种基本政治课题的转换及其实现，其实是自南宋政权建立以来，即已根深蒂固的江南民力涵养论之国家政策化。所谓联合、妥协的政治，其政治主体是以在地地主为主要政治势力，经由官僚机构实现南宋政权的统合性与整体性。而其主导权则由两浙、江东系势力所掌握。前述汤思退、周葵、陈康伯之联合即其例证，“使军民少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隆兴元年十一月札子），更明白显示其自治论的立场。从秦桧与李光之分合过程来看，江南自治论与江南民力涵养论在南宋初期政治史上，原是重要的理念，却在秦桧专制下不断被打压。汤思退、周葵、陈康伯期待成立和议，并欲将路线调整为整备国内、充实内政，正是要将江南在地地主多年主张的江南民力涵养论加以具体化。最后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孝宗治下的乾道、淳熙年间，乃是南宋政权立足于江南地区，最能接纳江南地主舆论、最能为江南着想的时期，这也是始自这十年的后秦桧政治过程。



————————————————————


(1)
  参本书第321页注释1。又此文并见于《要录》卷一〇〇，绍兴六年四月乙卯条；《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九之九，绍兴六年四月十八日条。


(2)
  外山軍治：《金朝治下の契丹人》、《世宗即位の事情と遼陽の渤海人》
 ，《金朝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3)
  关于绍兴三十二年之高宗退位及孝宗即位问题，参见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之前言“孝宗由外藩入继大统的经过”，《宋史研究集》第10辑，1978年。


(4)
  关于隆兴和议的经过，特别是包括宰执在内之权力中枢成员的发言，当以静嘉堂文库所藏《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抄本）为最详。一般被用作基本史料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和战本末》，仅以注记方式插入“大略”。《中兴两朝圣政》又缺少最紧要的一段──绍兴十四年至乾道二年。


(5)
  凌景夏于绍兴二十六年七月丁巳日曾有以下发言（《要录》卷一七三）：“起居舍人兼权给事中凌景夏言，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之人，以驻跸之地，辐凑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绍兴二十一年，有诏，临安府见推排等第，依在京例与免。命下之日，万口欢呼。有司乃以和买役钱，难以减放，止与西北人蠲除，其土著人户反成偏重。臣窃谓，土著、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泽之施，实先京师。今陛下施德泽，以幸斯民，而有司不能奉承，失信于下。（中略）伏望依已降指挥，并与蠲免，庶几德泽无偏，诏令有信，足以称陛下发政施仁之意。”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像这样明白为土著利益发言者。而绍兴二十一年间对流寓人士与土著所施行的差别待遇也值得注意。故山内正博虽以秦桧为江南旧地主的利益代表，在凌景夏眼中，却未必妥当。


(6)
  关于王之望，可参考《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七，隆兴二年九月“王之望参知政事”条。


(7)
  《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上；《宋史》卷三八五《钱端礼传》。


(8)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乾道二年十月己丑“先是”条；《纲目》卷十五，乾道二年冬十月减饶州岁贡金额条，皆作“十分之七”。《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乾道二年十月己卯条则为“减饶州岁贡金三分之一”。究竟以何者为正确，非此处关心重点。


(9)
  隆兴二年十二月和议成立。《攻媿集》卷九二《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钱端礼行状）称：“（十二月）甲午（十四日）降诏，和议已定。”由于《宋史》本纪与《朝野杂记》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和战本末》等记载不甚清楚，致今日之历史年表皆称之为乾道和议，实未尽妥当。


(10)
  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0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刊行，1978年，第264—283页。


(11)
  包括南宋在内的宋代宰相、执政出身地之分析，详见周藤吉之：《宋代官僚制と大土地所有制》第二章第一节《宋代の最高官僚と科挙制との関係》
 ，《社会構成史大系8》，日本评论社，1950年。


(12)
  这里所举的人物，到了乾道年间，何以会转而重视内政问题，必须就个别人物进行检讨。由于不是此处课题——这应该是南宋中期政治史的起点——当有待于他日。



跋

本书集结了笔者近十年之研究成果，最早一篇与本书有关的论文发表于1976年。已刊之有关论文依发表顺序列举如下，备供参考：

（1）《秦檜後の政治過程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
 ，《東洋史研究》35-3，1976年。

（2）《南宋成立期における民間武装組織と建炎年間の政治過程》
 ，《史学研究》137号，1977年。

（3）《建炎·紹興年間の政治過程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呂頤浩政治の特質と范宗尹の藩鎮構想の政治的背景》
 ，《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38-2，1978年。

（4）《南宋政権確立過程研究覚書——宋金和議·兵権回収·経界法の政治史的考察》
 ，《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42-1，1982年。

（5）《呂頤浩より趙鼎へ——紹興四年——同八年の政治過程》
 ，《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43，1983年。

此外可参考之相关论文尚有：

（1）《秦檜の南北構想試論》
 ，《史学研究》150，1981年。

（2）《五代北宋政治史概説》，今堀誠二编：《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その歴史的展開》
 ，东京：劲草书房，1983年。

从架构上来看，第一篇系本书之终章，第二篇为第二章，第三篇为第三章，第四篇为第五、六、七、八、十四章，第五篇则为第三、四章。可是就分量上而言，上列已发表之论文仅占本书五分之二，同时由于对原来的内容也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故本书几乎是完全重新起稿。

无论是全书或个别历史过程的考察方面，都还有不足之处，有待今后再加补正。不过，笔者原先所拟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尝试从一连续且一贯的观点，追索建炎元年（1127）至乾道元年（1165）之间——这段时间或许不可谓长，但却具有政治史的意义——的政治过程，应该已有部分完成了。认为藉秦桧、岳飞等人物即可道尽此期间政治过程者姑且不论，在目前政治史研究对象与分野极度片面化的状况下，将政治过程作为一过程记述的做法，或许会受到只是在说故事的批评，但我相信，在理解宋代史与宋代社会的基础作业上，这样做确实有其意义存在。

本书在处理政治过程与政治现象时，十分留意同时代人的观察。这当然是历史学的做法，目前无论是中国方面有关秦桧与岳飞的讨论、南宋初期的研究，还是追随中国脚步的日本研究，都是由固定观念进行记述与分析。这必须通读并精读《宋会要辑稿》200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三朝北盟会编》250卷等同时代基本史料，才能确实掌握当时的政治焦点，但由于史书的卷数庞大，做起来绝非易事。关于这点，我在阅读基本史料时，曾在静嘉堂文库的陆心源藏书中找到阙名撰《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抄本）、吕中撰《皇朝中兴大事记》（抄本）等书，其中明白交代了当时政治过程的焦点所在，就如同指南一般，实在是非常幸运。据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前者就连中国也只有北京图书馆珍藏着抄本（同上，第106页），而就笔者所知，日本与中国方面都还没有人利用该书作过研究。

现存宋代史关系史料、史书，大致可分为四类：（1）王朝编集或类此之大部头史书，（2）士大夫个人文集、笔记等，（3）石刻碑文之类，（4）现存宋元时期地方志。本书是以前述之《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等书入门，所利用之史料则以（1）为主，据此进行组织撰写。因此，在全貌的追求上，还有利用（1）之外的史书追踪填补史实方面，都难免有不备之处。他日当对史料方面的问题再行检讨。

本书未尽完满，本不足以面世，勉强完成目标，实赖板野长八、今崛诚二两位教授之熏陶教诲。自写作大学毕业论文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史的掌握、史料解释的致密性、严密性，还有其他言之不尽的问题上，都承蒙板野先生悉心指导。今崛先生观察中国史的角度与板野先生不同，有关中国史一般文献史料的特质与处理方法，知识极为渊博。在研究所的五年间，先生毫不吝惜地倾囊相授，谨此致上最大的谢意。

对于不断支持鼓励我的学长与同学们，无法一一列名于此，只有由衷地感谢。

本书获得昭和六十二年（1987）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并蒙溪水社木村逸司先生协助刊行，亦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更要感谢在我写作期间，方便我利用史料、研究论文与书籍的广岛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教室、中国哲学教室、中国文学教室、广岛大学中央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国立国会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各有关机关。



编者后记

日本学者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深厚传统与显赫成绩大概已经是学界常识。不过与之相比，译介到中文学界的相关论著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们编选了这套“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希望能够对促进中日学界的相互了解、深化相关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丛刊目前的规模为专著十一种。在确定书目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以下两个重点：其一，侧重于汉唐间的历史时段。这应该是在古代中国研究的各专门领域中日本学者的优势和特点最为明显的阶段，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极具参考价值。其二，主要以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为译介对象。经历了战后左翼思潮的风行，这一代学者大致于197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并引领了其后二十年的发展潮流。当然，丛刊也希望能够保持开放性，未来还将继续纳入更多优秀的作品。

对于日本学者书中提及的日文论著，丛刊采取了尽量保持文本原貌的处理原则。包括日文人名、书名、期刊名、论文名中的日文汉字，均未转为中文简体，以便利中国学者检索相关文献。由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敬希谅解。

在中国当下的学界环境中，专门学术论著的翻译出版并非易事。丛刊最后能够落实出版，要归功于海内外诸多师友的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诸位原著作者对我们的工作均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在著作权与版权方面提供了很多协助。日本汲古书院、青木书店和朋友书店，台湾稻禾出版社和台大出版中心，也慷慨赠予了中文简体版版权。对于各位译者来说，数十万字的翻译工作耗时费力，又几乎无法计入所谓“科研成果”，非有对学术本身所抱持的热情不足以成其事。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阎步克先生和罗新先生对丛刊的策划工作勉励有加。复旦大学历史系时任领导金光耀先生和章清先生为丛刊出版提供了至为关键的经费支持。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陈军先生和史立丽编辑欣然接受丛刊出版，史编辑在编务方面的认真负责尤其让人感佩。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池田雄一先生、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窪添慶文先生、京都府立大学名誉教授渡辺信一郎先生、福冈大学紙屋正和先生、中央大学阿部幸信先生、大东文化大学小尾孝夫先生、阪南大学永田拓治先生、鹿儿岛大学福永善隆先生，台湾大学甘怀真先生、成功大学刘静贞先生，复旦大学韩昇先生、李晓杰先生、姜鹏先生，武汉大学魏斌先生，首都师范大学孙正军先生等诸位师友，在丛刊的策划、版权、翻译、出版等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徐冲

2016年元旦于东京阳境原

OEBPS/Image00000.jpg
BLTHBEA BKEFESISME | AE | B
jace k& - SRR | OSRA EE R | 2R | T
(mt/?[é%)
G - RUEUR R | kil B BA | R
(QEE|drict= ) Z=57 . By [E
AN}
iz IRRE i BELL R, 2l | S 7
S LR N e s
iz XD | et o BEAE, B | EfE. Wb, WrgE | M) Eivi)
P (R4 ) 5 Jt
P e (= | =R, XF | 2O | B
R ) DA NSl AAZE
JERRUE[AE eIz
DHERZE | X 8
7 i K RS = NE (ERE)

B Ak






OEBPS/Image00003.gif





OEBPS/Image00004.gif





OEBPS/Image00001.gif
ST S,
FLEE?

1|2 7





OEBPS/Image00002.gif





OEBPS/Image00024.jpg
ORI + HERF
WO R §

R —w
R Rhoi—

ERREREHER
o





OEBPS/Image00026.jpg
ERRERENSR
-





OEBPS/Image00021.jpg
A #& FERE £ f£ 3 IEEY] % %

W | RBOHTTR | SR | GO A | Rk
fe RS E, 4
%=+ FE+=
HAHML, 8%
Staet ik
o 45 66 38,
® e s
FE8, =14
E AR

T == )E

oo BB | BRI TE | 2 BT | AN =T = | 5HE
HLH HRER R, 2%
=AU AN

% | RERER | BUCTIEE | AU TIUESS
T HIFEM, 4=
GERAREH,
e

AOEE | B | T HETH | 4TSN H | Al
§4+4lﬁ/\ﬁ LR T A

B, fNM=14IF
A AV M, 4%
=47 A
&%, FM=1=
L[’Hﬂlﬂﬁﬁﬁ#l_mﬂ
il L

HRE (1IE/N

=}
“é«

B | QUTRIHER | %+ o5 6 % | @M=+—4\A | Al
I AT

i

BAR | BINSIEE | AT L EE | #HRFN\A | JUEE
—E ‘Ezﬁmém SR
AE, FH 1k
aﬁ)\ﬂm)‘l, el
=R AR
i

b

>

b \

‘K

=1

SR | BONEEER | GR4THETAE | EABUN. B | BRI
=AM






OEBPS/Image00022.jpg
S

A% fELEZ f£ 3 HIfE£h % &
MO | WIERE | AN S| g :f‘ﬂﬂ Hye+ G
+=A=E? KRR, o= |+, FM=1E
rmaamgﬁ A+ — H AL
B, TEST | %
)%{ Rt
WgRAs | EINCEE PAAHEF T | MEEE R AE,
HEANEFZ HI5ENS 2 56
H
OE | B f’n’ > *‘ﬂi:“‘ BRI\ HIRIN | S HED

S | FERHE, RN
B BN
+— AR, 4

F—4E =AM
el
£ | EAEBE AU+ F AR (
T HEZ+N AN D )l\
F=H =+4E+ HER
KA | R ARG,
é’J/J\4+/\rF1T
HI g 4
SRIGHE | IR R BT THEE | G HRET— | 2R (GENA
P94 HAREHRAR A | )
C
PR | BIHZERE P+ LEE | BT HENA | BMEERL,
== KERD W, 2524 | 5KiRR
AU+ HIL
IREE AR, Jngd
BRI« %8 45 B
BEORR, i
AWAE | AMERE | MR | SO N\
s ] t;i
o | BANEREER | MR | SERM ith. Blirz 26
5 ] HAE






OEBPS/Image00019.jpg
ERIE= £ H N3] % %

feigres) A RFETH | BROFRSTEE =t GO VAN
=g H fit ) — A2 A= LA
C1E/ )

AR Loe s | g4 HET AR | R == Al /Lill" 2208 (IEE
A=) A C ML) i)






OEBPS/Image00020.jpg
2

A # {EHEZ 1 4 HIE4 % %
R | BT | A4 VLT AN | EHER. AME
—4F FERA, G5 | ENHRE. /A
SEPY HiiF el | ONEE A A
Fhoad HEHERE
Hoah | BRI A ZDLZAEDY AR | FSIES
b4
MR | R R JNAZE | BR=EL ARSE | AWHGE (E
BHEA ). ¥ Lﬁi
RAD
RO | EMEHE BN PNMEAENARE | AERER (N
HEA+T4 B4 AN e XK
£ | WHMRLE RLHAETE AYEM
BUINES, 442405
SE AYEMISFEL
W | BNgLE =4 Al
= FEMNER
fEOIE | AN 234 PR HEE | ik (a8
MR ERX - | =6
SR
R | aMKER BERPYAEH AN
1)
% 75 | BIMREE ZNIUE T AN | RS EE (AL
KRBE i)
X% | HTREE RS F—4 AMCAEN AL | ARBGR, 5kik
E+=5=H A %
57 | FIEEE

LA AEN
2 . BN






OEBPS/Image00017.jpg
2% EZ2PeS 44 2% s = el
+=4F SRR —=4F -+, —+RHE
—HHE —tHsE
FILIF KO || REZ P HES52
AFAAFE | DUECT
AN oM ||IREEHE | O OB | K &
i) AT || REESE | BE | #k
T ¥ |F
F OB
I S IRERACTT | W] U
i
75 T | A | EA
I # B || VNSRS |
& |F






OEBPS/Image00018.gif





OEBPS/Image00015.jpg
g

% 4 @ | =,
A= | =, =% =W, Bty % 1k
=T —tHE
BECGUAME | ¥ fR &Rl XOGE || MBS | AM—TE
i

GRS ? THREEERIME ] M A | M A ||RERREE | ARERE

S ASM ? TTREGERE | BRAE | BAE || RBIRKYL | AXMLE

TSR ATHEW | THW] TARRAHE ? B KBfin
F

] AR L5 LR EL < Frosiid
s . L

WOl AHRER

qiFH RSNG| A (TARZR AES &%

AR ity R |TARERTH WO | EERFRAY | A=R
SRS Pz

[EE ] BRI | AM—IS | R KO || AR o

AES
KIFFER ARRBHZE | BRBHZEE |50 £ FLES R E OB
1t PINE

AT i

[l D ? KPR AE || SRS ez

[DEE ? g SRR || RIS REER R

EER(HIRS ey ot TTPEER] | skRIT Hged sk * #
i £ 8

[BES] IMAAE TREEERE | S & | sk || RERRED 5k

HERK LS TTPRRAEE | BkEe RERLIR I
¥

TTIEMERSS ? TP LA WO || A

SR FA

AT b MNP TR || SRIE % &
SiE

TTHESIHR | wo EEM || IV FHGIR || SRIESR S ]

AL 3






OEBPS/Image00016.jpg
Eed

44 e EiPe 44 Pedm it
=g | I, ZH= | =, = fhite
= 1HE AR
N | AT Er il LS bl s AFRIE
&
Hrtza | AMBHRE | M R ||iER] | £ R FEFHsm, | sk Bk
it OB |[ME i
HER s R & % ||WHesEEA | RO DRSO | AbR—ng
HEARIRET | ALY F B ||WHes 7 AR
RES VAL ¥
PSR ? TTBEIF NG || B Vg
R& =P
HEAR BN B ||WimEe | M % | R 8| IR HIEH
IR % Ea WimeaH | £x9 UEDMES=3 F &
¥
RN A || IR AEIE || AT
Fipons
FE WOt | AP || OBl | AR HOMR |
TNE ABRIKAE || RH%E ZAAh || ZEBUEB Bk
PRz - @ | gk 0| ehel || dEHE | 2
widiE - H | & [ || S FFATHR | A8 B || PISBER | T @
OBk ot
[EEIERES R | REFRZ || R THTH || HE S | 4 HE
Tifif
PR SR WHE || EM EHE
m
BRI | ARHZ | AW || EsHER] 2
3 it
fit AR Al B || 2
Tl -
PR 2 HIGE |[fREdRE | £ M| £ O
e wlf (¥
[ AWK || R | A | skTE
CHers || fn
f05)
A B || R E i

P2 %

TAAG






OEBPS/Image00023.jpg
&R

A % fERRE 4 £ M iIIEEEY ® %
FHotE | BRE B PHUTATEE | G HIELA | Piabe ®AEZ Z
—t+tE=H RS R £\

EhEgz | IR T TR | HERT . IR | BN BRI
+pusE LS

£ | HIgERE | g% 8 2)5%:“‘[}31‘* HER AR
74—)%%‘#+:t|_ ﬁlv—aifﬂﬁ, 4% ?l:jl}\é:+’[:££
FIEA ST HWRL | b HE RS
ok






OEBPS/Image00010.jpg
(H hady ([ shay

— T WHE) MiE R H —+
CHY (H=+ ANAEHE ) SR

ANRRE ) TR | AN HE ) MiRE (K
N ) W E

(H CEHY/ (H—+ Q=014
NN FEH FF L) AN | FYSEH T BT HH) XY

Aok ) LY S (K T CHE ) sl (H—
(H MEH =N (HY CHN/ Arhd-H-cHz ) Al

NANHFZH —HHEQO) A=k ([H 4 ANKHE ) SRR | BNl ) BT (HY/
Ay fkHE ) ([H -7 S RS- AR (H—+ (H Ay bl -+ < B ) MW

(H—+ S A ] XHE) (Y | BERE)FWE | NBV R T (HEHTE+

AN fcH ) | ) (I i) (H -y CEN PN T | EHTEOEH =
(Hf (3 THz ) i3I | rhd AR ) K2 (H—+ Arhil-F7cHz ) H 3

I3 HE ) bl | T 0K HE ) MR (Hhd (HEEH= EAUS RS AR 1251 (EHYHy
CHY YT )T | drhdf ok Hr ) PR (H¥ =HEO) Wt

AT |okHs ) B (H=HN4T (H—+# (H=+ EA RS AR A (HAT
WL (R — - TcHE ) MY WHE ) CHE= d=fncHr) B

(H—+# AT H A5 I (H—+ FNAEH T+ (HY
b7 O) LOFS | =T — (H hdy— =+uHO) BY | drhd 3K H) BE | BT ) By

(K= -+=OFH TELINCH (HI (H=+EH\ (K3
dyhddhE ) S | ANkEE )W | ) S | =k ) B3 | k) s | ks ) B

s T st (Mf s af s T sl s B

E 3






OEBPS/Image00011.jpg
(H= (H Ty

THBEQ) s | TS Y
(H—+dy | T2 E) bl

T3z ) Hirhd (H—dy=+

(TH+ “EHYHETH
([H+ T+ TR ) TRHEO) EYW

PFHELTHE] [T ) Ol (HFy

FH 3 B3 ) (MEE) o7 S A = 7
(K3 —THE ) sz

(TH+ T TR ([ e SN T

P TR (HNHy Td4+T"FHV
Jurs ) (Mg L) T T ) ME (T#7 | YR M

(HATN Y] H Al (BN

+TF Bl HT THTEH—4+ | VHE [

+ W) L Phil+ 07 ) Mg | W] H T/
+xH0O) A=K

(H—+ (HNHy (H —shd (HT

hd+ T~ H7 ) W THTEH NS +TEH 4 | HVAEH =D
THTRE IS | T TR ) MR | 3K HE) Bl

T (e i =f Nt i fd

¥





OEBPS/Image00008.gif





OEBPS/Image00009.jpg
(ENr
= acEE) Tk

CHEY (H —y
= bR ) Wit (HY SRR ) B P

TR ) Wk CEf (HE (H—+

(=4 CH Ty BT ME | Ay 3cEE) R | Ay RER) b ik
A bW ) WoFdh (& hd -+ BE ) 2K (H= (H—+ ([ sl
(QERNE:: WS YE] BV Wk ) WAL | dAyhd -+ E | e AN

AR RCHE) T | BV EH N (QERYS AE B EH H-+OEH AU RHE) B RS
(H ﬂ+QHEI+ A=) W | T KHE) B | Ny b adhE) Bt (H

—Ar bz ) (M T ) =R (H TP HE ) WAk
(H VE=+ZHHE CH- [
A —t+EH T+ (_uwvm&ﬁ B af e ] H N

Ay F ¢ B ) Skag (H (HdHy EAS AR 2
SRR ) W | TR ) K (HTE

(H (H == EH A ) e
(H TEA ) B (H™ Z+H+OFH (H=HEH (H

VEAPEHE ) (L UK S | WO ) S| B OKER) R | =K EE ) IR
(H R R H (H (= (HNAHEH NV (H

= OCHE) BB | TR ) R | R ORKEE) AR | B OKHEE) BIRERS | BPOCEE) TR | =) &IX
(H (H (H Am (H=# (H=dy

B REE) B | BN ) X | =4 ) Ml AU RH) Wit | 1OKEEQ) #E | U KBEO) BY¥E

s T st [ s f S R s






OEBPS/Image00006.gif





OEBPS/Image00007.gif





OEBPS/Image00005.gif





OEBPS/Image00014.jpg
g | @ g | g e,
+=4 +Pg. +=4F +pPg . —+HE
—+RE A HE
FEBRFRB el | B vk || FRME | SR
Bt AFJH
I BAAMER N ZN PRAE || FPBITTUE | & 8
HEAW | R






OEBPS/Image00012.jpg
e

£ 7

=l
=

=
=






OEBPS/Image00013.jpg
Kb e Wk ﬁ %
__ ém__xﬁv - ﬁw v\ﬁ
R AN M i 32 Ry
e o @ (2
I R p (XB#)
FE OB 8 E 7
Ai B e
HE# E I o
(BE) Gt) Y - 4
1y il Py
—E IR H s M AM% @zmv
(BHE) | & X
e . |
y X 1
- e
ﬁ (HE) WDy B s —
- o Qling K I v
cor e & (&8
(B8) wx () Kl





